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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伦·贝格尔

	国际知名提问家，创新学家，资深记者。

	致力于研究全球杰出创新者、创意家，深入剖析他们如何通过提问激发原创思想、破解复杂难题。

	著有多篇有关提问和创新的文章，刊登于《哈佛商业评论》《连线》《快公司》等权威杂志。美国NBC《今日秀》（Today Show）、ABC《世界新闻》（World News）、NPR《万事皆晓》（All Things Considered）等节目常驻嘉宾。







测一测 如何靠提问突破思维困局




	· 儿童在4岁左右提问数量达到高峰，之后会自然保持这一能力，不会逐渐减少，这是真的吗？

	A．是

	B．否

	· 在AI时代，人类与人工智能竞争的关键特质是什么？（单选题）

	A．知识储备量

	B．快速答题能力

	C．谦逊好奇

	D．逻辑推理速度

	· 以下哪个问题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教练问题”？（单选题）

	A．还有呢？

	B．你为什么这么想？

	C．你最在意的是什么？

	D．如果重来一次你会怎么做？

	扫描下面二维码查看本书更多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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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获取全部测试题及答案，一起获取AI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各方赞誉




	虽然市场上已有一些关于提问的书，但真正从创新与决策角度深入讲述提问价值的作品寥寥。AI生成答案，人类提出问题。未来的竞争，不是知识的竞争，也不是工具的竞争，而是看谁能提出更好的问题！愿你通过这本书，掌握这一最具时代力量的核心能力。关苏哲新关点创始人，商业决策教练，决策会议架构师《真团队》译者，《多问，少说，才是好领导》作者

	全新升级版的《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其不可替代性在于，它不仅是一本关于商业创新的书，更是一本关于“认知复兴”的指南。作者沃伦·贝格尔并没有停留在“提问很重要”这种正确的废话上，他提供了一整套极具操作性的“为什么-如果-怎样”思维框架。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如果你手里只有“旧地图”（旧答案），那你将寸步难行；但如果你手里握着“指南针”（好问题），你就能穿越迷雾。愿你通过这本书，找回那盏名为“提问”的手电筒，照亮通往未来的路。严伯钧知名作家，文津图书奖得主

	这个世界并不缺少答案，也不缺少寻找答案的方法，却缺少寻找真问题的方法。本书的出版广受欢迎，恰恰因为它不是一本关于“如何解决问题”的书，而是一本关于“如何提问”的书。本书关乎一种生活态度：你是习惯于接受现成的答案，还是勇敢地对世界保持追问的姿态？在VUCA时代，全新升级版的《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赋予你的不仅是一项技能，更是一份内在的勇气——敢于质疑表象，乐于探索未知，用一个个问题为自己开拓出更广阔、更深刻的人生疆域。霍佳震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德国博世基金讲席教授

	我认为全新升级版的《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洞悉了突破性创新的最大难点，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论框架。因此，我向企业家、创业者、产品经理和研发人员推荐这本书。突破性创新的机会往往隐匿在用户的潜在需求中，而由于本书所说的“习以为常”的原因，传统的VOC（Voice of Customer，用户声音法）很难发现。始终保持好奇心、同理心和批判性思维，运用“为什么-如何-怎样”的提问方法，有助于提高突破性创新的成功概率。李序蒙深圳市明德创新企业成长研究院联合创始人

	未来属于会问的人类和会答的AI。本书是我们与AI以及整个世界高效协作的提问说明书。掌握提问，就掌握了驾驭AI工具的核心主动权。它教你如何将模糊的需求转化为精准、启发式的提示，从而让AI成为你强大的思考“副驾”和效率“引擎”。望西淀商用车载AI终端全球龙头企业锐明技术总裁

	本书介绍的很多提问方法都有助于提升企业内部的沟通效率。

	作为一名企业管理咨询师，我观察到很多企业普遍存在沟通问题，比如，管理者说得太多，而倾听太少、提问更少，导致下属未有效参与讨论，缺乏思考和提议，结果往往导致执行任务发生偏差。本书提出，与其给出“你认为”的答案，不如引导他人找到自己的答案。上级通过“倾听+引导式提问”，可以启发员工自己找到解法，并助其在思考中成长，这是行之有效的教练式提问方法，我也一直在践行。袁 园畅销书《OGSM让战略极简落地》作者OGSM战略落地体系创立者

	在多年服务设计与创业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提问是驱动创新的核心引擎。全新升级版的《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以“为什么-如果-怎样”这一黄金框架，将提问升华为战略工具，尤其书中新增的领导力与批判性思维章节，直面AI时代的不确定性。本书不仅系统地拆解了提问艺术，更帮助读者挖掘真问题、激发突破性思维。在我的实践中，正是持续追问“为什么”引领了用户洞察与服务升级。诚挚将这本书推荐给每一位不甘平凡的探索者，赋能业务变革与人生成长。黄 蔚桥中董事长，全球服务设计联盟上海主席

	在永璞咖啡的创业历程中，我们最关键的一步往往不是寻找现成的答案，而是重新审视市场，提出一个未被解答的问题。这让我们得以开创了咖啡液品类、做出独有的IP“石端正”等。正如沃伦·贝格尔在书中所言，伟大的创新始于一个漂亮的提问。不仅是做咖啡，在任何商业探索中，学会“如何提问”，都是通往差异化竞争优势的第一把钥匙。诚意推荐给每一位创业者。铁 皮永璞咖啡创始人

	善于提问的CEO，往往也是行业重塑者。他们不问“如何提升2%业绩”，而是问“我们真正从事的是什么业务”。在《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的全新升级版中，沃伦·贝格尔将这种高阶提问系统化为可操作的框架，帮助管理者从解决问题升级到定义问题，在不确定性中为组织照亮前路，带领组织跨越成长瓶颈。韦福献轩妈创始人

	问题本身就是答案的起点。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在1914年的惊天一问“我的流水线要的是手脚，为什么招来的工人还有脑袋？”，揭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流水线工业时代的本质：工业时代需要的和培养的是标准化和规模化的产业工人。由此也奠定了20世纪教育体系的特色：凡事都有标准答案，记忆比提问更重要。

	而我们都是这条标准化教育生产线的产物，现在突然被时代的洪流卷到了AI时代，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一个新时代的灵魂拷问：在AI比你更会记忆、机器人执行更精准的时代，什么才是你不可替代的价值？

	答案或许藏在我们最本能却已生疏的能力里：提出真正好问题的能力。这是洞察本质、驱动创新、连接未知的起点，也是人类思维超越既定范式的光芒。

	如果你也感到，旧日的教育未曾教会你如何提问；如果你渴望在充满不确定的未来，通过提问开辟新的思路与可能——那么，全新升级版的《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正是为你准备的指南。它不止补上了一堂缺失的课，更是一把开启升维思考、应对智能时代的钥匙。刘永中众行集团董事长AACTP中国区首席顾问，绩效派行动学习创始人

	指路容易问路难，好问题才是顶级思考力。我们拥有了提问的能力，才能定义机会、识别答案，推动创新。“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在AI时代放大个体价值的原点。因为有这个问题，其答案才愈显价值。肖 瑶源流战略定位咨询创始人





	推荐序1 AI时代，决定命运的不是答案，而是提问关苏哲新关点创始人，商业决策教练，决策会议架构师《真团队》译者，《多问，少说，才是好领导》作者

	提问驱动思考，答案终止想象。很高兴，湛庐为大家带来了“提问”领域的好书。

	凯文·凯利（Kevin Kelly）曾在一场知名演讲中提出未来发展的12大趋势，其中第11个趋势就是“提问”。在今天，找到一个答案从未如此容易，你可以随时上网搜索，也可以随时询问AI。但好问题比完美答案更有意义，也更有价值。好问题才能激发创新。通过正确提问，能有效发现和解决问题，促进产品、服务和组织运营的突破，和谐团队关系，提升沟通效率，最终增强企业竞争力。

	在我过去数年总裁教练实践中，“提问”始终是最高杠杆的领导力工具。AI时代到来后，提问能力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强化。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曾指出：“AI是人类生产力的放大器，但它放大的不是知识，而是你提出的问题。”OpenAI CEO山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也说：“AI最后比拼的不是模型，而是谁能问出更好的问题。”换句话说：不会提问，AI也无法帮助你；会提问的人，AI会让你成为超强决策者，从而实现跨越式成长。



从给答案到问问题，重构你的领导力




	在中国管理学和企业培训市场中，鲜有学校和机构将“提问能力”视作最重要的底层能力来普及。大家还未能真正理解、掌握并善用提问。因此我们经常看到以下现象：

	· 遭遇重大困惑时，无法洞察问题本质，决策效率低下。

	· 思维循规蹈矩，由于缺乏创新能力，错失发展机遇。

	· 工作中管理者习惯亲力亲为，直接给下属答案，导致下属成长缓慢，管理者自己也身心疲惫。

	· 日常沟通充满批评和指责，团队关系紧张，士气低落。

	· 会议效率低下，参会者不是七嘴八舌，就是沉默寡言。

	这些现象的根源，不是管理方法不先进，而是领导者没有掌握提问式工作方式。作为总裁教练和企业决策会议架构师，我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通过各种主题会议如战略研讨、客户洞察、业务增长、高效团队塑造等，帮助CEO和管理团队提升提问能力。多年会议成果，让我不断看到同一个规律：团队的突破永远来自提问能力，不来自答案。

	当我引导团队回到本质问题、澄清假设、打开可能性时，他们常常惊讶：“原来我们之前讨论的一切，都跑偏了。”在我引导的这些关键会议中，大量时间不是在“给答案”，而是在通过强有力的提问，引导与会者洞察本质问题，并激发彼此思考，从而达成更高质量的决策。我也常鼓励与会者在表达观点后提出真诚的问题，而不是终止对话。

	AI时代进一步证明：提问不是软技能，而是组织的底层操作系统。当AI能生成无数答案时，真正稀缺的是：

	· 定义问题的人。

	· 打开边界的人。

	· 深挖根因的人。

	· 重构思考框架的人。

	· 能让团队一起思考的人。

	这些人就是领导者。提问也能让你成为更好的领导者。我在许多CEO辅导中看到，当一家企业引入AI工具（如ChatGPT、Gemini、豆包）却发现效果不佳时，问题从不是“AI不聪明”，而是领导者不会提问，团队不会提问，组织不会提问。不会提问的人，只能被AI替代；会提问的人，才能真正驾驭AI。

	在VUCA时代，靠强势拍板的领导方式已经过时。不会提问的管理者，不仅自己疲惫，也无法带领团队成长。提问，是提升领导力最有效，也最容易被低估的方法。提升领导力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多提问，方法之二是鼓励他人提问。当我们学习提问并真正提出好问题时，这些提问就会让个体、团队和组织都焕然一新。

	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在《赢》中强调：领导者必须真正成为提出最多、最好问题的人。领导者和管理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领导者善于提出问题，管理者则聚焦于回答所提出的问题。事实上，提问能力是具有创新意识的商业领袖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衡量领导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用好问题构建未来核心竞争力




	为了让更多人真正理解提问的重要性并掌握其方法，我前几年推出了“有效提问30讲”课程，以及撰写了《多问，少说，才是好领导》一书。在浏览近20本关于提问的中外书籍后，沃伦·贝格尔所写的这本全新升级版的《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是最让我爱不释手的一本。书中案例鲜活生动，系统阐述了如何用提问激发创新，对我影响颇深。

	贝格尔提出的3个创新问题“为什么-如何-怎样”，几乎是创新之源。以苹果手机为例：

	· 为什么手机只能打电话？

	· 如果它能整合MP3、电子书、影碟机和电话会怎样？

	· 我们怎样才能设计并生产这样的手机？

	这3个问题最终促成了一个伟大的创新品牌，并分别对应创新的3大核心能力：洞察力、想象力与执行力。不仅苹果手机，宝丽来、迪士尼的诞生，奈飞和爱彼迎的崛起，其背后都有一个转折点——有人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好的提问能改变思维的边界，开创创新的可能，并重新定义行业。

	创新，必须敢于打破常规、质疑行规。激发洞察力，从“为什么”开始。从本质上讲，这并不是“挑刺儿”，而是批判性思维，是对经验假设的再验证。问“为什么”其实是一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放飞想象力，“如果……会怎样”是催化剂。它让我们突破框架，将不相关的事物联结起来，从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执行落地，“会怎样”是关键。如果在提问时，在“会怎样”前加上“我们”，在“可能”后加上开放性表达，就能让团队形成共同的行动方案，并保持反思空间。

	除了激发创新，提问还能在高效决策会议、跨部门沟通、管理团队、培养新人、塑造组织文化等职场场景中发挥其作用。沃伦·贝格尔的这本全新升级版的《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进一步展示了如何用提问来推动决策、沟通与管理。

	很多管理者遇事立即给方案，“头痛医头，脚疼医脚”。这是解决问题的大忌。问题无法解决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发现真正的问题，而提问正是打开大门的钥匙。我主持的决策会议中，至少有超过50%的时间是让参与者彼此提问，通过明确问题、梳理根因、使用开放式问题，并运用半小时就能提出100个问题的“问题爆炸法”等方式，帮助团队迅速达成共识。

	提问看似简单，其实是一种高级的元认知思维，它能够引导人们去推理。可以说，提问是解决几乎所有复杂问题的核心。虽然市场上已有一些关于提问的书，但真正从创新与决策角度深入讲述提问价值的作品寥寥。期待贝格尔的“提问书”能帮助你把握未来发展的真正趋势。

	AI生成答案，人类提出问题。未来的竞争，不是知识的竞争，也不是工具的竞争，而是看谁能提出更好的问题！愿你通过这本书，掌握这一最具时代力量的核心能力。





	推荐序2 在答案唾手可得的时代，唯有提问能定义我们是谁严伯钧知名作家，文津图书奖得主

	在人类思想的漫长光谱中，哲学往往扮演着那个令人不安的角色：它不负责提供确定的慰藉，却负责动摇确定的根基。如果我们试图为整个人类的认知进化寻找一根金线，我们会发现，驱动文明前行的，从来不是那些被视为真理的“标准答案”，而是那些在当时看来甚至有些愚蠢、有些冒犯、有些异想天开的“问题”。我之所以极力推荐沃伦·贝格尔的这本全新升级版的《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正是因为站在人类历史的又一个十字路口——AI席卷一切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申这个古老的命题：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如果说过去的100年是“知识爆炸”的时代，那么我们现在正身处“答案通胀”的时代。随着生成式AI的普及，获取答案的边际成本正无限趋近于零。然而，这引发了一个深刻的危机：当答案变得像自来水一样廉价且唾手可得时，什么才是稀缺的？

	早在几十年前，毕加索就曾针对计算机做出了那个振聋发聩的判断：“计算机毫无用处，它们只能给出答案。”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尤为深刻。AI本质上是基于概率的预测模型，它依赖于已有的数据，擅长归纳和演绎“已知的已知”。它能完美地回答“是什么”，但它无法自发地产生那个源于人类好奇心深处的“为什么”。机器不会对现状感到困惑，不会对未知感到惊奇。因此，在这个AI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再取决于谁掌握了更多知识（因为谁也比不过数据库），而取决于谁能提出那个切中肯綮、激发创新的好问题。提问，成了人类智能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堡垒。

	从哲学的角度看，答案往往意味着思维的终结。当我们说“我知道了”时，探索的大门就关闭了，确定的边界就此形成。而问题是动态的，它是通向未来的钩子。在本书中，贝格尔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通过诸多鲜活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绝妙的问题”是如何撕开现实的裂缝，让光透进来的。比如，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之所以能发明宝丽来相机，不是因为他拥有某种神秘的化学方程式，而是因为他3岁的女儿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问了一个天真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不能马上看到刚刚拍摄的照片，非要等不可？”那一刻，现有的技术逻辑失效了，一个新的可能性诞生了。这正是问题的伟大之处：它不仅仅是索取信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它能够重构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框架。当我们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时，我们是在挑战现状；当我们问“如果我们要改变它，会发生什么”时，我们是在构建未来。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尽管书中说“我们生来就会提问”，但传统教育体系和社会规训却在系统性地扼杀这种提问能力。我们在学校里学习如何快速填对标准答案，在职场上被教导“带着方案来见我，不要带着问题”。我们害怕提问，因为在很多时候，提问被视为无知或是对权威的冒犯。我们逐渐变成了解答机器，却弄丢了那把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

	全新升级版的《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其不可替代性在于，它不仅是一本关于商业创新的书，更是一本关于“认知复兴”的指南。作者沃伦·贝格尔并没有停留在“提问很重要”这种正确的废话上，他提供了一整套极具操作性的“为什么-如果-怎样”思维框架。这一框架完美地弥合了哲学思考与现实行动之间的鸿沟：从“为什么”出发去洞察本质，通过“如果”来释放想象力，最后落实到“怎样”的具体行动中。它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提问者，既要有苏格拉底式的申辩精神，也要有工程师般的实践能力。

	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我们必须承认，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充满波动性与不确定性。在这样一个非线性的世界里，依靠过去的经验——也就是旧答案——来导航是危险的。正如书中所建议的，未来的组织甚至应该设立“首席提问官”。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激进的建议，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面对AI挑战的最优解。如果我们把AI看作一个超级强悍的“解题者”，那么人类就必须进化为高明的“出题者”。我们需要学会如何用问题去指引AI，如何用问题去辨伪存真，如何用问题去触达那些算法无法触及的伦理与情感的边界。

	全新升级版的《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并不是一本让你读完以后就能获得一堆确切结论的书。相反，如果这本书成功了，那你在读完它后应该会产生更多疑惑。你会开始审视你的工作：“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会重新思考你的生活：“如果我换一种活法会怎样？”请不要害怕这些疑惑。在答案唾手可得的时代，困惑是一种奢侈品，它意味着你的大脑正在突破算法的包围，正在进行真正的思考。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如果你手里只有“旧地图”（旧答案），那你将寸步难行；但如果你手里握着“指南针”（好问题），你就能穿越迷雾。愿你通过这本书，找回那盏名为“提问”的手电筒，照亮通往未来的路。







前言 AI时代，提问才是你的终极竞争力




	我是个“提问学家”1。如果你对此的第一反应是问：“真的吗？”我可能会回答你：“如果不是真的，为什么不能把它变成真的？为什么就不能有这么一个研究领域，致力于用许多令人惊讶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世界呢？”

	我从事提问研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之前做记者的时候，提问是我从事这一行的主要工具。但多年来，我远远低估了提问的价值。我知道提问是一种获取信息的有效方法，但从未考虑过提问在激发创新、解决问题、改变个人生活及周围世界等方面发挥着那么重要的作用。

	这一转变发生在我参与某个项目期间，该项目让我接触到了一些世界顶尖的创新者和创意精英。2当观察他们如何应对挑战时，我发现他们的成功并没有万能公式，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善于提问。对他们来说，许多最辉煌的成就，即那些突破性的发明、成功的初创公司，以及针对困惑已久的难题找到的全新解决方案，都可以追溯到他们曾提出、研究并最终解答的一个或一系列问题。

	这一项目也成为本书第一版（2014年）的基础。创新是第一版的核心主题。本书全新升级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几个全新领域，新增了关于领导力和批判性思维的章节，以及一个专门论述如何用提问更好地与他人交流并影响他人的章节。在我看来，这些领域在最近几年变得越发重要。而要在这几个方面游刃有余，无论在有效领导、理性思考还是清晰沟通中，善于提问绝对至关重要。



答案属于提出好问题的人




	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世界经历了全球性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简称“新冠疫情”）和重大的政治动荡，同时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比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大发展）正深刻重塑就业市场和人类生活。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我发现对提问的意义最好的诠释是：提问使我们能在面对未知时找到思路。3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提问这一工具。并且此时此刻，我们可能更乐意去接受提问。

	研究表明，在经历了危机之后，我们更愿意改变思维。4身处充满变数与动荡的时期，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原来认为理所当然的某些规则一朝被颠覆（例如，人们不再每天去办公室坐班，而且明确表明他们今后也不打算再和过去一样），这也许会让我们开始质疑其他的一些基本假设。因为我们开始意识到：假设是可以被质疑的，事情不一定非要保持过去的状态。

	今天是这样，过去和可预知的未来都将会如此。没有所谓的“回归常态”（无论事情曾经是什么样子）。新常态需要我们每个人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自行规划：我们将在哪里工作，或每天工作多少小时？人工智能会让我们的工作更轻松还是取代我们？体验过生命的不同可能，我现在真的还想干原来的工作吗？我该如何与周围那些与我的认知不同的人相处？

	在我2014年写作第一版的时候，人们似乎痴迷于凡事都要试试——凡是会议就参加，凡是来电就接听，不放过社交媒体上的每一条信息，试图抓住每个机会。当时的媒体上充斥着关于人们感觉工作过度劳累的新闻。有关“不堪重负”的话题时常被挂在嘴边。

	直到2020年，我们被迫按下暂停键。那段时间真的非常适合思考，去探索更多可能性，并重新考虑生活的优先级。这也是一个绝佳的提问时机。但我认为许多人那时并没有利用好这一时机。原因是什么呢？也许是因为他们不习惯，也不清楚如何向自己提出切实有用的问题。

	这也不难理解。从来没有人正儿八经地教过我们要如何提问，也没有人鼓励我们提问。学校不教提问，工作中也没有人培训我们如何通过提问解决问题。事实上，我们往往不鼓励提问，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教室，人们总被告知没有时间提问。所以，谁还会觉得有必要在其他事情上挤出时间用来提问呢？

	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意识到提问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发人深省的问题。自苏格拉底时代以来，诸多伟大的思想家就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一点。诗人们对这个问题也做过详细的阐释，本书书名的灵感就源自诗人E. E.卡明斯（E. E. Cummings）的名言：“美妙绝伦的答案永远属于知道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的人。”从毕加索到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艺术家们都谈到了提问的启发力。克洛斯曾说：“问自己一个足够有趣的问题，在你试图为其找到最佳答案的过程中，你很快就会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接着你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独特的状态——我认为，那是一个更有意思的状态。”5

	从史蒂夫·乔布斯到杰夫·贝佐斯，商界大佬们都对提问大加赞赏，谷歌甚至将自己定义为一家“问题驱动型”公司。6最具影响力的提问拥护者中不乏科学家，尤其是爱因斯坦。他从4岁起就开始提出一些精妙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指南针指向北方），终其一生都将好奇心视为一种“神圣”的能力。虽然爱因斯坦对许多事情都心怀好奇，但他对选择其中哪些问题做深入研究非常谨慎：他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也许他并没有说过），大意是如果有1小时来解决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么他会用前55分钟来确保自己正在解决的是一个正确的问题。7



我们为何停止提问




	既然有这么多的证据支持提问的价值，从爱因斯坦到乔布斯，每个人都是提问的拥护者，那么，为什么提问在学校不受重视，在商业领域被低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未被充分运用呢？

	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们将提问视为一种本能，认为人们理所当然会提问，不需要对其太过关注。小型学校运动先驱德博拉·迈耶（Deborah Meier）曾说：“我们生来就会提问。”8

	的确，学龄前儿童能轻而易举地提出大量问题。一项研究发现，在英国，一个4岁左右的小女孩平均每天可以向她那“可怜”的妈妈提390个问题，同龄男孩提问的数量也差不了多少。9因此，可以说，提问像呼吸一样，是上天的馈赠，是生活中必不可少且理所当然的一部分，是任何人，即便孩子也可以做到的。

	然而，这个4岁的小女孩在余生中很可能再也不会像她4岁时那样本能地、富有想象力地、自由地提出各种问题了，除非她是个例外，否则这个年龄段就是她提问的高峰期。

	这一有趣的事实本身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 为什么那个4岁的小女孩在五六岁的时候提问开始变少了？

	· 这会给她及其周围的世界带来哪些影响？

	· 为什么我们不尝试通过找到让提问保持活力的方式，来阻止或扭转这种趋势呢？

	但这个4岁的小女孩也可能是个例外：她可能会成为少数的持续提问者之一，就像本书中描述的“大师级提问家”。但这同样会引发新的问题：

	· 为什么一些人能持续提问，而另一些人不可以呢？是遗传因素、学校教育，还是父母教育方式的影响？

	· 如果我们将提问者和非提问者进行比较，谁看起来会更优秀？

	商界对提问持一种爱恨交织的态度。一些商业领袖将其看成低效的行为。他们急于行动，常常根本没有时间追问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但处在非管理岗位的人往往心知肚明：提问会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因为在会议中举手问“为什么”可能会被视为无知或是不服从管理。

	然而，一项针对数千名企业高管的研究显示，最具创造力、最成功的企业领袖往往是提问高手。他们以挑战行业惯例、公司的基本做法，甚至质疑自己假设的有效性而为人所知。这项研究的参与者哈尔·格雷格森（Hal Gregersen）说，这种特质不仅没有阻碍他们在商界的崛起，反而为其事业装上了“涡轮增压器”。10

	事实上，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使得这些商业领袖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考虑到以上事实，有人可能不禁要问：

	· 如果我们知道（或者至少强烈怀疑）提问是创新的起点，那么为什么它得不到企业的重视？

	· 为什么企业不培训员工提高提问技能，并创建鼓励他们这样做的制度和环境呢？

	· 如果企业尝试这样做，该如何着手实施呢？

	关于前两个问题，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提问会挑战权威，打破既定的结构、流程和体系。这一答案同样适用于关于学校为什么不尽力去教授或鼓励提问等类似的问题。在等级森严的公司或政府机构，鼓励，甚至是允许提问就意味着让渡权力。甚至在课堂上，一个教师如果允许更多学生提出问题，就必须主动放弃掌控权。这么做不是件容易的事。

	提问还会促使我们（有时是逼迫我们）考虑是否可以换种方式行事。任何迫使人们必须多加思考的事物，都不那么容易让人接受。这就不难理解提问在日常生活中颇具挑战的原因了，以及为什么我们没有尽可能多地去提问。不加思考、按部就班地处理日常事务显然更容易，这样做既合情又合理。神经学家约翰·库尼奥斯（John Kounios）观察到，大脑会寻找能够“减轻思维负担”的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不加质疑地接受（甚至是忽略）我们周围任何时候发生的大部分事情。11我们如同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这样有助于我们节省脑力，我们也可以同时兼顾多项任务，并能够完成日常琐事。

	但当我们想要改变现状、推动变革时，就必须跳出原有的思维模式及简单的假设，另辟蹊径。然而我们要做到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提问的方式。



在AI时代，升级提问力




	面对今天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减少“自动驾驶”的时间，增加一些提问模式。作家、未来学家约翰·西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表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持续变化的时代”。12在这样的时代，提出深思熟虑的问题将成为我们接纳新事物、摆脱旧有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第一步。同样重要的是，问题一经提出就该知道如何应对处理。

	怎样才能开发和升级自己的提问能力呢？我们能重新点燃4岁时提问的火花吗？我与上百位商业创新者、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电影制作人、教育家、设计师及社会企业家进行了对话和访谈，他们分享了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人分享了提问是如何引导他们的事业和企业发展的；有人则细数了一个特定问题是如何帮助他们改变生活的；更多的人则分享了关于提问艺术的深刻见解，以及提问的技巧和秘诀。

	基于以上访谈中的经验分享，同时借鉴现有创造力理论、设计思维和问题解决方面的理念与启示，我设计了一个“为什么-如果-怎样”提问框架（Why/What If/How），用以应对各种挑战和难题。这并不是一个固定公式，提问也没有公式可循。它更像是一个思维框架，旨在帮助大家明确提问的不同阶段。因为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提问往往遵循一种递进逻辑，即通常始于退后一步重新审视问题，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终于对某个特定问题采取行动。

	以变革为最终目的的提问之旅可能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其中遍布陷阱、弯路，往往还看不到答案。正因为如此，以系统化的方式进行探索，将探索视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往往会有所帮助。最优秀的创新者即便在这一漫长的旅程中不能立刻找到答案，也能坚持下去，因为他们专注于不断提出下一个问题。

	我认为，在当下这个变革的步伐正在持续加速的时代，分享创新性提问者的方法和策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无论是快速适应还是创新，其紧迫性都与日俱增。这些变革的力量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在当今世界，成为一名高效领导者究竟意味着什么？来自那些声称拥有所有答案、没有好奇心的领导者的老派做法，早已让我们付出代价。

	与这场领导力危机并行的是批判性思维的危机，这导致人们无法辨别新闻的真假，以及领导的优劣。在新增的关于批判性思维的章节中，我们将一起审视那些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思维力的各种问题。当然，想要达到这一效果，你必须以正确的方式、抱着开放的态度提出这些问题。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探讨的是关于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新增的人际沟通提问的章节，讲的是如何通过提问更好地与他人建立联结，其中介绍了掌握倾听技巧、提出跟进问题和建立融洽关系的方法。在人际交往中，恰当的提问可以帮助我们破冰或跨越鸿沟。在这个两极分化严重的时代，太多人试图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或“答案”。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带着好奇心和好问题参与对话。

	那究竟什么是“好问题”呢？当我第一次在一篇名为“一个更好的问题”的博客上提出本书中的核心概念时，就做出了一个主观的定义：一个好问题，既宏大又可执行，它能够改变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方式，甚至可能成为引发变革的催化剂。这一定义清楚地表明，本书关注的不是关于宏大的哲学或精神层面的问题，比如我们为什么存在，如何定义“善”，是否有来世，尽管这些问题也能引起激烈的争论。我不具备探讨这类问题的能力，它们也不属于我所说的可执行性问题的范畴。

	本书关注的是那些切实可行的并能够带来实际成果和改变的问题。备受敬仰的物理学家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曾告诉我，在他的研究工作中，他常常致力于寻找“一个足够难但有趣，值得探询，同时又很简单且能够实际解答的问题”。13

	我们很少提出这类问题，它们既不是我们通常输入搜索框中的查询类型，也不是作为ChatGPT提示词的问题。虽然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提问的黄金时代”，现在所有的在线资源都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即时答案，人们提出的问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这种多纯粹是基于数量而言，而非基于问题的质量和深度。

	本书关注的是网络搜索无法给出正确答案的问题，即那些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解锁的问题。什么样的新颖创意能让我的企业脱颖而出？如果我换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我的工作和艺术会怎样？我该如何处理一个存在已久的、影响社区和家庭的问题？这些都是个性化、具有挑战性及可能带来颠覆性改变的提问。

	在探究提问的价值的过程中，我越来越确信，提问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将来会更加重要。它能帮助我们弄清楚什么是重要的，机遇在哪里，以及如何抓住机遇。我们都迫切地想要得到这些答案。但首先，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







第一部分 “我知道”已无价值，“问得漂亮”才是核心竞争力







	01 “问得漂亮”，拥有惊人的力量为什么我们能让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却不能让残疾人在地球上行走？问题和答案，哪个才是真正的稀缺品？为什么信息越多，反而更难提出有效问题？如何判断哪个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不做“自认为什么都懂却停止思考的人”1




	时光回到1976年，那时谷歌还未出现，网络还无法解答我们的所有问题。一个名叫范·菲利普斯（Van Phillips）的年轻人提出了前面所列出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先是在他脑海中形成，之后便不断被放大。菲利普斯觉得他的未来取决于能否为这些问题找到满意的答案，而那时似乎还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他那时21岁，是一名健康、帅气、阳光的大学生，生活一帆风顺，令人艳羡。但也正是那年夏天，菲利普斯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一天，他正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湖上滑水，拖着他滑水的小艇突然着火了，紧接着一片混乱，驾驶者没有注意到另一艘摩托艇正从湖面的隐蔽弯道驶来，径直冲向菲利普斯。

	第二天早上，在医院病床上的菲利普斯从麻醉中醒来。他的左腿自膝盖以下被那艘摩托艇的螺旋桨切断了。他回忆道：“我当时正如俗话所说，‘既不敢看，又忍不住想看’。我掀开毯子摸索着，原本左小腿的位置空荡荡的。”

	医院给菲利普斯装上了“一只固定在一根铝制管子上的粉色假肢”。实际上，这条“腿”比一块包了泡沫橡胶的木头强不了多少，但这就是当时假肢的水平。菲利普斯出院时，医生嘱咐道：慢慢习惯你的“新朋友”，每天戴着它走两次，它就会变得越来越结实。菲利普斯回忆称，当他第一次尝试戴着这只假肢走路的时候，竟被“一颗豌豆大小的鹅卵石”绊倒了。那一刻，他意识到，这个东西对他不适用。他记得，那段时间去拜访他女朋友的父母时，女孩的父亲曾把他拉到一边说：“菲利普斯，你必须学着接受现实。”菲利普斯回忆道：“那一刻，我咬紧牙关，没有说话。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我的确不得不接受自己被截肢的事实。但是，我绝不会接受终身用这种假肢。”

	那一刻，菲利普斯表现出了一个创新性提问者具有的特征之一：拒绝接受现实。这种特质早在他童年时期就初现端倪。比如，孩提时期，他曾拆掉了家里所有房间的门把手，并淘气地想：“如果我把这个拆下来会怎样？”爱提问者的童年通常都有过类似的故事。但如今，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正在经历一个关键的“为什么”时刻：“为什么我要接受如此差劲的假肢？”

	对菲利普斯来说，产生这样的疑问没什么不合理。在当时，他和其他人都清晰地见证了科技的突飞猛进，特别是美国太空计划领域的成就。因此，他就想搞明白，为什么这么先进的科技手段能让一个人在月球上行走，却不能解决他在地球上行走的实际问题。

	菲利普斯当时尚未意识到，有些问题，美国政府或大型企业并不急于去解决。后来，随着他对假肢行业的深入了解，他才逐渐明白这一点。他回忆说：“假肢行业几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没有人投资这一领域，因为这个行业的客户群体是截肢患者。在任何人的观念里这都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商业市场。“而我刚好可以借此占得先机。”菲利普斯数年后这样告诉我。正是因为这个领域过去长期停滞不前，反而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创新条件，比如，重新审视传统的工艺和现状，并为行业注入迫切需要的新理念。

	不过，作为一个天真的提问者，菲利普斯很快便发现，在现实世界，他的那些天真的“为什么-如果-怎样”的问题并不受欢迎。事实上，无论在医疗机构、企业会议室还是教学场所，触及本质的追问往往会让专业人士感到不耐烦或难堪。他关于“为什么没有更好的假肢？”“这一现状是否可以改变？”的质疑都可能被视为对某些专家的挑战，这些专家可能是医生、假肢工程师，以及当时的其他相关人员。毕竟，在这一领域，他们远比他了解当时“什么是更有可能实现的”。

	作为假肢领域的门外汉，菲利普斯实际上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更好地提问。关于提问，一个有趣又吸引人的现象是，是否善于提问通常和所掌握的专业知识的多少成反比。也就是说，专业人士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往往不善于提问。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对此有过精辟的见解：专家就是那些“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而不再思考的人”2，如果你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了，就失去了提问的动力；然而，如果你不提问，那么你就只能依赖专业知识，但这些专业知识必定是有局限性的，可能早已过时，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菲利普斯并非要让专家们相信他比他们知道得更多。事实上，他也并没有知道得更多，只是心存疑惑。在探索的过程中，为应对挑战，他采取了另一个关键步骤：改变“他们为什么不能造出更好的假肢”这一问题的问法。确切地说，就是用“我”代替“他们”。

	同样，喜欢探索的独立发明家马克·努南（Mark Noonan）3也曾阐释过这个至关重要的理念。努南曾在铲雪时经历了无数次背痛的折磨，他就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不能发明一把更好用的铲子？后来，努南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发明了一种带轮和杠杆式长柄的雪铲，使用的时候再也不用弯腰了。努南指出：若只是空谈问题，而不付诸行动，那就不是真正的探索，而是抱怨。3而且你抱怨的状况可能永远也不会有所改变，因为正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前负责人雷吉娜·杜根（Regina Dugan）所说：“我们总认为，会有一些比我们更聪明、更有能力、资源更多的人来解决问题。但其实这样的人并不存在。”4

	当菲利普斯意识到，他必须亲自解决自己的问题时，他立刻明白：要想真正解决假肢问题，他必须深入这个行业。尽管他大学主修的是广播专业，但他毅然转变方向，考进美国西北大学，参与美国顶尖的肢体修复研究项目。他也因此获得了在美国犹他州的一家肢体修复实验室工作的机会，并开始逐渐理解了那时候假肢的设计原理与局限性。

	菲利普斯花了将近10年时间反复钻研他最初提出的问题，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最终付诸实践。菲利普斯的探索之路将他引向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领域：他能从动物界、当地的游泳池，甚至中国古战场中汲取经验、获得洞见。

	为了制作出一款更好的假肢，他屡屡受挫，而他也确实没少摔倒。每次测试新的假肢模型、检测其性能是否比之前的款式更好的时候，新款假肢在他身上断裂的瞬间，失望“油然而生”。虽然他也会骂骂咧咧，但接着他会重新找出原来没有发现的问题，努力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直到有一天他的假肢不再断裂，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将会改变世界。



问题会驱动思考，答案常中止想象




	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观察到，问题是“驱动智力的发动机，如同将好奇心转化为可控的探究大脑的机器”。5此处费舍尔用“发动机”一词，只是在试图描述提问蕴藏的惊人力量时的诸多隐喻之一。问题有时被视作一把铁锹，帮助人们挖掘被掩盖的真相；或是如“正确问题研究所”（RQI）的丹·罗思坦（Dan Rothstein）所言，问题就像手电筒，“照亮你前行的道路”。6

	已故的弗朗西丝·皮维（Frances Peavey）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社会活动家，她的工作围绕着她称之为“策略性提问”的理念展开，旨在弥合人际的文化差异。她曾观察发现，一个好的问题就像是“撬开油漆罐盖子的木棍”。7

	我们一直在谈论，一个问题像什么，也许是因为我们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觉得提问是一种说话方式，但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没有说出口，那么问题就不存在，可事实并非如此。一个问题可以在头脑中长期萦绕，甚至一直存在下去，即使我们从未向他人吐露过。

	我们都知道，提问能力是我们区别于其他低等灵长类动物的特性之一，无论这些问题是诉之于口，还是通过其他方式呈现出来的。哈佛大学的教育学教授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在研究儿童的提问能力时发现，“和其他的灵长类动物不同，人类的天性决定了年轻人渴求从年长者处获得文化信息”。8哈里斯将这一现象视为关键的“进化分水岭”。人类从很小的时候，甚至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会利用某种提问形式来获取信息。例如，幼儿在拿起一个猕猴桃时，会通过眼神或手势示意身边的大人，他想了解更多。黑猩猩则不会这么做，它们可能会通过信号“索要”食物，而这只是简单的索要行为，并非为了获得更多信息。

	由此可见，提问的驱动力来自我们对自己无知的觉知。这种高觉知不仅区分了人类与猿类，更将智者（聪明且有求知欲的人）与愚人（麻木不仁且不求甚解的人）区别开来。优秀的提问者往往对自身的无知有着清醒的认识且泰然处之。例如，TED大会创始人理查德·索尔·沃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曾说：“我比你们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无知。”9优秀的提问者不断用提问这只手电筒照亮无知的深渊，用问题的铁锹挖掘未知之地。

	提问新思维

	作家斯图尔特·法尔斯坦（Stuart Firestein）在其力作《无知》（Ignorance）一书中指出：科学发现的关键之一便是，科学家愿意接受无知，并利用提问作为探索新发现的途径。一个好问题能激发多层面的答案，能激励人们为解决问题从事数十年之久的研究，开辟出全新的研究领域，还能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而答案，往往意味着探索的终结。10



一个小问题创造一门大生意




	罗思坦对问题的这种扩展效应进行了研究，并与同事卢兹·桑塔纳（Luz Santana）共同创立了“正确问题研究所”，这是一家小型且颇具吸引力的非营利性组织，旨在推动提问技巧的教学。罗思坦认为，提问能起到某种作用，虽然他也不确定具体是什么作用，但能让人产生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还坚持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只要提到或听到某个特定表述方式的问题，就会产生一种能触摸到真相和新认知的感觉，提问能产生‘灵光乍现’的效果。”

	罗思坦在课堂教学中也观察到这一现象，无论学生是成年人还是儿童，他们被要求只能用提问来进行思考和头脑风暴时，想象力的阀门就好像被打开了。此时，参与者往往对谈论的主题参与度更高，也更感兴趣。各种想法开始以问题的形式涌现。《哈佛商业评论》撰稿人波莉·拉巴尔（Polly LaBarre）对此也有共鸣，她表示，在商业领域，生动且富有想象力的提问能产生同样的效果：这类问题“具有颠覆性、开拓性和趣味性”，并似乎能“让人们切换到创造新事物所需的模式”。11

	创意提问实验室 和平年代，怎样为应对战争做好准备12

	战时的残酷性会激发人们想出许多好问题。亨利·杜南（Henry Dunant）是瑞士的一位年轻的加尔文主义者。1895年，杜南在意大利旅行时，恰逢奥地利和法国之间爆发一场血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大约有4万人死伤，杜南迅速组织当地居民为伤员包扎伤口、寻找食物。返乡后，杜南写道：“在和平年代或者休战期间，是否可以成立救济会，让训练有素的、尽责的热忱志愿者来照顾伤员？”于是，国际红十字会及其各国救援组织由此诞生。后来杜南还倡导整合各国红十字会的技能和各种资源，不仅在战时，更要在和平时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那么，问题是如何引领人们创新的呢？神经学家、作家肯·海尔曼（Ken Heilman）也是大脑创造性活动领域的顶级专家，他坦言，在研究人们提问时大脑是如何运作的这一方面，科学界还缺乏足够的关注。神经学家如今能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白日做梦、看电视广告或玩填字游戏的时候大脑皮层会发生哪些变化。但奇怪的是，对于形成和提出问题的思维过程，学界却鲜有论述。海尔曼指出，一直以来，神经学界对发散性思维（试图提出各种替代性方案的思维过程）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他还表示：“由于发散性思维是关于表达的，例如，‘如果我对此有不同的想法呢’，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提问的形式。”13

	关于发散性思维，我们目前已经知道的是：它主要产生于大脑更具创造力的右半球；它能激发想象力，并常常引发想法的随机关联，而这正是创造力的主要来源；同时从认知层面来看，发散性思维既能有效激发大脑潜能，又能让人因此而有所收获。因此，既然提问能够触发发散性思维，那么罗思坦在使用“正确问题研究所”的提问教学法时，在课堂上观察到的那种豁然开朗的“开窍”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罗思坦指出，提问不仅能开拓思维，还能对思维起到引导和聚焦的作用。在他的教学实践中，学生往往从开放的、发散性的假设性推测开始，但随着问题探讨的深入，他们会逐渐运用自主提问的方式来做收敛性思考，从而触及复杂问题的核心并达成共识。他们甚至会在分析和反思自己的问题时利用提问进行元认知思考。罗思坦表示：“人们认为，提问很简单，但如果运用得当，提问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复杂、高层次的思维方式。”


	人人都可以提问。拉巴尔表示：“提出一个强有力的问题并不需要身居高位。”1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权威人士发起提问反而需要更大的勇气，承担更多的风险。哈尔·格雷格森等人在研究善于提问的领导者时发现，他们都具备一种非同寻常的谦逊和自信。15他们足够谦逊，能坦承自己的无知；但也足够自信，敢于在他人面前承认这一点。做到如此，绝非易事，尤其是后面这一点。正如作家肯·罗宾逊（Ken Robinson）爵士
	[image: ]所言：“通常，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承认自己的无知本身就是社交禁忌。”16

	喜欢提问是一回事，能提出有效的好问题则是另一回事。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具有上述积极作用。开放式问题，特别是那些无法用简单事实回答的“为什么”“如果……会怎样”类问题，通常比封闭式的是非问题更能激发创造性思维——尽管封闭式问题也有它们存在的意义。

	提问要发挥积极作用，提问的语气可能更为重要。面对困难或挑战时，一个人可能会用“我的天，我们该怎么办？”来回应。但面对同样的处境，有的人则会说：“如果我们把它视作一次机遇，那会怎样？我们怎样才能抓住这一机遇？”

	凯斯西储大学教授大卫·库珀里德（David Cooperrider）提出的欣赏式探究（appreciative inquiry）理论认为，使用更积极语气的第二类提问往往能激发更好的答案。这位广受推崇的教授认为：“组织会不自觉地被其提出的问题所引导。”如果领导者或管理者更多地聚焦于“为什么我们会落后于竞争对手”“这是谁的责任”，那么，组织很可能就会形成一种自保和互相指责、推诿的文化。相反，如果领导者或管理者提出的问题更具开放性和建设性，这种特质也会反映到组织文化中。他强调，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企业，同样适用于国家、社区、家庭，以及个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由我们提出的问题所塑造的世界里”。17

	提问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让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具有继续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这或许也是提问被硅谷这类创新中心重视的原因。在硅谷，企业家们似乎必须时刻拥有凭空创造新产品和新业务的能力，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塞巴斯蒂安·特龙（Sebastian Thrun）是谷歌X实验室创始人及在线大学优达学城（Udacity）的创始人，也被誉为“无人驾驶之父”。他承认，技术变革和提问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能够相互影响。提问能推动技术变革，反过来，新的技术变革会衍生出更多新问题。特龙解释：这是因为每取得一项新进展，我们都必须停下来思考，除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这些，还有其他可能性吗？18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新就意味着尝试发现并提出新问题。这类问题一旦被明确，通常就会成为一家创业公司诞生的基础。事实上，许多如今已经是行业头部的科技公司，如爱彼迎、优步、Spotify等，其崛起都可以追溯到一个“为什么没有人……”或“如果我们来做会怎样”的问题。19其中不少灵感来自创始人的个人经历。

	这些案例中，以录像带租赁服务起家的奈飞（Netflix）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现代经典商业案例。创始人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创立公司的动机源自我们每个人都曾遇到一些日常的烦心事。当时哈斯廷斯经常从百视达音像店租借一些电影光碟，他没太在意归还的时限，等终于想起去还的时候，超期的滞纳金已经高得离谱。沮丧的哈斯廷斯心想：“为什么我要支付这些费用？”他承认，那时他脑子里实际上在想：“我该如何向妻子解释这笔支出？”20

	当然，对滞纳金愤懑不平的人不止他一个。但哈斯廷斯决定解决这个问题，进而提出了如下问题：“如果像运营一家健身俱乐部一样来运营一家录像带租赁公司，那会怎样？”然后，他就开始研究设计一种类似健身俱乐部的录像带租赁模式，采用月度会员制，而且没有滞纳金。数年后，哈斯廷斯提出奈飞是否可以扩展一下自身的商业模式：为什么我们只能做影视录像带的租赁？为何不直接参与制作呢？

	宝丽来和皮克斯等公司的创立都源于提问。比如，宝丽来对应的问题是：为什么洗照片一定要等？皮克斯对应的问题则是：人们会喜爱动画片吗？21然而，就提问本身而言，公司和个人很像，都是刚开始时兴致很高，经常提问，之后提问就越来越少。等级制度形成，运营方式以及企业规章制度建立之后，谁还会提问呢？

	但商业领袖有时会发现，在企业陷入危机或面临剧变时，过去所依赖的规则和方法不再奏效，他们往往会重新回到质疑模式。当今的商业市场就是这样，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需求越来越大，这就迫使一些企业提出比以往更宏大、更加本质的问题。比如：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真正的客户是谁？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这些问题基本可以归结为一个根本问题：世界日新月异，消费者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真正在提供的价值是什么？

	面对变革，企业不得不提出严峻的问题，而无论是企业雇员、自由职业者还是求职者，都无法回避这一挑战。科技革命搅动商业世界，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导致革新和技能需求的迭代，这就形成了《纽约时报》所谓的“完美风暴”。22在这场风暴中，无论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如何，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都将无法独善其身。莎伊拉·德万（Shaila Dewan）还撰文指出，“不断适应已成为许多职场人士的生存新常态”。文中用“持续精进”（serial mastery）这一专业术语来描述现今对许多职场人士的需求。为了适应时代需求，如今的职场人士必须不断学习新技能，参加培训课程。但正如《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所述，这些从业者“通常需要搞清楚哪些新技能会让他们更有价值，哪些仅仅只是让他们不至于落伍”。

	这样的文章频频见诸报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撰写了大量关于新的全球经济对劳动者的技能和创新能力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的文章。23只需浏览有关报道的在线评论，便可以看到人们对此的感受：担心和困惑交织，还夹杂着某种程度的愤怒和苦涩。比如，有人会想：“我寒窗苦读获得学位，掌握了专业技能，具有了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成为今天的自己，为什么还要从头再来？”

	可惜，这种“为什么”的质问，无论它看起来多么正当合理，都不会带来任何改变。无论你觉得公平与否，是否喜欢，弗里德曼所写的规则已经变了。现在的挑战是，弄清楚新的形势对我们每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创造了哪些新机遇？我们要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新的机遇和发展的可能性？这时，你就需要一个自我提升的方案了。但无论你采取什么行动，在此之前最关键的是必须追问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否则，你如何知道花时间再次提升自己是否值得，或者你需要提升哪些技能？你需要花时间思考的问题举例如下：

	· 我所在的领域或行业正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 哪些趋势对我所在的领域影响最大？未来几年这些影响将会如何变化？

	· 面对新环境，我现有的哪些技能最有用、适应性最强？我还需要学习哪些新技能？

	· 我应该更全面地学习技能，还是在一个领域深耕？

	· 我应该考虑找工作，还是自主创业？

	就个人而言，改变原有的职业规划就是某种形式的创新。从企业层面来说，企业在追求新方向或新战略的过程中，同样需要进行严谨的探询。这时，我们需要的不是一时的适应，而是持续调整，不断适应。在这个时代，我们所知道的很多东西都可能被颠覆或已经过时，即便是专家，也必须做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学习者。

	创意提问实验室 如果我们可以涂掉自己的错误，那会怎样24

	20世纪50年代，电动打字机开始流行。此时，贝特·内史密斯·格雷厄姆（Bette Nesmith Graham）注意到，打字机上的色带让人们很难修改打错的字。格雷厄姆有两份工作：白天做银行秘书，打字任务繁重；晚上是一名商业艺术家。一天晚上，她在做艺术创作时突然想到：“如果我能像画画一样把打字错误的地方涂掉，那会怎样？”于是，她将颜料和水调配之后，装满了一个小瓶子，带到办公室。她的“神奇混合液”轻轻松松地覆盖住了打错的字。很快，格雷厄姆就开始为数百名秘书提供她的“涂改液”。1979年，格雷厄姆在去世的前一年，以近5 0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涂改液（Liquid Paper）公司，并将一半资金留给了她的儿子迈克，而迈克将这笔钱投资到了自己的多媒体创新公司，资助自己的新项目。



AI一定能给出答案，关键在于问题是否高明




	随着专业知识的不断更新迭代，它们的“保质期”逐渐缩短，自身价值也随之部分丧失。如果我们把“问题”和“答案”视作金融市场上的股票，那么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问题在升值，答案在贬值（见图1-1）。正如教育专家托尼·瓦格纳（Tony Wagner）所说：“如今，知识是一种商品。已知的答案随处可见且唾手可得。”25瓦格纳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创新学教授保罗·博蒂诺（Paul Bottino）则表示，由于我们淹没在数据的海洋中，“显性信息的价值正在下降”。26他还认为，信息的真正价值在于“在寻求问题的答案时，你可以用这些信息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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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问题与答案的现状

	当然，知识过剩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效应，正如作家斯图尔特·法尔斯坦所说：“知识让我们变得更加无知。”27换言之，随着集体知识的增长，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多到超出了我们可能掌握的范畴。个人的知识总量相对于不断增长的知识体系而言，显得越来越少。

	法尔斯坦指出，这一现象带来的好消息是，还有更多的未知领域有待我们去探索。就个体而言，我们需要学习更多“集体已知”的知识，但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发现的未知领域也变得更多了。总之，我们手中的“问题手电筒”能照亮的黑色地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了。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新角度来看待这个好消息。当我们越来越多地置身在新奇、陌生和未知的环境中时，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其实与儿时很相似。无论我们看向何处，看到的都是一些值得我们探索和追寻的东西。当前的现实情况要求我们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而非只是早期学习者，但要想成为终身学习者，我们必须努力保持或重燃好奇心，我们需要对某些事物有惊奇感，也需要有尝试新事物的欲望，以及儿时适应变化和吸收知识的能力。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幼态延续”（neoteng，生物学术语，指成年个体保留幼体特征）。要保持好奇心，我们就必须重拾孩提时最擅长的工具：提问。

	创意提问实验室 为什么我的巧克力棒熔化了？那我的爆米花会爆开吗2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学成才的工程师珀西·斯潘塞（Percy Spencer）在美国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Raytheon）负责动力管部门的工作时，专注于研究磁控管技术。这种真空管是雷达的核心，能提升雷达的探测能力，甚至能帮助美国轰炸机监测到德国潜艇上的潜望镜。一天，站在磁控管旁边的斯潘塞发现自己口袋里的一块巧克力棒熔化了。他随即产生了一个大胆设想：无线电波的能量是不是也可以用来烹饪食物？于是，他试着在磁控管附近放一些玉米粒，很快他就吃到了世界上第一份微波爆米花。1947年，雷神公司推出首台“雷达”微波炉，但直到20年后，微波炉的体积才缩小到可以放在台面上。

	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有人一直这么说“问题比答案更重要”，其中就包括施乐公司前首席科学家约翰·西利·布朗。布朗曾执掌施乐公司著名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许多年，后来成为创新智库德勤领先创新中心（Deloitte Center for the Edge）的联合创始人，为一些世界领先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其在动荡环境中保持竞争力。他曾撰文阐述，鉴于“指数级变化”的日益迫近，我们必须深度反思目前的教育方式。

	一切变化如此之快，布朗曾告诉我：“我们必须重构思维方式，甚至重新思考如何使用所有这些技术。我发现自己在不断追问各种各样的根本性问题。正是在提问的过程中，我最终意识到，我看世界的视角是错误的，因此我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认知框架。”

	我们不仅要面对快速变化带来的挑战，还必须承受海量信息带给我们的冲击，这些信息来自四面八方。如果没有信息过滤器，我们将无法识别这些信息是否有用、可信。布朗表示，当信息超载时，“信息的应用场景就变得至关重要。此时，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进行交叉验证，即从众多信息中发现并拆解出有用的信息，并为自己筛选信息创建一个决策模型”。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提出各种相关问题”，比如：这些信息背后的潜在动机是什么？时效性如何？这些信息和我已知的其他信息有何关联？

	作家赛斯·高汀（Seth Godin）也曾提到类似的观点，他写道：“我们全新的公共生活和职业生活都建立在质疑之上。我们质疑现状，质疑各种营销说辞或政治主张，最重要的是质疑未来会发生什么。”29按照巴德学院（Bard College）院长利昂·博特斯坦（Leon Botstein）的话来说，要想在今天这个信息沼泽中穿行，我们就必须具备“评估风险和鉴别谣言的能力，以及质疑他人观点和自身假设的能力”。30当各种所谓的“事实”（真伪难辨）、观点、诉求、提议和选择如洪水般将我们淹没时，我们唯有通过严谨的查证，来筛选、分类、解读这一切，并从中理出头绪。

	科技能帮助我们提出更好的问题吗？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更擅长回答问题，而非提出问题。毕加索60多年前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他曾评论说：“计算机毫无用处，它们只能给出答案。”31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提问，科技就能给出令人惊奇的、创新的、能改变生活的答案。尤其是当谷歌和微软联手OpenAI技术实验室，将其最新的大语言模型AI聊天和搜索工具向大众开放时，这就意味着我们只需要给出一个问题或提示词就可以获得海量的信息。

	我们通过AI机器人获得的信息的质量取决于输入的问题的质量。AI初创公司Million Doors的创始人约翰·高（John Kao）表示：“AI聊天机器人就像是阿拉丁神灯里的精灵，你必须字斟句酌、精准表达才能得偿所愿。”32

	为了从AI获得更好的答案，一种新型的技术专家应运而生，他们被称为“提示工程师”（prompt engineer），实际上就是科技界的提问大师。33这些提示工程师虽用零样本提示（zero-shot prompting）、知识生成提示（knowledge generation prompting）等专业术语来描述他们的工作，但他们在探查信息来源的时候几乎可以媲美一群资深新闻记者，即在必要的时候从开放式问题转向更具针对性的具体问题，通过后续追问来深挖问题的答案，并持续引导受访者（或机器人）聚焦主题。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提示工程师的提问对象碰巧天生就靠不住，它时常出错，但它通常表现得好像对自己谈论的事物了如指掌。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有所改变，但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这些AI机器人还没那么靠谱。

	让我们回到布朗和博特斯坦提出的观点：在AI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批判性思考者，具备分析与提问的能力。这样才能甄别信息的真伪，辨析逻辑的合理性，判断内容的相关性。

	AI已经涵盖了所有答案，但如果我们仍需要人类提问者确保输入问题的质量，同时需要更多的人类提问者来验证输出答案的正确性，那么，这只会进一步证明：随着答案的价值不断下降，问题的价值将持续上升。



“为什么-如果-怎样”提问框架




	有一个关于爱因斯坦的经典故事（其真实性不可考）：有一位记者采访爱因斯坦，结束的时候问他要电话号码。爱因斯坦就顺手拿起旁边的一个电话本。当他在上面查找自己的号码时，这位记者就问：“为什么你这么聪明却记不住自己的号码？”爱因斯坦解释，没必要让这种轻而易举就能查到的信息来占用自己的脑容量。34

	当今世界，数据库帮我们做了大量知识储存的工作，许多批评家开始质疑仍以识记知识为主的教育体系是否明智。教育评论家苏伽特·米特拉（Sugata Mitra）在TED大会上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知识掌握过时了吗？”35当然，并非所有的知识都只是事实性信息。从措辞上看，米特拉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有些太过宽泛。但是，如果我们将其理解为狭义的知识，比如可存储的事实或答案，那么这类知识或许更适合交给比人脑内存更大的机器来存储。

	如果我们在知识储备上无法与机器同日而语，那么，提问作为人类独有的能力，依旧是我们手中的王牌。除非AI和人类一样，有好奇心、创造力、发散性思维、想象力和判断力（这一天可能很快就会到来），否则，它们永远无法像创新者，甚至无法像普通的4岁孩童那样提出独到的、反直觉的和出人意料的问题。

	目前，技术为人类提问者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可能性，通过社交网络、无限的在线信息资源和数字社区，人们应对巨大挑战或难题、发起倡议或活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你要解决的是一个能吸引他人加入其中的好问题，并且你知道如何寻求帮助，那么，你就可以通过技术支持找到专家建议、合作伙伴、资金支持等各种答案，迅速达成目标。

	事实上，如今是成为提问者的最佳时机。布朗曾表示，在这个指数级变化的时代，如果你不具备提问的特质，你就会惧怕变化。但是，如果你乐于提问，尝试将事物关联起来，那么变化就会成为一次次冒险。而一旦视之为冒险，你便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

	当菲利普斯在自己的探索之路上继续前行时，正如布朗所说，他始终保持着“质疑、尝试将事物关联起来”的状态。他修正了自己最初提出的“为什么”类问题：“既然能把人送上月球，我（而非他们）为什么不能造出更好的假肢？”并开始投身于假肢技术的研究领域。

	菲利普斯在这个领域研究得越深入，提出的问题也就越多。其中，有关于假肢过去所用的材料的问题：明明有那么多更好的替代材料可选，为什么还要用木头？有关于假肢的形状的问题：为什么假肢的脚就必须是人脚那样笨重的形状？这样的设计合理吗？有关于用假肢来代替人脚的用途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和人脚一样？难道性能不应该更重要吗？

	以上所有这些问题构成了创新性提问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人们首先要直面、界定、重构最初的问题，以明确眼前的挑战，并试图理解问题的背景。我把这一阶段称为“为什么”阶段，尽管在这个阶段的每个问题并非都必须以“为什么”开头。以下是“为什么”阶段人们可能关注的一些问题：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定情况？

	· 这些情况为什么会构成问题、产生需求或创造机遇？这些问题、需求、机遇所针对的对象是谁？

	· 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满足这一需求或解决这个问题？

	· 为什么你个人或你的企业或组织愿意花时间思考，并围绕这个问题提出更多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菲利普斯所面临的情形并不普遍。他不必主动去寻求自己的“为什么”问题，因为问题刚好被他摊上了。他也无须纠结这会对谁有影响，是否值得他付出时间和精力。但当他成为这个问题的天选之人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积极的“为什么”问题，而不只是消极地质问：“为什么偏偏是我？”之后，他在探索这个问题的本质和不同维度的过程中，不断提出更多“为什么”类问题。

	在面对不太理想的情况时，创新性提问者总会追问缘由，试图找出破局点。这些问题通常都源自日常生活，比如，里德·哈斯廷斯成立奈飞之前遇到的滞纳金问题。潘多拉网络电台的联合创始人蒂姆·韦斯特格伦（Tim Westergren）曾经是一位乐队的音乐人，当目睹身边的音乐人才华横溢又举步维艰时，他不禁疑惑：为何这些音乐人难以与乐迷建立联系？爱彼迎联合创始人乔·杰比亚（Joe Gebbia）和室友布莱恩·切斯基（Brian Chesky）则困惑：为什么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来到他们所在小镇的旅客很难找到酒店住宿？

	创意提问实验室 为什么运动员的尿量没有增加36

	许多公司甚至整个行业的兴起都可以追溯到一个问题，但是下面这个故事绝对是其中最不可思议的存在之一。1965年，佛罗里达大学美式橄榄球队教练德韦恩·道格拉斯（Dwayne Douglas）非常不解：为什么运动员下场后小便量如此之少？因为他明明看到他的球员在候场的时候一直在喝水。那时他没有意识到球员在场上出汗流失的水分比喝水补充的要多这一点。道格拉斯向该校肾脏医学教授J.罗伯特·凯德（J. Robert Cade）述说了他的疑问。于是，凯德马上着手配制了一款能够补充因出汗流失的人体内电解质的饮料，并将它首次试用于大一新生橄榄球队，这支球队在训练赛中一举击败了高年级球队。这款饮料也因此得名“佳得乐”（以球队的吉祥物命名），并由此开创了一个价值近200亿美元的运动饮料产业。

	科技记者戴维·波格（David Pogue）曾撰文指出：如今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许多事物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的。比如，ATM机、电子文档和洗发水瓶子等。波格认为，“正是因为有人审视了那些一贯做法，并提出‘为什么’”，我们才会有今天各个领域的这些突破。37

	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商业创新和发明故事中，在几乎所有领域里，提问“为什么”都是引发变革的第一步。格蕾琴·鲁宾（Gretchen Rubin）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将一个简单的“为什么”问题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并让这个问题成为激发剧变的星星之火。一个下雨天，鲁宾坐在一辆纽约公交车上凝望着窗外思考：“为什么我对现在的生活不满？”这个问题引发她对幸福本质的思考，随后她开始对此进行研究，并将她的研究理论应用到自我生活的实践中。更重要的是，她还将其应用于其他人的生活中。就这样，她非常成功的多媒体项目——“幸福计划”诞生了。38

	生活中任何能帮助我们改变或提升的契机，我们都可以也应该问“为什么”，这些问题可以是关于事业发展、家庭关系、社区事务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我的事业没有按照我期待的方向发展？我的职业生涯明明在按照自己的规划发展，为什么我却始终不开心？为什么我的产品或服务不能打动那些本应该很喜欢它们的消费者？为什么我和我的岳父这么难相处？

	提问新思维

	有时，一些问题专家会到处寻找属于他们的“为什么”类问题，试图找到一个他们能研究并解答的问题。“问题发掘”（problem-finding）这一术语专门用来描述这种追求，尽管这种到处找问题的行为可能非常奇怪，但商业顾问米恩·巴萨德（Min Basadur），这位为顶尖企业高管传授问题发掘技能的专家指出，对于成熟企业来说，无论企业规模大小，问题发掘都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正如巴萨德所说，如果你能先于他人发现问题，并成功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能开创全新的事业、职业，甚至一个新的行业。巴萨德证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如果你能在问题显现或危机爆发之前发现问题，你就能在最佳的改进与重塑时机将问题化解。39

	遇到难题只是问“为什么”而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样做可能会激发思考或成为谈资，却无法改变现状。创新的基本公式是：提问（Q）+行动（A）=创新（I）。换句话说就是：提问（Q）-行动（A）=哲学（P）。在观察提问者如何解决难题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案例中都呈现一个共同模式（见图1-2）。

	· 人们在遇到不理想的情况时，通常会问“为什么”。

	· 当人们可以提出更多可能的改进办法或解决方案时，这些想法通常以“如果……会怎样？”等假设性问题的方式出现。

	· 人们选择其中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去落地执行的前提是，弄清楚要“如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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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解决问题的模式

	“为什么-如果-怎样”的顺序代表了一个基本的逻辑进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基于几个现有模型提出来的，这些模型将创新问题处理流程拆解成了若干步骤。比如，IDEO公司和其他一些领先的设计公司用来系统性解决问题的“设计思维”理论，其固定流程是：先提出问题，然后分析问题（类似于“为什么”环节），再头脑风暴想解决办法（相当于“如果”环节），最后综合这些解决办法形成问题解决模型（对应于“怎样”环节）。40米恩·巴萨德的创新问题处理流程也与此类似，从厘清问题，到设想可能的解决方案，再到方案执行。巴萨德的理论借鉴了纽约州布法罗市创造性问题解决研究所（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Institute, CPSI）的早期研究，这家研究所虽然名气不大，但颇具传奇色彩。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心理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就曾提出经典的创造性思维的4个阶段——准备、酝酿、顿悟和验证，其中蕴含的问题处理逻辑，与前面的模型可谓异曲同工。

	这些事实都很好地证明了本书提出的“为什么-如果-怎样”的提问逻辑不无道理。它与我们在分析和解决问题领域的多年研究结果相吻合。它同时也是基于书中诸多提问者的实践提出的创新解决方案。

	从本质上讲，提问过程是无序的，也是不可预知的。“为什么-如果-怎样”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简化的提问框架，它试图让混乱莫测的探索过程遵循某些表面的秩序。探索的过程必然通向未知领域，当然也应该是这样。但如果你了解在不同的阶段要问哪种类型的问题，那么你至少会有一些思路。实际上，这也正是“流程”的魅力所在：流程可能不能为你直接提供答案或方法，但是正如一位设计思考者所言，流程能让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因此，他认为：“即使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也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41



把提问转化为行动，用“如果”发掘各种可能




	在某一关键时刻，菲利普斯从“为什么”阶段进入了“如果”阶段。至此，已进入假肢行业的他，通过情境式探究（contextual inquiry），努力了解这个行业的运行机制，以便能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问题。

	尽管菲利普斯在肢体修复领域已经获得了相关的专业知识，但他仍坚持让自己保持最初的“局外人”视角。在他开始自己的假肢项目时，一位导师建议他去专利局研究一下已有的假肢发明成果。菲利普斯回忆说：“我对此的回应是，‘我不想让其他人的想法影响我对这件事情的思考，我要走自己的路，而非重复走别人的老路’。”

	在这件事情上，菲利普斯并不急功近利，他不追求从专家身上找捷径。他表示：“如果我们能给大脑一些时间和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自行思考，并通常会提出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渐渐地，这些可能性开始在菲利普斯的脑海中浮现。在“如果”环节，想象力开始发挥作用，即便你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大脑长期被一个问题困扰，只要时间足够久，它就会想出各种可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此时的解决方案仍然是推测、未经检验的假设和早期的顿悟。顿悟一般被描述为“灵光乍现”时刻，这喻示着解决方案就在眼前。但更多时候，洞见以假设的形式呈现，那是闪耀着可能性却尚待验证的思维火花。

	创意提问实验室 如果汽车雨刷器像眨眼一样，会怎样42


	1902年，来自亚拉巴马州的游客玛丽·安德森（Mary Anderson）在纽约目睹公交车司机因为挡风玻璃被雪覆盖，视线受阻，看不清行驶路线。她心生疑问：为什么没人发明一种能清除挡风玻璃上的积雪的装置？当然，最后发明这个装置的人就是安德森自己，她设计出了史上第一个雨刷器。60年后，鲍勃·克恩斯（Bob Kearns）通过提出自己的新问题，更新了雨刷器技术。那时无论外面是倾盆大雨还是毛毛细雨，雨刷器都只能以同一个频率擦拭车窗，克恩斯对此很不解。于是，他提出“为什么雨刷器不能像眨眼一样，想快就快，想慢就慢？”就这样，克恩斯开始在地下室研究他的“间歇式雨刷器”，最终他研发出仅由3个元件组成的具有电子感应和定时功能的雨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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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如果”的可能性，是提问过程最开放、最有趣的阶段，不应该急于求成。如今，“搁置问题”和“与问题共处”的理念，似乎让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尤其是在这个我们已经习惯了搜一搜就能出答案的时代。斯图尔特·法尔斯坦在他的著作《无知》一书中反思，我们是不是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他提出：“我们是否太过于沉迷于答案了？我们是否惧怕问题，尤其是那些无法轻易回答的问题？”

	解决难题最忌讳的就是试图快速找到答案。当大脑在探索“如果”的可能性时，这些鲜活的新想法需要时间来酝酿成形。它们通常来自将现有的想法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有趣方式联系起来。爱因斯坦早就是这种“组合思维”的践行者。如今组合思维已被广泛认为是最基本的创新方式之一。这种思维方式将联结和提问相结合，我将其称为联结式探究（connective inquiry）。

	用菲利普斯的话来说，随着深入假肢项目，他做了一系列有趣的、不同寻常的联结式探究。比如，他开始研究跳水板的弹力，并思考：如果能在假肢中复制跳水板的推进效果，那会怎样？在探究这一可能性的过程中，他了解了动物腿部的运动原理。特别是，猎豹后腿的强大肌腱在腿部弯曲、肌腱收缩时产生的惊人爆发力。如果人腿能像猎豹的腿一样，那会怎样？

	菲利普斯还将这个想法与一段遥远的记忆联系了起来。小时候，他的父亲有一把中国古代的弯刀，刀身是C字形的。他一直对这把弯刀很着迷，弧形的刀身竟比直刃更具韧性与强度。这一联系，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放弃传统的L形小腿和足部设计，取消脚后跟，而是打造一个从腿部到足尖浑然一体的流畅曲线的假肢，那会怎样？如图1-3所示，按照这个设计，找到合适的材料，菲利普斯就能拥有猎豹肌腱一样的弹性和跳水板一样的弹跳力。戴上这样的假肢，患者不仅可以行走，还可以奔跑、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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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猎豹”假肢

	“如果”带来的可能性具有强大的力量，它们是创新的种子。但即使你有强大的动力，理想和现实之间也并非一步之遥。创新性提问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实现自己想法的能力，这种能力大部分来自他们的执着和决心。这是探询过程中最终也是最关键的环节——“怎样”的环节。当你问了各种“为什么”，思考了各种“如果”之后，现在肯定就需要弄清楚：“我要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想法呢？”这就到了行动环节，这个环节仍然需要提问来驱动，尽管这些问题会更有实用性。

	· 我怎样判断哪个想法值得追求？

	· 我该如何测试这些想法来判断其可行性？

	· 如果我发现某个想法行不通，我该如何判断问题出在哪里，该如何补救？

	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能力将想法和问题转化为现实。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作图软件，在视频网站上制作相关的项目视频，搭建测试网站，通过社交网络寻求帮助，甚至在众筹平台上发起众筹项目，为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或创造的新事物筹集资金。

	菲利普斯那时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在从事假肢研究时没有这些资源。他自己手绘设计图，然后在地下实验室用黏土做模型，再爬上楼到厨房用烤箱制作假肢的原料。他回忆说：“我一直用带有20千克重的热板的烤箱烘烤零件，其间多次被烫伤。”

	菲利普斯制造了两三百个“飞毛腿”假肢原型，但是“大多数在第一次试穿的时候就断了”。每次样品折断之后，他都会通过提问来剖析失败的原因：它为什么会折断？如果我调整材料配比，会怎样？怎么样才能让新模型支撑起身体？菲利普斯的每一次失败都让他实现一次跨越，离最终的突破更近一步。整个过程中，他都在不断的失败中前行。

	菲利普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出飞毛腿系列假肢，到2000年他卖掉整个生产线和公司，这一创新彻底改变了整个假肢行业。飞毛腿系列假肢虽然针对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款式，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猎豹”，它融合了不同的灵感，比如，跳水板、动物腿部结构和中国古弯刀。

	它的弯刀形设计，改变了人们对假肢的认知，其中包括：我们对肢体修复学的思考方式，它的外观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患者用它可以做什么。凭借菲利普斯设计的假肢，一位截肢者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短跑运动员艾梅·马林斯（Aimee Mullins）成为首位代表乔治敦大学参加美国大学体育协会田径比赛的双腿截肢的短跑运动员。最著名的例子是，南非运动员奥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穿着两只“猎豹”假肢在2012年的残奥会赛场上奔跑。

	对于菲利普斯自己而言，飞毛腿是他数十年对自己最初所提出问题的最好解答。这让他找回了自己最初热爱的运动：现在，他每天都在家附近的海滩上跑步。

	不跑步的时候，菲利普斯就埋头研究新的、更具性价比的假肢。事实上，在他刚研发出“猎豹”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为什么成本会这么高？如果在设计上尝试通过新材料、新工艺做一些微调，是否会让更多人受益？我该如何实现呢？

	持续提问者每得到一个“答案”，都会掀起一股新的提问浪潮。持续提问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但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什么大多数人做不到呢？

	提问力进阶Tips

	1．开放式问题能够激发创造性思维。

	2．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先验证，再筛选，后提问，效率更高。

	3．用积极的语气提问，更容易获得高质量的答案。

	4．按“为什么-如果-怎样”的顺序提问，有助于系统性地解决问题。

	· 为什么：质疑现状，明确问题本质。

	· 如果：开放想象可能的解决方案。

	· 怎样：落地执行并迭代优化。

	5．提出假设性问题是找到解决方案的关键。





	[1]肯·罗宾逊，全球知名教育家，知名人类潜能开发、创造力开发专家，知名TED演讲人。他的创造力培养教育理念影响深远。“肯·罗宾逊教育创新五部曲”——《什么是最好的教育》《让学校重生》《让天赋自由》《发现天赋的15个训练方法》《让思维自由》，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策划。——编者注



	[2]关于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如何剽窃克恩斯专利的悲伤故事，可在2008年的电影《天才闪光》（Flash of Genius）中看到。






	02 唯有懂得正确发问的人，才能脱颖而出面对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如果天生就会提问，为什么还要学习提问？长大后，我们的提问能力为何一落千丈？提问可以自学吗？



向孩子学习，不以预设立场看事情




	当我在企业或学校做以提问为主题的演讲时，我常会展示一张图，图的方格中排列着爱因斯坦、苏格拉底、乔布斯、居里夫人等著名思想家和发明家的头像，但代表史上最佳提问者的方格始终空着。然后，我提问现场的观众：“你们认为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提问者？”如果你读过本书的开篇，或者你有孩子，你可能会知道那个空格是留给谁的——一个4岁的小女孩。正如我当时所说，她才是一个终极的提问机器。

	她每天会问几百个问题，其中很多问题的提问对象都是她的父母，主要是她的母亲。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几年前，一位喜剧演员曾调侃自己女儿没完没了地问“为什么”，那些问题让他抓狂，因为他无法回答其中的许多问题，这暴露了自己知识的匮乏。1事实上，家长们可能口口声声说欣赏孩子们的好奇心，但当孩子的提问如潮水般涌来时，却招架不住。

	哈佛大学教育学教授保罗·哈里斯的研究表明，一个孩子在2～5岁期间大约会问4万个问题。2哈里斯表示，在这几年里，他们提出的问题类型会发生显著变化，从简单的事实性问题（比如“这是什么”）到30个月大时开始要求大人解释某个问题。到4岁的时候，孩子提出的大部分问题都在寻求解答，而不仅仅是想知道事实。

	这一现象也预示着，他们的大脑正在快速发育。华盛顿大学通过先进的脑部扫描技术观察到：儿童大脑中的神经元之间不断形成新的突触连接。该实验室的部分研究成果在蒂法妮·施莱恩（Tiffany Shlain）引人入胜的纪录片《脑力》（Brain Power）3中有所呈现。实验室的脑部扫描显示，孩子大脑中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激增，总计大约有1 000万亿个突触连接，比成年人大脑中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数量的3倍还要多。这说明，孩子们的大脑不断地将刺激或想法联系起来。他们在进行这些脑力连接时，需要通过提问寻求更多的信息。

	当然，这并不是说提问对孩子来说就容易些。哈里斯将孩子们大脑的这些变化过程描述为“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首先，孩子们需要认识到自己对某件事物是无知的。其次，提问本身表明孩子知道多种可能的答案。“当他们问晚餐吃什么时，他们脑子里可能会想到汤或者意大利面，”哈里斯在他的著作《耳听为实》（Trusting What You’re Told）中写道，“如果不相信这世界上事物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怎么会提出问题呢？”最后，这也意味着孩子们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填补他们的知识空白——找个可能懂的人问问。

	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孩子们总会遇到自己无法分类或理解的事物，此时他们大脑中的神经元突触便开始活跃起来。正如儿科神经学家斯图尔特·莫斯托夫斯基（Stewart Mostofsky）所说，儿童还尚未发育形成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心智模型”，所以他们的提问行为本质上都是在寻求这一方面的帮助，让大人来帮助他们对周围的事物进行分类、贴标签并存储在大脑的“文件夹”中。不得不说这是项大工程。4

	当创新者谈到有关初学者心态的优势时说，他们最大的优势之一在于能以局外人的视角看事物，不带什么标签和分类。因为一旦事物被贴上了标签，储存在大脑里，那它们就变成了已知的事物，我们就不会再去思考它们，甚至可能忘了它们的存在。

	4～5岁是提问的黄金年龄段。这个时期的孩子们已经掌握了提问所需的语言技能，他们的大脑仍处于扩展且高度连接的状态，并且此时的他们看待事物不带任何经验和假设，他们是完美的探索者。物理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在谈到幼童时说，他们本质上就是科学家，因为他们会翻起石头发现隐藏的事物，并将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哈里斯指出，他们也像一个个人类学家，不仅自己实验，还会不断向周围人提问。5

	创意提问实验室 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6


	这可能是每个孩子都会问的经典问题，也是每个父母终将被问到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难以回答，那么，你不用担心，你绝不是唯一的那个。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
	[image: ]在Edge.org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数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困扰了无数伟大的思想家。克里斯塔基斯认为，牛顿通过光折射实验首次证明了“白色光可以分解为其组成色光”。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蓝色光更多一些？科学家最终研究发现，入射光与空气中的气体分子相互作用，导致光谱中蓝色波段的光更易散射。与此同时，生物学家则证实了另一个重要因素：人眼对蓝色光更为敏感。正如克里斯塔斯基注意到的那样，“孩子们提出的问题中，往往蕴藏着整个科学世界的奥秘”。

	人们通常认为，孩子不太关心问题的答案。换句话说，无论你怎么回答，他们都会接着问“为什么”。但事实上，他们似乎非常在意自己获得的答案。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学龄前儿童问“为什么”时，他们并非故意惹恼大人，也不是想要延长谈话时间，而是“他们想彻底弄明白”。在这项研究中，当孩子们获得真实的解释时，他们要么表示赞同、感到满意，要么继续进一步追问。但如果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他们则更有可能感到不满并重复之前的问题。7

	提问专家哈尔·格雷格森说，如果你仔细观察孩子在向大人提问时的情景，你就会发现：“他们之所以一遍遍地问‘为什么’，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理解他们的问题，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倾听。实际上，孩子是在通过一遍遍提问，提醒我们‘你没有在听我说话’，或者‘你没有理解我在问什么’。”

	当孩子进入幼儿园后，他们在提问方面就开始发生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此时，孩子们进入一个充满刺激的环境，他们身边都是充满好奇心的小伙伴，还有一位被称为教师的问题解答者，貌似这是一个提问的最佳环境。然而，根据哈里斯援引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对此进行的研究，其结果表明：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孩子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少。于是，他推测其中存在一个“舒适度”因素，与在幼儿园相比，孩子们更愿意在家的时候向父母提出自己的问题。8

	即便如此，学龄前儿童提问的数量仍然远超年长一些的学生。大多数幼儿园的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允许孩子们做更多的开放式游戏和探索，而这可能是帮助孩子保持好奇心和学习动力的关键。


	耐人寻味的是，当幼儿园向正规学校的教育模式不断靠拢时，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填鸭式教学的地方，孩子们被灌输各种信息，以及他们还未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案。这样的环境更有可能会抑制孩子的好奇天性。儿童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
	[image: ]曾公开批判幼儿园“小学化”的趋势。她指出，这种趋势主要是为了迎合一些不切实际的家长，以及美国联邦政府强制要求幼儿园实行更多标准化教学的政策。

	高普尼克说，一旦我们教得太多、太快，我们就在无意中切断了孩子们原本可能自主提问或探索的求知路径。她认为，“儿童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研发部门”。如果允许他们做研究，他们会通过多种形式的实验提出并探询自己的问题，而不会被已知的各种条条框框所束缚。这时，他们就会表现出更强的创造力和好奇心。高普尼克说，孩子们的学习方式与科学家如出一辙，都是通过探索和实验来获取知识。所以，我们应当谨防儿童早期教育太过结构化和学术化的趋势。很快，孩子们一上小学，就会接受这种严谨的学术性教育，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们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少了。9



什么让我们害怕发问




	2010年，威廉与玛丽学院的金京嬉（Kyung Hee Kim）教授观察到，美国学校采用著名的托兰斯体系（Torrance System）对学生进行创造力测试的结果显示，学生的创造力水平自1990年起开始下降，并自此一路下跌。这一发现一时激起了美国媒体的强烈反响，相关文章频频见诸报端。其中就包括美国《新闻周刊》上的一篇名为《创新危机》（The Creativity Crisis）的封面文章。文章聚焦于如何通过提升儿童的创造力来解决这一复杂问题。文章深入探讨了创造力和神经科学的相关内容，包括神经网络、左右脑的功能差异、发散性思维与收敛性思维的关系等，其间穿插了一句看似轻描淡写却直指问题本质的话：“学龄前儿童平均每天会向父母提出大约100个问题，但到了中学，他们基本上就不再提问了。”10

	“正确问题研究所”利用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收集的数据绘制了一张图（见图2-1），在整个学生生涯中，尽管孩子们的阅读和写作技能在稳步提升，但他们的提问数量（图中实线部分）似乎在急剧下降。


	[image: ]

	图2-1 孩子们使用各种技能的百分比11


	孩子们提问数量的急剧下降这件事情本身或许并不值得担心，人们可能认为，孩子们一旦开始阅读和写作（包括发短信和网上搜索的能力），就不再需要提出那么多问题了。但问题在于，随着孩子们不再提问，他们在学校的参与度也同步下降。盖洛普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在校生的学习参与度，结果显示，随着他们从小学升入高中，他们的学习参与度出现了和提问一样的断崖式下降的现象（见图2-2）。12 2013年年初，盖洛普发布这项研究结果时，美国正在经历“财政悬崖”，作家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
	[image: ]在其博客上发问：“相比于‘财政悬崖’，‘学生悬崖’是否更值得我们关注？”13


	[image: ]

	图2-2 在校生学习参与度不断下降

	上述两张图表明，孩子们的提问与学习参与度之间可能有某种关联性，许多教师甚至不需要做什么正式研究就能告诉你这一结论。不可否认，这有点儿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孩子们不再提问是因为他们对学校失去了兴趣，还是因为他们好奇的天性和提问的习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压制了，才对学习丧失了兴趣？

	我曾向许多儿科神经学家、心理学家、教师及教育专家请教过这一问题。显然，随着儿童的成长，各种因素都会影响他们提问的行为和好奇心。例如，5岁左右，大脑开始修剪之前飞速形成的一些神经连接。这种“突触修剪”可能导致孩子提问减少，不再对周围的世界那么好奇。此外，随着心智模型的逐渐形成，个体对事物有了更多的了解，就不再需要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一类的问题了。

	但是，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学习专家声称，如今的教育体制不鼓励和教授提问技能，有时甚至不允许提问。教育专家托尼·瓦格纳说：“不知为什么，我们将学校教育的目的定义为要比其他同学知道更多‘正确答案’。我们会惩罚给出不正确答案的学生，尤其在如今这样一个高度重视应试教育的社会，教学节奏快到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关注其他和考试无关的问题。”

	瓦格纳告诉我，他经常旁听其他教师讲课，观察学生的提问状态。“有一次在七年级的科学课上，一个孩子开始提出各种关于宇宙和星辰的问题，而教师只是回应说，‘看，这些就是行星，现在记住这些就可以’，这一刻对我的触动特别大。这种课堂互动传递的信息就是，在这个课堂上，‘我们没有时间讨论问题，因为这会占用我们讲解标准答案的时间’。”

	说句公道话，在面对这种情况时，许多教师都感到很无助。对此，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高中教师哀叹道：“国家教学标准要求讲授的知识点实在太多了。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时间引导他们探索世界了，而我认为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事情。”14

	创意提问实验室 为什么我们希望孩子们在课堂上端端正正地坐着15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海员小学（Marine Elementary School）的六年级学生正值十二三岁活泼好动的年纪，他们在座位上往往会扭来扭去，或者没精神地耷拉着脑袋，或者踢来踢去，坐立不安。这是因为他们这个年纪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为了控制这种充沛的精力，教师们就必须要求他们集中注意力，端正坐好。这样一来，他们反而没有办法再全神贯注地学习了。身为教师的阿比·布朗（Abby Brown）想知道：如果他们不必端正坐好，那会怎样？当时妙佑诊所的“活动许可教育”（activity-permissive education）理念提倡让孩子在活动的过程中学习。阿比受此启发，设计了一种新型课桌，提升了座位的高度，让使用者可以处于半站立的状态，有更多的行动自由。有了这些新课桌，学生的注意力立刻得到了提升，而阿比的这项创新设计被列为其他课堂效仿的典范。

	纽约市河谷乡村学校（Riverdale Country School）前校长多米尼克·伦道夫（Dominic Randolph）用“产品驱动”这样的商业术语来描述当今的许多学校。16在提高考试成绩的压力下，很多学校试图将企业效率的管理模式植入教学系统，在有限的时间内传授尽可能多的信息给学生，几乎没有给他们留出提问的时间。

	当教师被迫遵循强制性的教学指导方针时，他们往往更难接受学生的想法或提问。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的苏珊·恩格尔（Susan Engel）进行了一项对比实验：一组教师在教授科学课的时候没有得到具体的教学指导；而另一组教师则被“巧妙地鼓励”按照指定的教案授课。当学生们表达自己的想法时，第一组教师往往表现出兴趣和鼓励；而第二组教师则会说“这个不属于今天的教学范畴”，或者做出其他类似的回应。恩格尔总结道：“教师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他们对教学目标的理解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孩子自发地探询时如何做出回应。”17

	虽然，近年来课程负担太重和应试教育的一些问题似乎有所加剧，但更普遍的问题是，学校更喜欢让学生机械性地记忆，而非鼓励他们提出创新性问题，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有人指出，现在的学校还是沿用过去工业时代的教学系统，而该系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而建立的。

	许多教育评论家指出，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培养创新的思想家或提问者而设计的。它们的主要目的是批量培养产业工人。作家赛斯·高汀写道：“我们的祖父和曾祖父建立学校是为了传授人们一技之长，使其作为工业化经济的一部分，终身从事生产性劳动。而这一模式也是行之有效的。”18

	为了培养出优秀的工人，教育系统会奖励那些顺从听话和死记硬背基础知识的学生，而这些正是一位产业工人要具备的优秀品质。正如《辛普森一家》（Simpsons）的创作者、漫画家马特·格罗宁（Matt Groening）所说：“传统学校教的主要规则似乎就是如何安静地坐成一排，对于成年之后在沉闷的办公室或工厂里工作的人来说，这项培训简直堪称完美，但对教育本身而言却未必有益。”19

	这种学校教育也不利于学生提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学校就像一个工厂。在这里，提问“事物本质”的学生就像是个不听话的工人。这就引发了一个看似极端的问题：如果学校是按照工厂模式建造的，那么它们设计之初不就是为了不让提问吗？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提问新思维

	从逻辑上讲，随着社会从工业时代迈向更具创业精神的时代，我们自然会希望摒弃以工厂或顺从为特征的传统模式，转而采用更注重探索的提问模式。但遗憾的是，旧的教育模式并未随着社会变迁及工作场所的变化同步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旧的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经济对更具创造力、独立思考型的工作者的需求。

	高汀等人认为，在尝试推动旧的教育模式迈向现代化时，我们应该首先问一些关于教育目的的基本问题。高汀提出了一个启发性问题作为出发点：学校究竟为何而存在？这个问题也可以换种说法：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去上学？

	当前无论是办学模式之争、教育理念之辩，还是测评方式、课程设计、教师评估等环节的分歧，围绕教育改革的讨论已然众多。有助于我们形成更广泛讨论的关于“为什么”的根本问题，却鲜少被提及。

	如果我们能够停下来思考高汀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但相信许多人会赞同其核心要义，至少其部分答案可以总结为：培养学生成为21世纪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民。

	这个答案反过来又引出了另一个根本问题：现代职场和社会对公民提出了哪些要求？即为了实现高效工作和持续发展，公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知识和能力？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简单，但那些从教育角度研究不断变化的职场需求的学者似乎一致认为，新的世界要求公民有自学能力，有创造力且足智多谋，以及适应持续变化的能力。其中走在最前沿的两位学者是托尼·瓦格纳和约翰·西利·布朗，他们都把“提问能力”列为新市场环境中最重要的生存技能之一。

	那么，新时代不需要的技能是什么呢？答案是死记硬背和重复事实的能力。因为，新技术使许多事实性信息唾手可得，不再需要我们死记硬背。事实上，这也引出高汀提出的另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抛弃过去那种教授事实的教育模式？

	如果我们只关注学校基本目的的“为什么”问题，并认同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培养21世纪公民成为终身学习者，以便他们能够适应现代世界的不断变化；同时，如果我们也承认有效提问的能力是我们所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关键技能之一，那么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提出以下问题：如果我们的学校通过培养学生成为更好的提问者，从而进一步成为更好的终身学习者和变革适应者，那会怎样？我们该如何创建这样一所学校？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或者说尝试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所以提问为核心的学校，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20世纪70年代纽约哈莱姆区的教育实践，相信一定会有所启发。当时，从代课教师转任校长的德博拉·迈耶在那里创立了一所旨在培养学生探询精神的学校，其教学模式堪称激进。20



上学应该学提问，别强迫灌输信息




	现年90多岁的迈耶被视为教育界的一位传奇人物。她不仅是几十年前“小型化学校”运动的先驱，还是第一位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的教育家。该奖项表彰了她在纽约中央公园东区学校的开创性工作。如今，迈耶仍然参与她在美国东北部创办的一些学校的工作，并运营着一个备受欢迎的教育博客。她在博客中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比如：

	· 应试教育是否能培养出富有创造力和进取精神的公民？

	· 如果想让人们能毫无顾忌地“犯错误”，那么这样的课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 如果我们真的鼓励而非扼杀孩子们的提问，那么人类的潜能到底有多大？（我尤其喜欢这个问题）

	我针对第二个问题请教了迈耶，她告诉我说，这个问题是在40年前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里的。当时，哈莱姆学校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对她说：

	“这所学校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你对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感兴趣，而不仅仅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迈耶对这句话的印象非常深刻。她认为，这句评论比她的学校取得的任何卓越成绩都更让她确信，她正在做当初创办纽约中央公园东区学校时打算做的事情。

	1974年，迈耶在美国东哈莱姆区一栋破旧的校舍里开设了她的第一所学校。21据该地区前教育官员西摩·弗利格（Seymour Fliegel）所说，当时，东哈莱姆区堪称“纽约市教育系统崩溃的缩影”。迈耶本人毕业于纽约一所私立精英学校，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却在芝加哥一所公立学校找了份教书的工作，她对那里恶劣的办学条件感到震惊。于是，她开始尝试一些新的教育方法，她的这些举动引起了纽约一位教育官员的注意。面对哈莱姆区的教育困境，他给了迈耶一次实践她教育理念的机会。

	迈耶认为，学校不应该只向孩子们灌输信息，而应该教会他们如何理解这些信息，这样他们才能明辨信息价值并学以致用。她当时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关心的是如何让学生成为批判性思考者和问题解决者，这才是民主社会所需要的。”

	迈耶创立的学校教授的核心内容是5大学习技能（或称为“思维习惯”），每项技能或思维习惯都有一个对应的问题：

	· 证据：如何辨别真伪？哪些证据具有说服力？

	· 视角：如果我们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或者换个角度看问题，那又会怎样？

	· 关联性：是否存在某种规律？我们是否见过类似情况？

	· 假设：如果这次的情况和之前遇到的不一样，会产生什么影响？

	· 相关性：它为什么重要？

	迈耶提出的这些核心问题正是源自联结式探究。这些理念既包含她早期在伦理文化学校（Ethical Culture School）接受的教育精髓，又融合了从约翰·杜威（John Dewey）、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西奥多·赛泽（Theodore Sizer）等知名教育创新者那里获取的理念。

	在确定她的5种思维习惯之前，迈耶首先强调了两种思维方式：保持怀疑和同理心。她说：“我认为，你必须对‘自己可能是错的’保持开放的心态，甚至能接受‘任何事情都可能是错的’。我一直非常关注民主。如果你无法想象自己可能会犯错，那何谈民主？如果你无法想象‘其他人如何或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想法’，那么你又怎么会接受民主呢？”

	因为迈耶创立的学校是以提问为导向的，所以学校的课堂不再采用过去传统的教学方法，而是让学生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弗利格在20世纪70年代末参观迈耶的学校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且丰富的教学计划”，其中包括“大量的制图活动、对17世纪哈莱姆区印第安人林地文化的研究、埃及和罗马历史、荷兰殖民时期的纽约、印刷术和报纸的发展、城市发展史（包括对学校周边社区的小型研究）和非裔美国人的历史，等等。”22

	在迈耶的学校里，三年级学生在研究中世纪社会时，他们“不仅要阅读相关的书籍，还要动手搭建城堡，制作盔甲”，而一年级学生则“提出了建造一座神话城堡的创意”。学校还会经常带学生们去当地的博物馆、中央公园参观学习。迈耶认为：“在课堂之外，孩子们往往对事物观察得更仔细，从而提出更多问题。”

	从某些方面来说，迈耶在试图将幼儿园教学模式推广到所有的年级。“教幼儿园小朋友是一种如此有趣的智力体验，当时我就想，我们为什么不能一直保持这种教学模式？”她告诉我，也只有在幼儿园，“我们才能接受孩子们提出各种与教学主题无关的问题”。

	迈耶学着仔细倾听学生的问题，她发现这些问题通常都很有见解，促使她重新思考自己的假设，偶尔也会促使她重新调整课程设置。“还记得我们曾有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吗？一位学生看着那幅地图问，‘为什么东印度群岛在西方？’这个问题让我开始思考地图中心定位所带来的影响：它会影响人们对其他地区的认知。后来这类思考逐渐成为我们课程的一部分，它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有许多启发。”

	不出所料，学生们对迈耶的教学方法逐渐产生了好感，但是家长们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些家长不知道这些非传统教学方式和培养孩子自主性的意义。甚至在某些家长看来，迈耶营造的这类教育环境缺乏纪律规范。然而，正如迈耶几十年后指出的那样，当你给孩子们更多自由去追求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时，他们反而会变得更容易管理，虽然这对于许多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来说有些不可思议。但事实上，传统教育要让孩子们安静地坐5小时，专注于他们不关心的信息，相比较而言，这其实更难做到。

	当时学生家长的投诉引发了一场调查，学区督导派弗利格对迈耶的教学方法进行核查。几年后，弗利格记录下了自己的这段经历。调查结果令他深受震撼，他随即建议学校的董事会支持迈耶，而校董会也确实这么做了。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纽约中央公园东区学校的卓越成效逐渐显现。在接下来的10年里，当全市辍学率在40%～60%时，迈耶的学生中只有1%没有完成中学学业。

	在迈耶离开之后，她倡导的这些问题驱动型学校举步维艰，效仿者更是寥寥无几，一直到最近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今天，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接受迈耶过去一直倡导的教学理念，比如，必须培养学生学习和提问的习惯，不能强行灌输知识等。但曾写过一本有关教育现代化著作的纽约作家尼基尔·戈亚尔（Nikhil Goyal）指出，就整个教育系统而言，这些学校仍然只是“沧海一粟”。23

	戈亚尔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研究高中教育。16岁那年，戈亚尔还是美国长岛一所学校的高二学生，他对沉闷枯燥的中学生活非常失望，心想：难道就没有更好的教育方式吗？于是他开始考察全美各地的其他学校。我遇见他时，他17岁，还在进行他的考察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名叫“好问题”的网站，出于对提问的热爱，他主动申请成为该网站的一名提问研究者。戈亚尔为我介绍了许多以提问为教学基础的学校的现状，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帮助极大。

	戈亚尔研究的学校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布莱特沃克斯高中（Brightworks）和高科技高中（High Tech High）以及其他几所学校，其中有些是公立的，有些是私立的。他对芬兰一些教学成果卓著的学校的教学方法也非常了解，还知道新加坡的学校也在变革创新。

	在深入调研这些学校时，戈亚尔兴奋地发现，有些学校没有成绩评定，没有考试，不考在学校时被要求死记硬背的内容。在这里，学生们可以花几个月的时间钻研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有时这些项目都是他们自己选的。戈亚尔说，在布莱特沃克斯高中，“所有的课程都是围绕核心问题设计的”。他认为，这些以项目或提问为基础的学校最令人称赞的一点是，引导学生提出自省类问题，比如：我到底对什么感兴趣？戈亚尔说：“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问过学生这个问题。”

	目前刚开始尝试以提问为导向的许多学校，实践时间太短，以至于无法判断这样做是否能培养出特别成功的学生。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学校的一些核心原则与蒙台梭利学校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比如，强调让学生自主探索、自主学习，以及让他们做感兴趣的项目而非参加考试等。

	蒙氏教育由来已久，历经各种检验，已经培养出众多杰出人才。从这所私立学校毕业的众多学子如今大都成为大型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他们被人们戏称为“蒙台梭利黑手党”（Montessori Mafia）。24其成员包括维基百科的创始人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谷歌前高管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曾说，尽管布林和佩奇的蒙台梭利教育经历已经过去多年，仍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按照梅耶尔的说法：“如果你不了解布林和佩奇都曾就读于蒙台梭利学校，你就无法真正理解谷歌。他们总是问，‘为什么非得这样做？’这种思维方式早在他们童年时期就已形成了。”25

	蒙台梭利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学费昂贵且门槛极高。其他一些类似的以提问为教学基础的学校也是如此，而公立的这类学校寥寥无几。在绝大多数学校，教师如果希望能激励学生发出更多的探询，就必须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比如，改变原来的教学计划，有时还要修改标准课本和教材。丹·迈耶（Dan Meyer）是纽约的一名高中数学教师，他在一次很受欢迎的TEDx演讲中讲述了他如何不得不自行设计方法来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疑问并自主构建问题的经历。26

	丹·迈耶谈到，传统课堂在讲解“装满一个水箱需要多长时间”这类问题时，往往提供了太多的方法和提示。于是，他决定：“课堂上不分析讲解具体的步骤，这样学生们就必须自己琢磨要怎么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们需要自己决定重点是什么，而非我告诉他们。”

	起初，丹·迈耶大量删减教材中的内容，如此一来学生们就必须多问多想。后来，他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给全班同学播放往水箱里注水的视频……但是注水的速度“出奇地慢”。于是，学生们开始“看表或者东张西望。当他们都在想‘老兄，这速度，水箱什么时候才能注满呀？’时，你就知道‘鱼儿’已经上钩了”。



教师，竟是扼杀问题的“元凶”




	丹·迈耶在播放视频的过程中，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等，等学生们自己发现问题，并提出来。从教师提出问题，转变成让学生自行思考，这是一次问题所有权的转换。

	这一转变不容忽视，原因有二。其一，正如丹·迈耶认为的，如果一个问题是由学生自己提出来的，那么相比于其他人提出的问题，他们对自己的问题可能更感兴趣。其二，就“课堂上谁来提问”这一点来说，不仅涉及提问的目的、权力、控制，甚至可以说是涉及种族和社会阶层问题。

	提问新思维

	美国教育学教授丹妮·加尔默·沃尔夫（Dennie Palmer Wolf）在她的学术论文《提问的艺术》（The Art of Questioning）中研究了提问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27她发现，在课堂上教师往往“垄断提问权”，只有少数人能与教师共享这一特权。沃尔夫引用的研究表明，在课堂上提问甚至成为少数人的“专属”，比如某些聪明人、男性或者以英语为母语者。此外，她的研究还发现，教师通常通过提问来检查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而不是激发学习兴趣。因此，他们的问题很容易让学生感觉“暴露了自己的无知”而非受到启发。

	约翰·西利·布朗表示，某些教师很容易将学生的提问视作一种威胁。“如果教师认为自己代表权威，那么他们就可以打断学生的提问，因为有些问题可能会暴露他们的知识盲点。”

	德博拉·迈耶认为，控制学生或维持秩序的欲望未必只来自教师。在与迈耶的一次交谈中，我提到了如今的商业文化到处都在宣扬“打破常规”和“另类思考”，这一切似乎与迈耶几十年前试图在哈莱姆区中小学中贯彻的理念如出一辙，都在强调“独立思考”。但当我向迈耶表示，随着当今社会对创新如此渴望，我们可能更愿意包容甚至教人们怎样提问，也许现行教育体制已经接纳了她的理念时，她对此并不认同。

	迈耶认为，如今的社会还是和过去一样，提问是某些人的特权，而非人人都可以提问。她说：“不可否认，我们需要硅谷，但是我们真的能接受3亿人都是独立思考的人吗？”

	当迈耶开始在城区的学校教书时，她失望地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被训练得不敢在课堂提问”。而且在她看来，这种情况在随后的几年并未有太大的改善。这种情况通常并非刻意为之。因为教师承受着巨大的教学压力，尤其是在那些资金不足而又人满为患的城区学校工作的教师，他们必须面对管理超大容量班级的艰巨挑战。维持课堂秩序和完成教学任务的迫切需求可能就与鼓励孩子们提问形成了鲜明的冲突。

	创意提问实验室 什么是火焰28

	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但你知道答案吗？演员艾伦·阿尔达（Alan Alda）在孩提时期，就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时隔近70年后，阿尔达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创办了艾伦·阿尔达科学传播中心，并首先通过组织竞赛的方式来评选出谁能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比赛的评委是一群年龄在9～12岁的孩子。800多位科学家和科学爱好者接受了这项挑战。最终，物理学家本杰明·埃姆斯（Benjamin Ames）以一个7分钟的音乐动画视频获得了胜利。视频中，他用乐高积木代表原子，解释了火焰的氧原子、碳原子、氢原子、白炽现象和氧化反应。阿尔达和埃姆斯不仅解答了“什么是火焰”，还共同回答了“如何让孩子对科学感兴趣”这个好问题。

	除此之外，一些其他不易察觉的因素可能也会在暗中阻挠学生提问。例如，孩子们可能迫于文化压力，在提问之前会仔细审查自己的问题。纽约大学的乔舒亚·阿伦森（Joshua Aronson）研究了低收入少数族裔学生面临的一些困境，比如，学校里非裔美国男孩的停学率偏高。不仅如此，阿伦森还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他称之为“刻板印象威胁”。该研究精准剖析了污名化的心理机制，尤其关注“人类对自身种族或性别群体负面刻板印象的反应方式”。阿伦森对非裔、拉丁裔及女性大学生的标准考试成绩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一旦人们觉察到自己身上具有某种众所周知的刻板印象所指向的人群特征时，比如，女生不擅长数学等，就会对他们的学业表现产生负面影响。29

	那些不愿意接受刻板印象的学生，会因为害怕被其他同学知道他们的知识盲区而不愿意在课堂上提问吗？“绝对会，”阿伦森说，“恐惧是好奇的敌人。身处此境的学生会承受着必须维持某种特定形象的压力。”这可能会导致学生假装他们已经知道或者根本不在乎某些事情的样子。阿伦森说：“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总是倾向于安全的方式，而非冒险强化既有偏见。”

	孩子在学校是否提问，父母无疑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社会学家杰茜卡·麦克罗里·卡拉尔科（Jessica McCrory Calarco）对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收入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鼓励其子女在学校提问，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则被父母教导要尊重权威，遇到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而非寻求帮助。卡拉尔科在报告中指出：“即使是非常害羞的中产阶级孩子也会向教师提问，并能认识到这样做的好处。而工薪阶层的孩子则会担心，如果他们在错误的时间或以错误的方式寻求帮助，会让教师生气。而且他们还会觉得，如果他们寻求帮助，别人会认为他们不聪明。”卡拉尔科发现，这些差异直接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30

	德博拉·迈耶对这些研究结果感到愤怒。她说：“这项研究的结果听起来好像在说那些低收入的父母是错误的，但他们并没有错。他们知道，如果孩子们在学校提问，孩子可能会因此陷入麻烦。所以他们告诫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要谨言慎行。”迈耶还指出，在这件事上，中产阶级的孩子则处境不同。“他们上学时感到安全。”而正是因为他们有安全感，他们才敢冒险举手提问。

	但即使是那些被家长鼓励在学校提问的、安全感十足的中产阶级学生，他们也可能会发现，传统的课堂环境既不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也不会鼓励学生提问。我采访过一位“提问高手”，他是一名年仅15岁的高中生，名叫杰克·安德拉卡（Jack Andraka）。31通过不断探究，他发明了一种针对特定癌症筛查的新方法，不仅简单有效，且成本低廉（安德拉卡如何用问题来解决问题的完整故事见第4章）。我很好奇，像安德拉卡这样善于提问的人，是不是在学校学会了如何提问？他在课堂上是不是也会问很多问题？

	安德拉卡说，是他的父母教会了他如何提问。他告诉我：“我的父母会向我问很多问题，也会引导我向他们提问，但是，他们从不直接解答那些他们启发我才提出的问题，而是让我通过实验或个人经历去探索问题，并提出一个假设。”

	安德拉卡的学校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用他的话说就是一所“普通的公立高中”。“学生提问和自主探索的机会实在少得可怜。教师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真的会被这些详细的指导所束缚。在我看来，这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我问安德拉卡其他同学是否会提出很多问题。“在我的高中，所谓的‘酷’，就是安静地坐在角落，时不时地和朋友一起窃笑。但是对我来说，这样做非常无聊。”至于他自己，安德拉卡说：“我要么非常安静地想自己的事情，比如尝试找到一种检测胰腺癌的新方法，要么会回答教师提出的几乎每一个问题。但我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比如，‘如果这样可行的话，接下来会怎样？’我会自己去实验，我所有的研究都是在校外进行的。因为在学校不允许你做这些，在这一点上学校真的是糟透了。”

	如果连安德拉卡这样天生的提问者在学校都不提问，那就说明教育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正确问题研究所”的丹·罗思坦和卢兹·桑塔纳说，这并不意外：即使在最具进步精神的学校，提问仍然主要是教师的特权。罗思坦说：“在课堂上提问使用得很多，但大多数是单向的。提问的不是学生，而是教师通过提问来引导学生。”教师的这种教学方式，“无意中将提问专业化了，并让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即只有知识更渊博的人才能提问”。经过在提问领域20年的研究和教学，罗思坦和桑塔纳创建了“正确问题研究所”，他们试图通过让孩子们掌控提问的主动权来打破课堂上的这种提问权力的不平衡。



不懂提出正确问题的人，总是被剥夺主动权




	林-西·皮特（Ling-Se Peet）是波士顿一所高中的教师，当她在第一次人文课上使用“正确问题研究所”的“问题构建技巧”时，她首先向25名学生抛出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假设：酷刑可能是合理的。32

	罗思坦和桑塔纳将这种以一个陈述性假设开场的方式称为“问题焦点”（Q-focus），因为它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个焦点，激发他们围绕这个焦点提出问题。皮特将学生分成了几个小组，每个小组的首要任务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尽可能多与这个假设有关的问题。

	任务的规则是：记录下小组成员提出的每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既不要辩论，也不要试图给出答案，只需认真思考提出更多问题。同学们再次阅读熟悉规则后，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个假设。一些问题旨在厘清概念，比如：你如何定义酷刑？什么时候使用酷刑？还有一些问题看似另类却发人深省，比如：酷刑能让你快乐吗？一些问题则扩大了问题的讨论范围，比如：酷刑和正义有关吗？谁最有可能遭受酷刑？

	同学们之前没有做过这种提问练习。据皮特说，尽管最初大家对规则有些保留意见，比如，有些人认为问题应该一提出就回答。但各组很快开始自由提问，并由一名小组成员将这些问题记录下来。之后，皮特引导他们进入练习的第二阶段：指导他们将开放式问题与封闭式问题相互转换。例如，将开放式问题“为什么酷刑有效”转变成类似“酷刑有效吗”的封闭式问题。罗思坦表示，这部分练习的目的是展示问题的范围是可以变化的，一个问题的范围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缩小，而在其他情况下则可以扩大。他说，当学生们这样做时，他们就会逐渐发现“不同的提问方式不仅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还能将你引向不同的方向”。

	接下来，同学们要将自己提出的问题按优先级排序，找出最能推动讨论深入的3个问题。罗思坦和桑塔纳都强调在提问之后进行“收敛”的重要性。两人认为，不能一味鼓励学生不停地提问。要有效地提问，他们必须学会怎样分析问题，并聚焦于那些他们希望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经过层层筛选，最终选出的重要问题包括：“为什么酷刑会起作用？”“谁有权评判酷刑的正当性？”“他人的痛苦怎么能作为达成目的的代价？”

	罗思坦发现，在整个流程结束时，一些孩子“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他承认，这个过程很有挑战性，因为“这需要他们做一些之前从未做过的事情——用提问的方式思考”。但在这个班级，以及其他采用“正确问题研究所”提问技巧的课堂上，同学们的参与度之高可谓有目共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能是因为罗思坦和桑塔纳设计了巧妙的参与规则，比如，只允许提问，任何表述都必须转化为问题的形式。这样的规则设计让整个过程像游戏一样具有趣味性。也许提问这种方式本身就能吸引更多孩子，并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其中。由于你不需要知道答案才能提问，所以聪明的孩子并不占优势。罗思坦认为，学生们较高的参与度也与他们倾向于迅速投入自己想到的问题有关。他说：“在这个过程中，问题的‘所有权’意识非常重要。孩子们表示，当问题是你自己提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地觉得有责任去寻找答案。”

	罗思坦和桑塔纳经过多年的研究，才开发出了这套提问流程。它最初并非为学校里的孩子们设计，而是为了帮助成年人在与政府官员、医生、房东和学校官员打交道时更有效地使用提问技能而设计的。

	桑塔纳的亲身经历让她明白：那些不知道如何提出正确问题的人很容易被他人剥夺可能需要或有权拥有的东西。桑塔纳20多岁时从波多黎各移民到美国，最初靠福利生活，后来在一家工厂工作。“后来，我失业了，”她告诉我说，“失业之后我试图通过社会服务系统进入一个职业培训项目，但我被拒绝了。”

	桑塔纳根本不知道如何恰当地询问她被拒绝的原因。“我不知道如何为自己争取权益。”她说。但桑塔纳很幸运，当她被拒绝时，另一位社会工作者介入其中帮助她据理力争，指出桑塔纳本身就有资格参加这个培训项目。最终，桑塔纳不仅参加了这个培训项目，还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她又重返校园，并最终获得了硕士学位。但她从来没有忘记这个早期的教训，即人们，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需要有效地为自己发声。她最终也选择进入社会服务行业工作，成为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一名为弱势群体维护住房权益的专员。33

	在马萨诸塞州工作的时候，桑塔纳遇到了在肯塔基州长大的哈佛教育学博士罗思坦，两人的学术背景截然不同，但彼此志趣相投。罗思坦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始终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吸引：那些社会问题研究者或者政策制定者，究竟会从实际遭受这些社会问题影响的民众身上了解到哪些信息？

	随着罗思坦的工作逐渐转向城市政策方面，他成了劳伦斯市社区规划项目的一名负责人，并在一次住房问题的会议上遇见了桑塔纳。在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坐在会场角落的桑塔纳举手询问：“市政府是否充分听取了会议讨论中涉及的那些正在遭受住房问题困扰的当事人的意见？”罗思坦回忆称：“我当时就想，这个问题本应作为这次会议的开场问题。”

	之后，罗思坦邀请桑塔纳共同参与劳伦斯市的一个预防高中生辍学的项目。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存在一个特别情况：家长毫无疑问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和学校相关政策的制定中，可奇怪的是，许多家长却拒绝参加学校的会议。对此，两人很自然地问道：“为什么？”“那些家长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不去参加学校的会议，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要问什么。”罗思坦回忆说。

	这一刻他们犹如醍醐灌顶：“如果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帮助这些家长在学校会议上提出有效的问题，那会怎样？”他们提出了这个假设性的问题，但是在进入“怎样”这个阶段时却走了弯路。罗思坦和桑塔纳认为，帮助家长提出更好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直接为他们准备好问题清单。因此，两人开始收集适用于不同情境的问题，比如关于学校预算决策的、孩子被停学的，等等，然后把这些问题给到家长，让他们带着问题去参加学校的家长会。

	桑塔纳回忆说：“我们参加了一次家长会，会上家长们都带着这些问题清单。他们走上台，拿起麦克风，照着清单上的问题读。但当学校里有人向他们提问时，他们就会茫然地看向我们，似乎在问：‘我现在该怎么办？’”桑塔纳说，她和罗思坦很快便察觉到自己的错误。“我们意识到，家长必须学会独立思考，提出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于是，两人开始指导家长们如何提问。他们特别注重培养家长对涉及其切身利益的学校决策提出质疑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要去探究决策背后的原因、形成决策的过程，以及家长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扮演的角色。

	随着项目的推进，一些家长意外地发现：这些提问技巧同样适用于校园会议外的其他生活场景，比如，从急诊室医生那里获取更多信息，与房东解决纠纷时。

	罗思坦和桑塔纳决定扩大他们的提问教学项目，并试着划分不同的场景。他们开始和全美的健康诊所、社会服务机构及成人教育项目合作。他们还发现，新墨西哥州移民家庭的父母、路易斯维尔收容所的流浪者、夏威夷甘蔗种植者都在运用他们的提问技巧。34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并于2011年正式将其命名为“正确问题研究所”。

	创意提问实验室 家长如何让孩子成为更好的提问者35


	在研究“提问大师”时，哈尔·格雷格森追溯了这些人的童年经历，他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年少时身边至少有一位成年人鼓励他们提出挑战性问题”。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伊西多·艾萨克·拉比（Isidor Isaac Rabi）就是其中之一。据他说，当他小时候从学校回到家时，其他孩子的妈妈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吗？”而他的妈妈则会说：“伊兹
	[image: ]，你今天是否提出了一个好问题？”已故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认为，父母应该帮助孩子通过提出假设性的问题让他们“深入思考周围的世界”，从而培养他们的好奇心。但克里斯坦森也认为，鼓励孩子通过动手实践解决问题也非常重要，比如做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家务活。IDEO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大卫·凯利（David Kelley）就是这种方法的受益人。那时，如果家里的洗衣机坏了，他就尝试做一个新零件来修好它。正是童年时期的这种经历促使他成为一名问题解决型设计师。

	随着他们的提问技巧在成人教育项目中逐渐得到认可，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成人教育教师们称，一些成人学生在学习该方法后不禁疑惑：“为什么我在高中的时候，学校不教这些技巧？”这反过来又促使罗思坦和桑塔纳提出了另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将适用于成年人的提问技巧培训项目改编成适合学龄儿童的版本，那会怎样？随后，罗思坦和桑塔纳设计了一个适合K-12课堂的项目，并将其分解为以下几步。

	· 第一步：教师设计一个问题焦点（例如，酷刑可能是合乎情理的）。

	· 第二步：学生提出问题（不能寻求教师的帮助，不能立即回答或对问题进行辩论，记录下每个问题，将任何陈述性内容转化为问题）。

	· 第三步：学生优化问题表述形式（开放式提问和封闭式提问互相转换）。

	· 第四步：学生将按问题按优先级排序（通常小组讨论达成共识，筛选出最喜欢的3个核心问题）。

	· 第五步：学生和教师共同决定下一步行动计划，针对优先问题制定解决方案。

	· 第六步：学生回顾所学内容。

	整个流程设计得非常简单，教师仅需1小时就可掌握，同时学生在参与时能立即理解自己要怎么做。然而，让其变得如此简单并不容易，这个看似很基础的教学框架整整花费了罗思坦和桑塔纳10年的时间。

	“正确问题研究所”的提问技巧赢得了教师们的广泛赞誉。曾在波士顿高中任教的玛茜·奥斯特伯格（Marcy Ostberg）观察到，当她的学生开始用提问的方式思考时，“仿佛打开了思维的枷锁”。罗思坦表示，来参加“正确问题研究所”研讨会的教师络绎不绝。他说：“当他们来参加会议并掌握这套流程后，这些教师都会拍着脑袋说，‘为什么我之前就没想过可以这么做呢？’”36

	20多年前，社会评论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就对此产生了疑问，当时他写了一篇关于教育中提问的重要性的文章，在文中抛出了自己的疑问：“人类最重要的智力技能不是在学校里学到的，这难道不奇怪吗？”37

	罗思坦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被问及为什么长久以来未能有效教授提问能力。这是不是因为人们认为提问不需要教？或者大家不知道怎么教？

	罗思坦说：“我对这两个原因的回答是肯定的。”就上述第一种认知，罗思坦表示，人们认为提问是“语言的自然组成部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包括德博拉·迈耶在内的许多人认为，孩子是天生的提问者，成人们不需要教他们如何提问，只要不打击他们提问的积极性即可。但是罗思坦坚持认为，提问技能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精妙复杂，它涉及3种高阶思维方式：发散性思维、收敛性思维、元认知思维。虽然其中有些是孩子们生来就有的，但也有一些是必须通过系统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的。由于人们的提问能力在5岁左右开始衰退，我们与生俱来的提问能力，在初高中就被长期忽视了。到那时，罗思坦所说的“提问肌肉”已经萎缩，所以需要重新锻炼强化。



一切皆可质疑，勇于发问




	如果我们的“提问肌肉”从初中时期就开始萎缩，那么可想而知，到大学时会是一幅什么光景。事实上，在罗思坦绘制的提问技能不断下降的图上，大学时期学生提问技能下降的颓势丝毫未减。我采访过一些大学教授，他们证实，即使在大名鼎鼎的常春藤盟校，学生们也很少提问。

	已故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哈佛商学院任教25年，数年前我和他交谈时，他说：“我爱这个地方，但是如今的学生不像20年前的学生那样靠直觉提问，他们的好奇心也远远不如那时的学生那样强烈。”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他说：“如果在成长过程中你只是被动接受屏幕信息，或者在学校直接获得答案，那么你就无法提升提问天赋。人们不知道如何提问，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

	曾执教耶鲁大学的著名作家兼评论家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曾就这一现象，给出了另一个原因。他说：“现在的大学教育，尤其是精英院校的教育，正日益倾向于‘技术官僚化’。学校教授学生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训练他们解决该领域特有的难题。这种教育体系要求学生百依百顺、掌握考试的内容。如此一来，学生们根本没有时间退一步去想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所看到的是，这些学生严重缺失对价值、意义和人生目的等根本问题的追问能力。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让这些孩子——我们未来的领导者，学会提出这类问题，而不仅仅是提出技术层面的问题。”38

	德雷谢维奇表示，唯有最好的教授方能激发这类深度提问，但这种人少之又少。他以自己最喜欢的一位教授为例。他曾诗意地描述这位导师：“他拥有年轻人身上所具有的用崭新视角看世界的能力，他额前的白发如同顿悟的闪电直竖起来。”39我询问德雷谢维奇，他的这位导师是如何激发探索精神的。德雷谢维奇这样描述他的导师：“他有一种重构认知的能力，能够通过提问触达事物的本质，甚至有时他提出的问题看似很愚蠢。正如‘圣愚’，敢于提出别人不会提出的另类问题，而他一直坚持这么做。他向我们展示了，一切皆可质疑，尤其是那些我们自以为早已熟知的事物。”

	重要的是，这位教授还“敢于在不知道答案的情况下提出问题。作为教师和教授，我们通常认为我们的权威来自我们拥有答案。但是学生们发现，如果有一位教师告诉他们说‘我不知道答案，我们可以一起探索’时，这种认知颠覆能带来真正的思维解放”。

	自主学习的趋势发展迅速，无论是线上课程，还是一些临时的“黑客”教室。尼基尔·戈亚尔认为，未来通过提问进行的探询式学习模式会出现于网络空间，而非实体学校。他说：“我对绝大多数学校发生的变革已不抱任何希望。”但在“创客”空间里，人们聚在一起，往往有更多的机会探索和探寻问题。

	约翰·西利·布朗同样认为：“那些已经辍学的孩子，或者认为真正的学习在学校之外的孩子，正在成为这场庞大的创客运动的一部分。”创客运动旨在创造新事物、新艺术和新音乐，不论它们的科技含量高不高。但其驱动力来自基于项目的同伴互学，新手“创客”通过不断质疑资深成员来实现成长。创客运动可能出现在地下室、游乐场、博物馆，比如旧金山的探索博物馆就设有一个创客空间。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创客运动居然也能出现在图书馆。布朗说：“图书馆正在被重塑为一个有趣的创客空间，图书管理员就像是提问式学习的教师。”

	布朗认为，年轻人在课堂外能磨砺出更多新经济形势所需的技能。他们正在锻炼创新、实验、建造、质疑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在一个指数级变化的世界里，“这些孩子将拥有脱颖而出的技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今的我们都是“创客”，或者至少我们应该这样看待自己。无论是否接受过系统的提问训练，我们现在都可以在各自的领域自主培养这种技能。开展这种自我培养的方法之一就是观察其他有经验的提问者是如何提问的。特别关注他们如何运用基本的“为什么”“如果”“怎样”三类问题来解决问题和推动变革。

	提问力进阶Tips

	1．在提问时保持初学者心态，是摆脱偏见的秘诀。

	2．允许孩子自由探索，是保持他们提问天性的关键。

	3．养成以问题为导向的5大思维习惯，让孩子拥有问题的“所有权”，主动解决问题。

	· 证据：如何辨别真伪？哪些证据具有说服力？

	· 视角：如果我们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或者换个角度看问题，那又会怎样？

	· 关联性：是否存在某种规律？我们是否见过类似情况？

	· 假设：如果这次的情况和之前遇到的不一样，会产生什么影响？

	· 相关性：它为什么重要？

	4．利用提问进行思考的六步法：

	· 第一步，设计一个问题焦点。

	· 第二步，提出问题并用问题表达观点。

	· 第三步，在开放式提问与封闭式提问之间切换表述。

	· 第四步，将问题排序并选择自己最喜欢的3个问题。

	· 第五步，尝试解决这3个问题。

	· 第六步，回顾过程与收获。





	[3]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社会网络研究学者，耶鲁大学人性实验室掌门人，因研究社会网络如何形成与运转而享誉世界。其著作《蓝图》《大连接》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策划。——编者注



	[4]艾莉森·高普尼克是国际公认的儿童学习与发展研究泰斗级专家，她的《园丁与木匠》《孩子如何思考》《孩子如何学习》等书详细论述了孩子行为背后的学习规律，用大量经典而富有创造性的实验描述了孩子在不同阶段的学习和思考特性。这3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出版。——编者注



	[5]丹尼尔·平克，未来学家、趋势专家，连续4次入选“全球50位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榜单。“丹尼尔·平克四部曲”——《驱动力》《憾动力》《全新思维》《全新销售》，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策划。——编者注



	[6]伊西多的昵称。——编者注








第二部分 掌握“为什么-如果-怎样”黄金提问框架







	03 第一步：提1个问题，能引发“5个为什么”为什么后退一步，反而更有助于前进？为什么“门外汉”有时比专家更会提问？为什么丢钥匙时我们总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翻找？



“为什么”之后，是一连串“如果”




	埃德温·兰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发明家，如今常被誉为那个时代的史蒂夫·乔布斯。他总能看到其他人难以想象的新的可能性。有时那些构想会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一幅细致完整的蓝图。然而，在1943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即便是兰德，也没能察觉到他手中握着的就是一个即将改变人生的机遇。正是一个早慧的3岁儿童提出的一个问题让他的未来图景骤然清晰。

	当时，兰德正和他的家人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度假。他用自己最喜欢的相机给小女儿珍妮弗拍了几张照片。那个年代，只有将拍好的胶卷送到暗室或者冲印店才能冲洗出照片。兰德和其他成年人一样，都知道这一点。但年幼的珍妮弗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问兰德：“为什么不能马上看到刚刚拍摄的照片，非要等不可？”1

	对于女儿提出的问题，兰德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回答。于是，他将这个问题视作一个挑战，用他的话说，这是“她给我出的一道难题”。多年后，兰德在一次演讲中回忆道：“在高原凛冽空气的强烈刺激下，我心想，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能设计出一种方法让照片能即时成像呢？”

	时年35岁的兰德已经习惯攻坚重大难题了。这位两次从哈佛大学辍学的发明家，凭借自己对偏振光现象的痴迷，成就了一番事业。他的技术可以用来过滤光线并减少眩光，被用于太阳镜和相机滤镜。但兰德还有更大的抱负，他希望能利用这项技术来拯救生命：如果我们能通过给汽车安装偏光前灯和挡风玻璃来减少车祸发生，那会怎样？

	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期，兰德一直在探索如何利用偏振光让汽车前灯在正常照明的同时，又不会使对面来车的驾驶员目眩。但是兰德的这一想法没有获得汽车制造商的支持，到1943年，他的公司发展开始逐渐放缓，急需创新。

	兰德花了几小时思考小女儿珍妮弗的提问，之后他开始在珍妮弗最初提出的“为什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如果”类问题。他最后将自己面临的最根本性的挑战概括为：如果你能通过某种方式在相机里设置一个冲洗的暗室，那会怎样？

	《永不褪色的时光》（Instant）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博纳诺斯（Christopher Bonanos）曾表示，兰德知道，“不可能让化学药液在相机里晃荡”。但如果这些化学药剂“被装入小袋中，然后让其以某种方式涂布到底片上呢”？这是兰德独自漫步几小时思考的诸多问题之一。2后来，他开始思考：怎样直接通过相机打印出一张照片？如何在相机背面同时配置底片和相片打印纸？

	兰德丝毫没有浪费时间，他立即着手将在脑子里盘旋的这些问题和部分答案全部记录了下来。当天他就叫来一位同事，开始起草制造即时相机的详细计划。接着，他迅速投入原型机制作，在几个月内就拿到了第一张即时测试照片，那是一张他的自拍照。面对重重障碍和挫折，兰德团队奋力攻关，最终在4年后如期将第一款黑白即时相机推向市场。

	当时，兰德仍未完全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因为从一开始，他所设想的即时相机远比他1948年推向市场的产品更强大。为了实现这个设想，他仍然需要克服一些难题，比如：如何实现彩色成像？为什么相机不能更便于操作？最终他又花了30年时间，才用自己的杰作SX-70型相机解答了这些问题，这是一款一键式彩色即时相机，而且出片的速度更快。

	回答女儿这个纯真提问的过程虽漫长而艰辛，但兰德对此早有准备，随时整装待发。1942年12月，就在珍妮弗提出那个问题及兰德深受启发的前一年，兰德曾对宝丽来的员工说：“如果你的梦想是做一些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那么就大胆去做吧……如果你对接下来该做什么，一步步地详细规划，那么即使未来的路还很长，那也是一个精彩的梦想。”正如兰德告诉他们的，旅途中可能需要跋涉5 000步，但如果你能“先迈出10步，接着再迈出20步，那么你就会惊讶地发现5 000步居然很快就走完了”。

	宝丽来的故事非常受创新者和提问者的喜爱，因为它揭示了大量有关提问艺术的奥秘。首先，它证明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改变游戏规则的颠覆性问题，甚至是一个天真的孩童。而这就强调了本书前文提到的一点，即非专业人士或者门外汉通常比专家更善于提问。没有人否认专家掌握的专业知识的价值，但就提问而言，专业知识有时反而会成为提出好问题的阻碍。

	宝丽来的故事也完美阐释了某种具有催化作用的问题可以触发一连串连续性的提问。这种“为什么-如果-怎样”的提问流程，在宝丽来的故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在其他许多有关创新突破的案例中也能觅得其踪影。

	在珍妮弗提问的启发下，兰德的世界观开始发生改变，后来每当他在现实世界发现一件事情不太理想时，他就会问：“为什么事情一定要这样？”这个问题接下来就会引出一连串“如果……会怎样”的假设性提问，兰德会通过将一个大问题拆解成无数的小问题来逐个击破。比如：如果能在相机里设置一个暗室，那会怎样？他会将自己在化学、光学、工程学方面的各种知识碎片和想法联系在一起，正如博纳诺斯所观察到的那样，兰德似乎可以将自己知道的所有信息融合在一起。但是如果兰德没有最终迈入“怎样”的阶段，没有把这些想法写下来、寻求反馈，并开始创造内置暗室的相机原型机，接着测试，经历失败、修正，再进行测试，那么他的所有联结式探究都将毫无用处。

	我敢肯定，兰德从未想过他创造宝丽来即时成像相机的过程会被分成“为什么-如果-怎样”三个阶段。但这三个阶段的逻辑顺序恰恰反映了人们解决问题的普遍过程，即从发现和理解问题到思考可能的解决方案，再到尝试实施这些解决方案。

	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和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变换不同的思维方式，提出不同类型的问题。某些时刻专业知识对你很有帮助，但它们并非总是有用。在某个阶段，完全开放、无拘无束的发散性思维至关重要，而严谨专注的执行力在另一个阶段则会成为关键。以更结构化的方式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可以提醒自己根据所处的具体阶段转变方法、更换工具并调整自己的提问。

	假如说“如果”阶段是关于想象力的，“怎样”阶段是关于执行力的，那么最初的“为什么”阶段就是关于观察力和理解力的。在这一阶段，“发现”看起来简单，似乎只要我们睁开眼睛，环顾四周就可以了，对吧？但是兰德没有发现近在眼前的问题，起初只有珍妮弗观察到了这个问题。这就表明一个人想要更善于提出“为什么”类问题有两个选择。其一，你可以让一个有好奇心且爱表达的三四岁孩子陪同处理包括日常事务在内的所有事务，那么他就会发现你忽视的一些东西，无论是在商业决策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其二，你可以尝试不断调整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使你的视角更接近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的视角。做到第二点绝非易事，因为你需要花些功夫才能以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事物。

	如果你想提出强有力的“为什么”，只是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你还需要按照以下流程去做。

	· 退一步看问题。

	· 留意其他人忽视的细节。

	· 挑战既有假设（包括我们自身的固有认知）。

	· 通过情境式探究，深入理解现状或问题。

	· 质疑自己正在提的问题。

	· 深入探究一个具体问题。

	这个看似简单的流程是以“退一步”开始的。



越是工作繁忙，越要退一步去思考




	当我们谈论提问的时候，通常会提到一个词“退一步”。比如，退一步重新问问为什么，或者退一步重新思考，等等。但是我们要在什么时候退一步呢？

	当那个重要的“为什么”问题在兰德的脑海中浮现出来时，他正在度假，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时的他不会被每天繁忙的工作所累。他有闲暇，也能相对远离实际的商业事务，进而去思考这个看似不切实际的问题。同时，女儿提出的问题促使兰德停下来，以孩童般天真的视角来审视现实世界。这也是一种“退一步”，即远离熟悉的环境，让自己有机会跳出自我假设的局限，走出专业深井。有那么一刻，他不再追求更多知识，而是开始探索。

	要想提出好问题，特别是那些根本性的“为什么”，不一定非要像兰德那样带着一名早慧的3岁儿童去休假。但为了能提出更多问题，我们至少需要暂停手上的事情和对答案的执着。

	表面上看，“做事”比“求知”更容易被我们控制并暂停，但其实这反而更难。在这个期望我们快速前进、不断进步（哪怕是渐进式的）、只求“完成任务”的世界里，谁还有时间去问“为什么”？

	在职场中更是如此。如果不想在商务会议上惹人讨厌，最好别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即使你问的这个问题可能完全合理。通常只有脸皮厚的局外人才敢这么问。乔治·路易斯（George Lois）是著名的杂志封面和广告活动设计师，他在商务会议上是出了名的不按套路出牌。路易斯回忆说，他不仅热衷于为自己的创意据理力争，最重要的是，他通常是会议中唯一一个敢问“为什么”的人。这些高管聚在一起只是希望按照自己公认的行动方案尽快向前推进，但当其他人都点头表示同意时，路易斯是唯一一个举手说“等一下，你们想做的这件事没有任何意义。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的人。3

	此时，会议上的其他人会认为，路易斯是在拖慢会议进度，阻碍团队推进工作。但在路易斯看来，这群人只是在按照习惯行事，他们基于过往经验给出方案，根本没有质疑这个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最好的，或是否合适。事实上，团队需要的正是一个像路易斯这样的人来对他们提出挑战，促使他们“退一步”重新思考。这个人必须具有源自强大自信的勇气，这样他才能承受压力，成为会议中唯一的质疑者。

	不断推进的压力，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停下来进行反思的抵触，并非仅限于商业领域。当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任务、活动、娱乐和干扰塞得满满的时候，日程表上已经不太可能有空档让自己能“退一步”去思考。这就意味着，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永远不会被提出来，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参与所有这些活动”等。

	《幸福哲学书》（The Happiness Project）一书的作者格蕾琴·鲁宾说，人们越来越难找出时间“退一步去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比如‘我到底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鲁宾表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自己也陷入了同样的怪圈。“我每天太专注于自己的任务清单，以至于没有任何时间去思考我是否真的幸福，或者如何才能更幸福。”正如前文提到的，鲁宾的“退一步”时刻发生在一个雨天的公共汽车上，在那个难得的时刻，一切都慢了下来，慢到让她有足够的时间反思：“我为什么感觉不幸福？如果我为此做点改变，那会怎样？”

	创意提问实验室 为什么人们愿意付费与海豚一起游泳4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退一步，可以让我们有时间进行反思，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反思和质疑有时会带来改变职业生涯，甚至颠覆行业的洞见。曾在企业软件公司甲骨文任高管的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
	[image: ]就是这样，他暂时停下手里的工作，休了一个长假，以便能静下心来思考。他先是去了印度，然后又去了夏威夷。他告诉《创新者的基因》（The Innovator’s DNA）一书的作者之一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他在太平洋和海豚一起游泳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问自己，‘为什么其他企业的软件不能像亚马逊和eBay那样运作？’”这激发了贝尼奥夫创办Salesforce.com的想法，该公司打算利用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商业软件的设计和分销。在8年的时间里，贝尼奥夫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10亿美元，并被认为“颠覆了软件行业”。

	由此可见，提出“为什么”的第一条原则或许就是，必须让自己有停顿，有闲暇。比如，适时中断会议、暂停推进方案，允许自己安静地坐在公交车上望着窗外，等等。通常，这也是唯一让我们进行提问的时刻。

	当我们从“执行”层面退一步提出“为什么”时，也需要从“认知”层面退一步以自省。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人们都会成为自己所在领域内的专家，他们通常对自己掌握的处理生活和工作的能力非常自信。这种对自我认知的笃定会让我们对新的想法和可能性缺乏好奇心和包容心。更糟糕的是，我们对那些自认为擅长的事情，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知之甚多。

	提问新思维

	《人类思维中最致命的错误》（On Being Certain）一书的作者、神经学家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声称，人类普遍存在一种认知偏差，即认为自己知道的比实际知道的更多。多年来，伯顿一直在探讨：确信感究竟意味着什么？5

	伯顿告诉我，通过大量的研究，他已经得出了结论：“知道”这种感觉本质上只是一种感觉，或者说是一种感官体验。然而，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形成了伯顿所说的“确信感泛滥”，即许多人都高估了自己的认知水平，太过相信自己的“直觉”，随时随地都想让人相信他们比实际上看起来的知道得更多。一旦陷入这种状态，你就不太可能提出问题。

	当我们希望探索新想法和可能性时，暂时抛开自己已知的一切，将有助于我们打破惯性思维，扩展已有认知。你必须有足够的冒险精神和谦卑心态，才能进入像IDEO公司的创意总监保罗·贝内特（Paul Bennett）那类持续提问者的“无知”境界。

	贝内特出生于英国，在新加坡长大，最初是IDEO公司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之后帮助公司在亚洲开设了一些分公司。作为一名环球旅行家，他一直在观察和思考。他常在一个名为“好奇心纪事”（The Curiosity Chronicles）的博客上分享自己的许多观察和疑问。

	贝内特说：“在IDEO公司，我总是表现得像一个白痴。这不是自贬，而是一种正面的评价。因为提问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的无知。”贝内特表示，正是因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他才能提出一些“极其天真的问题”而不会感到有任何难为情。例如，在冰岛爆发金融危机期间，贝内特受邀在议会上发言。他说：“我问了一些诸如‘钱去哪儿了’的看似愚蠢的问题，我这么问，并非轻视他们，而是因为当时竟没有人能够直接回答我这个基本问题。”

	贝内特说，提出天真问题的部分价值在于，它迫使人们简单地阐明事物，让原本复杂的问题清晰化。“如果我不停地表示‘我不明白，你能再帮我解释一遍吗’，就会迫使对方整合和简化信息，去掉其中不相关的内容，直指问题核心。”

	贝内特表示，有时他提出的天真问题会让他人有机会退一步，以一种他们通常不太习惯的方式重新思考。例如，在某些地区，企业和政府中僵化的等级制度往往不利于提问。“在这些文化中，人们有时会欢迎来自外界的质疑声，因为他们自己可能也在思考这些问题。但是他们自己不愿意主动提出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这样做会显得愚蠢或者无礼。”

	贝内特说，在IDEO内部，企业管理者意识到想要让人们能毫无顾忌地提出看似“愚蠢”的问题，就必须创建一个安全氛围。他说：“你需要建立充满信任的企业文化，因为提问有些时候需要暴露其脆弱性，企业要让人们将这种脆弱性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坦然接受。”因此，在IDEO内部，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问的。IDEO还鼓励员工支持他人提问，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追问，而不是对他们不屑一顾或敷衍了事。贝内特说：“在IDEO，我们允许人们退一步，彼此提问，相互支持。”

	在硅谷，IDEO和其他创新驱动型企业费尽心思保护和鼓励员工提出天真的问题。因为这些公司的过往经验证明，这些看似天真的问题会带来有价值的洞见，进而产生突破性的创意和成功的产品。表面看来，硅谷这个人人都像是上了发条一样不知疲倦地奔向“下一个风口”的地方，似乎不可能是一个允许人们放慢脚步、退一步提出根本性问题的所在。但事实恰恰相反，近年来，以苹果公司已故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为首的科技界众多颇具才智的人物都非常推崇这种做法，乔布斯是禅宗思想的拥护者和践行者，而禅宗思想的核心则是“初心”。6

	乔布斯决心重塑科技与日常生活的融合方式。这就要求他提出一些基本问题。乔布斯因其总是提一些尖锐问题而闻名，从市场惯例到员工创意，他的许多员工都遭受过他刨根问底的诘问。乔布斯在挑战传统观念时借用的工具之一是一种古老的禅宗智慧，这种智慧是20世纪60年代由日本禅宗大师铃木俊隆传入美国北加州的。7铃木是《禅者的初心》（Zen Mind, Beginner’s Mind）一书的作者，他移民到美国北加州并在那里教书，直到1971年去世。

	铃木俊隆在他的书中写道：“初学者的心是空空如也的，不像老手的心那样饱受各种习性的羁绊。”他还补充道，正是这样的初学者心态才能“随时准备好去接纳”并“看清事物的本质”。他还着重指出了这种思维方式对一名创新者的潜在价值：“初学者心怀万千可能，但在专家那里，可能性很小。”

	除乔布斯和苹果公司，硅谷的其他一些企业也开始逐渐吸收“初心”理念和其他禅宗思想，比如深度思考、正念、倾听和提问等。莱斯·凯（Les Kaye）是一名禅宗住持，他所在的观音禅修中心（Kannon Do Zen Meditation Center）位于加州的山景城，距离谷歌公司不远。他的信徒包括来自谷歌和苹果公司的员工，以及各种科技创业公司的企业家和资助他们的风险投资家。莱斯很清楚，驱使很多人的或许是一种理念，即“质疑一切”的禅宗思维方式，这能帮助他们激发创新。对此，甚至有一本书的作者创造了一个新词“禅式创新”（Zennovation），来描述企业将禅宗思维应用于创新战略的现象。8

	莱斯很快便指出：“如果人们认为‘只要禅修，就会变得更有创造力’，那肯定是一种误解。禅修不是灵丹妙药。”此外，莱斯的观音禅修中心也将“无为”作为修行的核心原则。在禅宗看来，不宜贪恋物质利益和商业成功。但当我指出，乔布斯似乎成功地运用“初心”构思出了新的产品，并努力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时，莱斯表示，他曾经和乔布斯在同一所禅修中心学习，“乔布斯对禅有自己独特的领悟。他悟到了其中艺术的一面，而非佛性的一面。此乃术而非道”。

	尽管如此，乔布斯还是证明了，你可以既是一名提问者，又是一名征服者。事实上，无论你是否选择全盘接受禅宗思想，你都可以从“初心”中汲取实践经验。兰迪·科米萨（Randy Komisar）是美国硅谷知名风险投资公司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的合伙人，他同时也是一名禅宗修行者。科米萨表示，采用禅宗的方式观察和提问的关键在于努力达到“超然”的境界，即不受日常想法、外界干扰、先入之见、习惯行为，甚至是自我的影响。“总而言之，你开始像旁观者那样来观察自己。”科米萨认为，“如果你能达到那种超然的境界，你的思维将变得更加‘灵活多变’，你也会发现自己能更好地提出各种问题。”9

	TED大会创始人理查德·索尔·沃尔曼说，当面对新情况或新主题时，他总会将自己的大脑视作“一个空桶”。沃尔曼表示，任务就是缓慢且有条不紊地将桶注满，而你首先要做的是提出最基本的问题。

	初学者心态或者初心更类似于一种孩童心态，这并没有听起来那么不可思议。有人怀疑，能否真的鼓励那些“严肃”的成年人像孩子一样思考。对此，美国北达科他州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达莉娅·扎贝利娜（Darya Zabelina）和迈克尔·罗宾逊（Michael Robinson）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事实上，只要稍加鼓励，人们就很容易“像孩子一样思考”。10

	扎贝利娜和罗宾逊注意到，在先前的研究中，儿童往往在创造力测试中表现良好，那是因为他们百无禁忌，不会被过往经验等束缚。因此两人选择了两组成年人作为研究对象，他们要求其中一组测试者“把自己想象成7岁的孩子，正在享受一天的假期”。而另一组作为对照组，不做要求。当对两组成员进行创造力测试时，“把自己想象成7岁孩子”的实验组提出了更好、更具原创性的想法，表现得“更灵活多变”。

	扎贝利娜认为：“思维模式具有可塑性。人们完全可以重新唤醒孩童般开放的思维模式。”而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只需要获得他人或自我的许可，让自己在适当的时候退一步思考。



别“习以为常”，要“宛如初见”




	当退一步时，我们看到了什么？本质上，我们看到的是与之前相同的事实和情况。但随着我们继续后退，一幅更宏大的图景逐渐映入眼帘。此时，我们不仅可能会看到事物的整体脉络，还可能发现之前认为独立的事物之间仿佛有着某种模式或关联。这一新的认知足以改变一切。通过退一步，重新审视那些经年不变的认知，你可能会突然产生初次相识的顿悟。

	如果你曾有过这种经历，那种感觉与“既视感”完全相反。“既视感”是指当你到了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时，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仿佛自己曾经来过一样。与之相反的感觉就是，当你凝视熟悉之物却蓦然获得新知。这便构成了斯坦福大学教授、作家鲍勃·萨顿（Bob Sutton）很喜欢的一个古怪术语：“陌生化视角”（vuja de）。11

	萨顿指出，如果我们能训练自己以陌生化视角看待周围的世界，那么我们就能开启一系列新的可能性。比如：提出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探索全新思路、应对新的挑战，而这些之所以曾被忽略，恰恰因为它们之前被太过熟悉的环境所掩盖。商业领袖和管理者透过这一新视角，更容易发现一些矛盾之处和过时的方法，以及一些潜藏的机遇。而那些从事问题研究或关注个人成长的人，则很可能会有更多新发现，并针对这些所见所闻提出一些基础性问题。

	陌生化视角并不容易养成，萨顿指出：“这意味着要将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消极的事物，看作积极的，反之亦然。这也意味着有时要颠覆因果关系的固有认知，或彻底重构事物重要性的排序等，同时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凭感觉生活。”

	与“初心”一样，萨顿提出的陌生化视角在整个创新领域引起了共鸣，并被IDEO等公司所采纳。IDEO的总经理兼合伙人汤姆·凯利（Tom Kelley）曾撰文表示，陌生化视角赋予了人们一种能力，让他们能“发现那些过去一直存在，却被忽视的事物”。12

	事实上，早在IDEO甚至是萨顿谈论陌生化视角几年前，这个词就曾被美国喜剧演员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在一场脱口秀表演中简短地提到过。在一次表演的间隙，卡林停顿了一下，好像顿悟般。接着他对台下的观众说，他刚才有种陌生感，并解释说，“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不知为什么，之前从未有过”。13

	乔治于2008年去世，但他的女儿、喜剧演员、电台主持人凯莉·卡林（Kelly Carlin）感觉，她的父亲一生都在用陌生化视角观察世界，这种将平凡日常视为新奇有趣之物的视角恰恰是其终生获取创作素材的方式。她说：“当你眼中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你以一种全新目光审视它们时，就好像进入了大脑文件夹的另一个部分。那么，此时你就拥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角。”14

	乔治基于这一观察视角发展出了一种被称为“诘问式喜剧”的观察式幽默。凯莉说：“他所观察的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棒球、猫猫狗狗，以及人们在冰箱前的站姿等，然后说，‘为什么我们非要这样做’。”乔治研究了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行为，并梳理其中的前后矛盾之处，尝试找到其内在逻辑，但通常一无所获。例如，他想知道：当人们在寻找丢失的钥匙时，为什么始终在那几个相同的地方翻来覆去地找？

	凯莉在自己主持的一档名为《美国梦醒时分》（Waking from the American Dream）的广播系列节目中采访了一些喜剧演员。她认为喜剧演员一般来说更有可能拥有陌生化视角。凯莉说：“大多数喜剧演员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归属感。他们被看作班里的小丑或局外人，在其他人的眼中他们可能是一些有学习障碍或者在学业上表现不好的人。但是作为一个局外人，他们自然能够退一步，跳出周围环境来观察，并对其他人所做的事情感到好奇。而最终，这正是他们获得创作灵感的来源。”

	乔治曾说过，他总会不自觉地注意到那些荒诞不经的行为，以及所有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但有时他宁愿自己不要如此敏锐，因为这些发现总让他感到非常焦虑。15

	大多数人的问题在于，我们和乔治恰好相反：我们观察得远远不够。汤姆·凯利认为，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进行仔细观察。当人们对眼前的事物视而不见时，通常因为“他们过早停止了观察”。16

	伟大的提问者始终保持“观察”的状态，观察某种情境或某个难题，观察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方式。他们研究一些小细节，不仅关注一些显而易见的事物，更关注那些被忽视的部分。他们会退一步，从侧面观察事物，必要的时候还会眯起眼睛仔细看。萨顿在有关陌生化视角和如何审视熟悉的事物的著作中建议说：“我们应当将目光从前景中的物体或模式转移到背景中的元素。”17如此深入观察需要一定的耐心和毅力，爱因斯坦将其比喻为大海捞针。他表示其中的秘诀在于，你要不断寻找，努力找到一枚更好的针。

	创意提问实验室 为什么计算机只能用来计算18

	20世纪50年代，人们还不清楚计算机在数学领域之外还能有哪些应用。康威·伯纳斯-李（Conway Berners-Lee）是英国的一名数学家，她是早期商用电子计算机的研发者，她对“计算机是否可以被用来链接信息，而非只是做简单的数字计算？”这个课题非常着迷。后来，她的儿子、软件工程师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完善。面对海量的科研数据，蒂姆不堪重负，他想知道是否可以把新兴的互联网技术与超文本链接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查找和分享信息。1989年，他提出了“全球超文本项目”，即我们熟知的万维网。他的项目原型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网络浏览器架构、HTML、HTTP和URL等技术要素。

	2007年秋，乔·杰比亚和布莱恩·切斯基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一个最重要的却并不怎么美好的问题。杰比亚回忆说：“我们拿什么来支付房租？这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19他和室友切斯基既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积蓄。但是他们当时在旧金山拥有一套不错的公寓，至少有住的地方，能遮风挡雨。对于许多来这里参加当地商务会议的人来说，就没那么幸运了。全城的酒店都订满了，参会者急需一个落脚的地方。

	杰比亚和切斯基之前作为参会者对此有过亲身经历，这种情况让他们很不解：“为什么我们不能为这些人找一个地方过夜，只是一两天而已？”接着就引出了下个问题：“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是我们自己的公寓？”

	于是，杰比亚和切斯基弄来了3张充气床垫。他们原本可以简单地做一个便宜的分类广告，在会议期间以一个合适的价格将其租出去，那么，所得的租金就足以支付当月的部分房租。但几乎转瞬之间，他们便思路大开，为此他们提出了一连串的假设性问题，比如：“如果我们能提供得更多，而不仅仅只有一张睡觉的床垫，那会怎样？”虽然资源有限，他们还是增加了简易早餐（波泡果酱馅饼）和一些观光旅游的小贴士。另外，相较于只是在免费分类网站Craigslist上投放广告，拥有设计背景的两人萌生新念：如果我们能创建自己的网站，那会怎样？

	他们真就这么做了，将3张床垫出租给了3位素不相识的客人，结果各方都对这次体验赞不绝口。杰比亚说，此时他们就开始想：为什么不干脆把这种商业模式变成一门生意？如果我们能在其他主要城市复制这一模式，那会怎样？

	就此，这两位梦想家与世俗认知迎头相撞。起初，除了切斯基、杰比亚和他们引入的第三位合伙人，没有任何人认为这个创意具有价值或值得他们投资。硅谷知名天使投资人、创业孵化器公司Y Combinator的联合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就曾明确表示：“没有人愿意睡在别人的床上。”20

	最终，切斯基和杰比亚凭借这个创意建立了爱彼迎公司，但在当时他们的创意挑战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你需要有声誉良好的实体酒店才能为外地游客提供住宿服务。细心的观察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早在几年前，许多人对汽车行业也有过类似的看法：人们可以购买或者租赁汽车，但共享一辆汽车绝无可能。直到一位名叫罗宾·蔡斯（Robin Chase）的创业者提出“为什么不能共享汽车？”的质疑，并随后创办了汽车共享平台Zipcar。

	杰比亚告诉我，他和切斯基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两面都曾亲身经历过，有切身的体会。杰比亚推测，他们看到了其他人忽视的问题。他说：“我们能体会那种身处异乡急需一个地方住的窘迫，同时我们也知道出租人迫于经济压力需要将闲置空间出租的焦虑。于是我们将这两点联系起来。现在回想起来，这完全合乎逻辑。但在当时，还没有人建立这种关联。”

	杰比亚和切斯基身上有一种与成功提问密不可分的“不服输”的精神。发现问题并质疑其存在的原因，甚至开始思考“是否有更好的选择”，这是一回事；但当有些专家告诉你，“你无法改变现状，因为事物自有其存在的理由”时，你依然坚持不懈地追问，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杰比亚和切斯基最初提出的问题是：是否能将首次接待体验扩展为一种商业模式？他们必须通过持续追问这个问题来突破阻力，而在推进过程的每个阶段不断催生出新的问题。他们不断思考：“如果我们将这个创意带到其他城市来测试，会怎样？”随着2008年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全国大会在美国丹佛召开，他们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会议期间人们大量涌入这座城市，而当地酒店床位的供应肯定不能满足突增的需求。但是如何让这些需要住宿的旅客和有闲置房间出租的房东都能了解到爱彼迎呢？杰比亚和切斯基没有钱支付广告费，因此他们必须制造新闻。他们预判，新闻频道必然会报道丹佛人潮涌动、酒店爆满的状况。于是，他们将爱彼迎的“解决方案故事”推销给新闻制作人，最终登上了CNN。订单像雪花一样飘来，爱彼迎在丹佛试水成功。

	但是杰比亚说，他们又花了一年的时间不断追问、迭代和优化，最终才定型。他们亲自使用爱彼迎网站，住在租到的房子里面，从用户的角度提出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还有待改进。例如，他们发现一些租客在和房东结算时会感到很尴尬。杰比亚回忆说：“明明整个过程的体验都非常轻松愉快，但到了付钱的时候就感觉不好了。”这种状况促使他们继续追问：“如果能在线支付，那会怎样？”当他们注意到，网站上的许多访客都在询问其他国家是否也有类似的服务时，一个更大的问题便随之产生：“为什么我们要把业务范围局限在美国境内呢？如果我们走向全球，那会怎样？”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们的业务就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订单超过了100万份，并获得了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这些投资人中不乏早期对他们持怀疑态度的，比如格雷厄姆，他最终成为爱彼迎的种子投资者之一。

	随后，杰比亚和切斯基开始提出一系列全新的问题，他们在想是否可以创建一种“共享经济”。这一理念的核心直指现代社会的症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拥有某件东西才能使用呢？例如，我们可以仔细想一下，在美国，每台电钻的平均使用时长也就13分钟。21正如杰比亚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消费时代，我们过去几十年时间囤积了太多“无用之物”。如果我们在接下来的100年转向共享模式，那会怎样？如果我们对物品使用权的追求大于其所有权，那又会怎样？

	创意提问实验室 为什么我的衣柜像个博物馆22

	珍·海曼（Jenn Hyman）在翻看自己的衣橱时，发现衣橱里大部分衣服都已过时，这让她开始思考，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衣橱会变成一个展示过去自我的博物馆？”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她接着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如果衣橱是一个不断变化、充满活力的存在，会怎样？”要实现这种既实际且经济的设想只能是租用而非购买衣橱里的衣服，这样“旧”衣服就能不断被新衣服取代。于是，海曼创立了线上服装租赁平台Rent the Runway，使租用最新、最时尚的服装变得轻松便捷。这个创意不仅契合了预算敏感型消费者的需求，更为服装供应商打开了全新的市场空间。

	随着更多人加入“共享经济”，爱彼迎及其合作伙伴是否能够成功引领这个雄心勃勃的运动还是个未知数。与之前人们是否愿意共享住所和床铺的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更有挑战性，它直指我们对现有经济运作方式的既有认知：人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根深蒂固的行为？共享是否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

	不过，很明显杰比亚和切斯基取得的成功，源于他们愿意挑战固有认知，并相信一切都可以改变，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将这类提问视为“为什么”问题的子问题，可以将其看作“挑战性问题”。这些问题表明了提问者的一种明确的态度，即他们不安于现状、叛逆不羁、质疑传统、挑战权威。例如：

	· 我们为什么要安于现状？

	· 当你告诉我不能做某事时，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哈佛大学创新学教授保罗·博蒂诺指出，提出这些挑战性问题本身就会让人感到不适，因为“这将引发认知失调”。博蒂诺说，这个项目吸引了最聪明和最具创新力的学生，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学生，也倾向于不加质疑地接受别人告诉他们的内容。博蒂诺的主要任务是教会他们“理解既得利益者都有维持现状的倾向。为了提出好问题，你必须具备说出‘事情并非必然如此’的勇气”。23

	这种理念与多数人在学校接受的教育背道而驰，比如，学校会告诉学生，每个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答案，学生最好能理解并记住它。当德博拉·迈耶创办旨在鼓励提问的纽约中央公园东区学校时，她教授学生的第一个“思维习惯”就是发问：“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迈耶希望她的学生能对全部既有认知与被告知的一切都保持质疑。

	博蒂诺说，多年来人们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应该接受专家给出的“答案”。但是，要想更自如地对专家的假设提出挑战，唯一方法就是长期坚持提问。另外，在提出挑战性问题时，你必须习惯的一件事是，你很可能会遭遇到一些经典的“反挑战性问题”，比如：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比专家知道得更多？事实上，你并非懂得更多，而是知道得更少，但这有时反而是一件好事。

	挑战者可能会遇到的另一个常见的反问是“好吧，你厉害，你能把这件事做得更好吗？”，这个反问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有趣的假设，即如果有人要挑战现有的方法，就必须准备好替代方案。但即使我们还不知道该“怎样”做，先提出“为什么”和“如果”类问题也非常重要。找到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它总要有一个起点，而这个起点通常始于对现状的质疑。



“5个为什么”连成一串，让答案现身




	挑战社会主流假设的提问非常有用，甚至有时具有某种催化作用。但是，这些问题本身也可能存在一些缺陷。因为你提出的这些问题可能隐含了自己的一些假设和偏见。而判断这些问题是否存在这种缺陷的方法之一就是将这些问题本身置于质疑之中。

	前文提到的神经学家罗伯特·伯顿所提出的“确信感泛滥”就是一种普遍现象，即人们普遍存在的质疑不足的倾向。伯顿说，即使人们提出一些问题，也常常基于那些同样不可靠的直觉和偏见。“你生命中所经受的一切都会成为影响你决策的因素，并且会影响你选择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退一步思考‘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伯顿还补充道：“每当你提出一个问题时，你都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的基本假设是什么？是否存在更值得提出的问题？”

	质疑自己提出的问题，比如，问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我为什么会问为什么”似乎会让人陷入一个自证怪圈，注定毫无结果，还会把自己搞晕，但实际上有很多切实可行且具有建设性的方法能帮助我们检验自己提出的问题。其中包括从“5个为什么”这类简单、实用的方法，到更系统的情境式探究。这些方法都可以将自己提出的问题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环境，来验证它们是否经得起现实的检验。

	“5个为什么”的方法论起源于日本，由丰田自动织机株式会社的创始人丰田佐吉提出。几十年来，丰田汽车公司也通过连续提出“5个为什么”来寻找特定生产制造问题的根本原因。例如，当工厂生产出一个有缺陷的汽车零部件时，提出第一个“为什么”，此时获得的答案通常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流水线上有人操作失误了。接着，提出第二个“为什么”，询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误，此时一个潜在的原因可能就会浮出水面，比如对员工的操作培训不足。当问到第三个“为什么”，此时公司可能就会发现培训项目资金不足。接着追问第四个、第五个“为什么”，就会暴露出企业在预算分配的优先级上可能存在问题，比如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以及公司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等。24

	这种通过提问挖掘问题本质的方法，其价值在如今的商业社会正获得广泛的认可。作家、商业顾问埃里克·里斯（Eric Ries）更是将其作为他教授的精益创业理念的一部分，他是“5个为什么”方法论的忠实拥护者。我向里斯请教：“为什么一个如此简单，甚至是看似有些孩子气的方法能如此有效？”里斯解释说：“这是一种真正为突破人类心理局限性而设计的技巧。”他的意思是，人们通常倾向于为问题寻找最简单、最显而易见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帮助人们把非常系统化的事物个性化”。责备流水线操作人员很容易，但对于解决问题并没有多大作用，考虑导致问题的所有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因素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5个为什么”同样适用于非商业领域。例如IDEO公司就曾利用这种方法剖析行为问题的根源。25下面就是IDEO将“5个为什么”应用于解决生活问题的一个案例。Q：你为什么要运动？A：因为运动有益健康。Q：为什么做运动能有益健康？A：因为做运动可以提高我的心率。Q：为什么提高心率很重要？A：因为这能帮我燃烧更多的卡路里。Q：为什么你想要燃烧更多卡路里？A：为了减肥。Q：为什么你想要减肥？A：迫于社会对身材的审美压力。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止步于“5个为什么”？在这一点上好像有点儿随意。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你可能在问完第3个“为什么”之后就已经有所启发，但在其他一些时候，你可能还需要问第6个“为什么”。不可否认，有时候这个方法又根本不起作用。但是，如果你不在恰当的时候停止继续问为什么，你很可能会被问题耗尽精力，迷失在诸如“为什么宇宙这样运行”的玄学类问题之中。

	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什么”的反复追问对竭力探询事物的本质都非常有价值。好莱坞演技派演员兼作家斯蒂芬·托布罗斯基（Stephen Tobolowsky）就是用这种连续提问的方式来深入挖掘他所扮演的每个角色的核心特质。他说：“作为一名演员，要想对角色有更深入的理解，我通常会提出3个层次的问题，从3个层面来剖析这个角色。”26

	如果托布罗斯基扮演的是一名医生，他可能会从探询这个角色当前的内在动机开始，而后他会利用3个层次的提问来逐步深入探询。“我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医生，我真正擅长的是什么，不擅长的是什么？接着，我会继续进行更深层次的提问：我当初为什么想成为一名医生？”当谈到“5个为什么”方法时，托布罗斯基表示自己从未听说过，但他说自己许多年来一直在实践自己的“3个为什么”方法，因为这个方法对他来说很有效。

	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用来探究你选择要处理的问题。比如对这个问题进行解构，或者改变问题的形式和范围。有时你需要扩大问题的范围，让其适用于更多人，从而使更多人受益。例如，爱彼迎的两位创始人原本只是在想“我们是否能在旧金山搭建一个在线住宿共享系统”，但很快他们就将其扩展到“这个想法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吗”。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解决一个大问题，有时需要将其分解成若干个更具可行性的小问题。正如爱彼迎的案例，在向全球推广共享住宿这个商业模式之前，他们首先要思考的是：“我们如何在旧金山取得成功？”

	“正确问题研究所”也一直在致力于问题重构的研究，经研究发现，可以通过转换问题的形式，将开放式问题和封闭式问题互相转换，来提升问题的质量。例如，假设某个人正在纠结：“为什么我的岳父很难相处？”这个问题和大多数“为什么”“如果”和“怎样”类问题一样，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所以它是一个开放式问题。但当我们将其转变成一个封闭式的是非问题时，就会转变为：“我的岳父很难相处吗？”

	转换问题形式之后，这个问题迫使人们正视自己最初提出的问题中所隐含的假设，并考虑到这种假设可能是无效的。因为，在这个问题假设的情境中，这位岳父可能和其他亲戚和朋友相处得就很好。因此，这迫使我们回过头来，重新修正最初提出的问题，使其更加准确。比如可以换成：“为什么我的岳父和我相处这么难？”在“正确问题研究所”的研究中，他们发现这种转化具有双向优化效果：封闭式问题可以通过开放式改造获得提升。

	创意提问实验室 为什么需要水的地方缺水27

	工程师、社会活动家加里·怀特（Gary White）与演员马特·戴蒙（Matt Damon）合作，通过创立Water.org，解决了近10亿人缺乏安全饮用水的问题。过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传统方法是通过筹集慈善捐款来钻井取水，“并将水利工程作为赠品”。但这种方式收效甚微，怀特和戴蒙于是便提问：“为什么慈善机构没能成功地把水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呢？”结果发现，这些善款都进入了当地经营公用事业的中间商的口袋，而贫困群体仍然不得不高价购水或长途跋涉取水。最终，怀特和戴蒙把重点放在了赋权问题上：如果当地社区自主建设水源，那会怎样？Water.org创新地提出了“水信贷”模式（Water Credit），向人们（主要是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使他们能开发或获得自有水源。截至目前，“水信贷”已经惠及全球上百万人。

	虽然你可以用这些方法调整问题的边界范围，但界定一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将它应用到你的生活中，检验一下问题背后的假设在现实情况下是否站得住脚。通常，在一种情境下似乎是正确的问题，在另一种情境下则很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发展中国家普遍缺少婴儿保温箱。多年来，世界各类卫生组织和慈善团体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将更多的保温箱送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对于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答案便是捐赠。这个答案本身没什么问题，却好像答非所问，并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这导致一些贫困国家收到了捐赠来的成千上万的保温箱，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的那样，这些国家“最终变成了‘保温箱的墓地’”。28因此，这不单单是保温箱的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一项研究发现，96%的外国捐赠的医疗设备仅被短暂使用后便遭弃置。

	最终，致力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卫生官员们提出了一个更好的问题：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不使用他们收到的保温箱？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这些保温箱很容易发生故障，当地人既缺乏维护它们的零部件，也不知道要如何维修，只能弃之不用。在回答了这一“为什么”并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之后，卫生官员们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如果”类问题，比如：“如果我们能提供容易维护和修理的保温箱，那会怎样？”

	参与该项目的一位名叫乔纳森·罗森（Jonathan Rosen）的医生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了解到，在许多缺少保温器的地区并不缺少汽车或汽车零部件。于是，这个问题最终变成了：如何利用汽车零部件制作保温箱？最终，一个非营利性的设计团队受邀加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列，并设计出了一种“使用汽车零部件的保温箱”，这种保温箱不仅价格便宜、使用方便，而且在维修保养方面简单易行，任何具备基本机械技能的人都可以利用废车场的零部件来维修它们。

	在慈善、商业、医学和科学领域，都有许多类似“汽车零部件保温箱”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人们基于片面的信息或者错误的假设提出了错误的问题。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问题的提出者与他们实际要解决的问题严重脱节。避免这类错误问题发生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努力缩短提问者与问题之间的距离。情境式探究的核心在于近距离、结合具体情境提出问题，通过观察、倾听和共情引导我们提出更加明智、有效的问题。

	在商业领域，IDEO公司一直是提问研究的开拓者。几十年前，这家设计公司成立之初，其创始人大卫·凯利和他的兄弟汤姆·凯利就意识到，要想解决人类工程学的问题，比如“我们如何设计出能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电子产品”，公司就必须采用社会学家通常会用到的一些心理学和行为学方面的研究方法。因此，IDEO聘请了一些心理学家和人类行为学专业的研究者，来开发属于IDEO自己的一套用户观察方法。29

	IDEO明白，想要有效地提问，观察视角就不能只局限于企业内部，也不能依赖焦点小组等人为设定场景。要想真正理解人们的生活方式，就必须融入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在厨房和超市等不同生活场景中的行为方式。有时，IDEO的研究人员甚至会不遗余力地亲身体验。

	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一家医院聘请IDEO帮助他们了解患者的就医体验。令这家医院高管们震惊的是，IDEO没有采用时髦的PPT报告形式，而是给他们看了一段长视频，视频里只有死气沉沉的天花板。对此，IDEO的保罗·贝内特解释说，这段视频想要强调的重点是：“当你一整天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你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盯着天花板看，这真是一种糟糕的体验。”而IDEO之所以能理解这种感受，是因为该公司的员工作为患者有过亲身体验，他躺在转运床上被推进病房，然后就在病床上躺了几小时。这种沉浸式体验的方法让IDEO在解决问题时能够从问题的内部入手，而非外部观察。在看完这个视频后不久，医院的护士就动手装饰了每个病房的天花板。30

	要做好情境式探究，你不需要组建一个训练有素的研究团队，只需要带着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走入现实世界，仔细观察。根据我对大量提问者的访谈结果，其中倾听是最重要的。倾听会激发人们提问。贝内特表示，成为一名好的提问者的关键之一就是停止条件反射地问一些欠考虑的问题，专注于倾听。这样，一个真正有趣的问题才有可能从你脑海中冒出来。睿智基金（Acumen Fund）的杰奎琳·诺沃格拉茨（Jacqueline Novogratz）谈到，要“全身心地倾听”，用你所有的感官来感受周围的世界。31杰奎琳创办的非营利性组织在致力于解决各类社会问题时，总会在解决问题之前花费大量时间深入那些需要帮助的村庄和社区。

	情境式探究需要你全身心投入到正在探索的问题中。因为你在房间或者办公室思考这个问题或通过在线调研收集问题的相关信息是一回事，走出去近距离观察问题发生的环境则是另一回事。正如杰奎琳所说：“要花时间和人们一起坐下来，倾听他们向你讲述他们的生活。”当你决定要进入问题所处的环境去倾听真实的声音时，说明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了。但是在你一头扎进去之前，先停下来想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是我的？如果这不是我的问题，我为什么要主动承担？”

	许多带来突破的问题其实是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的普通问题，比如：“我为什么要支付滞纳金？”“为什么照片不能即时成像呢？”但大多数人问完这些问题之后就不了了之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关键在于：为什么有些人会为了解决问题而采取行动？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说，这与想象力和决心有关，有时也可能与身处绝境有关，比如菲利普斯就曾对他的假肢感到绝望。纵观本书提及的菲利普斯、宝丽来的创始人埃德温·兰德、奈飞的创始人里德·哈斯廷斯、睿智基金的杰奎琳、爱彼迎的创始人杰比亚和切斯基等案例，就提问者而言：当面对一个远超自身能力所能解决的难题时，他们都选择将这个问题以及定义这个问题的核心追问变成他们自己的使命。

	浅尝辄止与执着探求的区别，犹如逢场作戏与相濡以沫的差异。如果你选择后者，这个问题很可能变成心理治疗师埃里克·梅塞尔（Eric Maisel）所说的“富有成效的执念”。32它会时不时地在你的脑海中出现，进入你的潜意识，并经常出现在你的梦中。你将会因此被困扰，与之相伴，行住坐卧都是它的影子。而当你进入“如果”阶段，你会发现现在所有的思考都将有助于你提出更好的问题。

	提问力进阶Tips

	1．消除提问者偏见的好方法是，针对问题本身连续提问5个“为什么”。

	2．提出强有力的“为什么”问题的7大关键：

	· 关键1，把自己的视角调整为孩子视角。

	· 关键2，后退一步看问题。

	· 关键3，留意其他人忽略的细节。

	· 关键4，挑战既有假设。

	· 关键5，通过情景分析，深入理解现状或问题。

	· 关键6，质疑自己正在提的问题。

	· 关键7，深入探究一个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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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第二步：接着问“如果”，让想象力爆发如果带着问题入眠，醒来后会不会有答案？如果只有1美元，你会怎么花？如果永远不会失败，你想尝试什么？为什么考试先做简单题更容易拿高分？



“如果”，将奇思妙想带入现实




	在改变许多人听音乐的方式之前，蒂姆·韦斯特格伦自己就是一名音乐人，他曾在一支摇滚乐队演奏。和其他大多数乐队成员一样，韦斯特格伦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很难吸引观众。他认识的许多音乐人都非常有天赋，却都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那便是，除非他们的音乐能在电台播放，否则知道他们的乐迷就会很少；但是要想能在电台播放自己的音乐，又要求他们首先得有大量乐迷。1

	这种情况促使韦斯特格伦提出了最初的“为什么”：为什么优秀的音乐人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乐迷？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最终退出乐队，找了一份为电影配乐的工作。但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他心头。

	在新的行业，韦斯特格伦的工作是按照客户的品位创作乐曲。他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街头》（The Street）记者的采访时说：“作为一位电影音乐制作人，你的工作就是迎合导演的品位，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韦斯特格伦并非仅仅询问导演的想法，他也会同时提供多种不同风格的音乐让导演选择，以此来观察他们的反应。然后，他会在头脑中形成一套“非正式音乐品位基因组”。

	即便这只是联结式探究的瞬间，却成就了所谓的“顿悟”。韦斯特格伦那时阅读了一篇关于乡村音乐人艾美·曼（Aimee Mann）的杂志报道。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拥有的粉丝相对有限，用韦斯特格伦的话来说就是，“她似乎陷入了一种无人问津的境地……她的作品被搁置，专辑也未能发行”。

	读到艾美的故事时，韦斯特格伦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了之前思考过的问题：为什么音乐人找不到观众？但此刻不同以往，这个问题不再悬而未决。韦斯特格伦受到艾美和诸多其他音乐家的故事的触动，于是开始将自己最近掌握到的“分析音乐品位的过程”应用到这个问题上：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利用音乐偏好分析，将艾美与那些喜欢她这种音乐类型的观众联系起来，那会怎样？

	韦斯特格伦知道，当时已有技术足以打造出提供直接和可预测建议的算法引擎。比如，“如果你喜欢某本谋杀悬疑类图书，那么算法会给你推荐另外一本类似的谋杀悬疑类图书”。但是韦斯特格伦设想的是一种精妙、复杂得多的系统，能通过几十甚至几百个微妙的音乐特征和属性，分析出人们喜欢某些类型音乐的深层原因。为此，他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将音乐拆解为最基本的构成元素，用他想到的生物学类比来说，就相当于找到人们音乐的基因。因此，他真正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可以绘制音乐基因图谱，那会怎样？

	提出了“如果”的假设后，韦斯特格伦开始通过分享创意来争取更多支持，故事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怎样”阶段。韦斯特格伦成功地获得了足够的资金支持（包括他透支自己的信用卡），并聘请了一支由音乐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随后便开始了他们的实验性探索。

	每天都有一群韦斯特格伦雇用的音乐人团队来到工作室，他们一起戴着耳机听音乐，并对每首乐曲进行分析，将不同的乐曲拆解成大约400个属性，比如首先从大类上可以分为旋律、和声、节奏、乐器配置和人声表现等。每一个大类又被进一步拆解为类似积木的基本元素，或者称“基因”；以人声为例，从沙哑到圆润可以分成多达25～30个不同的属性。在音乐人拆解乐曲的同时，技术工程人员则研发了一款专门的搜索引擎，二者可谓双管齐下，其重要性不分伯仲。韦斯特格伦认为自己正在开发的“秘密武器”依赖于人们的主观判断和算法的完美融合。

	韦斯特格伦的团队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构建原型系统，对此他的解释是：“因为用这种方式分析音乐非常耗时，这样做实际上非常荒谬，但这是我当时能想到的唯一的策略。”

	韦斯特格伦第一次测试这个原型系统时，输入了一首甲壳虫乐队的歌，系统紧接着推荐了一首比吉斯乐队（Bee Gees）的歌曲。他随即想起了比吉斯乐队在20世纪70年代的迪斯科风格，一度有些惊慌失措。但这一结果表明，至少在音乐方面，这个系统比他更聪明。因为比吉斯乐队早期的音乐风格确实与他输入的这首甲壳虫乐队的歌曲相似。

	如今，潘多拉网络电台拥有大约5 000万名听众。韦斯特格伦对此感到非常自豪，这不仅验证了音乐基因图谱的可行性，还完美解答了自己最初提出的问题，即找到了一种能够连接音乐人与听众的方式。韦斯特格伦说，潘多拉网络电台每天都能将那些鲜为人知的小众乐队的歌曲，精准推送给那些可能喜欢他们的听众。这些听众可能不关心什么音乐基因，也不在意这些音乐人的发展前景等，但是潘多拉提供的服务为他们解答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一个音乐电台比你更了解你喜欢的歌曲类型，那会怎样？

	与其他众多探询驱动型的初创公司一样，潘多拉网络电台的故事始于某个人对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的思考。最终提出问题的韦斯特格伦成功找到了一种完全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将其转化为了现实。

	但是，究竟是什么让这一未被满足的需求最终得以解决的呢？答案就是，某一刻的顿悟。在韦斯特格伦的案例中，各种灵感不断涌现。在这一过程中，他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对新技术的认知结合起来。这样的灵感源于生物学杂志上一篇看似与音乐毫不相关的文章。就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图景开始在他的头脑中形成。最终，所有这一切孕育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否可行无法确定，但其魅力足以号召众人共同迎接挑战，努力让设想变成现实。

	创意提问实验室 如果将3种零食合而为一，那会怎样？如果再附赠一份奖品呢？2

	19世纪90年代，弗雷德里克·鲁克海姆（Frederick Rueckheim）刚从家乡德国到美国芝加哥寻求机会。鲁克海姆注意到，糖果、花生和爆米花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他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了一个联结式探究的想法：“如果我能将这3种零食合而为一，那会怎样？”他在1893年芝加哥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上售卖了这种混合零食，但当时的产品还不是非常成熟，这种外表裹了糖的爆米花很容易粘在一起，而且产品的名字“蜜制爆米花花生”，虽然表述得很准确，但是没有吸引力。为了解决“如何防止粘在一起”的问题，鲁克海姆在配方中加入了食用油。至于“超级棒”（Cracker Jack）这个名字的由来，则完全是个意外，1896年有消费者在试吃之后，大声说：“真是超级棒！”（That’s crackerjack!）作为一个执着的提问者，鲁克海姆一直在想：在爆米花花生糖里面加点儿什么可以让它更具吸引力呢？最终在1913年，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在其中增加了最后的关键元素：小奖品。

	“如果”阶段的提问可以是漫无边际的，此时一切皆有可能。这些可能性在更为务实的“怎样”阶段可能没有什么意义或者价值。但创新恰恰需要这样一个让疯狂、看似不切实际的想法浮出水面并激发灵感的阶段。

	如果说“为什么”一词具有某种穿透力，能使提问者突破固有假设，深入挖掘问题本质，那么“如果”一词则具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力，因为它允许我们不受任何限制或约束地思考，激发我们的想象力。约翰·西利·布朗曾写道：“为了充分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我们就必须有机会以不同于当前状态或表象的方式看待事物。这始于一个简单的‘如果’类问题，这是一个将新奇元素，甚至可能是不真实的事物，引入我们当下处境或视角的过程。”3

	在潘多拉网络电台的创办历程中，“如果”类问题无疑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些“新奇”元素。韦斯特格伦把浩瀚的音乐宇宙按照基因分析的方式拆解，这一想法让许多人，特别是一些音乐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如果”阶段的美妙之处恰恰在于：你可以在这个阶段提出任何疯狂的想法。

	这些疯狂的、充满想象力的想法到底从何而来？显然，如果我们能知道这种想法的确切来源及其获取方式，那么创造力就不再那么神秘莫测了。但是我们知道，要想提出这些原创的想法和洞见，那种能催生丰富想象力的假设性问题或顿悟，通常需要人们具备将不同想法和各种影响因素结合起来的能力，将那些通常不会被关联的事物进行混搭或重组。爱因斯坦等人将这种能力称为“组合思维”，我在本书中则一直用“联结式探究”来指代提问方面的能力。无论如何称呼，这种将事物混搭在一起的思维过程，正是创造力和创新的根源。

	值得欣慰的是，提出新想法时，我们不必从零开始。我们可以利用已经存在的事物作为原材料。其中的关键可能在于，我们需要用一种巧妙的、不同寻常且有益的方式将这些碎片化的原材料组合到一起，进而产生英国设计师约翰·萨卡拉（John Thackara）所谓的“智能重组”（smart recombinations）。4

	智能重组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例如，潘多拉网络电台是无线电台和搜索引擎的结合体，它还借鉴了生物学中的基因编码模型，并将其应用到了音乐领域。优秀的智能重组案例通常会将不同领域的想法和影响因素融合到一起。在当今科技界，许多出类拔萃的产品都是跨界重组的产物，它们将不同的功能和特性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比如苹果公司推出的iPhone。公司也可以进行智能重组。爱彼迎就是一家集在线旅行社、社交媒体平台和传统民宿服务于一体的公司。其中，“民宿”就是一个巧妙的智能重组。

	自人类产生创意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对其进行组合和重组。而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似乎有无限的机会和可能来创造这种“混搭”。贾森·坦兹（Jason Tanz）在《连线》（Wired）杂志撰文表示：“创造性行为不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现有的文化产品中创造出新的东西。”5

	智能重组的灵感来源多种多样。有时它们只是精打细算的结果，比如：我们如何将这种赚钱的事物和另一种赚钱的事物结合起来，从而赚更多的钱？有时，这种智能重组纯属机缘巧合。而热门小说《吸血鬼猎人林肯》（Abraham Lincoln: Vampire Hunter）则兼具两种情况。该书的作者赛斯·格雷厄姆-史密斯（Seth Grahame-Smith）在一家书店看到“畅销书展台”上面摆满了各种有关吸血鬼的书籍，而旁边的展台上则堆放着一摞摞林肯的传记。格雷厄姆-史密斯后来向《纽约时报》表示，当他看到这两堆书籍的时候，“我有点愤世嫉俗地灵机一动，‘如果能把这两个题材结合起来，那岂不是很棒？’”6

	虽然许多重组并不是特别“智能”，但那些能够脱颖而出的重组案例，都能将既有元素重新调配，创造出兼具独创性、趣味性、实用性且令人惊艳的新事物。当我们把看似没有逻辑或自然关联的创意或影响因素结合起来时，就可能产生这种智能重组。这种结合一旦形成，就会创造出非凡的事物。

	戴维·柯德·穆雷（David Kord Murray）曾经是一名火箭科学家，他曾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工作，后来成为财捷集团（Intuit）的创新总监。他在自己的著作《如何打造你的爆款创意》（Borrowing Brilliance）中对联结式创造力进行了研究。按照穆雷的说法，“创新的本质是我们在现有想法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想法”。穆雷列举了爱因斯坦、华特·迪士尼、乔治·卢卡斯和史蒂夫·乔布斯等创新者的典型例子。他指出，这些创新者“定义问题，借鉴创意，然后重组创新”。他们通过将看似不相关的元素组合起来，并从“遥远的地方”借鉴灵感来进行创新。7

	善于将事物结合在一起的创新者倾向于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进行关联思考。例如，华特·迪士尼在计划一个新的游乐园时联想到：如果这个游乐园可以将电影世界搬到现实中，那会怎样？穆雷解释说：“想到这里，迪士尼将电影世界与他最初建一个游乐园的想法相结合，并开始从电影的视角看待所有事物。所以他通过分镜脚本来进行创作，游乐园的员工则都是故事中的演员。”如今，创建主题公园似乎是一种常见的组合，但在迪士尼首次推出这一概念时，人们觉得这种组合既新奇又有趣。

	正如穆雷所指出的，最具创意的想法来自“远距离”联结，即将看似不相关或相距甚远的想法联系到一起，那么这意味着最有可能的联结式探究将不只是问：如果我们把A和B联系起来，那会怎样？而是问：如果我们把A和Z联系起来，那会怎样？或者更好的问法是：如果我们把A和26联系起来，那会怎样？为了建立这些不合逻辑的联结，穆雷建议：“你必须让自己的逻辑思维暂时沉寂。”神经学方面的研究已经证实了穆雷的这一建议，该研究表明，人脑是一台永不停歇的联结式探究的机器。它不断整理那些看似无关的碎片，并不断提出“如果我把这个和那个放在一起，那会怎样”的问题。



知识面越广，“如果”的灵感越多




	神经学家肯·海尔曼说，当我们提出一些挑战性问题时，这就是发散性思维的一种形式，它能激发大脑中的一些有趣的活动。比如：为什么X必须是这个样子？如果我能想出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做这件事，那会怎么样？8

	海尔曼表示，要想了解大脑的运作机制，我们首先需要将整个大脑看作一片茂密的森林。他说：“我们可以将每一个神经元或神经细胞看作这片森林中的每一棵树。”在这个类比中，细胞体相当于树干的部分，轴突是树木的主枝干，而树突则是更小的枝杈，它们会延伸到大脑这个森林的最深处。“在大脑森林中，有些树木之间的距离较近，彼此之间交互影响。”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大脑中的神经连接就形成了，这种神经连接能促使大脑产生新的思维、想法和洞见。

	并非所有的神经连接都能催生创造性见解。神经学家约翰·库尼奥斯指出，更显性的思维关联通常是由左脑产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十分常见，比如我们容易将桌子和椅子联系到一起。但是，远距离的关联则需要更丰富的神经连接，“就像我们从‘桌子’想到‘桌下交易’时一样”。右脑更适合这类任务，因为它内部的细胞具有更长的树突结构。9

	创意提问实验室 如果只用圆点和横线就可以将这个世界分类，那会怎样10

	1948年，美国费城一家超市的高管造访了德雷塞尔大学，他想要看看这里的学生是否能开发出一种高效的商品信息编码方法。《纽约时报》报道称，有两位研究生曾尝试过，但在刚开始时就陷入了困境。后来，其中曾参加过童子军活动的诺曼·约瑟夫·伍德兰（Norman Joseph Woodland）在迈阿密海滩的祖父母家过冬时仍苦思冥想这个问题。为了将信息可视化，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代码。他一直在想：“摩斯密码既优雅简约，又具有无限组合的特性，如果将商品编码以图形的方式呈现，那会怎样？”当他在沙滩上不断用手指划过沙子时，这一联结式探究有了新的突破，他惊喜地发现可以用粗细不同的线段代替摩斯密码的圆点和横线。伍德兰和他的同学伯纳德·西尔弗（Bernard Silver）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想法，并申请了专利，条形码由此诞生。



“如果”之后，如何让创造力非凡




	海尔曼、库尼奥斯等学者发现，那些能够帮助人们解决难题或提出极具创意、深刻洞察的突破性思维，通常都与发生在我们右脑的远程神经连接有关。我们之所以能获得独创性，是因为神经元的树突向外延伸，并与远处“树木”的树突形成连接，从而让我们能够将看似毫不相关的思想、知识碎片和外界影响联系起来。

	仅仅提出“为什么”和“如果”类问题未必能直接引起这类神经连接的发生，但是持续的思考和提问如同养分可以滋养大脑这片森林，让其枝叶繁茂，产生更多连接。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钟晨波（Chen-Bo Zhong）教授在联结式思维（或称联想思维）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比如：为什么联想思维能够让人们产生洞察力和创意？什么因素可以激励大脑进行这类思维？钟教授的研究发现，我们无法完全控制大脑对远程连接进行潜意识搜索，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聚焦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提出挑战性问题，来促进和引导大脑进行此类远程神经元连接。钟教授证实，“明确你正在攻克的目标或问题，这对于联想思维至关重要”。如果你有意识地思考一个大问题，你的潜意识就很有可能会去解决它。11

	此外，钟教授表示，如果你有好奇心，并且积极提出问题并收集知识来满足这种好奇心，那么这将会为大脑提供“大量可以进行连接的原始素材”，进而促进联结式探究的发生。特别是，如果你的好奇心一直聚焦在某个特定的问题上，并一直在做深度思考和情境式探究，同时还从不同的视角提问剖析，并不断提出层层深入的“为什么”，那么这些最终都会成为未来灵感和智能重组的素材。

	因此，尽管初学者心态在问题解决的初期大有裨益，但随着你进入找寻解决方案的“如果”阶段，则需要获取一些与问题相关的知识，并且最好是能从不同的视角获取知识。此时广博的知识面也会对你有所帮助，虽然这些知识看似和你要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关——你的信息库越多元化，产生意外关联的可能性越大。海尔曼指出，那些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兴趣广泛、拥有通识教育背景的人，正在培养“一系列不同的思维模块，这些模块可以实现更多的连接，使人们更具创造力”。

	这座包罗万象的信息宝库能为你提出“如果”类问题提供灵感，而各种不同的思维训练可助你一臂之力。但在你有意识地采取具体行动激发联结式探究之前，要牢记，只有当我们分心或者处于无意识状态时，联结式探究才更容易发生。因此，激发联结式探究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带着你的问题出去散散步，或者去博物馆；又或者你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不妨带着它入眠吧。



在专注与漫不经心之间反复切换




	早在海尔曼深入研究大脑神经元树及其树突分支的茂密森林之前，还只是学生的他就对创造力和大脑功能有了一些第一手发现。他说：“大学考试的时候，我总会特别焦虑。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每次考试我都先做那些比较简单的题目。然后，随着焦虑感的逐渐减轻，我才开始回答其他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

	海尔曼当时并不知道这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但他的这套方法其实有一定的生物学和化学层面的合理性。后来，他在专业研究中发现，当一个人紧张焦虑时，大脑往往会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他表示：“当你想要通过关注外部世界而非内心世界获得答案时，那么你往往只会看到浮在表面的答案。但当你放松下来时，则会相反，此时你能够深入内心世界。”当你处在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时，神经网络就会打开，可以更自如地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连接。

	对提问者而言，重要的是花时间与挑战性问题相处，而不是试图马上进行回答。学会与问题“共处”，反复深入思索后暂时搁置，任其酝酿，借此给大脑一个间歇，让其有机会迸发出各种各样新颖的洞见和可能催生突破性发现的假设。

	钟教授及其他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在放松或者分心的时候通常能提出更多新奇的想法和解决方案，钟教授将之称为“漫不经心的状态”。他也由此发问：“为了产生突破性的发现和开拓性的创作，艺术家或者科学家是否只需要沉溺于做白日梦就行了？”

	显然，光做白日梦不能解决问题。白日梦更有可能是在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某个阶段有所帮助。于是，钟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最好的状态是在专注和漫不经心之间反复切换。以年少的杰克·安德拉卡为例，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创新发明了癌症筛查试纸。

	在一位亲友死于胰腺癌之后，安德拉卡第一次关注癌症的早期检测。他做了一些研究，了解到每天大约有100人因这种疾病而死亡，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等到检查出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患病，但为时已晚。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及早期检测在拯救生命方面的关键作用，安德拉卡就在想：为什么没有一种快速、经济的胰腺癌早期检测方法？

	安德拉卡虽然不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但他是一个十足的科技迷，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科学期刊。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想要发明一种更好的癌症筛查方法，可能需要整合多个学科领域的理念。这也正是安德拉卡的优势所在，因为他总能不断地将在一个领域收集的碎片化信息和另一个领域的新发现联系起来。

	安德拉卡说：“我通常的做法是，先拿起《癌症杂志》（Cancer Journal），再读一篇物理学方面的论文，然后随机挑选一些化学方面的文章，把它们都读一遍。”研读完这些文章之后，“我会在沙发上放松一下，或者四处走走，并思考很多问题。比如，我会想：如果我把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想法结合起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会怎样？我放任自己如此自由地联想，想要看看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将其联系起来。”

	安德拉卡就这样不断地进行筛选、建立关联，偶尔停下来“在沙发上放松一下”。通过大量阅读，他发现各种文章中都有碳纳米管的身影，于是他开始尝试结合碳纳米管做癌症检测。他发现：“碳纳米管有一个特性，即当你将它们的内部结构空间隔开时，其导电性能就会发生变化。而当你将一个蛋白质模块连接到抗体上时，抗体会在碳纳米管内部膨胀生长，从而影响碳纳米管的导电性。”安德拉卡对这一发现非常着迷，并因此提出了一个更深入的“如果”类问题：“如果我将植入抗体的单壁碳纳米管与胰腺癌相关的蛋白质放在一起，那会怎样？”

	安德拉卡的顿悟算不上是灵光乍现的瞬间，因为他提出的只是一个假设性问题，虽然这个假设很有可能是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大约50%的概率是正确的”。接下来，当他开始对抗体及其特性做更多研究时，“果然不出所料，研究结果与之前的假设相吻合，于是我信心大增。当时我的父母都认为我疯了”。安德拉卡接着向他的一位化学家哥哥求证，“我问他，‘这个想法靠谱吗？’结果他回复说‘得了吧，那根本行不通’”。

	随后，安德拉卡给200位教授发送了电子邮件，其中有一位教授对此非常感兴趣，为他提供了实验室。那时安德拉卡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自己的想法成为现实，并且使其价格实惠、性能可靠。虽然做到这些并非易事，但他最终还是研发出了一种癌症检测试纸，这种试纸与市面上的其他检测手段相比检测速度快100倍，检测的灵敏度高400倍，而且价格只是它们的1/26 000，检测准确率却是100%。要知道，那时候安德拉卡才15岁呀！他的这项创新发明为他赢得了一枚国际科技博览会奖章，并因此受邀成为奥巴马总统2013年国情咨文演讲的特邀嘉宾。


	听着安德拉卡描述他的思考过程，包括闭目凝神，任由脑海中吸收的各种碎片化的信息自由组合，我不由得想起了谷歌常驻科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
	[image: ]。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当他致力于解决一个难题时，总会在上床睡觉之前留出时间来回顾所有相关的问题和挑战。之后他会入睡，让自己的潜意识继续工作。12

	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了潜意识在问题处理上的作用。萨姆·麦克纳尼（Sam McNerney）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整理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表明睡眠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解决难题，而这些难题通常都需要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麦克纳尼在文中援引了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一句老话：“前一天晚上入睡前的一个难题，在睡着后经过睡眠委员会一夜的工作，第二天早上醒来就解决了。”13

	关于白日梦及其在产生新颖的、创造性想法方面的价值也有过类似的研究。我们都听过“浴中哲思”的说法，也经常这么说，那是因为这种说法的确是真的。在所有这些情境中，似乎都存在着相同的神经机制。大脑在睡眠或放松的状态下，可以屏蔽外界的干扰而转向关注内心世界。此时，我们的大脑右半球更加活跃，从而能更好地进行神经连接。

	当然，像散步、长途驾驶或者其他能稍微分散注意力但又不会过于分散注意力的活动也能产生类似的效果，比如前面提到的宝丽来创始人埃德温·兰德，他在度假胜地散步时，就产生了一些新想法。而看电影则会过于分散注意力，从而影响创造性思维的产生。神经学家约翰·库尼奥斯的报告称，有“惊人的实例证据”表明，摆弄小物件或者涂鸦也可以使人进入那种催生灵感的漫不经心的状态。“你选择用左右哪只手来涂鸦，产生的结果可能会不同。”库尼奥斯说，“使用左手可能会刺激大脑右半球。”

	创意提问实验室 如果各个国家将在战场上的角逐换到竞技场，那会怎样14

	奥林匹克运动会源于一个美丽的问题。这个问题由法国的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男爵提出，即是否可以通过让不同国家在竞技场上而非战场上较量来减少国际战争。为了实现这一崇高而宏伟的理想，并且受1 500年前在古希腊举行的古代奥运会的启发，顾拜旦男爵于1894年创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他的推动下，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年举办，他还协助设计了奥林匹克五环标志。虽然我们难以断言奥运会是否起到了减少战争的作用，但是它肯定对传播国际友好精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可能都期望自己国家的运动员赢得奖牌，但很多时候，我们也会为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鼓舞人心的运动员或团队加油呐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能会促进我们对那些原本不会关注的国度产生更大的情感共鸣。

	如果你正想要休息一下，同时也希望能激发自己进行一些联结式探究，那么去逛逛博物馆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博物馆不仅能调动想象力，也能让人有思考的空间；既能呈现前人数不胜数的创意联想和智能重组，为观众提供灵感源泉，更能让参观者沉浸在多元思想激荡中，为建立新的精神连接提供丰富材料。设计师乔治·路易斯声称，他自己的一些绝妙的创意都是在漫步大都会艺术馆的时候产生的。他曾说：“博物馆就是顿悟的守护者。”15

	联结式探究，乃至整个“如果”阶段的关键在于：当你面对一个挑战性问题时，如果你花时间与其相处，你的大脑就会持续进行思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可以采用一些有意识的行为来引发“如果”类思考，我们甚至还可以遵循某些具体的步骤来做到这一点。但你必须沉得住气，静得下心，让问题慢慢酝酿。别的不说，这至少给你早上赖床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理由：“再给我10分钟，我还需要做更多联结式探究。”



“想对”容易“想错”难




	如果睡觉或做白日梦都没有让你产生足够多的创意和“如果”类问题，那么你还可以尝试其他一些能激发我们进行此类思考的办法，其中一种就是故意“想错”。

	我们可以在创意大师爱德华·德波诺（Edward de Bono）的著作中找到这一理念的根源。这一理念更是受到青蛙设计公司（Frog Design）等创新公司和斯蒂芬·施德明（Stefan Sagmeister）、约翰·比伦伯格（John Bielenberg）等设计师的青睐。这些实践者都倡导发散性思维，即在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初级阶段，尽可能地广开思路，甚至接纳那些另类的想法。16

	提问新思维

	“想错”的思维模式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当大脑处于有意识的状态时会阻碍开放性创意的生成，也会排斥进行更广泛的联结式探究。我们的思维倾向于沿着熟悉的神经通路，通过重复过去相同的做法来解决问题。

	“想错”这一理念，则是通过故意提出一些看似荒谬的想法，或者将一些毫不相关的事物混搭重组，来迫使你的大脑脱离原来的神经通路。这种方法论的拥护者声称，其对激发人们的创造性思维效果惊人。从神经学的角度来讲，当你迫使自己正视逆向思维或颠覆性的想法时，用作家、成人学习专家凯瑟琳·泰勒（Kathleen Taylor）的话来说，你是在“摇晃大脑中的突触”。这样一来，你就可能会让一些老旧失效的神经连接断开，从而更容易形成新的神经连接。17

	设计师约翰·比伦伯格因运营了一家名叫“M项目”（Project M）的研究问题解决的工作室而闻名。在过去的30年里，他一直在教人们怎样“想错”。正如比伦伯格解释的那样，真正有天赋的创新者和创意天才，总能毫不费力地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将不同的想法融合在一起。他说：“毕加索和乔布斯就是天生的‘想错者’，但很多人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做到这一点。”18

	为此，比伦伯格在他的工作室设计了一些练习，要求参与者“随机联结”一些毫无关联的概念或单词。以下就是一个简单的单词练习，做这个练习你只需要一本词典就够了：首先，你需要选择一大一小两个数字，比如342和5；然后，翻到词典的第342页，找到第5个单词，再试着围绕这个单词展开联想；接着将组成这个单词的字母重新排列组合成新词。重复这一过程找到第二个单词，并试试看是否能够将这两个词组合成一个有趣的搭配。你还可以进一步将其变成3个单词的组合联想。

	许多具有创造性思维的艺术家都用类似的单词组合练习来激发创作灵感，让自己才思泉涌。这类练习如今风靡到无需词典就可以操作，只要摇一摇手中的智能手机，各种各样的创意生成App就能为你随机选择并组合若干个单词。

	在比伦伯格的工作室，他会根据客户的情况选择更高等级的随机组合练习。例如，他会让银行的工作人员设想：如果他们的业务模式与其他完全不相关的业务模式结合之后，会是怎样一番光景？比方说，如果这家银行由《芝麻街》（Sesame Street）的制作人来运营，那会怎样？他们会用木偶来代替银行柜员吗？

	比伦伯格做的这种随机组合练习有很多变形。几年前我曾参加过创意顾问汤姆·莫纳汉（Tom Monahan）工作室举办的活动，他教授一种名为“180度思维”的练习，这种练习实际上就是比伦伯格的“想错”练习，只不过名字不同而已。在莫纳汉的练习中，他鼓励参与者为那些无法正常使用的物体构思新的创意，比如不能烘焙的烤箱、不能移动的汽车等。这听起来似乎很疯狂，但是当你参与其中时，就会发生有趣的事情。你会为这样的烤箱或汽车想出意想不到的其他用途。

	这类练习的目的并非让你必须当场提出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创意。如果你真的有幸想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询的想法，那就是意外之喜。这个练习的实际目的在于，训练大脑在遇到难题或挑战时，能够跳出常规思维，考虑各种各样，甚至另类的可能性，并能够将一些通常毫不相关的想法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发展和加强假设肌肉的尝试。

	正如约翰·西利·布朗所指出的，“如果”类问题往往可以放飞想象力，因为它们让你有机会“看到超脱事物本身的样貌”，即它们能让你改变现实，哪怕只是短暂的改变。

	在《颠覆性思维》（Disrupt）一书中，作者卢克·威廉姆斯（Luke Williams）谈到了如何用“如果”类问题来“反转”现实。例如，如果现实是，餐厅会在客人入座时提供菜单，那么相反的假设就是“如果一家餐厅只在客人离开时才提供菜单，那会怎样”。19

	威廉姆斯曾与一些客户合作，他发现这些客户会通过提出假设性问题来挑战一些与消费者行为相关的最基本的假设。他举了乔纳·斯托（Jonah Staw）的例子。在一次和朋友共进晚餐时，他们天马行空地聊着一些商业想法。在这期间有人就问：“如果某家公司开始售卖不配对的袜子，那会怎样？”这种经典的“想错”案例简直就像是从比伦伯格或莫纳汉的工作室蹦出来的。如今，Little Miss Matched就是因为向年轻女孩出售错搭的色彩鲜艳的袜子而生意兴隆。这些女孩认为这是一种有趣的时尚宣言。

	我们可以用“如果”类问题来摆脱过去，重新开始。爱彼迎的乔·杰比亚最喜欢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能从零开始，那会怎样？这个问题不仅适用于商业领域，而且对个人关系或人生选择也适用。

	我们也可以用“如果”类问题来暂时抛开失败的可能性，你只要简单地问一句：“如果我们永远不会失败，那会怎样？”这个问题在硅谷非常流行，尽管它并非源自那里。几十年前，美国牧师罗伯特·舒勒（Robert Schuller）在一些布道活动和书籍中使用这个问题来鼓励人们，使它首次得到了普及。舒勒完整的提问是：“如果你知道自己绝不会失败，那么你会尝试做什么呢？”20

	近几年，这个问题又掀起了一波热潮。究其原因，似乎是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前负责人雷吉娜·杜根引起的。她在一次广为流传的TED演讲上提到了这个问题。21除此之外，颇具影响力的谷歌X实验室创始人塞巴斯蒂安·特龙也采纳并推崇这一理念。这个问题能流传这么久，必然有其原因。它完美诠释了，一个好问题既能启迪思维，又能激发想象力，并能赋予人们大胆畅想的勇气。

	创意提问实验室 如果监狱没有围墙会怎样22

	关于监狱改革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已成共识：传统监禁方式并不奏效——居高不下的累犯率和飙升的监管成本便是明证。为寻求更人道、低成本且能有效降低犯罪率的替代方案，一个颠覆性设想正在被探讨：如果将监禁方式“反转”一下，释放囚犯而非监禁，那会怎样？借助GPS追踪器等新技术手段，或许可以使非暴力罪犯通过佩戴电子设备获得假释。这些设备不仅能实时定位囚犯位置，还能持续监测并即时警示任何违规行为，而这两点正是当前假释制度的缺陷所在。夏威夷已成功试点该措施。《大西洋月刊》指出，若大规模推广这套系统，美国半数破败且造价高昂的监狱或将被一举清空。

	我将“如果你注定不会失败，那会怎样”视作约束性问题，即通过提出一个假设性问题，让你能暂时移除或增加某些约束性条件，进而改变现实。以这个问题来说，此处移除的约束性条件就是“失败”。同理，你也可以移除诸如“资金”之类的约束性条件，例如：“如果资金不是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增加约束性条件同样有效。想想这个经典的假设：“如果生命只剩一年，你会如何度过？”这个问题通过设置一个一年的时间限制，让你聚焦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我曾听到一些产品设计师问自己：如果我们只有1/10的预算，我们会如何设计这个产品？改变约束性条件能让他们探索其他选择和效率提升方案，关注一些先前未曾考虑到的事物。

	当我问塞巴斯蒂安·特龙为什么对“如果你注定不会失败，那会怎样”这个问题产生共鸣时，他回答说：“人们的失败往往源于对失败的恐惧，而创新者必须无所畏惧。”

	这也是杜根在她的TED演讲中所传达的理念。她演讲的主题是“不能失败”。她告诉听众：“当你真的问自己这个问题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不适。”如此一来，我们就会清晰认识到，正是对失败的恐惧“让我们不敢去尝试伟大的事情，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变得乏味。奇迹也不再发生”。但是，杜根表示，如果你能战胜这种恐惧，那么“不可能的事骤然变得可能”。

	需要强调的是，改变约束性条件的问题只能暂时改变现实，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窗口进行不同的思考。然而最终，我们仍须回到现实世界，面对潜在的失败、有限的预算及其他一些挑战。一种创新或创造性的突破，可能就是从“想错”开始的，但是，当我们一步步从无到有，将假设变为现实时，必须将“不可能”转化为“可能”。为此，我们必须对那些发散性的、凡事皆有可能的思维有所收敛，聚焦于有可行性的那些事情上。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阶段，“如果”类问题必须让位于“怎样”这类解决性问题。

	创意提问实验室 如果你只有1美元可以花，那会怎样23


	人为强加约束性条件的约束性问题可以帮助一个人集中精力、厘清优先级，比如：如果生命只剩一年，你会如何度过？摩城唱片（Motown Records）创始人贝里·高迪（Berry Gordy Jr.）深知这一点。在公司每周的制作会议上，高迪会召集旗下的音乐人和公司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共同审听上一周在录音室录制的新歌，并挑选出接下来要发行的歌曲。为了帮助他们做出选择，高迪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只有1美元可以花，而且你很饿，你会买这张唱片还是三明治？多数歌曲都败给了三明治。曾经一次会议共审议了68首单曲，其中只有1首通过。但那些通过审核的歌曲极有可能成为热门歌曲，摩城唱片在20世纪60年代发行的500多首歌曲中有2/3都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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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力进阶Tips

	1．在“如果”阶段，任何看似疯狂的想法都值得提。

	2．不必从零开始提出新问题，而是可以根据现有事物进行提问。

	3．大脑放松时更容易产生新想法，“漫不经心”是提问的黄金状态。

	4．故意“想错”能激发反常规的解决方法。

	5．把通常没有关联的事物重组，常常能够产生有创意的想法。

	6．暂时增加或移除某些限制条件，能催生创造性问题。





	[8]雷·库兹韦尔，全球知名未来学家、奇点大学创始人。重磅新作《奇点更近》详解了当人与AI大融合时，我们的商业、生活、工作与健康将如何迎来增长和繁荣。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9]摩城唱片发行的歌曲标题经常都是一个问句，比如，《怎么了？》（What’s Goin’On？）、《何以见得？》（Can I Get a Witness？）、《心碎之后何去何从？》（What Becomes of the Broken-Hearted？）等。






	05 第三步：尝试“怎样”，让想法真正落地面对挑战，是先动手尝试，还是想清楚再做更有效？遇到连续失败，我们如何提出新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后，提问是否就可以停止？



过度思考不如立即行动




	当你在做白日梦或睡觉时，所有的神经连接自动构建，形成各种“如果”类问题。像这种在潜意识中产生的创造力就像上天馈赠的厚礼。但我们终究是要醒来的。这对高丽·南达（Gauri Nanda）来说是个问题。

	她早上总是起不来。于是，她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我总是睡过头，为什么我的闹钟每次都不能把我叫起来？”答案很简单，她像我们许多人一样，习惯了一次次关掉闹钟。南达是麻省理工学院一名设计专业的学生，她很擅长解决问题，因此在分析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她提出：如果闹钟不那么容易关掉，那会怎样？如果你不得不下床追着闹钟去关掉铃声，那会怎样？1

	这些问题让她想到了一个堪称经典的联结式探究：如果在闹钟上装上轮子，那会怎样？于是南达萌生了制造世界上第一个轮子闹钟的想法。她的这个“如果”类问题推动了事情的发展。但话说回来，每个人都能想到在某物上装上轮子，但问题是，要怎么装呢？

	南达最初所做的恰是进入“怎样”阶段的典型开端：她首先询问一些信得过的朋友对制作轮子闹钟的构想有何看法，并且这个闹钟早上会自己从床头柜上滚下来，迫使你必须下床追着把它关掉。南达请求朋友们给她一些反馈。“他们笑了，”南达说，“但不是嘲笑，只是觉得很好玩儿。”他们还表示，如果真有这种闹钟，他们可能会买。

	南达用手边现成的材料，加上她从大学实验室借来的零件，制作出了轮子闹钟的第一个测试版。早期版本的Clocky的部分零件来自乐高玩具，比如轮子和电机。为了缓冲闹钟从床头柜滚下来的冲击力，南达用长绒毯做了一个防护层。她回忆说：“这让它看起来有点儿像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

	但在闹钟的测试阶段，南达意识到，“这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让闹钟能滚起来很简单，但要让它每日从床头柜上“自杀式坠落”之后仍完好无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她承认，“要让它能经得起冲击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怎样才能抵消闹钟摔下来时的冲击力呢？为此，南达在闹钟内部使用了加固的电子元件，而且设计了加大的轮子来缓冲坠落时的冲击力。这是她通过一次次的测试，不断观察闹钟落下之后的抗撞击情况而积累的经验。在测试期间，南达还意识到，第一版Clocky的移动轨迹规律性太强，很容易就被抓住。因此，她得想办法让它变得更难以捉摸，于是，她在闹钟里面安装了一个微处理器，使它能以不同的速度沿着各种路线移动。

	南达古怪的项目引起了一些科技博客的注意，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热议。2她还因此受邀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展示她尚未完成的发明。此时，南达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能让她粗糙的原型机在这一高光时刻准备好亮相？为此，她必须将连接闹钟和电路板的那些露在外面的电线给隐藏起来，并用其他材料代替用毛毯做的防护层，最终她选择了坚韧的硅胶外壳。

	经过改头换面，Clocky的外形好看多了。在媒体上几次亮相之后，消费者对这款产品的兴趣也不断增加。如此一来，南达现在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建立生产线？如何处理订单？如何全面开展业务？

	南达在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之后，创办了Nanda Home品牌，开启了自己的事业。Nanda Home在成立后的3年就售出了50多万个Clocky。虽然，这款产品的诞生最初是因为南达的联结式探究的能力和敢于提出假设性问题的勇气，但如果不是她将那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一步步地付诸实践，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

	提问的“怎样”阶段，就是让想法真正落地的阶段。就像南达让轮子闹钟这个想法最终变成了现实那样。在这一阶段，我们尝试将不同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寻找可能性，然后再将它们拆解，如此不断重复，计划被现实一次次打败，直到我们让想法真正落地。当然，强调提问的“怎样”阶段有多么困难，并不是说挑战假设的“为什么”阶段和设想新的可能性的“如果”阶段就很简单。这两个阶段也非常不容易，需要我们退一步去思考或者具有突破性的想象力。“怎样”阶段更像是一次漫长且艰难的行军，一路上屡败屡战，但每一次失败都有可能让我们离成功更近一步。

	创意提问实验室 我们怎样才能让行李箱滚动起来而不是费劲地拖着它3

	“如果我们给行李箱装上轮子，那会怎样？”这个问题已经激发了无数智能重组。例如，1970年，伯纳德·萨多（Bernard Sadow）拖着两个沉重的行李箱穿过机场时，他注意到机场工作人员正用一个带轮子的滑橇轻松地运送一台大型机器。作为一家皮箱公司的高管，萨多于是想到：“如果我们在行李箱上也装上轮子，那会怎样？”正是这个问题开启了他之后漫长的“怎样”阶段。萨多在平放的行李箱上安装了4个轮子，这样只要拉着箱子的提手就可以拖动行李了。后来，飞行员罗伯特·普拉思（Robert Plath）在萨多的基础上做了改进，他用一个长直柄拖着一个用两个轮子支撑的行李箱，而不是将行李箱平放在4个轮子上。萨多和普拉思的这些持续提问的最终结晶，就是现在随处可见的拉杆式行李箱。

	“怎样”阶段早期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确定自己的想法并决心将它付诸行动。在完全开放的“如果”阶段，人们往往会提出许多问题，来探索多重可能性，产生或切合实际或看似离谱的各种想法。但是，当将想法付诸行动时，你必须有所筛选，聚焦到一个值得在“怎样”阶段进行深入研究的想法。

	在确定一个设想时，关键在于找到一种分享它的方式以获得反馈信息。我们每个人头脑中都有各种想法，但都只是想想而已，从未真正付诸行动。即使只是告诉别人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我们也已经迈出了付诸行动的第一步。设计师萨姆·波茨（Sam Potts）指出：“将你的想法广而告之的重要之处在于，这会让你骑虎难下，因为一旦说出去之后，如果你没有做出任何行动，就会被别人看轻。”4

	南达的做法很简单，她问那些朋友：“你觉得带轮子的闹钟怎么样？你会想要类似的东西吗？”这种口头询问在某种程度上很有用。她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分享想法，收集反馈，并倒逼自己做出行动。只是嘴上说说，并不代表你真的已经将这个想法付诸行动了。因此我们必须先把这个问题或创意变得具体可感、可分享，这样它才能被更好地考量、传播，甚至进行某种方式的测试。

	构思一个想法最基本的方式就是，把它写下来或做出来。南达在开始制作Clocky之前，先在纸上画出了草图。根据不同的创意类型，以摘要或提案等文字形式呈现或许也足够，但请记住，视觉呈现有更强大的力量。可视化专家大卫·西贝特（David Sibbet）说：“如果你想让人们对一个问题形成相同的心智模型，最快的方式就是通过图像去呈现。”5

	当然，你可以随意把图像画在餐巾纸的背面，或者在平板电脑上用各种作图软件绘制，还可以通过借用互联网上已有的图片素材呈现。当创意的呈现方式越来越复杂时，比如，做一个测试网站或者产品的早期三维模型，类似南达制作的毛毯闹钟，我们便进入了原型制作阶段。

	“原型”这个词看似太过学术化，但其实适用于任何人、任何领域。它可能是制作一部电影之初，在视频网站上发布的一个短视频；可能是一个试点项目或者一次试运行；可能是用胶带粘合的简易模型；或者是一幅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制作的复杂的3D渲染图……任何一个能够初步呈现创意的形式都可称为原型。IDEO公司前设计师迭戈·罗德里格斯（Diego Rodriguez）曾评论说：“原型是具象化的问题。”6一旦问题有了形体，用实物表现出来之后，那么它就很难被忽视了。比如，南达提出的问题：“如果给闹钟装上轮子，那会怎样？”当人们真正看到一个带轮子的闹钟时，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引人注目，更有说服力了。

	科技的发展使得我们能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创作出各类原型。比如，本书的原型就是一个名为“一个好问题”的博客，刚开始我只是在这个博客上发表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并收集读者的反馈。如今的一些计算机应用程序可以让任何人成为素描艺术家或网站设计师；一些更先进的软件，甚至可以让其用户创作出高度复杂的模型，这些模型可以适用于各种假设情景测试。例如，我们可以应用建筑的数字原型来做抗震模拟测试，来观察建筑物如何能够在地震中屹立不倒。另外，如今的3D打印技术则实现了从屏幕设计到实体成型（通常是由塑料或者钢铁制成）。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将问题变为实体的途径。

	尽管如此，许多人依然害怕将自己的创意公之于众，尤其是那些尚不成熟的早期想法。科技并没有消除人们内心的这种恐惧。正如作家彼得·西姆斯（Peter Sims）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所指出的那样，在整个学生时代，甚至是在职业生涯中，我们大多数人一直都被灌输这样的观点：只有经过多次打磨、臻于完美的创意，才能被提出来。7因此，人们往往会过度思考和准备，而不是快速试错以获得反馈，并检验哪些想法可行，哪些行不通。久而久之，这种行为就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习惯。

	但这种探索和创新的方式并非天生的。如果你观察过孩子们如何应对问题和构想，你就会发现他们如何从“如果”阶段快速、勇敢地迈向“怎样”阶段，在这一点上他们给大人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黑客之道，先做原型，不断测试




	一位软件设计师曾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故事。在一项实验中，组织者召集了一群幼儿园小朋友，将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并布置了一项有挑战性的任务：使用生的意大利面、绳子、胶带和一块棉花糖，在规定时间内，搭建一个尽可能高的结构，并要求将棉花糖置于完成结构的最顶部。

	在实验的第二阶段，组织者增加了一个新环节。组织者邀请了哈佛大学的MBA研究生，让他们与幼儿园的孩子们进行比赛。据我所知，这些研究生对这次比赛非常认真。他们采用了一些高水平的分析方法来应对这一挑战，并在小组内部讨论如何将面条、绳子和胶带以一种最佳的方式组合，以实现最大高度。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这些MBA研究生根本不是幼儿园孩子们的对手。尽管他们精心策划、讨论，但无一例外，他们设计并搭建的结构都散了。最后，在他们进行更多尝试的时候，时间到了。我的这位设计师朋友告诉我，这些MBA研究生还花了大量时间争论谁应该对此负责。

	相比较而言，实验中孩子们对时间的利用更加高效。他们在接到任务之后，直接上手试搭。他们先尝试一种方式，如果不行，就迅速换另一种。因此，他们获得了更多试错机会，并一边尝试，一边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提前想清楚一切再动手。

	这个实验的目的并非羞辱MBA研究生，而是让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在面对一个条件不确定的艰巨挑战时该如何推进。通过这个实验，我们从孩子们身上学到的是：面对挑战唯有快速试错，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否有效，才是无可取代的解决方法。

	从提问的角度来看，MBA研究生在思考假设的可能性上花了太多时间，而孩子们则迅速从“如果”阶段进入了“怎样”阶段。他们一旦想到一个可能的组合方式，马上就着手验证，看看是否行得通。

	提问新思维

	对于现实世界的我们来说，这个实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在如今这个日新月异、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或即将面临类似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快速掌握陌生工具，在技术迭代、规则缺失、时间紧迫的条件下，构建新业务、开拓新市场、规划新人生。这一切不仅要求我们成为一名更好的提问者，还要成为一名更好的尝试者。

	当观察创新领域中成年人的工作方式时，你会发现他们的工作方式和孩子们在实验中的表现非常相似。在IDEO公司，设计师一旦提出一个新设想，就会迅速创建模型进行测试。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及全球大部分科技公司莫不如此。

	在Facebook，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早年就极力推崇他所谓的“黑客之道”。2012年，在Facebook首次公开募股（IPO）时，扎克伯格在一封致潜在投资人的信中解释说，尽管“黑客”这个词通常带有一定的贬义，但在Facebook，它的意思是，“快速构建与探索可能性的边界。黑客试图通过快速迭代发布小型版本并优化其中的不足之处，来为未来长期提供最好的服务，而不是试图一次性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与其花几天时间争论一个想法的可行性或者最佳实现方式，不如直接构建原型验证效果”。8

	这种快速“测试并学习”的模式已经成为创业界的标准做法，尤其是在埃里克·里斯发起精益创业运动之后。里斯主张，企业家、公司或任何试图创新的实践者都应该持续进行实验，并快速将新的想法推向市场接受检验，而不是将大量时间和资源投入闭门构思一个完美的想法上。里斯呼吁企业专注于开发他所谓的“最小可行性产品”，实际上就是将快速成型的不完美的测试版本推向市场，以检验其是否适应市场需求。这不仅仅是一种商业策略。在瞬息万变、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无论解决何种问题，“测试并学习”的模式几乎都适用。

	以纽约市为例，在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的领导下，“测试并学习”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市政改革，从增设更多步行街到实施自行车租赁计划，再到建立全市统一的311便民热线系统等。布隆伯格政府善于通过解决基本的“为什么”来推动变革，其本人堪称“试点市长”。这种模式让大规模变革变得更有可能。因为如果一个试点项目没有取得成功，可随时调整或干脆弃之不用，避免在全面实施之后再叫停而造成更大的损失。



每次都在不同的地方失败？恭喜你！




	“测试并学习”看似轻松，实则暗含痛苦。然而，这种通过持续不断的实验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几乎必然会经历失败，而且不止一次，很可能会经历连续失败。虽然每次失败未必都会让人感到痛苦，但也必然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失望。

	范·菲利普斯在研发假肢的过程中经历过无数次原型测试，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地开始，有时以摔倒在地而告终，折断的假肢就横在他的身侧。然而，这一切并未阻碍他尝试的前行步伐。有人曾说，成功取决于能否在经历一次次失败之后依然热情不减，继续前行。9但究竟要如何才能掌握这种“在失败中保持热情”的“把戏”呢？

	菲利普斯说：“原型每失败一次，我的心就碎一次。”但这也是一次机会：我该如何从失败中学习？其答案就是：通过提问。与其逃避失败或企图忘记，不如将其摆到台面上仔细研究：为什么这个想法或尝试会失败？如果我能从中吸取教训，并尝试改进，那会怎样？我该具体怎么做呢？

	斯坦福大学的鲍勃·萨顿教授表示，在分析失败时，除了追问哪里出了问题，你还应该问：在这次失败中，我做对了什么？10当你尝试做某事并看似已经取得成功时，也要看看哪里出了问题，或者哪里可以做得更好。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同时审视案例中的成功和失败。

	在分析自己经历的一系列挫折的过程中，我们要问自己一个关键问题：“我每次的失败都是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吗？”IDEO公司的创始人大卫·凯利指出：“如果你一直重复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意味着你没有从失败中学到任何东西。而如果你不断犯新的、不同的错误，那就意味着你在做新的尝试，会有新的收获。”11

	在将初步构想公之于众时，你很可能会收到负面的反馈。有些人会将这些负面反馈看作是一种失败。但这种看法未必正确，哈佛大学的保罗·博蒂诺教授指出，就反馈而言，“不和谐的声音实际上比附和更有价值”。当人们质疑你的想法时，这可能是一个好迹象，表明你正在进入一个未知的、潜在的重要领域，因为那些挑战普遍认知的想法更有可能收到负面反馈（比如“那根本不可能！”）。但博蒂诺说：“不和谐声音是其中最容易让人误解的一类反馈，我们其实应该欢迎它，并学会充分利用它。”

	创意提问实验室 怎样在一座小岛上建一个大型高尔夫球场12

	20世纪80年代，职业高尔夫球手杰克·尼克劳斯（Jack Nicklaus）受聘在大开曼岛设计一个高尔夫球场。此时，他面临着一个艰巨的挑战：这座岛屿仅有10千米宽、35千米长，面积太小了，不足以建造一个常规大小的高尔夫球场。在首次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时，尼克劳斯和他的团队巧妙地设计了一个9洞球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位置发球打两次。但高尔夫球手无法调整他们挥杆的幅度，球很容易飞入周围的海域。在这种情况下，尼克劳斯选择放弃继续盯着球场的尺寸不放，而是重构了这个问题：如果高尔夫球的飞行距离短一些，那会怎样？经过大量测试和研究，尼克劳斯和马基高公司开发出了飞行距离有限的“开曼球”，这种球在相同挥力作用下的飞行距离只是常规高尔夫球的一半，结果皆大欢喜。

	在承担一个挑战性项目时，关键是要知道如何寻求外部意见和帮助，以及如何与潜在的顾问、支持者和合作者建立关系。因为如果你正在探索的是一个真正宏大的问题，那么凭你一己之力可能无法解决。而协作式探究（collaborative inquiry）始于两个提问：“你和我一样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吗？你愿意和我一起寻找答案吗？”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让我们更容易找到志趣相投者，即那些可能正在探索类似问题或面对类似挑战的人。即使目标不一致，你仍可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那么杰克·安德拉卡就不可能在胰腺癌快速检测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如果我能发明一种便捷且快速的胰腺癌检测方法，那会怎样？”为了将这个问题变为现实，他迫切需要实验用的器材和场所。简而言之，他需要一个实验室。最初，即便是他的父母兄弟都不看好这个设想，给出了负面反馈并断言“根本行不通”。但无论如何，他都没有放弃继续探究。他将设想具化为详细方案，他说：“我撰写了实验流程、预算和时间线，只是想将其具体呈现出来。”接着，他给“我所在地区所有对胰腺癌进行研究的业内人士”发了邮件，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专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专家等。他联系了200位教授，却收到了更多负面反馈。“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回复‘这行不通’。还有一些人看完我的流程步骤后，不是说这里错了，就是说那里不对。这些反馈真的相当刺耳。”但是其中一位教授从安德拉卡的首要问题和另外一个更有技术性的问题中看到了有趣的可能性，比如“如果我用一个携带抗体的单壁碳纳米管去接触与胰腺癌相关的蛋白质，那会怎样”。于是，这位教授回复安德拉卡“这个想法有可能行得通”。更重要的是，这位教授向安德拉卡开放了他的实验室。

	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在此之前从未走进这么专业的实验室。安德拉卡回忆说：“我就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呼‘哇，这是一台离心机’，那种感觉就像置身一家糖果店一样兴奋。”但当安德拉卡开始进行实验时，挫折接踵而至。他说：“在第一个月，我就弄坏了自己精心培养的细胞，而且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随着安德拉卡将整个挑战分解成一个个小问题，逐个击破，他一步步迎来了最终的成功。每一个小问题的解决，都会将他推向下一个问题。安德拉卡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优化试纸上使用的抗体。他耗时3个月，持续改进实验，最终才获得所需抗体。继而解决碳纳米管的问题。接着解决抗体和碳纳米管在传感器中结合的难题。最后，他必须对试纸进行测试，验证它是否可以筛查胰腺癌。历时7个月，他大功告成。

	当安德拉卡被问及是如何顺利度过“怎样”阶段的，比如怎样应对现实困境、失败和进展缓慢等问题时，他回忆道：“我认为提出问题本身很有趣。然后，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找到理论解决方案则更加有趣。”但当他在实验室里反复测试和不断学习时，情绪则会大起大落。他说：“有时，我会想，‘或许所有那些不相信我的人都是对的，毕竟我只有15岁，哪里知道癌症是什么呀？’”

	但最终你会得到答案，“这是你所能拥有的最好体验”。安德拉卡用“巧妙”来形容自己最终找到的解决方案。这个词似乎与这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检测试纸并不匹配。“那种纯粹的喜悦难以言表，因为你找到了一种解决问题的巧妙方法。”



别单干，和高手“分享”你的问题




	15岁的少年安德拉卡凭借一个检测癌症的看似荒谬的设想，仅通过发送一批邮件就获得了使用世界级实验室的权限。这个故事说明，只要善于利用资源，我们就可以解决几乎任何问题，但前提是你要主动寻求帮助且方法得当，别人才可能向你提供帮助。比如，安德拉卡就提出了一个有力的研究问题，并制订了一个合理的计划。

	正如妮科尔·拉波特（Nicole LaPorte）在《纽约时报》一篇题为《不知道怎么做？那就找一个知道的人》的文章中指出的，如今任何有着绝妙想法的人，都可以轻松地联系到一些专家，这些专家可以帮助你完善创意、构建思路。另外，当你实现成果时，专家们还会帮助你规划如何利用成果。拉波特还写道：“当我们想到发明家时，我们脑子里的画面就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下实验室埋头苦干数周或数月，最终独自取得胜利果实。”然而，事实上，“借助他人的经验和资源”通常要比独自钻研好得多。13


	当我们在审视一个挑战性问题时，观察的视角越多越好。《多样性红利》（The Difference）一书的作者斯科特·佩奇（Scott Page）
	[image: ]表示，在尝试解决难题的过程中，我们都会有“卡壳”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的团队成员拥有的思维工具各不相同，那么每个人的卡点就不同”。14当你在寻找潜在合作伙伴时，要瞄准那些与你有着不同背景、文化经历和技能的人，因为多样性能激发创造力。

	过去，人们可能更愿意在当地寻求合作伙伴，就像安德拉卡最初那样。而现如今，当我们再寻求外部合作时，已经没有必要局限于一地。电影制片人兼业余发明家米克·埃贝林（Mick Ebeling）表示，如今对于任何想解决重大问题的人来说，“都拥有两种得天独厚的资源。第一，我们拥有近乎无限的信息资源，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获得，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第二，通过社交网络和互联网，我们可以即时与他人建立联系。当我们将这些信息与人际关系相结合，我们就可以利用全球的智慧库”。15

	当埃贝林决定实施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时，他便借助了“全球的智慧库”。他想通过这个计划帮助一位瘫痪的艺术家继续进行艺术创作。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埃贝林参观了洛杉矶一位笔名为“Tempt 1”的艺术家托尼·奎恩（Tony Quan）的艺术展。埃贝林了解到奎恩是涂鸦界的一位传奇人物，也曾经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但不幸的是，他患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ALS，俗称渐冻症），深受病痛的折磨，并逐渐丧失了对双手双脚的控制，很难再继续进行艺术创作。起初，埃贝林想给奎恩和他的家人一笔钱，但在与妻子晚餐交谈时，一个问题浮现在脑海：“既然斯蒂芬·霍金可以借助计算机与人交流，为何我们不能找到一种方式帮助像奎恩这样的艺术家重新开始创作呢？”

	这个“为什么”问题让埃贝林开启了一段探索之旅，并最终引领他进入了“如果”阶段。当埃贝林了解到激光标记投影技术，即通过一束激光和一个指针就能在建筑墙面上进行涂鸦时，他就开始思考，是否有一种经济实惠的方式，可以让人们通过眼球运动操控激光来与人进行交流，甚至进行艺术创作。虽然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想法，埃贝林还一无所知，但至少他现在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询的好问题：既然激光技术能够用来进行艺术创作，而且无须手动操作，那么，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方式帮助奎恩通过眼睛来控制激光，那会怎样？

	埃贝林没有任何相关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他却提出自己研发的所有产品都必须价格低廉，这个决定让他的挑战看起来更加雄心勃勃。这个想法不是复制出霍金使用的那种价格昂贵的个人通信系统，而是创造出一款更便捷实用的产品，让即使是经济拮据的残障人士也能负担得起。

	对此，埃贝林表示：“我觉得只有通过集体智慧，才能攻克这个难题。”他找到一家专门研究激光标记技术的“涂鸦研究实验室”，询问那里是否有人愿意帮助他解答这个难题。他还在自己广泛的人脉资源中寻找精通计算机编码工程领域的专家。埃贝林说：“如今，人人都是黑客，人人都是创客。”你必须找到合适的人，把他们聚到一起，共同解决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经过一年的策划和组织，埃贝林在家里召集了一支由7名国际黑客和程序员组成的团队，开始了一个为期两周半的封闭式编程任务。最终，他们共同研发出了“眼睛书写器”（EyeWriter，见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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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 眼睛书写器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款产品非常简单：就是一副便宜的太阳镜，上面用导线连接了一个集成了眼部识别技术和激光的小型数据包。他们将这款产品拿给当时正在住院的奎恩，并在那里进行了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测试。埃贝林的团队成员在医院外面放置了一台投影仪，将其通过无线连接到奎恩的眼睛书写器上。那天晚上，停笔6年的奎恩终于再次创作出了涂鸦作品。他通过眼部运动来控制眼睛书写器中的激光，开始在医院外面的墙壁上“绘画”。

	眼睛书写器的DIY方法和配套软件都可以免费下载。2011年，埃贝林在一次TED演讲上表示：“如今，任何瘫痪患者都可以只通过眼球运动进行交流或绘画。”他的演讲赢得了在场观众的起立鼓掌。最后，埃贝林以2个问题结束了他的演讲，他呼吁现场的观众每日自省：“如果我现在不做，那什么时候做？如果我不做，又该由谁来做？”

	埃贝林如此热衷于进行协作式探究，于是他创办了一个网站，名为“没有不可能的实验室”（Not Impossible Labs）。他希望通过这个网站帮助创新者彼此联系，并找到可以共同解决的重大问题。网站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坚信：“现如今，如果还有人认为我们不可能解决正在困扰我们的任何问题，那就太天真了。”无论你提出多么宏大的问题，世上总有人能为你提供专业的知识、技术及想象力，来帮助你找到答案，但前提是你能联系到他们。

	对于那些习惯独自解决问题的人来说，接触潜在的合作者可能需要在信任方面迈出一步。以我为例：作为一名作家，我总是喜欢独自创作。但这次创作本书时，我尝试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我在博客上发文询问是否有人愿意贡献一些有关“提问”的创意、研究或见解等。最终，十几位协作者参加了项目，他们对本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这个过程也可能引发人们的担忧或者顾虑，包括：如果我把自己的创意分享了出去，那它还是“我的创作”吗？凭什么大家会愿意提供帮助呢？习惯了独自思考，能否适应和其他人一起共事呢？

	托德·麦克霍弗（Tod Machover）是一位音乐作曲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一名负责人。他倡导在工作中进行协作式探究，并堪称这方面的大师。从风靡全球的《吉他英雄》（Guitar Hero）音乐互动游戏到观众可实时参与创作的歌剧和交响乐，麦克霍弗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协作精神。虽然他参与的几乎每一个大型项目最终都是凝聚了集体智慧的合作作品，但他强调关键是要在独自构思和与团队协作之间找到一种平衡。16

	麦克霍弗说：“尤其是在创作过程的早期，我时常需要放慢速度，独自思考一个挑战性问题。”这种时候，他会回到自己那个由谷仓改装成的音乐工作室里，享受独处时光。“作为一名作曲家，我喜欢就一个问题展开想象，甚至想象着构建出整个世界，在与他人分享这些想法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让它在自己的脑海中逐步具象化。”

	但麦克霍弗表示，总有些时候，你不得不将自己的问题带出“谷仓”，并开始与其他人合作。媒体实验室设计的初衷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的协作环境，将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人才汇聚到一起。“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自在地与他人交流，‘这就是我所热衷的事情，你愿意为我出谋划策吗？’”

	麦克霍弗的合作范围远不止实验室的其他成员。在他的一个项目中，他受多伦多交响乐团的邀请，为他们创作一首原创曲目。他却决定邀请整个多伦多市的人通过捕捉和分享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中有代表性的声音，与他共创一支交响乐。麦克霍弗说：“我想看看，当你和一群人共同尝试解决一个问题时会发生什么。”他向大众提出的协作式问题是：“你耳中听到的多伦多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许多年来，麦克霍弗始终在探索同一个本质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如何将音乐变成更具参与性的体验？因为他觉得大多数人都只是被动的音乐消费者。麦克霍弗说：“音乐无处不在，每个人的耳机里都充斥着音乐，但是很少有人在研究音乐、创作音乐或全身心地体验音乐。”20世纪90年代中期，麦克霍弗发起了一项被称为“大脑歌剧”的实验性音乐活动，该活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中所有乐器都可以供公众演奏。这些“超级乐器”散布在纽约林肯中心的四周，人们在散步经过时，可以随时互动演奏。这种乐器可以实时捕捉和处理演奏者的动作，从而创造出独特的音乐效果。之后工作人员会把收集到的声音编入后续一场舞台表演的曲目中，麦克霍弗说，这些曲子“一半来自我，一半来自公众”。“我想说的重点是，‘如果你喜欢听音乐，如果你能参与其中成为一部分去感受它，并将其呈现出来，那你就会更喜欢它。’”

	游戏《吉他英雄》也是通过识别人体动作进行音乐创作，只要玩家完成游戏任务，即使是非专业的音乐人也能创作一段专属自己的吉他曲，这一灵感就是源于“大脑歌剧”音乐实验。而多伦多交响乐的创作实验是麦克霍弗进行的另一个尝试，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探索音乐创作的协作问题。数千人参与了这次创作，许多人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将麦克霍弗提供的旋律及和弦与地铁、码头等场所的声音相融合，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音乐。最终，麦克霍弗将这些声音一起编成了一部完整的乐曲，多伦多交响乐团于2013年演奏了这首曲子。

	起初，麦克霍弗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会参与到他的实验中来，尝试与他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逐渐确信：只要你愿意将自己真正在意的事情展示在公众面前，人们就会兴致勃勃地参与进来，而且他们的创造力往往超乎想象。”

	与他人分享一个问题，就好似在发起一项挑战，总有某些满怀好奇的人对此难以抗拒。通过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你就已经迈出了关键且艰难的第一步，接下来其他人只要在此基础上往下推进就可以了。麦克霍弗注意到，当你通过分享问题来吸引他人时，“你正在以平等身份邀请协作者加入项目”。起初，那个问题看起来是你的，但很快也变成了他们的，最终，这个问题成为每个人的问题。



答案有使用期限，问题没有句点




	协作式探究有一个核心问题，虽然严格来说，这并非一个完整的提问，只是个框架。它一般表述为：“我们怎样能……”（How Might We，HMW），通常在和别人分享问题的开头使用，却被证实是商业世界中的一个相当有效的问题解决工具，并已经被广泛应用到教育等其他领域。这也证明了表述问题时的精准措辞对激发创造性思维和促进自由协作的重要性。17

	商业顾问米恩·巴萨德表示，当人们试图创新时，他们总是使用一些阻碍创新而非鼓励创造力的语言来谈论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在过去的50年里，巴萨德向众多企业传授过用HMW来进行结构化提问。“人们起初可能会问‘我们怎么会做得到呢’或者‘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但是，一旦你开始使用类似“怎么会”和“应该怎么”这类表达，那么你就在不自觉地评判：“我们真的会做到吗？我们应该做吗？”巴萨德说，通过使用“能”来进行替换，“你可以延迟判断，这有助于人们更自由地创造选项，并开辟更多可能性”。


	IDEO公司总裁蒂姆·布朗（Tim Brown）
	[image: ]表示，当他的公司接到任何类型的设计挑战时，总是会从提问HMW开始。布朗还注意到，在使用这个提问结构时，每个词对激发创造力、解决问题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怎样’（How）给出了一个前提假设，即这个问题是有解决方案的，为创新提供了信心；‘能’（Might）则表明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行或不可行的想法，无论哪种情况都没关系；‘我们’（We）则表示，我们需要以彼此的创意为基础，共同努力解决问题。”

	尽管HMW提问在IDEO公司已经使用了10多年，它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60年前的西德尼·帕恩斯（Sidney Parnes）。他当时是纽约州布法罗市创造性问题解决研究所的负责人，是一位领先的创意专家。20世纪70年代初，巴萨德在宝洁公司担任创新经理期间曾在该研究所学习，他应用帕恩斯的一些头脑风暴理念帮助宝洁的市场营销人员进行创新，当时他们正忙着推出一款香皂，欲与高露洁公司旗下的一款颇受欢迎的竞品一争高下。

	于是，巴萨德开始在宝洁公司组织HMW头脑风暴会议。这似乎打开了宝洁创意的闸门，产生了大量可能与高露洁竞品竞争的产品创意，比如后来大获成功的Coast香皂就是源于这些创意。

	巴萨德逐渐将HMW结构化思考的方式带到了除宝洁之外的其他企业，比如，科技公司Scient。而设计师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就是他在Scient的追随者之一，后来沃伦将这一方法带到了IDEO。蒂姆·布朗承认，当有人向他推荐通过HMW来鼓励商业人士创新时，“我最初不太相信，觉得这听起来有些不靠谱”。但是不久之后，沃伦说，IDEO开始在全公司范围内组织“问题风暴”会议，有700名员工一起运用这一提问方式。

	后来，当沃伦从IDEO跳槽到谷歌时，这套极具传播性的HMW方法找到了一个新的宿主。沃伦说：“我们每天都会用HMW提问。”在谷歌，这个问题几乎无处不在，从“我们怎样能基于目前的信息预测流感是否会暴发”到“我们怎样能鼓励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更自在地分享他们的生活”。HMW方法曾一度从谷歌传到了Facebook，并从此一发不可收。

	HMW方法的支持者表示，这一结构性提问方式几乎适用于应对所有挑战，而且挑战越艰巨效果越显著。但布朗说，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对一些太过宽泛或狭窄的问题就不那么有效。比如：我们怎样能解决全世界的饥荒问题？我们怎样能在下个季度增加5%的利润？他还表示，找出正确的HMW问题是一个过程，“你需要找到最佳提问点”。

	创意提问实验室 怎样让更多人喝下更多可乐18

	杰弗里·邓恩（Jeffrey Dunn）在可口可乐担任高管期间，上述这个“不怎么美好的问题”就是可口可乐含糖软饮料营销的关键。当然，可口可乐并不是唯一一家秉持这一理念的公司。作家迈克尔·莫斯（Michael Moss）就曾透露，整个休闲食品行业一直都专注于通过提出巧妙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来推动高盐、高糖和高脂肪产品的消费，而与此同时，美国的肥胖问题日益严重。如今，作为主营胡萝卜的Bolthouse Farms的负责人，邓恩已经转投更健康的产品领域。该公司开创了“迷你胡萝卜”营销的先河。起初是因为一位当地种植者厌倦了扔掉畸形或粗糙的胡萝卜，于是他就想：“如果我把它们的皮削了，再切成完美的迷你胡萝卜，那会怎样？”在Bolthouse Farms，邓恩一直在推销迷你胡萝卜，他试图通过将这种小胡萝卜做成小包装脆爽零食进行推广，来回答他新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像推销垃圾食品一样推广迷你胡萝卜，那会怎样？”

	虽然，本书将“怎样”阶段作为创新性提问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最后一个阶段。因为，即使你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提问也不会结束。

	成功的提问者在获得某个“答案”之后，会迅速回归到提问状态。通常，他们会质疑自己已经找到的答案，认为这些答案也许并非最终的答案。我们对于已经找到的解决方案也总会有进一步优化和拓展的空间或需求，甚至可以将其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菲利普斯可能很满意自己设计的高级假肢，但从他的角度来看，这款假肢只解决了部分截肢者的问题，即那些有能力支付几千美元来购买这款产品的人，而非所有人。菲利普斯的愿望是，能为发展中国家的截肢者提供只要100美元的高性能假肢。而且他还特别关注那些在地雷爆炸事件中的幸存者。于是几年前，他针对一款新型平价假肢开始了新一轮的“为什么”“如果”类提问。当我最后一次和他沟通时，他还在“怎样”阶段不懈努力。

	米克·埃贝林也发现，他很快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与眼睛书写器相关的一系列新问题上了。最初，眼睛书写器对奎恩来说非常适用，他通过快速眨眼就可以控制这台机器。但是之后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随着病情的恶化，奎恩的眼部肌肉开始退化，他很难再继续快速眨眼了。于是，埃贝林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比如：“如果我们能找到其他方式来控制激光，那会怎样？如果能够通过思维而非眨眼来控制呢？”

	创新就是在如此循环往复的提问过程中产生的，即使是那些最终取得巨大成功的创新也不例外。在每个成功故事中，总会蕴含着一个新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解决，或是挖掘原始成功的新机遇。我们的确用这种方式成功地解决了X问题，但如果我们能继续用它解决Y问题，那会怎样？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持续发现并提出新问题的责任往往落在了领导者身上。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的那样：成为一名提问型领导者并非易事，但在当今的商业世界，这可能是唯一的领导方式。

	提问力进阶Tips

	1．构思一个想法最基本的方式就是，把它写下来或做出来。

	2．在测试中持续学习，是应对不确定状态的关键。

	3．与和自己背景、文化经历、技能不同的人合作，能够激发创造力。

	4．分享问题是邀请合作者加入的有效方式。

	5．在最佳时机使用HMW提问法，有助于促进开放式协作。





	[10]一个人是否聪明不是由其智商决定的，而取决于其认知工具的多样性！斯科特·佩奇在《多样性红利》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多样性视角、启发式、解释和预测模型4个认知工具箱框架。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11]作为享誉国际的创新设计公司IDEO的总裁，蒂姆·布朗通过其经典著作《IDEO，设计改变一切》带领我们深度了解“设计思考”。设计思考是用简洁纯熟的技巧去建造、制作和沟通复杂构想的一套有体系的做事方法。跟随这本书，你会发现，设计思考不仅改变你我的生活，更可以改造组织、激发创新。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第三部分 用提问重塑AI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06 维度1，让自己成为AI时代的“首席提问官”经常提问的领导是无能的领导吗？领导者该问什么、不该问什么？耐克是运动鞋公司，还是数字设备公司？站在竞争对手的角度想：怎样能让我们公司破产？



不急着立刻给出答案，做“首席提问官”




	在《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英文第一版于2014年面世以后，我在网上给自己打上了“提问学家”的标签。之后，便有很多“患者”找到我，他们大多来自企业、非营利性组织、政府机构和学校。

	这些来自不同机构的领导者正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瞬息万变的世界让他们震惊不已，比如科技的快速创新、职场观念的转变等。所有这些变化使领导力的本质内涵正在急剧蜕变。

	一位高管透露：“我们在公司沿用百年的传统做法忽然不管用了。”公司需要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建立的政策和程序。但是如何在保持公司特色的同时实现转型呢？如何让已经习惯固有模式的员工开始质疑这些方式并愿意尝试新方法呢？这位高管不仅在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时秉持着开放的态度，而且对于没有答案的问题也保持着开放坦诚的态度。

	令我惊喜的是，我遇到的很多领导者都抱有类似的态度。即使我过去的研究表明，发明家、革新者和创造者往往天生善于提问，但我对传统商业领袖的印象却与之不同，这或许是因为阅读了太多明星CEO的报道而形成的刻板印象。在我眼中，传统的领导者都有一种永恒的特质：坚强、执行力强、魅力超凡、自信（甚至到了有些趾高气扬的程度），最重要的是果断——我印象中的领导者能够毫不犹豫地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无论发生什么，典型的领导者都会有解决方法，他们仿佛天生就知晓一切。即便真有不知之事，他们也可以依靠那永恒的“直觉”做出判断。

	但是如果这个领导模式在当今世界行不通，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将这个问题抛给了许多致力于研究、培训和指导领导者的人士，包括高管教练、管理顾问、前CEO。他们给我的大多数回答是：的确，对领导者的要求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而提问能力是这场变化的核心。但是大多数领导者尚未做好应对这场变化的准备。

	硅谷创意策略顾问公司Jump Associates的德夫·帕特奈克（Dev Patnaik）表示：“如今，领导者们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成为组织的‘首席提问官’。”该公司服务的企业包括塔吉特百货、耐克和一些科技初创公司。帕特奈克提醒说：“多数领导者首先需要意识到的一件事是，他们其实根本不擅长提问。”1

	这似乎并不出人意料：很多领导者接受的训练或环境熏陶使他们认为，表现犹豫不决会被视为能力欠缺。他们最好表现出自信，信赖商学院的教条、过往经验和直觉。

	然而，这种领导方式已经不适用于如今的VUCA环境，即一种前所未有的具有波动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世界。2在这种动态的环境中，我们不能只依赖商学院那一套过时的理论和过往的经验。因为它们在新的环境中可能适用，也可能不适用。领导者昨天还笃信的种种“答案”，可能在第二天就过时了。

	至于直觉，当今大部分的科学研究表明，依赖直觉并非重大决策的可靠方式，进行缜密分析并权衡多种方案才是最有效的做法。那么张扬的做法呢？过度自信和强势作风在某些时候仍可被视为一种优势，但在当下瞬息万变的工作环境中，员工们对于专制的老板或“下命令式”的传统领导方式并不买账。这时，张扬就是一种负担。

	提问新思维

	领导者需要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新的领导力特质涵盖灵活性、开放心态、好奇心、谦逊态度，以及主动提出并持续探索那些宏大的、开放的、无既定答案问题的意愿。美国最大的面包连锁品牌Panera Bread的创始人和前CEO罗恩·谢赫（Ron Shaich）说：“如今，领导者们的首要任务是探索未来。”同时他还补充道，提问是“在未知领域中导航的工具”。3

	在探索新机遇和可能性的过程中，善于提问的领导者还通过探询向员工学习并激励团队。随着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逐步让位于协作式的管理风格，谷歌的前高管教练和领导力总监大卫·B.彼得森（David B. Peterson）认为，领导力“更多的是影响力而非控制”。4领导者不能只是简单地命令团队攀爬高峰，而是要团结、指导，并全力支持团队达成目标。

	通过有效提问，领导者可以识别出团队成员可能正在面临的挑战，也可以从第一线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并将其转化为高管层的决策依据。领导者如果能够把提问文化发展为企业文化，就可以鼓励全公司的员工独立思考和相互协作，这正是企业在VUCA时代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这并不是说这种新型的领导模式目前已成为普遍做法。相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依旧在很多组织中大行其道。当然，这种方式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企业认为它们正陷于领导力危机之中。5

	这场领导力危机表现为CEO和政界人士的丑闻频发、教育体系的溃败失能、企业渎职和政府停摆乱象，以及从人道主义危机到职场性骚扰等一系列问题的防治失效（甚至应对失当）。用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力中心主任德博拉·安科纳（Deborah Ancona）的话来说：“近来，领导力舞台上演的，恰似一种政治悲剧，充斥着腐化堕落、脱离现实且优柔寡断的领导者。”6讽刺的是，这种领导力危机竟发生在如今这样一个领导力相关资讯比以往更易获得的时代，市面上成千上万的关于领导力的建议、文章和博客随处可以浏览查阅。

	既然“如何成为一名领导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此之多，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更好的结果呢？现任西北大学凯洛格高管领导力学院院长、金宝汤公司（Campbell Soup）前CEO道格拉斯·科南特（Douglas Conant）解释说，成为一名好的领导者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要从自我质疑开始。7

	这意味着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想清楚“为什么我要成为领导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发展并阐述自己的领导哲学和策略”，那么各种领导力建议也不会起多大作用。想清楚这些有助于建立坚实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基础，支撑领导者完成实际工作。

	但科南特表示，大多数领导者并未夯实这种思想上的根基。很多人在晋升途中并没有想过在顶端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的崛起是行动力、野心和灵活的权谋相结合。作家威廉·德雷谢维奇在其关于领导力的著作中指出，一些领导者之所以成为领导者，往往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其所依附的任何等级体系中攀爬权力的梯子”。8

	当领导者身居高位又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实践科南特所说的“凭直觉领导”。他们可能会参加培训课程，或者快速阅读一些领导力文献，但这些“外部”建议并没有很好地被践行，因为他们“内部”的自我提升工作还没有完成。

	凭直觉领导一直是一个问题，在当下社会更是如此。VUCA环境的压力让领导力危机发酵得更为迅速。如果领导者不能未雨绸缪（因为他们没有提前充分考虑这些挑战），问题很快就变得更加复杂。科南特说：“他们要么走捷径取悦股东，要么编造半真半假的说辞暂时安抚员工。”直到他们编造出的整个空中楼阁轰然倒塌。

	那么，一个领导者或者一个渴望成为领导者的人，如何避免这个陷阱呢？科南特和其他领导力专家建议从几个简单但关键的问题开始。



为什么我要选择去领导




	通常，有志于成为领导者的人往往只会关注他们能从领导职位中得到什么（如地位、荣誉、金钱），而没有考虑驱动其领导抱负的是否有更宏大的目标，或者说，他们并未明确这个目标究竟是什么。现在对领导力的要求是如此之高，除非一个人有超越个人野心的使命感，除非他喜欢与他人交往并领导他人的实际日常工作，否则从长远来看，这种追求可能不会令人满意，也无法坚持下去。

	作家苏珊·凯恩（Susan Cain）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如今高校与入学新生都已经变得过度关注领导力。学校希望被视为培养领导者的摇篮，而学生都希望成为领导者。但正如凯恩所指出的，双方对领导力的定义似乎都很肤浅，都是基于一个学生能罗列多少成就，或者这个学生担任过多少社团主席。这给人一种感觉，即总体目标是“为了掌权而成为领导者，而不是从学生深深关心的事业或信念的角度出发”。9

	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以服务为使命而不是以地位为目标的领导者。凯恩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如果我们对未来的领导者说，‘除非你非常热爱领导的工作内容，否则不要担任这个角色’，那会怎样？”将凯恩的问题重新表述为一次“自我提问”，任何想要在团队中担任领导角色的人都应该首先问自己：

	· 我为什么要领导这项事业或这些人？

	· 他们为什么要让我领导他们？

	如果对于第一个问题，你有一个很好的答案，那这个答案可能也适用于第二个问题。比如，一个学校的校长可能会这样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要领导学校是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如何激励学生和支持教师。这个答案碰巧也是第二个问题的好答案，因为谁不想要一位拥有如此远见的领导者呢？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校长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更侧重他自身，比如“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我有资格做这所学校的校长”，那这对于第二个问题来说就是一个糟糕的答案。

	在思考“为什么我要选择去领导”这个问题的时候，值得铭记于心的是，如今的领导方式越来越像一种交际运动。随着有距离感的、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的管理方式逐渐让位于亲临一线的管理方式，领导者这个角色更需要软技能：善于倾听、有效沟通和指导。此外，它更需要一种在领导层中往往很缺乏的品质：谦逊。

	著名的组织心理学家托马斯·查莫罗-普雷姆兹克（Tomas Chamorro-Premuzic）观察到，过去人们“自然倾向于选择以自我为中心、过度自信且自恋的人作为领导者”，这背后是因为我们“通常把张扬的自信误认为是能力的标志”。同时他又指出，男性往往是这种认知偏差的受益者。10

	过度自信会滋生傲慢，进而影响一个组织的文化。一项关于“高管傲慢”问题的精彩研究发现，这个问题往往始于领导者展现的过度自信（这本是人们对他们的期望，甚至刻意将他们训练成那样），然后伴随而来的是其他更具危害性的行为，包括过度干预他人工作的倾向，出错时责怪他人，把分歧看作对个人的冒犯，藐视规则及自我美化。11

	领导者的这种行为从来都不是可取的，而在今天，它几乎注定会走上失败之路——因为它往往与员工们愈加重视的共同协作、持续创新和员工忠诚度／留任率的需求背道而驰。

	尽管如此，领导者仍然必须“展现自信”以赢得追随者的信任。因此，当今领导者需要在自信与谦逊之间把握平衡：既要敢于质疑自己的判断、尊重他人的需求、分享荣誉，同时也要展现出权威、果敢和坚定的信念。正如科南特所说：“我必须乐于承认自己可能没有答案……但同时也要相信我能帮助大家找到答案。”

	当家具设计和制造公司Steelcase的前CEO吉姆·哈克特（Jim Hackett）首次执掌这家公司时，他很纠结自己作为领导者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想知道：“CEO应该是什么样子，又该有什么样的感觉？”12

	哈克特最初关注的是一些错误的问题。他过于在意别人（尤其是控股家族）对他的要求或期望。但渐渐地，当他思考自己的定位时，他得出结论：领导者的主要工作在于为组织的发展方向及路径提出一个清晰而独特的见解。这种清晰的愿景通过深刻的反思和不断质疑才能获得，并需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

	哈克特告诉我，他认为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中，深入思考是一门失传的艺术。他说：“人们过度强调完成任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思考和行动之间的平衡到底在哪里被打破了？”在Steelcase，哈克特试图强调，甚至专门开设课程教授行动之前进行批判性思考和质疑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训练自己学会提问，”他说，“我们必须培养自己这样做的习惯。”

	然而，你应该提出些什么问题呢？对于那些喜欢提问的人来说，在当前的挑战和市场条件下，最困难之处可能在于如何找出特定组织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尽管这些关键问题因企业而异，但最佳的切入点始终是最基本的层面，即围绕企业目标展开。

	创意提问实验室 你的那个网球是什么13

	在线存储服务Dropbox的创始人德鲁·休斯敦（Drew Houston）认为，所有想成为企业家的人都应该尝试回答上述问题。“最成功的人都痴迷于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件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休斯敦说，“这让我想起了追逐网球的猎犬。”为了提升你成功的概率，“先找到你的网球，那个吸引你的东西”。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认为，企业家可以通过自问来寻找方向：有什么事情是我坚信不疑但几乎没有人认同的？如果自省不起作用，那就试着四处看看。服装行业的连续创业者布赖恩·斯帕利（Brian Spaly）建议：“每当你遇到让你沮丧的服务或客户体验时，问问自己，‘这是一个我可以解决的问题吗？’”最后，不要只关注那些与利益相关的问题：消费者会为此买单吗？创业教练戴夫·卡什（Dave Kashen）认为，对于任何新项目，人们更应该问：它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吗？



我们公司到底在做什么业务




	几乎每个公司都会承认，他们做生意是为了赚钱，这样他们才能继续做生意。但如果你追溯它们的起源，就会发现大多数公司成立的原因要比这复杂得多。书中提到的许多公司，比如耐克、爱彼迎、Panera Bread、奈飞等，最初都是为了满足一种未被满足的需求，让我们生活的某些方面更轻松、便捷、愉悦。大多数杰出公司的成立带有一种早期的使命感，为了回答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

	但这一创业初心往往会被时间掩埋。通过反复追问“为什么”，企业得以重新发掘被掩埋的动机。即便在它被挖掘出来之后，这种使命感也需要被重新激活、焕发活力并再次变得有意义，那此时提问同样能发挥作用。

	有时，我们需要一个局外人点破领导者应该思考的基本问题。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尤善此道。德鲁克曾说过，他最大的优势是“保持无知并提出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往往看似简单却直指本质，比如“你的客户是谁，你从事的是什么业务”。14

	例如，在试图回答有关企业定位与存在意义的基本问题时，家具零售商可能会说其目的是向人们出售家具。但他也可以将自己的更高使命定义为：让那些预算有限的消费者的生活变得时尚，或者让人们能够通过家居装饰来展示自己的创造力。做到这一点是很微妙的，广告有时会给企业附加空泛的或矫饰的使命。但是，如果一家公司的领导者能足够深入地思考并充分审视公司的发展历程、核心优势以及服务对象，他们通常会在公司的创业初心中发现一个更有意义、更真实的使命。

	为了发掘这些内部价值，管理顾问山下基思（Keith Yamashita）敦促企业领导者们回顾过去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公司在历史黄金时期，呈现的是什么样的特质？山下基思认为，在公司的黄金时期，公司的核心价值观通常会闪耀出夺目光彩。但有时我们仍需要回顾过去，以重申公司的崇高使命，并不断问自己：我们本质的核心特质究竟是什么？15

	当一家公司发现自己处于剧烈变化之中时，了解这一点变得尤为重要。数字革命迫使许多组织重建和重新制定战略，有时还将他们推向不熟悉的领域。一家弄清楚了自身定位与存在意义的公司，才更有能力处理那些令人不安的新问题，比如：我们现在究竟从事的是什么业务？

	几年前，耐克的领导者注意到，数字技术给跑步者等运动员带来了深刻的变化。16他们发现运动员在跑步时会手忙脚乱地使用各种设备，诸如心率监测器、音乐播放器等。耐克随即进入经典的“为什么”追问模式：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在考虑“如果……会怎样”的可能性时，一个想法出现了！开发一种与耐克跑鞋联动的智能网络设备，来覆盖跑步者的多元需求：从测量距离、追踪进度，到音乐激励，甚至可以与其他跑步者互联。

	但是如何去落实是另一回事。耐克是一家专做运动鞋的公司，而不是数字设备制造商。耐克时任CEO马克·帕克（Mark Parker）最终与乔布斯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这不是一件易事：乔布斯最初直言，帕克应该专注于自己的球鞋。17最终两家公司合作推出了一款名为Nike+的产品，将耐克跑鞋无线连接到苹果iPod设备上，该设备又连接到一个网站上，使跑步者能够实现音乐定制、跑步进度和健康数据追踪，以及与其他跑步者交流和寻找跑步伙伴等全方位需求。

	对耐克来说，新产品帮助他们跳出框架来思考问题。耐克随后推出了一系列科技和通信产品，逐渐蜕变为兼具技术基因与制鞋传统的创新企业。所以如果你问，耐克到底在做什么业务？答案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何种形式，它的核心使命一直是满足运动者的生活需求。

	耐克并不是最近唯一一家经历这种转型变革的公司。如今，越来越多的领先公司，诸如苹果、奈飞、亚马逊等都通过突破原有专业领域获得了更大成功。在VUCA市场环境中，将企业推向今日成就的方法，未必能引领其迈向更高层次。今天的领导者必须具备足够的灵活性，在应对剧变的同时，又能坚守自己的核心身份认同：我们如何才能在不牺牲自己本色的前提下实现转型？



当公司成长缓慢时，你该问什么问题




	一旦你开始探索成为领导者的动机和组织存在的意义这类基本问题，那么领导者的问题可能会生发出无数的方向，或关于战略和商业哲学，或关于未来的假设性问题，或聚焦当下实际问题。一个组织的核心问题往往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和领导者的具体愿景。

	但是，由于这本书是关于“好问题”的，即那些能够脱颖而出、重塑思维方式并指导你行动的关键问题，所以我认为若能向顶尖领导者和领导力专家询问那些曾令他们为之振奋的关键问题，或许能获得宝贵启示。以下6个问题可供参考。

	关键问题1：如何才能成为一家能够颠覆我们自身的企业18


	领导力大师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
	[image: ]曾说过：“管理者关注的是底线，而领导者关注的是地平线。”19当代领导者必须是未来主义者，能预测尚未显现的变革，尽管可能距离这些变革的发生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要尝试预测尚未存在的潜在威胁。

	在这一点上，推测式探究可以发挥作用。纽约著名餐厅经营家丹尼·迈耶（Danny Meyer）就喜欢问这样的问题。他会邀请你一起设想一个未来的致命竞争对手。比如：这个对手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他为什么比我们有优势？想清楚这些问题后，你可以考虑如何让自己更像那个未来的对手，或者至少思考出防御对手的方法。

	关键问题2：如何才能成就一番有影响力的事业，而不仅仅是经营一家公司20

	如今，明智的消费者和有才华的员工都会被那些超越产品本身、真正代表某种价值观的品牌和公司所吸引。培尔视界（Peer Insight）的顾问蒂姆·奥格尔维（Tim Ogilvie）建议用这个问题来思考如何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一项有意义的事业，这可以激励员工，并与客户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的措辞。这个问题的重心落在“成就”一番事业上，而不是简单地“砸钱”。这要求企业通过持续不断的投入（体现在企业行为、政策和实际贡献等方面），以支持一项有价值的事业。理想情况下，这项事业应该是该公司能够独一无二地引领和支持的事业，这样才能让这种联系显得自然，比如，致力于为饥饿人群提供食物的食品公司。领导者应该评估公司的独特优势和核心价值观，然后将其与世界所需的某种需求相匹配。

	关键问题3：如果我被踢出局，新上任的CEO会怎么做

	在英特尔公司发展的早期，这家微处理器制造商曾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英特尔一开始是做计算机存储芯片起家的，但是随着存储芯片业务逐渐下滑，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安德鲁·格鲁夫（Andrew Grove）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不得不决定将公司的重点转移到更有前景的领域。然而，他们很纠结：芯片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没有芯片，英特尔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之后格鲁夫问他的合伙人：“如果我们被董事会踢出局，你觉得新CEO会怎么做？”格鲁夫和摩尔认为，新的领导者不会对日益衰退的内存芯片业务怀有情感羁绊，很可能会果断放弃这块业务。于是他们如法炮制，将英特尔的重心转移到微处理器上。这为公司随后几年业务的显著增长奠定了基础。21

	当公司面临颠覆性变革的时候（如今哪家公司不面临着这样的变化），陈年旧习和一贯传统有时候会阻碍公司发展，而领导者也难免受制于自身认知的偏见和惯性思维。那突出重围的一个办法就是以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创意提问实验室 为什么信用卡不能适用于每个人22

	Twitter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是一位信奉“质疑一切”信条的商业领袖。当他得知自己的朋友、玻璃厂设计师吉姆·麦凯尔维（Jim McKelvey）因为无法接受一位潜在客户的信用卡支付而失去了一笔2 000美元的交易时，多尔西就在想：为什么只有公司才能接受信用卡支付？为了取代笨重、昂贵的读卡设备，多尔西与麦凯尔维合作，设想了一种易于使用的替代方案：如果只需要一台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就能刷信用卡呢？那“如何”实现这一点呢？多尔西及其初创公司Square的设计师设计了一个小塑料插头作为读卡器（可轻松插入智能手机插孔），并配以简洁直观的App交互界面，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应用来访问。Square以及多尔西早期创建的Twitter的优雅简洁是缜密探索的结果。多尔西坚信，好的设计是通过不断问“我们真的需要这个吗？”“还能再精简什么？”来去除不必要设计的。

	关键问题4：我们应该停止做什么23

	在很多组织中，既有的项目和流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领导者往往倾向于增新而不减旧。彼得·德鲁克认为，为了对抗这种增长，领导者必须经常问自己：我们应该停止做哪些事？德鲁克将这种筛选做法称为“系统性放弃”，并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防止公司资源过度分散，并有助于识别和淘汰不再有效的政策。

	当试图确定哪些政策或做法需要废除时，要询问那些必须面对这些政策的员工。商业顾问莉萨·博德尔（Lisa Bodell）建议赋予公司员工决定权：你最想废除哪条愚蠢规定？但博德尔表示，一定要提供一些指导原则，因为有些规则可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废除它们可能触犯法律。24

	关键问题5：我们如何才能产生新想法，并进行可靠的测试25

	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公司领导者来说有些违反直觉。他们倾向于从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是“进行实验”。极具影响力的精益创业理念提出者埃里克·里斯指出，任何组织将新想法落地的最好方式就是建立一套可靠的用于测试和完善这些想法的系统。

	那么，如何让组织更好地进行创新实验呢？首先就要摒弃“投放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必须是完美无缺的”这个执念；相反，要在有限的阶段中挖掘新创意，并着重于在每个阶段实现认知提升与方案优化。考虑到这一点，里斯说：“你需要倒推到最简单可行的载体，即最小可行性产品，然后进行测试，从而获取关键认知。”

	在你采用更复杂的精益创业方法之前，仅仅这一个改变就能帮助你发掘组织中本就存在的创造力。“大多数公司都有很多想法，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证实这些想法是否有效，”里斯说，“如果你想让这些想法成熟，就应允许员工进行更多的实验，这样他们就能自己找到问题的答案。”

	关键问题6：我的大脑怎样才能换一种方式思考呢26

	这个奇怪问题的灵感来自英国喜剧团体Monty Python成员约翰·克利斯（John Cleese），他也因创造力讲座而闻名。克利斯曾谈到，每个人都需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即一个隐蔽的、安静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长时间地躲避纷纷扰扰，以便不受干扰地思考。


	这对领导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往往对自己的时间有无穷无尽的要求：亟待决策的事项、接连不断的会议、不容拖延的电话。面对所有这些压力，领导者必须设法挤出时间，放慢脚步进行思考。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说：“我坚持每天留出大量时间，仅仅是为了坐下来思考。”27巴菲特的商业伙伴查理·芒格
	[image: ]证实，巴菲特的日程表上有几天只写着“理发日”，没有其他安排。在那些日子里，巴菲特只会理个发，然后把一天剩下的时间都用来思考。

	巴菲特等成功领导者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表明，“反思能更好地带来创新、战略和执行力方面的洞察”。28波士顿咨询集团认为，对于那些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紧急事务的领导者来说，要暂停“救火”工作，关键是让大脑换一种方式运转，即多思考那些能连接想法、寻找意义、剖析问题的本质、构想未来可能性的问题。

	“当领导者声称他们没有时间思考时，那纯属扯淡，”道格拉斯·科南特说，“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早起一小时。”科南特的秘密花园就在他家的花园里。在那里，每天早上他都会雷打不动地一边品味咖啡一边沉思关键问题。“你总能设法挤出时间，但必须严格守护这段时间。”他补充道。

	创意提问实验室 如果是女性拥有先行权呢29

	惠特妮·沃尔夫·赫德（Whitney Wolfe Herd）发现，在线约会服务体验令人失望（她之前在约会软件Tinder工作过）。因此，赫德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诊断性问题：在线约会系统存在哪些问题？她觉得现行在线系统对女性不友好，因为她们在与男性的在线互动中缺乏控制权，有时可能会遭到骚扰。基于这一观察，赫德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问题：如果只有女性可以主动发起对话，那会怎样？随后，她设计推出了约会软件Bumble，规定女性始终拥有开启对话的先行权。如今，Bumble已经成为颇受欢迎的约会软件。赫德采用的典型两步提问法首先是针对整个系统提出大胆而深刻的问题，然后是通过设想“如果……会怎样”来探索可能的解决方案。

	在收集领导者常用的精彩提问时，我也研究了哪些问题是领导者应当避免提问的雷区。以下几类问题尤为突出，它们明显充斥着虚假和消极否定的情绪，更像是以提问形式表达批评或抱怨。

	雷区问题1：到底是怎么回事

	领导者经常会不自觉地抛出类似的问题，比如：出了什么状况？为什么行不通？……这种基于问题缺陷的询问一般都是商业讨论和会议的起点，正如欣赏式探究的提出者大卫·库珀里德所言，关注优势并使用积极语言来提问对组织而言远比消极导向的提问更有益处。库珀里德认为，如果领导者所提出的问题总集中在困难和弱点上，整个组织就会陷入缺陷思维的泥潭而错失发展机遇。30

	最好的做法是使用旨在发挥优势和实现目标的问题。我们做得好的地方有哪些？我们如何能够在此基础上做得更好？理想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更接近这个目标？

	雷区问题2：这是谁的错

	这个问题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寻找替罪羊上，但实际上，任何失败或问题通常是多方责任共同导致的。一个更好的提问方式是：“我们如何共同努力来弥补我们的弱点？”这样既能识别出一个组织的薄弱环节和需要改进的领域，又不会过度纠结于追责。

	雷区问题3：我们不是已经尝试过这个了吗

	这个问题也可以是：“你认为这样做会有效，但为什么以前没成功？”领导当然可以对提出的策略进行质疑，特别是如果类似做法之前已经被尝试过，但提问的语气至关重要。这种措辞显得居高临下，甚至有些消极。它似乎隐含着所有问题都已被充分考虑，并且由于某事曾被尝试却未能成功，故不应再予考虑。这种思维忽视了一点：某些想法在过去未能奏效，并非因其本身存在问题，或许是由于时机不当或执行不力所致。更好的提问方式应该是：“如果我们现在再次实施此方案，将会有哪些新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带来什么结果呢？”



如何让年轻人勇于提出疑问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领导者如何开始提出更多、更好的问题。然而，领导者该如何激励组织中其他成员更积极地提问呢？通常来说，最好先考虑“为什么”而不是“如何做”。领导者希望在整个公司中鼓励积极提问的动机是什么？是否存在不这样做的理由？

	现今，企业领袖谈论“培养好奇提问文化”的重要性已成为一种时尚，似乎每家企业都应该努力营造这种氛围。但不可否认，仍有某些领导者更习惯那种不容下属对政策和做法提出质疑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作为一个提问文化的倡导者，我有时会问领导者：“如果你的员工开始提出更多问题，你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问题不应被忽视，因为这样只会让提问者感到沮丧，与培养提问文化的初衷背道而驰。还有另一种情况需要考虑：如果你不喜欢员工提出的问题，该如何处理？

	如果领导者对这两个问题感到困惑，这意味着他们尚未真正理解提问文化带来的连锁反应。如果一位领导者喜欢对他的员工说“我要的不是问题，而是答案”，或者类似的说法“不要给我问题，给我解决方案”，这可能表明他们对处理意料之外的问题、令他们不适的辩论和不确定性的事情缺乏容忍度。

	因此，为什么要任由员工提出一系列问题呢？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推动创新，许多公司现在需要从多个渠道获取新想法。来自各个层次的人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审查程序和流程的经理，还是在一线发现低效问题的工人，都能带来重要的变革和改进。苏格拉底曾说：“众人的智慧永远超越个体。”31唯有激活组织的集体智慧，企业才能变得更智慧、更高效。

	第二个原因是，提问是应对变化的有效工具。如今，每个组织都不得不面对快速且持续的变革。如果员工能够在工作中提问并学习，企业就能更好地适应并生存下来。

	更进一步说，杰出的领导者期望员工感到满足和充实，哪怕仅仅是为了降低离职率。在工作中感到充实的一种方式是学习，事实上，研究表明，如果停止学习，许多人可能会选择离开工作岗位。若要促使组织内员工持续学习，就必须赋予他们探索、好奇和提问的自由。

	因此，领导者在组织中鼓励提问确有深层次原因。这些原因非常有说服力，特别是对于那些专注于应对未来未知挑战、希望激发组织内所有成员创造力并提升员工幸福感的组织。

	在培养提问文化方面，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必须从高层开始，无论是教室里的教师、家庭中的父母，还是公司的CEO。研究表明，好奇心往往在鼓励提问的环境中才能茁壮成长。32

	在担任金宝汤CEO期间，道格拉斯·科南特通过走访公司并沿途驻足提问的方式有效地展示了提问的重要性。不妨将这种方法称为“流动式探究”（ambulatory inquiry）。这种亲临一线、密切接触的方法可能对忙碌的高管而言颇具挑战性，“许多管理者以忙于处理‘正经工作’为由推脱这类互动，”科南特说，“但这才是真正的工作。”


	流动式探究应该问些什么问题呢？在与员工直接沟通时，作为提问的领导者应该选择开放式问题，并且要满怀兴趣和好奇心。已故组织发展专家、“企业文化理论之父”埃德加·沙因（Edgar Schein）
	[image: ]在《谦逊的问讯》（Humble Inquiry）中强调，领导者应避免使用“诱导式提问、反问式提问、令人尴尬的提问或伪装成提问的论断式提问”。33

	作为一位善于提问的领导者，当他直接与员工沟通时，不仅能够协助员工，还能为管理者提供运营组织所需的关键信息。沙因观察到，困扰大多数组织的一个问题是缺乏向上沟通。“基层员工了解很多可以改善工作环境并增加安全性的信息，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选择沉默。”沙因指出，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方法是领导者直接与下属沟通，并表示出“我真心感兴趣，并且会认真倾听”。沙因补充说，除非更多领导者采取此举措，否则我们将“持续发生事故和生产低质量的产品，只因这些信息没有浮出水面”。

	事实上，流动式探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不要直接问“发生了什么问题”，最好用“挑战”来提问。你可以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询问：“在这个组织中，你在这个岗位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或者以一种更具体的方式询问：“在这个项目中，最棘手的挑战是什么？”这两种类型的提问都有助于确定需要改进的地方，并为收尾问题做铺垫：“我可以帮忙做什么？”34

	当不经常出现在公司时，善于提问的领导者应该寻找其他方法将提问融入日常管理实践。比如，可以考虑每次会议都以提问作为开场；或者公司定期设立“提问日”（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这样一来，团队可以聚集在一起探讨“我们今天可以挑战哪些既定认知”；又或者要求员工每周提出一个有建设性的问题并与同事分享。

	构建提问模型只是第一步，要让员工效仿这种行为，就必须对此进行激励。精益创业理念的创始人埃里克·里斯指出：“你为员工创建的系统和激励措施会产生促进作用。”他强调，在大多数公司中，“资源会流向那些对计划最有信心的人或没有失败记录的人”。公司应该将更多预算资源分配给那些探索未解问题、开展创新实验的员工。

	领导者还要注意那些因提问而受到惩罚的隐性情况，尽管这种惩罚可能并不明显或并非故意为之。35例如，员工可能会提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公司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好。然后这位员工被告知：既然你发现了问题，你就应该设法去解决它（而且是在本职工作时间之外）。这种回应方式直接扼杀了员工的提问意愿，毕竟大多数人并不愿增加额外负担。

	更佳的做法是与问题发现者沟通，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并给他们提供帮助，这样他们就不必独自面对这个问题了。

	企业培养提问文化的终极目标不仅是促使人们提出更多问题，更是鼓励他们提出有价值或富有创意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识别挑战或机遇，推动新思路的产生、探索改进的可能。因此，组织应该对员工进行提问技巧、方法和实践的培训。这包括教导他们如何通过提问进行头脑风暴（第2章），如何强化批判性思维（第7章），如何通过提问解决问题（第3至第5章），以及如何以有效且不具挑衅的方式向他人发问（第8章）。

	为了帮助人们在提问时更加高效，应该让他们明白，提问的目的是实现预期的目标。在商业领域，争论哲学问题或仅仅出于好奇而提问（当然，这些可以在自己的闲暇时间去做）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利用提问来推动一个能够带来实际成果的过程。因此，人们应该掌握一套提问方法，这套方法能够使创新者从萌生构想到如何将其变为现实，即从“为什么”到“如果……会怎样”再到“如何做”进行逐步思考。

	关于培养富有成效的提问文化，还有关键一点：若要确保其具有包容性和广泛性，而非仅存在于某些特权群体中，首先需认识到每个人都具备好奇发问的天性，或至少拥有这种潜力。但在现实中，总有些人不愿公开表达好奇心。在我的研究中，我惊讶地发现，这可能与权力、地位有微妙的关系。那些在特定家庭环境中长大或接受过蒙台梭利教育的人似乎更倾向于自信地公开提问；而其他处于边缘地位或性格内敛的员工则倾向于克制自己而选择沉默。

	领导者的职责在于激发团队中每个成员分享的意愿和智慧。我们不妨自问：哪些声音可能被我忽略了？我该如何放大这些声音？36根据领导力顾问玄珍（Jane Hyun）和李欧丽（Audrey Lee）的观点，这个问题有助于识别组织中可能因为种族、性别、工作年限或部门差异而被“忽视”的群体。在提问文化中，这些界限都不应成为障碍——因为伟大的问题可以而且应该来自每个人。



是否可以给使命宣言打个问号




	最后我想分享一个观点，这是我近年来与我所认识的领导者交流时经常提到的话题：如果你想向组织中的成员证明你是一位善于提问的领导者，并致力于营造一种提问文化，不妨从最具象征意义的载体开始——贵公司的使命宣言。

	哲学家罗素曾说过：“在所有事情上，偶尔对那些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打一个问号，是一件有益身心的行为。”37企业使命宣言正是这类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偶尔遭人嘲笑的存在。如果我们在使命宣言结尾加上一个问号，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正如我刚才所述，这不仅是支持质疑文化的醒目宣言，更具有深层意义。人们通常认为，公司铿锵有力的使命宣言彰显了企业自信。但对客户和员工而言，使命宣言可能产生不同影响。那些宽泛的言辞可能给人傲慢和不可尽信的印象。有时又过于平淡（例如沃尔玛“省钱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或者容易引发争议（比如雅虎“全球领先的数字媒体公司”）。这些僵化的公司宣言无助于我们判断一家公司是否真正践行着更大目标或使命。有时候这些宣言似乎宣告使命已达，这暗示着公司目前只需维持现状即可。

	此外，使命宣言似乎来自另一个时代，那时企业总摆出一副洞悉万物的姿态。在这个充满活力和不确定性的当下，何不将这种僵化的陈述句转变为一个更加开放、灵活的使命之问？使命之问同样可以具有雄心壮志，而不失谦逊底色。例如，“我们通过机器人技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可以改为：“我们该如何通过机器人技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通过将公司的使命表述为一个问句形式，向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达到那里，但我们正在路上。”它承认有可能性、多变性和适应性存在的空间。

	也许最重要的是，使命之问能够激发参与与合作。由于其本身的性质，问句会向人们发出挑战，并邀请他们参与某个想法或议题。因此，当企业使命以问句呈现，员工会本能地将其视为需要共同解答的问题。通过协作式探究来持续地回答一个大胆而宏伟的问题，似乎比必须遵循来自上级的教条规则更有生命力。无论使命宣言以问句形式还是其他形式表述，一家公司的使命都应始终接受不断的质疑：

	· 我们今天的使命是否仍然具有实质意义？

	· 作为一家公司，我们是否依然在践行这一使命？

	· 这一使命是否在持续发展并引领我们前进？

	· 我们是否在共同践行这一使命？

	提问力进阶Tips

	1．成为一名好的领导者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要从自我质疑开始。

	2．自我激励型领导者的关键问题清单：

	· 关键问题1：如何才能成为一家能够颠覆我们自身的企业？

	· 关键问题2：如何才能成就一番有影响力的事业，而不仅仅是经营一家公司？

	· 关键问题3：如果我被踢出局，新上任的CEO会怎么做？

	· 关键问题4：我们应该停止做什么？

	· 关键问题5：我们如何才能产生新想法，并进行可靠的测试？

	· 关键问题6：我的大脑怎样才能换一种方式思考呢？

	3．不适合领导者提的雷区问题清单：

	· 雷区问题1：到底是怎么回事？

	· 雷区问题2：这是谁的错？

	· 雷区问题3：我们不是已经尝试过这个了吗？





	[12]沃伦·本尼斯，被誉为“领导力之父”、组织发展理论先驱。他的领导力思想、理论与实践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精微的人文情怀、如炬的全球视野。他的著作《领导者》《七个天才团队的故事》《经营梦想》《成为领导者》，对我们了解近代西方领导力思想，认识现代组织的领导力真谛，迎接当下和未来的领导力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几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策划。——编者注



	[13]查理·芒格，对巴菲特产生巨大影响的投资巨擘。《查理·芒格的投资思想》一书用简洁、直接的方式为读者扫清了学习芒格的障碍，它既是初步掌握芒格投资思想的入门利器，也是投资者反复体悟芒格投资思想的常备读物。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14]埃德加·沙因，被誉为“企业文化理论之父”、组织心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著作《沙因文化变革领导力》中，他系统介绍了文化变革领导力的内涵、如何理解和评估企业文化，以及如何更有效地进行文化变革实践，这本书能够真正帮助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更好地了解文化、创造文化、变革文化。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07 维度2，用提问破解信息过载的危机像士兵一样思考，还是像侦察兵一样思考？如何在发展批判性思维的同时不否定自我？如何避免“无脑提问”？



我们已经到达一个信息过载的危机点




	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略显书呆子气，他曾对“亿万星辰”如数家珍。然而，除了这一点，萨根还有一个更贴近现实且与研究宇宙一样深入的课题：批判性思维。

	萨根发现，人类在思考时常常难以保持理性。他在作品中详细列举并描述了人们在思考过程中容易陷入的各种思维陷阱和逻辑谬误，这些陷阱和谬误可能导致错误的假设、糟糕的判断和决策。此外，萨根还提出了一套实用准则，他称之为“胡说八道检测工具包”，旨在协助人们更清晰地进行思考。1

	对萨根而言，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正如他在1996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所言：“如果我们不能对所听之事提出质疑……不能怀疑那些声称某事为真的人……不能对权威持怀疑态度……那么我们会沦为骗子的猎物。”2

	在数十年后的今天，萨根的言论似乎仍具有预见性。我们看到大量民众成为政客、媒体人物或萨根所言的“江湖术士”所宣扬的阴谋论和“大谎言”的受害者。即使在普通人群中，即那些没有极端观点或阴谋思想倾向的人，也普遍对什么是真实的及应该相信谁的问题感到困惑。一项研究发现，从中学生到大学生，有80%的学生无法判断社交媒体上新闻报道的可信度。3

	创意提问实验室 如何将假设转化为问题4

	要想成为一个批判性思维者，通常需要挑战自己的固有认知，跳出自己的思维圈子，并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西雅图记者莫妮卡·古兹曼（Monica Guzman）几年前就做了这样的尝试，部分原因是她厌倦了倾听社交圈里的自由派人士不停地批评特朗普的支持者，尽管他们对这些支持者知之甚少。尤其让古兹曼感到困扰的是，她深爱的父母正是投票支持特朗普的墨西哥移民。于是古兹曼组织了一次实地考察，前往附近一个县城，那里大多数居民都坚定地支持特朗普。在那里，城市自由派与乡村保守派围坐对话，就彼此的利益、关注点和价值观相互提问，结果发现彼此之间有更多共同点。通过这次经历，古兹曼及其团队意外地了解到对方的真实动机，例如，对水资源监管合理性方面的担忧极大地影响了农场主的投票。古兹曼表示：“我们彼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还补充说，在这个割裂时代，人们必须努力“将自己的假设转化为问题”。

	研究批判性思维的心理学家丹尼尔·J.列维汀（Daniel J. Levitin）指出，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信息过载的危机点。这种危机是由大量信息（其中许多是错误或带有偏见的）引起的，这让那些不愿思考或没有能力正确判断这些信息的人无所适从。“面对信息过载，我们变得越来越缺乏批判性思维，”列维汀说，“人们干脆放弃思考，抱怨‘这太费脑筋了’。”5

	然而，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正如萨根所言，如果公民在选择未来领导人时缺乏批判性思维，很可能会选出糟糕的领导人。如果无法辨别信息的可靠性，则可能听从荒谬建议，忽视基于科学和坚实证据的指引。

	如果我们无法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就很难达成共识，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正因为如此，批判性思维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这与“好问题”有何关联呢？首先，批判性思维的核心就在于提出问题——在适当的时机，以正确的心态提出正确的问题（最后一点可能最具挑战性，我们稍后会讨论）。6如果按照前文所定义的那样，好问题指的是那些能够改变思维模式并可能带来变革的问题，那么驱动批判性思维的问题显然符合这一标准。例如“我为什么相信我所相信之事”“这个主张背后有哪些证据”7和“对方持有什么观点”。若你能娴熟而频繁地运用它们，它们将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并促进你对周遭世界的理解，助你在信息洪流中明辨真伪。此外，它们还可改善你做决策时采取的方式，无论这些决策大与小。



抛弃“我必须是对的”执念




	具备批判性思维并不意味着事情就变得简单明了，因此每个人对其有不同的定义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些人强调“批判”一词，但批判性思维并非仅指挑剔或持异议。在这种用法中，“批判”指的是审慎考虑。当“批判”与“思维”结合时，强调的是追求客观性，通过客观分析和评估来实现这一目标。公正性是批判性思维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我认为这甚至超越了单纯的客观性。保持思维公正意味着你怀有良好的初衷。批判性思维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觉知，即对情境的觉知、对多元视角的觉知以及对自己的思维过程和假设的觉知。已故的理查德·保罗（Richard Paul）曾担任批判性思维基金会的负责人，他曾言：“批判性思维就是在你进行思考时反思你的思考，以便提升你的思维能力。”8

	综合考虑上述要素，我以一个好问题的形式对批判性思维定义如下：我们如何在思考时努力做到客观、公正，审慎考量证据和多元视角，并时刻保持对自身思维偏见的觉知？

	这可能是一个挑战，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审视自身的思维方式并非易事，更不用说对其进行质疑。这需要我们以客观角度审视自我，并寻找那些深藏的偏见。并且我们还要勇于质疑所发现的内容：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是否能够改变它？

	这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对某些人而言，深度思考，或者对任何事物的深入思考，都是一种想要逃避的事情。心理学家使用“认知需求”（need for cognition，NFC）9这个术语来描述一个人愿意进行艰难或费力思考的倾向。对于高认知需求的个体来说，批判性思维可能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智力挑战，但对许多人而言，它更让人头疼。

	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低认知需求的人不具备深入思考或做出良好决策的能力。如果受到足够的激励，他们也可能会迎难而上，比如，解决一个复杂问题的有形奖励。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他们倾向于走捷径，比如依赖直觉反应和表面线索，例如，“我不想花时间去弄清楚哪辆车最适合我，我干脆‘跟着感觉走’，买那种让我感觉良好的车就可以”。

	创意提问实验室 流行歌手Jay-Z会怎么做10

	安德鲁·罗西（Andrew Rossi）曾在M Booth营销公司任职，目前就职于谷歌。他发现，在头脑风暴会议中激发创造力的最佳方法之一是让小组成员从非常规的角度思考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某公司推出新牙膏，他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宜家将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另一种方法是增加奇特的约束性条件，比如“如果规定你的创意必须包含速配约会或木偶，那会怎样？”罗西的团队有时建议采纳知名艺术家或艺人的视角：Jay-Z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多莉·帕顿（Dolly Parton）会有什么看法？这种视角转换式提问可以用于历史人物，如亚伯拉罕·林肯对此将如何决策，甚至虚构人物，如阿蒂克斯·芬奇（Atticus Finch，《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主角）对此将持何态度。在商业领域，一个常见参照对象是乔布斯：简单地询问“乔布斯会怎么做”便可助你挖掘出内心的创新者。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直觉，那种面对新信息时与生俱来的思维或反应的本能倾向，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靠。正如批判性思维专家列维汀所说：“如果你根据本能做决定，那么你的直觉比你想象的更容易出错。”11

	在我们依赖本能或直觉时，可能会陷入各种思维陷阱。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证真偏差（confirmation bias），即倾向于关注能够佐证既有假设和观念的信息。此外，我们还会受到其他多种偏见和谬误的影响。比如可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会导致过度依赖容易获取的信息，而不去寻找更优质的信息；消极偏差（negativity bias）可能导致我们过分重视负面信息，例如将注意力集中在许多成功中的一次失败或事故上。

	大卫·罗伯特·格兰姆斯（David Robert Grimes）在他的著作《卓越思维》（Good Thinking）中探讨了这些认知陷阱以及其他思维误区。他指出：“仅仅意识到认知陷阱的存在就能够减少我们犯错的可能性。”12然而，要承认自己容易受到偏见和错误思维的影响，则需要改变认知态度和思维方式。



像士兵一样思考还是像侦察兵一样思考13




	为了能够理性质疑自己的思维，你必须接受自己犯错的可能性。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项挑战，因为它违背了人们通常在不加质疑的情况下捍卫自己信念的本能。这种防御性倾向会妨碍批判性思维的发展。

	为此，应用理性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Rationality，CFAR）的联合创始人茱莉娅·加利夫（Julia Galef）提出了一个有助于澄清这一观点的比喻式的精辟提问：“我是士兵还是侦察兵？”她解释说，士兵和侦察兵在心态上存在显著差异。士兵致力于保护己方、防御敌人，而侦察兵则专注于寻找和了解情况。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同样适用于我们处理信息和想法。

	侦察兵或任何类型的探险者的心态根植于好奇心。加利夫指出：“侦察兵更可能在获取新信息或解开谜团时感到愉悦。当他们遭遇与预期不同的情况时，更可能产生好奇心。此外，侦察兵非常清醒：某一特定话题的正确与否并不影响他们的自我价值。”

	换言之，侦察兵所具备的是“智识谦逊”。这种被定义为“对新观念保持开放态度，愿意接纳新证据来源”14的特质，被知名作家、弗吉尼亚大学名誉教授爱德华·赫斯（Edward Hess）所倡导，他将“智识谦逊”视为未来繁荣的关键。赫斯认为，如果人类不持续学习、实验、创造和适应，就无法与人工智能竞争。而要做到这一切，我们必须始终扮演谦逊的探索者角色。正如赫斯所言：“谦逊即新型智慧。”15

	若“旧型智慧”意味着获得高分、知识渊博、不犯错误，那么“新型智慧”则在于个体持续适应的能力。然而，赫斯提到，要具备此种能力，必须避免过度执着于自身观点和专长。“必须将信念与自我分离开来”，赫斯解释道，“必须保持开放心态，并把个人观点视为需要不断测试并根据更佳数据进行修正的假设。”

	尽管谦逊通常与软弱联系在一起，但赫斯指出，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对世界持开放态度”。他认为，我们必须克服自身固有的思维方式，战胜那个被自我意识、恐惧和战斗或逃跑反应支配的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看，谦逊可以被视为勇敢的表现。他认为，如果我们秉持智识谦逊，就能够在创新和文明对话等方面取得进展，“重点不再是孰对孰错，而是何为真相”。

	看来，克服“证明自己正确”的执念需要刻意练习。加利夫指出：“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可能在某个问题上犯了错误时，要学会为自己感到骄傲，而非羞愧；在面对与个人信念相悖的信息时，要学会好奇而非防御性抵触。”16

	提问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加利夫建议人们反思：“我最渴望的是什么？是捍卫自己的信念还是尽可能地看清世界本质？”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表达为：“我更愿意要虚幻的正确，还是真实的认知？我更愿意坚持自己是正确的，还是更愿意学习？”因为如果你固守原有立场，就会更难以进行学习，且难以对问题或情况产生深入理解。

	陷入“防御型士兵”的角色可能会以多种方式影响你。在研究企业家时，我发现最成功的人愿意根据反馈修正自己的想法；正是这种愿意承认自己的原始想法并不完全正确的坦率，才使他们变得更容易接受可能的改进。“证明自己正确”的执念也会影响人际关系，它可能会让争论和纠纷持续很长时间。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曾写道，“证明自己正确曾经是我的一大性格缺陷”17，她表示友谊会被持续的争辩和误解影响。她最终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你是想证明自己正确，还是想要和睦相处？”她选择了后者。



自我质疑三部曲：识别—理解—修正




	在摒弃捍卫个人信念的本能后，你就可以开始客观地对自我进行质疑。这一过程可被视为对自身假设的探索三部曲：识别自我，理解自我，修正自我。

	多年前，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阿尔诺·彭齐亚斯（Arno Penzias）曾被问及他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彭齐亚斯解释说，他已将提出“致命问题”作为每日习惯，即不断自省：“我为什么相信我所相信的？”18彭齐亚斯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作为每日提醒，让他“不断审视自己的假设”，从而帮助他保持开放态度，接受新思想，并在自己的领域（比如他发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取得突破。

	我们将彭齐亚斯的致命问题分解为三个部分：“是什么”“为什么”“如果……会怎样”。首先，“是什么”指的是尝试识别自己在某个话题上的偏见或假设。因此，你需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一特定问题，我倾向于相信什么？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询问周围人，以了解自身在各领域的立场倾向。

	然后从“是什么”过渡到“为什么”，我们重新回到彭齐亚斯最初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旨在探究你对这一主题可能持有的任何感受或信念的根源。通过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通过研究或与他人交流，我们可以开始评估这种信念或直觉是否经得起推敲。

	你可能会意识到这种观点是从他人承袭而来的，其根源可能在于个人背景、某段特殊经历、所处媒体环境或交往的特定人群。同时，你也有可能发现该观点缺乏实质证据支持，或者已不再适用于当前情境。这一问题如此普遍，以至于作家丹尼尔·平克建议定期自问：“有哪些我曾深信不疑的观点如今已被证伪？”19当对自身持有的某一信念进行质疑时，请勿忽视期望偏差，因为它可能导致你出于渴望而认定某事为真。20

	在审视个人信念和假设及其根源之后，尝试提出“如果……会怎样”的问题，比如“如果我对这一问题的信念或假设完全错误，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探索这一可能性时，杜克大学教授、“去偏见”领域权威理查德·拉里克（Richard Larrick）指出，这一方法之所以有效，在于“它能够引导人们关注那些通常被忽略的反向证据”。21



如何正视自己的偏见22




	只要我们能够通过自我反思、自我质疑或其他方式获得一些关于自身偏见的认知，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些自我认知。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该如何正视自己的偏见？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在某些话题上会做出可预见的反应，或者在某些问题上会倾向于采取某种立场，我们可以通过承认这种偏见并在获取新信息或做出新判断时将其纳入考量，从而对其进行掌控。我们可以问自己：鉴于我有一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会如何影响我对新信息或情况的看法？

	进一步地，你可能会提出疑问：鉴于我已认知到自身倾向于某一立场，那么我应该如何着手进行修正呢？有趣的是，解决方法正是通过强迫自己向相反方向倾斜来实现这一点，即便只是暂时性地强迫。这可通过短期接纳相反观点来达成。拉里克指出，逆向思考法在其领域属常规做法：我通常会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但那些与我持相反看法的人将如何审视此议题呢？


	当第一次从拉里克那里了解到逆向思考法时，我立刻联想到《宋飞正传》（Seinfeld）的片段。23在剧中，备受折磨的乔治·科斯坦萨（George Costanza）因为自己的决策总出错而感到沮丧。因此，他决定在做任何重要抉择之前，先问自己：与乔治观点相反的人会怎么做？这促使他去采取与平常做法完全相反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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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应用中，采取逆向思考法并非盲目遵循，因为与个人观点相悖的见解未必正确。该策略的真正价值旨在拓展思维，考虑其他可能性和信念，并有望达成一个更加微妙和平衡的立场。



这个主张之后有哪些证据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在审视个人信念和偏见时要问自己的问题。然而，批判性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所接触到的新信息、主张和观点进行分析和理解。

	首先，我必须承认：当前，由于信息量巨大，对涌向我们的信息进行审查变得异常困难。当我们对所收到的声明和新闻故事提出质疑时，若未经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则可能难以获得解答，然而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质疑的意识，并尽可能合理地提出和解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传统的媒体把关人已不复存在（无论其利弊），在当前媒体环境中，除了每个人内心中那个通过提出质疑来运作的“胡说八道检测工具包”，并无可靠的过滤器能够区分信息的良莠。

	面对无论是来自产品推销员、政客、广告还是新闻报道的主张，批判性思维者通常会询问：“这个主张背后有哪些证据，其可信度如何？”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更具体的问题，比如：“这些证据是否来自有偏见的来源？背后是否存在某种动机？”

	回答这些问题往往需要深入挖掘，以确定信息来源是否具有良好的信誉记录，或者该来源是否可能对推进这一特定主张有特殊利益。在考虑后者时，请始终问一句“谁受益”。

	提问新思维

	在信息传递中，问题常常不在于所包含的内容，而在于遗漏了什么——无论是报道不充分的新闻，还是刻意回避重要细节的推销宣传。因此，在面对可能隐瞒副作用、隐性成本和潜在风险的解决方案时，批判性思维者更倾向于询问：“他们没有告诉我什么？”值得庆幸的是，在当前信息过载时代，我们比以往更容易核实某种观点，只需搜索“X的潜在副作用”或“Y的隐性成本”就可以。然而，请谨记，对于每一个反驳意见你也要对其真实性持审慎、质疑的态度。

	当有人试图说服你接受某种观点时，要警惕卡尔·萨根所说的修辞上的“胡说八道”。萨根指出，虚假的主张和论点通常源于错误的逻辑。24因此我们关键要问自己：这是否合乎逻辑？不合逻辑的论点往往缺乏严谨的推理支撑，它们基于谬误和错误假设。例如，典型的“滑坡谬误”就是指，有人试图用自己的逻辑说服你做某些完全合理的事情其实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比如一项微小的限制最终会让你失去所有权利）。其他常见的谬误还包括“错误二分法”（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和“从众谬误”（既然大家都相信，那肯定是对的）。

	萨根在他1996年出版的著作《魔鬼出没的世界》（The Demon-Haunted World）中编撰了一份包含10多种极具危害性的逻辑谬误的清单，这部分内容被称为“胡说八道检测工具包”。一旦你熟悉了这些谬误，便会轻而易举地辨别它们。

	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提到了质疑自己信念时逆向思考法的重要性。同样，在评估主张或论点时，再次追问“这个问题的对立立场是什么”同样关键。然而，在思考“对立面”时，请记住，有时也应先问自己：“这个问题真的存在对立面吗？”列维汀指出，“人类是否真正登上了月球”这个问题就没有对立面，“我们确实登上了月球”。

	在考虑一个问题时，若认为其存在对立面，应综合考虑并评估双方观点并追问：哪方的观点更有说服力？最终可做出判断性决策，例如“我有3个强有力理由支持某一方观点，而只有1个理由支持另一方；因此我选择更具说服力的那一方。”

	勇于做出判断性决策是批判性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低认知需求的状态下，人们可能会表达：“选A有道理，选B也有道理，我无法决定！”或者：“两位候选人都有缺点，所以投谁都无所谓。”然而，批判性思维者会努力比较，并仔细权衡选择A与选择B的理由，从而清晰地看出哪种选择更合理。



如何确保自己不是在“无脑提问”25




	本章到目前为止所呈现的问题可以帮助你开始培养批判性思维，其中“培养”是关键词。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可以通过持续练习逐渐形成的习惯。它的形成并不是一件易事；实际上，它与我们某些自然本能和倾向相悖，因此有时需要自我强制进行更多训练。但假以时日，这种思维就可以变得几乎成为本能。掌握正确的提问方式当然会有所帮助。正如前文所强调的，提问的方式比问题本身更为重要，尤其是提问时所持的态度和心态。

	批判性思维者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他们必须对提问所获得的任何答案持接纳态度，即使得到的是与之前观点相矛盾的答案。实际上，真正的批判性思维者乐于被证伪，因为这代表他们学到了新知识！批判性思维者的主要目的，即提问背后的驱动力，是获取知识和深入理解。

	遗憾的是，许多人在运用批判性思维工具提出质疑和要求更多证据时带有偏见，而非以开放的心态。这正是批判性思维基金会所称的“弱势批判性思维”。26在当下这个极端分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这种行为在以观点输出为主的媒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比如，在美国，电视和广播节目主持人经常使用质疑性问题来宣传党派观点，更恶劣的是，他们会借此散布疑虑、混淆视听，甚至否认事实。例如：他们对疫苗是否有效、疫情是否具有真实性及选举是否被操纵等问题进行质询。极端者甚至质问：校园枪击案真的发生了吗？会不会是摆拍？这类质疑具有传染性，它们从电视和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言论中蔓延到网上聊天室，再渗透进学校。很快，它们就会无处不在。

	第3章提到的已故喜剧演员乔治·卡林经常鼓励观众“质疑一切”，这曾是令我深以为然的箴言。但我不禁想知道：像卡林这样严谨的批判性思维者，会如何评价当前人们质疑一切（包括质疑客观现实）的现象？

	这种鲁莽的伪质疑现象泛滥成灾，以至于“城市词典”（Urban Dictionary）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无脑提问”（JAQing off）27。它被定义为“通过提出引导性问题来影响听众，然后以‘我只是在提问题’为借口进行辩护的行为”。该定义揭示了为何人们，尤其是那些煽动性的评论家，总喜欢以伪质疑的形式提出他们荒谬的观点，因为这种形式提供了一种内置的防御机制，比如：“我只是在提问题而已！难道人们还不能提问题了吗？”28

	当然，对于一个提问学家来说，这一切自然令人沮丧。这表明，提问的力量，即这种可以挑战权威和传统智慧、引发辩论、改变观念并影响人们思考方式的力量很容易被滥用。这让我不禁思考：“质疑一切”真的是个好主意吗？

	在反复思量这个问题之后，我认为我们仍应当遵循卡林的准则：保持对一切事物的质疑精神。没有哪个话题是不值得被质疑的，即使是敏感或有争议的话题也不例外。然而，如果我们意识到，仅仅将一个想法以疑问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就会对周围的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我们提倡“负责任地提问”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提问新思维

	如何定义“负责任地提问”？以下是我个人的几点看法。在当前社会极端分化时期，当我们向周围的世界提出具有挑战性、质疑性的问题时，应该始终努力做到以下几点：以开放的心态提问，对事实保持客观尊重，怀着真正的好奇心提问。

	开放的心态我们已讨论过了，那么现在转向事实层面。质疑事实本无可厚非，科学家经常如此做，而有时候事实确实会出现错误。但重要的是：挑战主流证据的质疑者必须承担举证责任。

	哲学家罗素曾以著名的类比来形容这种情形：若有人声称有一只看不见的小茶壶在绕着太阳运行，那么应由提出者提供证据，而非期待他人证明茶壶并未绕着太阳运行。29否定主义者和阴谋论者常常提出类似“看不见的茶壶”式的问题，例如“选举是否被操纵”，然后将那些毫无根据的臆测包装成要求别人给予答复的问题。

	最值得强调的是，最好的问题和真实问题往往源自对某一事物学习或了解的渴望。如果一个问题缺乏好奇心这一关键要素，那么它可能只是伪质疑，实则为另一种观点或指控的变装。党派评论家提出的问题通常基于预设立场，而非出于好奇之心。然而，这并不仅限于评论家，我们中的许多人有时也会把主观论断伪装成问题。

	在提出质疑时，确保自己不是“随意提出”的一种简单方法是先自问一系列问题：

	· 我的问题确实是问题吗？

	· 我是否真心想了解某些内容？

	· 这个问题是否已经有答案？

	· 我是否愿意公平地考虑所有可能的答案？

	在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或许是：人们总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

	如果你游走于有政治分歧的两派人之间，你会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在政治分歧的两端，人们经常谈论批判性思维，抱怨当今世界的人们缺乏批判性思维。但双方都认为对方才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的一方。“那些其他人”才是受制于宣传、不做质疑性提问、无法做出明智判断的人。批判性思维导师、作家M.尼尔·布朗（M. Neil Browne）指出：“人们往往容易自以为‘与我意见相左的人是有偏见的，但我没有’，这是批判性思维最大的障碍之一。”

	由于许多人将质疑性提问与批判性思维混为一谈，他们常常认为：“只要我对政府或新闻媒体所传达的信息提出质疑，那就证明我具有批判性思维。”但若仅凭“提出质疑”便能使其成为批判性思维者，那意味着所有阴谋论者和地平说者都是批判性思维者（实际上，他们也正是这样认为的）。这些人未能看到或选择无视他们所持的怀疑只朝一个方向发展，他们对相反证据完全不予理会，这表明其更像是否定主义者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质疑者。

	另一个问题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的人总能在他们所处的媒体圈子中得到大量安慰和积极肯定。圈子中的成员相互应和，传播着经不起推敲的论调，并强化着“我们是正确的，其他人都是错误的”的集体幻觉。正如科学作家凯瑟琳·舒尔茨（Kathryn Schulz）所指出的那样，“犯错时的感觉与正确时毫无二致”。30

	这是否意味着试图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努力注定会失败？未必，只要我们能在人们形成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养成不良思维习惯（比如弱势批判性思维）之前对他们施加影响，情况就不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将批判性思维教学纳入教育核心课程才是明智的做法。但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甚至对此束手无策。

	对于一些人来说，甚至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希望学生掌握批判性思维？几年前，得克萨斯州学校推行相关课程时，就曾遭到当地政客的强烈反对。他们声称教授学生掌握批判性思维可能会挑战“既有信念”，并削弱家长的权威。31正如惠灵顿公学教研部主任卡尔·亨德里克（Carl Hendrick）所说：“我们恰好忘了用批判性思维来审视批判性思维是否可以被传授’这个元问题。”32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布朗发现，选修他大学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学生往往缺乏对证据、逻辑和对立观点进行质疑的过往训练。即便在更低年级开设相关课程，教学方法也存在着显著差异，考虑到学界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本身就存在多种说法，这种混乱的教学形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提问新思维

	根据弗吉尼亚大学认知心理学教授、批判性思维教学领域专家丹尼尔·威林厄姆（Daniel Willingham）的观点，一个主要问题在于，批判性思维并非一种可迁移的技能。因此，不能指望仅凭一门课程就让学生掌握这种能力，并期望学生在其他课程、其他学科中也能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威林厄姆指出，批判性思维具有“领域特定性”。在科学课上应用批判性思维，其中包括提出问题、理解课程材料并对其进行评价，这可能与历史课上应用该方式有很大差异。33

	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或不应该在学校里教授批判性思维，而是强调必须以恰当的方式进行。即需要精心设计教学方案，将这一实践有机融入各种课程，让学生学会在不同的情境下灵活运用批判性思维，并且必须将其持续贯穿学习历程，通过反复强化让学生形成稳定的思维习惯。正如教育家德博拉·迈耶所说，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思维习惯”，必须培养、加强并持续不断地巩固这种习惯，从一门课程到另一门课程，从低年级到高年级。

	创意提问实验室 如何弥合人们在理解和运用批判性思维上的鸿沟34


	科林·西尔（Colin Seale）的父亲因贩卖毒品而被监禁。他在学校也常惹是生非，但有一次，小科林在考试中表现出色，被学校选入“天才”项目，然后一切都改变了：他突然被要求独立思考、与同学辩论，甚至质疑教师。这是他第一次体验到批判性思维的滋味。如今，西尔不仅是成功的律师，还积极倡导教育变革。他正努力让所有学生受益于批判性思维教育，无论其背景如何。西尔指出，只有大约1/10的教师会教授某种形式的批判性思维，并且通常只针对“天才”项目或学校重点培养的学生。这就是他专注于通过“思考法案”（ThinkLaw）项目协助教师将批判性思维教学无缝融入课堂的原因，尤其是针对第一条款（弱势）学校
	[image: ]。“我的目标是弥合人们在理解和运用批判性思维上的鸿沟，”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假设某些孩子做不到呢？这并非基于其能力差异，而是源自我们过低的期望。”

	要求教育者做到这一点确实有些困难，因为他们已经不堪重负。然而，我们社会未来的正常运转可能取决于教育者是否能够在繁重课业中见缝插针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他们能够以清晰的逻辑、明智的判断力和公正的态度进行思考。

	对于当前成年公民来说，许多人从未系统学习过批判性思维。因此，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唤醒那些已经偏离正确轨道、陷入各种认知陷阱且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人呢？

	这并非易事，也不会像你预期的那样简单。我们利用一些方法，比如试图通过逻辑、事实、证据和其他批判性思维要素来启发他们，往往行不通。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有一种批判性思维工具，它能够跨越界限，可以影响和说服他人，包括那些强烈反对你观点的人。你能猜到这个工具是什么吗？

	提问力进阶Tips

	1．自我质疑三部曲：识别自我，理解自我，修正自我。

	2．强迫自己短期内接纳对立观点，有助于察觉自己的偏见。

	3．避免“无脑提问”的自查清单：

	· 我的问题确实是问题吗？

	· 我是否真心想了解某些内容？

	· 这个问题是否已经有答案？

	· 我是否愿意公平地考虑所有可能的答案？





	[15]不过最后，这个方法对乔治没用，乔治还是把事情搞砸了。



	[16]第一条款学校（Title I），指符合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条件的公立学校。——编者注






	08 维度3，让问题成为重构人际连接的桥梁最被低估的问题类型是什么？问题如何帮助我们改善人际关系？如何避免陷入“交谈性自恋”？



如何用发问挑动人心，而不让人排斥




	已故社会活动家弗朗西丝·皮维擅长运用她所称的“策略性提问”。我将其描述为一种兼具开放的心态和同理心的提问艺术。皮维的这种提问方式在不少地方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无论是在曼谷贫民窟、饱受战争蹂躏的波斯尼亚、印度恒河之滨，还是她在美国奥克兰的扎根之地。1

	皮维可以说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她身材高大，充满活力。一位采访过她的记者描述她笑时，“浑身颤动，胸部上下起伏，耳朵也会随着动”。她既是全职活动家，也是一名偶尔会表演荒诞剧的喜剧演员。在旅行时，她会随身携带一个手持标牌，当她在火车站和其他拥挤的集会场所时，她会举起标牌，上面写着“愿意倾听的美国人”。

	这招看似古怪却成效显著。人们会接近皮维，有时会小心翼翼地打听她在从事何种活动。20多年来，她以这种方式进行了数千次采访。“我不断精进自己的采访技巧，”她告诉《墨尔本时代报》，“开放式问题可以作为引发观点和故事的跳板，例如‘你希望生活中发生哪些改变’。”2

	创意提问实验室 你对我一无所知，为什么要憎恨我3


	童年时的达里尔·戴维斯（Daryl Davis）是童子军中唯一的黑人成员。有一次他和队友们在游行时遭到种族主义者的袭击，他们向戴维斯扔石块和瓶子。从那时起，戴维斯心中始终存在一个问题：你对我一无所知，为什么要憎恨我？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戴维斯，直到有一天，他决定直接向三K党
	[image: ]成员提出这个问题。作为节奏布鲁斯音乐人的戴维斯偶然结识了一位喜欢音乐的三K党成员，并与其成为朋友。这位朋友还将戴维斯介绍给其他三K党成员。自此之后，戴维斯结识了数十名三K党成员，并促使其中许多人退出了三K党组织。“我从未想过改变任何人，”戴维斯说，“但我的存在是他们转变信仰的动力。”经过长时间交谈，“他们会逐渐意识到：还有其他思考方式和信仰”。

	皮维认为，通过提出恰当的问题——那种开放、好奇、有时略带挑战性但绝不带有评判性的问题，人们可以与那些在文化背景、政治立场和性格气质上与自己有很大不同的人进行富有意义的对话。这类问题能够巧妙地绕过人与人之间的障碍，直抵人心深处；它们可协助人们找到共通点和共同关注的议题。若提问和讨论深入到一定程度，它们甚至可能成为解决冲突和问题的开端。

	皮维运用她的策略性提问与人们合作解决各种问题。正如一篇新闻报道所述，她协助泰国的性工作者解决了被驱逐出社区的问题，参与了为大阪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的项目，帮助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市（Dubrovnik）重建了一个植物园，甚至协助加利福尼亚州的滑板爱好者解决了他们被赶出最喜欢的滑板场的问题。

	她最具启发性的倡议是关于清理恒河并提高公众意识水平的。4她通过一系列提问深入问题本质，并向当地居民抛出诸如这样的问题：“你对河水现状有何看法？你会如何向孩子描述河水现状？”皮维表示，她谨慎选择措辞，尽量避免使用“污染”这个可能会冒犯圣河信仰者的词，而是将问题和讨论围绕在“守护河流”上。她观察到人们被治理工程的浩大所震撼，因此她开始将焦点放在更长期的持续性的目标上：你们准备如何培养下一代来清理河水？

	当皮维提出这个问题时，当地人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这方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对河流的热爱、对孩子们的关爱，以及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所展现出来的空白，终究不可能长期共存于同一思维中。”皮维写道，“这种不和谐太过显著。”

	当地的家长们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随后自发地举办了一场以“河流健康”为主题的海报绘画比赛。他们计划将这些画作挂在公共场所，“以便成年人通过孩子们的眼睛看到真相而感到羞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比赛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大型的年度活动。然而正如皮维所述，这个创意并非她独自构想，而是居民自发提出的，尽管似乎是皮维的提问激发了这个想法。

	在皮维看来，好问题如同撬开黏紧的油漆罐盖子的杠杆，它也可以成为撬动人们思维的杠杆。她指出：“如果我们有更长的杠杆或者更具启发性的问题，便能搅动现状，推动事情发展。”在这个比喻中，所搅动的是人们脑海中已有的想法和潜在答案，只需稍加激发，它们便可帮助这些想法融合起来。然而，皮维的提问方法的深层价值旨在消除因文化观念差异而产生的“隔阂”，尤其在当前严重极端化的时代，这种提问方法显得格外珍贵。

	当人们从截然不同的视角审视问题时，若一方试图强加答案给另一方，则可能激发矛盾。对话可能演变为争执，或者彻底陷入僵局。也许解决最棘手难题的唯一途径是暂时搁置立场宣言，并尝试探讨以下问题：即便我们尚未就答案达成一致，是否能就问题本身取得共识？

	本书的前7章主要关注我们在尝试学习和适应变化、解决问题、开拓创新、提升领导力和培养批判性思考时所提出的问题。但提问也是一种强大的沟通工具。从最浅显层面来看，它是一种获取他人信息的方式。在本章中，我将重点探讨提问所具有的那些最令人惊奇的作用：深化与他人交流，有时甚至能够对他人产生影响（希望是积极影响）。

	提问新思维

	心理学家亚瑟·阿伦（Arthur Aron）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指出，当问题以一个适当的方式提出时，它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有助于建立人际联系。“首先，仅仅提问这个行为本身就在向对方表明你关心他。其次，这个问题会鼓励对方敞开心扉。然后，这将为你提供一个回应对方倾诉的机会。”5

	这是一个三步沟通模式：首先提问展现关注，然后加深理解，最终建立融洽关系。在需要迅速建立信任关系的职业中，比如治疗师、教练和人质谈判专家，都将提问视为主要的沟通手段。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士懂得如何以特定方式提出某些类型的问题——通常是更能激发完整回答的开放式的问题。

	罗宾·德里克（Robin Dreeke）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任职，他致力于快速建立融洽关系，并赢得特工和潜在信息来源人的信任。6他专注于精准掌握提问的技巧，以促使对方敞开心扉、配合调查并透露敏感信息。他指出，提问的措辞至关重要，但同等重要的是提问时所展现出来的态度。

	· 我是否真正对对方产生了兴趣？

	· 我是否能够摒弃自我的评判？

	· 我是否做好了真正倾听的准备，而不只是装作在听？

	“如果你没有做到所有这些事情，”德里克告诉我，“你可能会破坏试图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

	所幸德里克和其他“专业提问者”所使用的技巧并不十分复杂。只要在提问时保持清醒，注意自己在询问什么和如何进行提问，任何人都可以娴熟地运用这些技巧。

	在社交互动中，我们经常误用提问：出于习惯，我们会询问一些生硬、缺乏好奇心的问题（如“你好吗”）；我们可能提出一些伪装成疑问句的批评性问题（如“你究竟怎么想的”）；也有可能以提问的形式表达观点或提供建议（如“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7这些缺乏真诚的提问无益于建立人际关系。它们既未展现真正的兴趣，也无法促进相互理解，更难以建立信任关系。

	为了更好地提出能够加深与周围人之间联系的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我们必须努力提出基于好奇心的“真诚”问题；在专注于提问的同时，尽量避免评判和提供建议；适度冒险，提出一些开放式、有“深度的问题”（即使对方是我们不太熟悉的人）；愿意仔细倾听并通过一些问题深入思考我们所听到的内容等。以下是这些方法的具体介绍。



怀着真正的好奇心提问，而非评判




	几年前，著名剧作家琳恩·诺蒂奇（Lynn Nottage）对“工业城镇就业机会逐渐减少时的变化”这一话题产生了创作兴趣。她想寻找一个能够全面呈现后工业时代美国变化和挣扎的典型城镇，最终选择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小镇雷丁。但在开始写作之前，诺蒂奇明白必须投入时间亲自与雷丁的居民面对面交谈。8

	2011年，她首次造访雷丁时曾说：“我对这座城市及其居民一无所知，我完全是个局外人。”表面上看，她与在那里遇到的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诺蒂奇是一位政治立场偏向左翼的黑人女性艺术家。她的受访者大多是白人蓝领男性（她注意到其中一位有白人至上主义的文身）。然而正如诺蒂奇对《纽约时报》所说：“我喜欢用好奇心代替评判。你告诉我你的故事，我保持倾听不作打断，然后形成我的观点。”9

	雷丁镇的居民渴望被倾听。诺蒂奇表示：“这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我原以为会遇到一些阻力，但实际上很少有人会向他们询问‘你的感受如何？你经历了什么？’我发现人们真心愿意敞开心扉，并以出乎意料的诚实态度对我做出回应。”诺蒂奇还发现，在与钢铁工人交谈时，“他们所说的话让我感到非常熟悉，也使我产生共鸣”。正如她在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时所言，这些被解雇的工人感到无助、被忽视和被漠视。“当我坐在那里和这些白人男子交谈时，内心不禁想：你们听起来就像是美国有色族群中的一员。”

	“我认为艺术家的使命并非在于提出解决方案，而是在适当时机提出正确的问题。”诺蒂奇说。通过愿意坐下来倾听持有不同世界观的人的想法，偶尔提出一些富有同理心的问题，诺蒂奇获得了深刻洞察，然后将这些传达给她的观众。顺便说一下，这项调研催生出来的百老汇戏剧《汗水》（Sweat）最终为诺蒂奇赢得了普利策奖。

	诺蒂奇的研究信条是：“以好奇心取代评判。”这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分裂时代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信条。这也强调了优质提问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要素：当你怀着真正的好奇心提问时，你所提出的问题会显得更加真诚，而接受提问的人也更投入，甚至因受重视而感到愉悦。

	我们通常认为好奇心是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东西，要么我们对某人或某事感到好奇，要么根本就不感兴趣。然而，提问学家杰弗里·韦茨勒（Jeffrey Wetzler）提到，我们应该把好奇心视作一种选择，并建议在与他人互动之前可以“调高好奇心的音量”。10这要求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学习和了解他人的目标上。这会对对方产生强大的影响，韦茨勒指出：“我们渴望了解对方的愿望，会激发他们想要告诉我们更多事情。”

	好奇心的提升还可以消除那些妨碍良好沟通的干扰因素，比如我们自己的焦虑、想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欲望，以及评判他人的倾向。当你的好奇心被激活时，你的交谈对象很可能会感知到。然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清晰地表达你的好奇心，以免让对话伙伴误以为你是在打探或批评。这可以通过直接表明自己的好奇心来实现，比如在提问时说：“我很好奇……”例如：“我很好奇，你选择采取这种特定方法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想确保对方不会误解你的动机，可以在问题后面加上一个理由。这样，你的问题就可以变成：“我很好奇，你为什么选择采取这种特定的方法？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一直在考虑改变自己的方法。”这种技巧可以被视作“提问三明治法”：以好奇开头，把核心问题放在中间，并以理由结尾。

	在思考可能要提出的问题时，好奇心应该是主要的驱动力。这意味着，在理想情况下，你的问题应该聚焦于你真正渴望了解的内容：故事、兴趣、梦想和热爱。幸运的是，这些也是人们乐于分享的内容。因此，在试图与陌生人交流时，可以选择询问一些类似“最近你有什么开心事”这样的问题。相比之下，这样的问题比“你从事何种职业”等标准问题更为高明，因为询问职业不仅显得刻板肤浅，而且会使对方只谈论工作而忽略了他们可能有更精彩的人生可供分享。

	另一个能够引出对方目标或兴趣的问题是：“你期望解决哪些具体问题？”这个问题应当开放到足以让对方谈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拯救地球这样的宏大志向，还是减重几斤的小目标。这样一来，对话就可以更加顺畅地进行下去了。

	通过提出更具体的问题，可以改进与他人交流时的表达方式。因此，与其泛泛地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不如问“今天有什么让你感到开心或快乐的事情吗”。同时，将那些封闭式问题转变为开放式问题。比如不要问“你在博伊西住了多久”和“你喜欢那里吗”，这两种问题都可以用一两个字来回答，而是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选择前往博伊西”和“在那里生活最让你感到愉悦的是什么”。



你会陷入“交谈性自恋”吗




	如果好奇心是优质提问的关键要素，那么倾听也是紧随其后的关键所在。证明你真正对某人所说的话感兴趣和好奇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认真倾听他们的话。成为优秀提问者的前提是成为一位出色的倾听者，因为通常你下一个问题的种子蕴含在别人告诉你的内容中，唯有在认真倾听时才会捕捉到。虽然倾听似乎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即积极而深入地倾听，实际上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提问新思维

	奥斯卡·特里姆博利（Oscar Trimboli）是备受欢迎的播客《深度倾听》（Deep Listening）的主持人，同时也是两本关于该主题的书籍的作者。他指出，人脑语音处理速度通常是说话速度的4倍，这种差异常导致听者注意力涣散。11研究表明，普通人只使用了大约25%的倾听效率。12我们可以通过双重关注来提升效率：不仅关注说话者，还要自我反省倾听习惯。

	“在倾听时，大多数人更注重相似之处，而不是差异之处。”特里姆博利说。他的意思是，我们更倾向于倾听那些与我们观点一致或在某种程度上熟悉的陈述或想法，而忽略那些看似陌生、意外却可能蕴含真知灼见的观点。对此我深有体会。在多年的记者生涯里，我常带着预设框架采访，只捕捉符合报道主题的内容：能够证实或补充我报道论点的话语。但是，当我开始关注意外的观点或离题的内容时，我的文章才会出现最有趣的转折。正如特里姆博利所说：“倾听就是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

	虽然倾听并非竞技运动，但有时我们会将其视作比赛。人们常常忍不住用自身观点和故事填补每个空隙（即使实际上并无空隙），例如：“我该如何用自己的故事盖过说话者的故事？”然而当我们产生此类想法时，并未全神贯注地倾听。当你忍不住想插话时，不妨尝试问自己一个“WAIT问题”，该缩写意为“我为什么要说话”（Why Am I Talking?）。13

	仅仅闭上嘴巴倾听并不容易，因为人类天生容易陷入“交谈性自恋”（conversational narcissism），即倾向于将对话转到自己身上。14广播节目主持人、《会说话》（We Need to Talk）一书的作者西莱斯特·黑德利（Celeste Headlee）提出了“交谈性自恋”这一术语，并承认自己也有这种倾向。例如，当她朋友的父亲去世，朋友试图与她谈论此事时，黑德利立刻开始谈论自己失去父亲的经历。她起初并不明白为什么朋友会因此而感到不快。“我只是想提供帮助……表达一下‘我知道你的感受’。”但后来她意识到，“我只是在插入我自己的痛苦故事，而此时她只需要倾听和安慰”。黑德利说：“交谈性自恋者就像在抛球游戏中不断抢球却从不回传的人。”杰弗里·韦茨勒则犀利地称之为“回归自我”或“回归自我式倾听”。15

	提问新思维

	心理医生、《倾听的力量》（Just Listen）一书的作者马克·郭士顿（Mark Goulston）建议我们“将谈话视为侦探游戏，你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16因此，相比于问自己“我怎样才能在谈话中得分”，更好的问题是“我怎样才能确保我真正倾听并理解对方想表达的意思”。

	在交流中，有一种确保你理解对方意思的提问技巧，它看似简单，可能会被低估，却十分有效。这种技巧称为“复述”，可以在对话的各个阶段运用。当对话的另一方表达完一个观点，尤其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之后，你以问题的形式重复对方刚刚说过的话以确保理解，比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觉得自己不受重视，并且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这样吗？”

	复述之所以有效，有两个原因。首先，它有助于确保沟通更清晰。你可能听错了对方的意思，或者对方第一次表达得不够准确，这提供了一个澄清的机会。此外，它也向说话者表明你确实在倾听并努力理解。

	曾为FBI人质谈判专家的克里斯·沃斯（Chris Voss）指出，一种名为“镜像反馈”（mirroring）的复述技巧有助于缓解紧张对话并促进开放的沟通。17这种技巧是，重复刚刚说过的几个关键字，并以疑问形式表达出来。例如，当对方表示：“我觉得这家公司没有人在乎我所做的工作。”你可以用镜像反馈方式回应：“公司里没有人在乎吗？”沃斯解释称，这种技巧能促使对方更好地阐明自己，并使他们感到我们在认真倾听。该技巧更简洁的版本是“回声提问”（echo question），即仅重复核心词。在上述例子中，“没有人吗”即为回声提问的表述。注意：在复述或重复别人说过的话时，语气非常重要，目标是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兴趣而非怀疑。



“复述”，被低估的提问技巧




	我们将“复述”视为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追问形式，而且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最有价值且最被低估的提问工具之一。追问之所以非常关键，是因为它们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对方所表达的内容，并能引导出更全面、更富含意义的回答。追问就像一把铲子，可以帮助你深入挖掘超越表面回答的内涵。

	为什么复述常被低估？因为人们可能认为复述问题不如前序问题那样具有“原创性”，它更多地被视为前序回答的回应而非创造。采访者通常会花大量时间准备问题清单，却疏于训练追问技巧。事实上，你无法提前准备具体的需追问的问题。这正是难点所在：追问需要即时糅合深度倾听和即兴提问的能力。

	然而，若想实现深度对话乃至影响他人，追问实为不可或缺的技巧。根据播客《深度倾听》主持人特里姆博利的解说，“纵向追问法”要求对方对刚刚说过的话提供更详细的解释或细节，“横向追问法”则要求说话者用其他想法和不同观点来扩展或深化自己所说内容。举例来说，当有人向你表达在工作中感到不被重视时，适合纵向追问法的方式可能是：“你能详细描述一下吗？”而横向追问法的问题则可以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事情困扰你吗？”其中一个是更深入地挖掘对方的想法；另一个则是保持话题不变但稍微改变方向，尝试覆盖更多内容。18

	“再多告诉我一些”是最实用且最有力的追问句式。尽管这种措辞可能会让它听起来像是一种命令，但它确实是一个提问，一种请求多告诉一些信息的提问。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不是必须这样做，但我更倾向于在开头保留“你能……吗”，因为这样听起来更像是一个问题。特里姆博利经常使用“再多告诉我一些”的某种变体，来交替聚焦受访者的感受（“你能告诉我更多关于那种感觉的信息吗”）或想法（“当时你在想什么”），从而使对话更加丰富。

	无论是纵向追问还是横向追问，最有效的追问只有3个字：“还有呢？”（And What Else?）知名高管教练迈克尔·邦吉·斯塔尼尔（Michael Bungay Stanier）将其称为“AWE问题”，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教练问题”。19仅仅这句“还有呢？”就能推动对方突破表层答案，从而能够从对话的另一方那里获取更多、更好的想法和洞见。它能推动“出声思维”（thinking out loud），帮助对方梳理具有挑战性的话题。

	斯塔尼尔对AWE问题提出了两点注意事项。其一，追问应该是基于真正的兴趣。如果只是机械地追问，会让人感到厌烦。其二，连续使用2～3次最有效，超过则适得其反。到了第三轮时可以稍微修改追问内容，比如询问“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暗示对话即将结束。

	在与朋友或家人讨论问题时，提出AWE问题可能非常有益。它也是企业管理者的得力工具之一。在尝试诊断工作问题时，管理者通常会问：“问题出在哪里”或“这个问题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但人们有时很难在第一次回应中就准确表述复杂或敏感问题，因此可能需要追问几次AWE问题才能揭示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同样，这种方法也可以作为激发人们创新的工具，例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尝试什么……还有呢？”“我们公司应该考虑哪些方面……还有呢？”

	创意提问实验室 提问真的能让人坠入爱河吗20

	心理学家亚瑟·阿伦进行了一项实验，旨在探究是否可以在实验室环境下，让陌生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他将素不相识的两人带进大学实验室,试图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策略性问题来使彼此喜欢甚至爱上对方。最终，他发现了一种强效催化剂，这不是爱情魔药，而是一套需要按顺序使用的提问清单，包含36个问题，从较为表面的内容（例如“你理想的晚餐嘉宾是谁？”）到更深入的个人问题，探究关于希望、遗憾、梦想和核心价值观等深层次感受。阿伦会给每对参与者一份相同的问题清单。然后，搭档们轮流互相提问并作答。结果令人惊讶，在完成这项活动后，大多数陌生人都对彼此产生了高度积极的情感，并有搭档因此结婚。



与其给出你认为的答案，不如引导他人找到自己的答案




	如果你的提问能够引导对方开始吐露心声，比如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或者希望在生活中实现的改变，那么此时你可能忍不住想给出建议。我们都喜欢给予建议，这种感觉令人愉悦。斯塔尼尔曾说：“当给出建议时，你掌握了对话主动权。你就成为拥有答案的一方。”21

	然而，深谙提问之道的专家会告诉你：请克制给出建议的冲动。虽然初衷是想提供帮助，但实际情况是，人们所给出的建议往往不如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有效。建议者可能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具体背景了解不够充分，所试图解决的问题也可能并非症结所在。此外，建议者本身也受其个人偏见、经验和信念等因素的影响，这意味着这种建议可能仅适用于建议者本人，而非对方。

	有什么替代方案呢？与其直接给对方你认为的答案，不如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答案——这可以通过“倾听+引导式提问”来实现，以温和的方式探究和引导对方。这种互动模式被许多生活教练、顾问，尤其是治疗师所采用。优秀的治疗师不会直接告诉你该做什么，他们会引导你走上一条自行探索的道路。

	如果你能够协助他人更清晰地思考问题，并以温和的方式引导他们朝着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个方向前进，那么你就为对方创造了领悟空间，让他们能够更深入地思考问题并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对潜在的解决方案更有掌控权。

	接下来的例子由牧师、领导力培训师哈尔·迈耶（Hal Mayer）分享。当时哈尔正在辅导一位需要为教区招募更多志愿者的女性。哈尔首先让她设定一个目标：招募10名新志愿者。然后，他询问：“你尝试过哪些方法？”她提到了此前未奏效的招募方法。随后，他进一步追问：“如果你可以采用任何方法，并且资金不成问题，你会采取什么措施来招募新志愿者？”22

	这位女士提出了给志愿者提供100美元报酬的想法。哈尔记录下来后追问：“还有其他建议吗？”随着对方每提出一个新想法，他都会接着问“还有呢”，然后再次追问。最后，哈尔展示了她提出的创意清单，并询问：“这些方案中哪一个最吸引你？你希望进一步讨论哪一个？”对方选择了“设立柠檬水售卖摊位，让孩子们分发志愿者申请表”的方案。

	哈尔随后就这个方案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你计划如何搭建摊位？启动时需要做哪些准备？可能会遇到哪些阻碍？现在可以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在不到20分钟的对话结束时，这位女士已经拟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并准备在几天内开始实施。哈尔指出，他并未对她的任何想法做出评判，也没有试图告诉她该如何前进。“我只是通过提出问题协助她集中注意力。”

	在那次对话的中间阶段，哈尔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即通过使用“AWE问题”来征求多种方案。那位女士提到的最喜欢的柠檬水摊位方案并非她提到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方案，而是通过后续的追问才被引导出来的。

	哈尔在这里采取的方法与心理学家常用的动机式访谈法类似。该技术最初用于帮助酗酒者戒酒。如今，心理学家使用其各种变体来协助患者处理各种问题。该技术的核心是基于开放式问题，来帮助受访者探索改变自身现状的动机与方法。接下来，提问者运用“反映式倾听”（reflective listening，类似于复述）来推进对话、厘清对方的想法，并给予肯定。最后，总结对话并询问对方可能采取的下一步措施，以开始做出实际改变而结束。23

	即使你没有心理学背景，也能够运用动机式访谈法。《动机式访谈法》（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一书的合著者、动机式访谈法推行者威廉·R.米勒（William R. Miller）提供了一个简化版本，可供与朋友、家人或同事对话时使用。如果你认识的人正在考虑改变生活，米勒建议可以尝试询问以下问题，并仔细倾听他们的回答：

	· 为什么你要进行这项改变？

	· 如果你确实打算这样做，你认为如何才能取得成功呢？

	· 你认为做出这个决定的3个最重要理由是什么？

	· 用0到10分对一项改变打分（0代表“完全不重要”，10代表“极其重要”），对于你来说，这项改变对你有多重要呢？你会给它打几分？为什么选择这个分数？

	“在倾听时，请保持专注，不要打断或提出任何意见或建议。”米勒指出，“然后简洁地总结对方的观点，并询问‘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呢’，接着继续保持倾听。”动机式访谈法多年来一直非常成功，其成功的关键可能归结为一个基本理念，即人们更容易被自己发现的理由说服，而非他人灌输的道理。24这个观点最早由哲学家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几个世纪前提出。



“桥梁问题”帮我们跨越与他人的鸿沟




	帕斯卡认为，要说服他人接受某种观点是相当困难的，除非能够促使他们自我说服。这一观点在当前社会尤为适用。无论是在餐桌边闲谈还是在网络聊天室和评论区交流，许多人试图用事实和逻辑说服持不同观点的人，并使其意识到错误之处，但争论往往变得越来越激烈和粗鲁。双方都以大量事实、逻辑和推理来论证，却似乎永远无法说服对方。

	“在争论时，双方总将所有事实都扔进角斗场任其互相厮杀。”主持人、《争论与说服》（How Minds Change）一书的作者大卫·麦克雷尼（David McRaney）这样形容。25然而，在试图改变某人的观念时，仅凭事实并非总能奏效。其中一个原因是，同一问题可能引发不同感知，让人看到不同的事实。正如麦克雷尼所言，在不同情绪状态下审视相同的事实时，即使是同一人也可能产生差异。例如，在初次坠入爱河时，他们可能会将伴侣的怪癖和习惯视为对方的可爱之处；但当感情消退后，又会认为这些怪癖烦不胜烦。“然而，它们仍旧是先前存在的东西，”麦克雷尼指出，“只是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情感色彩。”

	有一段时间，麦克雷尼认为，既然人们如此执着于自己的情感而轻视事实，那么试图说服他们改变想法是毫无意义的。但几年前，他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公众对同性婚姻的看法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逆转，有些反对者会变成支持者。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促使麦克雷尼开始思考：那些改变立场的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在探索这个好问题的答案时，他遇到了一群LGBTQ活动人士
	[image: ]，他们正试图以一种富有创意的方式影响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这个名为“领导力实验室”（Leadership LAB）的活动团体成员挨家挨户上门拜访，与人们（其中许多人持反对态度）交谈。这些上门拜访者并没有试图与这些人争辩或说服他们，只是提出问题并倾听。调查人员会询问受访者首次听说该问题的时间，以及他们是否认识受该问题影响的人。他们邀请受访者分享相关故事和经历，并要求其尝试用数值评分来量化对此问题的感受。通常情况下，调查人员只是倾听、复述并反馈受访者的言辞和感受。

	这种方法被称为“深度游说”（deep canvassing），它采用了一些与动机式访谈法类似的技巧，同时融入了街头调查员在实践中总结的方法。其效果令人惊叹，以至于领导力实验室开始受到全球媒体的关注。麦克雷尼观看了许多采访录像，其中调查员在简短对话中微妙地影响某人改变了观点。麦克雷尼表示，受访者“在不知不觉中说服自己走向新立场”。

	这位研究人类思维方式多年的学者几乎无法理解他所观察到的现象。在《争论与说服》一书中，他这样写道：“我曾设想，人们的观点就像船上的藤壶一样经年累积，日益顽固，并抗拒着任何试图改变它们的努力。然而有一天，一个拿着记事板的陌生人出现了，他只是问了几个问题并认真倾听，事情就有了很大的改变。”26

	创意提问实验室 你会用什么方式接触年轻人27

	牧师乔尔·范戴克（Joel Van Dyke）决心帮助社区的年轻人，但多年来一直未能找到有效方法。偶然读到卡明斯关于“美妙问题”的诗句后，范戴克决定将提问作为对外沟通的桥梁。他不再试图向当地年轻人灌输自己认定的需求，而是询问：“如果换成你们自己，你们会用什么方式接触年轻人？”范戴克深入社区并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意外引发了一场对话。社区年轻人坦言非常渴望有一个打手球的地方，但被当地场馆拒之门外。“举办一场大型手球联赛吧，”他们告诉范戴克，“我们会邀请所有朋友参加。”此后，范戴克的教会每年赞助4场联赛。

	广播节目主持人克丽丝塔·蒂皮特（Krista Tippett）表示，我们每个人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提出能激发真诚、尊严和顿悟的问题。”28我将这样的问题称为“桥梁问题”（bridge questions），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跨越与他人之间存在的鸿沟。面对经常意见相左的同事或持有截然不同政治观点的亲戚，你如果希望尝试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以下建议或许能为你带来启发。

	在决定跨越这一特定鸿沟之前，你可以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尝试这种行为通常值得称赞，但请确保动机是正确的。这些动机可能包括修复或巩固对你很重要的个人关系，促进同事、朋友或家庭成员之间的文明对话和相互理解，或者拓宽思维。然而，若你仅仅是为了说服对方接受你的观点，那就不必有所期待。这很可能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可能会对关系造成伤害。

	在最初阶段，你要确定自己是被好奇心所驱动，并且在整个互动过程中，你的引导性问题将是：我能从这位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那里学到什么？在你提问之前，先表明好奇心，并解释提问的理由（提问三明治法）：我确实很好奇你为什么相信你所相信的，我想了解是因为我希望能够从不同角度审视这些问题。

	麦克雷尼建议要专注于探究每个人是如何形成独特观点的。“这个方法的关键在于让两个人并肩站立，”他说，“试着弄清楚：你认为你们存在分歧的原因是什么？各自的动机、假设和过往经验如何导致你们产生差异？它们有哪些区别？”需要注意的是，试图找到可能的共同点，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或信念，并非必须完全接受对方的观点，关键在于努力寻找你们信念中合理的和可理解的部分。这可能包括你们的初衷、担忧或价值观。

	价值观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领域。研究表明，如果你让人们稍微谈谈自己的价值观，比如他们对家庭、诚实、邻里关系等方面的看法，他们往往会变得不那么偏执，反而更加通情达理。29

	提问是一种有效寻找共同点的工具。弗吉尼亚大学校长詹姆斯·瑞安（James Ryan）经常使用一个问句：“我们至少可以达成以下共识吧？”这个问题被认为是对抗极端主义和两极分化现象的有效方法，因为它能邀请人们寻找共识。瑞安表示，每当出现僵局时，他都会使用这个问题。例如，在与同事就不同的教学方法进行激烈讨论时，瑞安可能会询问：“我们至少可以达成以下共识吧？——在场的每个人都希望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这样做有助于缓和气氛，并推动对话进行。30

	挑战你的对话伙伴，促使其改变一点思维方式，即便是微小的改变，你也要接受这样的挑战。以下两个问题可助你实现此目标：在了解对方观点并分享自己的观点后，你可以询问：“在你所持立场中，是否存在让你犹豫之处？”随后追问：“在我的立场上，你是否发现有趣或吸引你的地方？”然后分享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通过此举，双方均能承认自身观点中的不足之处，并看到对方观点中的优势。这两个问题的变体出自克丽丝塔·蒂皮特的著作《聚智慧》（Becoming Wise）。31

	在评估彼此的立场时，可以尝试使用动机式访谈法中的定量评估技术。请对方就某一问题的感受或立场，在1～10范围内进行数值评分。例如：在1～10范围内，请你就枪支管制表达你的看法（1代表完全不需要管制，10代表严格管制）。

	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评价不赞同或不喜欢的事物时，人们也很少选择最极端的数值。32他们更倾向于对不喜欢的事物给出2～3分，对于赞同的事物给出8～9分。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继续问：“你为什么选择了2分或3分，而非最低分？”通过回答这个问题，对方不得不承认对立观点中的积极之处，从而开始阐述自己论点的另一面。

	最后，慢慢来，不要期望能够很快就和他人在任何事情上都达成共识。“科学达人”比尔·奈（Bill Nye）提醒我们，对于那些与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我们必须保持耐心。“我们常常会说，‘看看这些事实！改变你的想法吧！’但人们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改变立场。”33

	通过提问并倾听，我们至少可以开启对话，并且更深入地了解周围的人。正如比尔·奈所言，我们需要相互认同：“我们是一个整体，让我们一同学习。”

	提问力进阶Tips

	1．提问者对被提问者是否感兴趣，决定了对话质量。

	2．通过提问改善人际关系的4大措施：

	· 基于好奇心提出真诚的问题。

	· 尽量避免评判和提供建议。

	· 适度冒险，提出开放式的、有深度的问题。

	· 愿意仔细倾听，通过提问深入探究。

	3．巧用复述的技巧，既可以确保交流更清晰，也给对方澄清的机会。





	[17]三K党：美国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组织。——编者注



	[18]LGBTQ活动人士指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跨性别者（Transgender）、性少数群体（Queer）。——编者注






	09 维度4，在提问中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你的人生，你会怎么说？人们为何会回避思考存在的意义？为什么用问题描述目标更有利于推动行动？“培养无知”有什么好处？



人生问题很基础，却难回答




	当阿里尔·伯格（Ariel Burger）15岁时，面对一些问题，他曾深感迷茫。这位就读于正统犹太学校的学生，却在宗教书籍的空白处画了漫画英雄。“我是个热爱艺术的孩子，为此没少惹麻烦，”他说，“我对传统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充满困惑。”他感到自己在恪守教规的自律和追寻艺术创作的自由之间撕扯。“而且我无法向任何人倾诉这些困惑，”他说，“直到我遇到了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1

	威塞尔当时已年过半百，是一位备受世人瞩目的名人：作为大屠杀幸存者，他在十几岁时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母亲和姐姐在那里惨遭杀害。重获自由后的10年间，威塞尔未曾提及这些暴行。之后他通过写作、教学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并最终成为一名全球政治活动家。他的畅销书震惊世界。1986年，威塞尔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数年后在纽约演讲时，伯格与自己的继父前往聆听。

	在演讲结束后的招待会上，伯格略显羞涩地走向威塞尔。这位大师亲切地与他握手交谈。几分钟后，威塞尔不得不去接待其他客人，但在此之前，他邀请伯格：“来见我时带上一个问题。”用伯格的话说，他耗费了6个多月的时间才终于鼓起“神圣的勇气”去纽约拜访威塞尔。“我不是带了一个问题，”伯格说，“而是带了很多问题去。”

	令他惊讶的是，威塞尔并没有对每个问题给出睿智的回答。“他一个都没有回答，”伯格后来意识到，“这其实是犹太人应对问题的一种典型方式。在犹太文化中，一个人被问及一个问题时，通常会以提出另一个问题作为回应。这些问题相互关联，并指向某个特定的方向。他对我的问题所做出的反问和他讲述的故事比任何答案都更有帮助。”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伯格与威塞尔保持着不定期的问答交流，随后伯格考入波士顿大学，选修了威塞尔的课程。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伯格成为威塞尔的助教。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汲取着威塞尔的智慧并领悟到一条特别重要的启示：威塞尔证明了“你可以带着你的问题过有信仰的生活”，伯格说，“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解脱”。

	伯格最终成功地在宗教信仰与艺术创作之间找到了平衡。在担任拉比的同时，伯格也在追求自己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创作激情，并与威塞尔保持着密切联系，直至2016年威塞尔去世前。伯格在之后著书继续探讨提问的价值。这些思想通过他的讲学，尤其是面对教育工作者的讲学，得以传播。

	威塞尔认为“问题中蕴含着神圣性”。作为一名和平活动家，他相信提问能凝聚人心，“答案会将人们分裂开来。”他还认为，如果人们愿意探索那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可以成为人们生活中鼓舞人心的驱动力。他还说：“问题中蕴含着探索。”2这也正是他生命的真实写照，几个宏大而深邃的追问始终驱动着他前行，成为他毕生追求的核心。其中之一便是：人类为什么会对同类做出如此暴行？我们该如何阻止这些重演？


	如果单独来看，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部分可能会让人感到沮丧，但第二个部分则是一个大胆而乐观的行动号召。威塞尔毕生的使命是找到回应这个问题的方法，他并不一定要给出答案，而是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这正体现了威塞尔提问哲学的精髓。你并非必须知道生命中重大而困难问题的答案，但你必须愿意提出它们、思考它们并对它们做出回应，也就是要以某种积极方式采取行动。或许你无法解决饥饿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找到养活人们的方法。
	[image: ]

	创意提问实验室 你的人生一句话是什么3


	这个问题被知名商业思想家丹尼尔·平克称为最喜欢的问题，尽管他在《驱动力》（Drive）
	[image: ]一书中承认，这一概念源自记者兼美国国会先驱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丝（Clare Booth Luce）。在拜访时任总统约翰·肯尼迪时，卢丝表达了担忧，担心肯尼迪可能会尝试做太多事情，从而失去焦点，于是告诫他：“伟人的一生只需一句话概括。”意思是，一个拥有明确且坚定目标的领导者，其成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例如：亚伯拉罕·林肯捍卫了美国联邦并解放了奴隶。平克认为，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适用，并非仅限于总统。你的人生一句话可能是“他成功培养出4个健康幸福的子女”，或者“她发明了改善人们生活的装置”。如果你选择尚未实现的目标作为自己的人生一句话，就必须先问自己：我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威塞尔认为，人总是对寻找答案上瘾，这种上瘾会让我们变得麻木。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等待一个明确的答案，而这种答案永远也不会出现；也可能会有太多的答案，它们相互矛盾，导致僵局。在此期间，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我们既不尝试，也不学习，更无法在那个问题或可能隐藏在问题背后的难题上取得任何进展。因此，“威塞尔教授建议‘停止寻找答案，而是寻找回应方式’。”伯格说。你能否接纳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并以某种方式开始行动？



用有意义的问题对抗逃避




	本章旨在探讨拥抱提问式人生，即如何挤出时间，培养主动提问的意识，向他人和自己提出更多问题。我相信，通过对自己进行提问，我们每个人都能获得力量。我们可以通过自问从不同角度看待一个棘手的问题；或者将一个庞大、令人困惑的问题分解成更小、更易处理的小问题，比如，“我的真正热情和崇高使命是什么”；抑或激励自己去面对一些一直回避的问题，比如，改掉某种不良习惯。在本章中，我们将先探讨各种可用于这些方面的问题类型。然后，我们将思考并追求一个“好问题”，一个可能在未来数年内指导和激励你前行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探究一些阻碍人们向自己提出重要且有意义问题的原因。其中一个已被埃利·威塞尔和阿里尔·伯格所阐述：人们不愿提出挑战性问题，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威塞尔证明了，你可以被那些尚未得到解答的大问题所驱动，并以有力的方式回应它们。

	对未解问题的追寻成为许多艺术家、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动力源泉。本书前几章所述故事描述了一些提出疑问但尚无现成答案的人物。他们主动接纳这些问题，采取行动，最终获得了重要成果。因此，若你心中存在待解的大问题，请记住，你正与卓越者为伍。

	现在我们来探讨人们回避向自己提出重要问题的第二个原因：谁有那时间？换言之，用乔治·卡林的话来说：“有些人看到事物的现状会问‘为什么是这样’；有些人想到事物可能的样子会问‘何不一试’；而还有一些人必须工作养家糊口，无暇顾及这类破事。”4这则笑话并非真实反映了卡林对提问的态度，他总是能腾出时间去深思这些问题。他的话只是揭示了一个现实困境：尽管我们都可以坐下来沉思那些深奥的问题，但在忙碌的生活中它们究竟有何意义？

	如果我们愿意为其创造空间，它就会融入其中。通常来说，我们会为自己重视的事情安排时间。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足够珍视提问的价值，并愿意投入一些时间。我在前几章中已经阐述了提问的作用，它能够帮助我们学习、解决问题、开拓创新、适应变化、提升领导力、促进沟通，并通过批判性思维做出更好的决策。所以，每天花几分钟来提问是否值得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何时去做。清晨和夜晚都是进行自我反省的最佳时间，各有各的好处。清晨往往是创意迸发的时刻（尤其在喝咖啡之后效果更佳）。然而，夜晚也是一个极好的反思和提问时段，有时灵感会在次日清晨迸发。科技企业家、领英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
	[image: ]每天睡前都会花几分钟思考自己正在攻克的难题。5霍夫曼发现，当他这样做时，灵感和答案常常在夜间浮现。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投入几分钟时间绝对值得。

	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对问题展开有效思考？我至少需要10分钟来确定问题，然后再用20分钟进行有效的思考。然而，这并没有固定的公式。我的同事、麻省理工学院前教授、《问题即答案》（Questions Are the Answer）一书作者哈尔·格雷格森指出，即使每天只花4分钟思考要问自己的问题，也是很有效果的。一年下来，累计起来就是24小时，相当于一整天的提问时间。6

	重要的是现在开始提问，而不是将提问推迟到一个“更好”的时机。硅谷风险投资家兰迪·科米萨提到了“推迟人生计划”概念，即年轻创业者将全部精力投入当前的赚钱工作中，以便在未来某个时刻有条件追求真正重要的事情（前提是他们能抽出时间弄清楚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7这种心态在任何专注于建立财务安全的人群中都随处可见，人们总是想先奠定舒适基础再考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然而，正如科米萨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精心规划的“推迟人生计划”往往无法按照预期进行。世界不断变化，伟大的想法逐渐消逝，人生需要彻底的调整。不管你是否喜欢，那些一直被推迟到以后再考虑的问题可能会突然变得紧迫——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呢？

	提问新思维

	除了没有答案和没有时间，人们逃避自问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该问自己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解决：并不存在所谓的“正确”问题。但世上仍然存在许多值得追求的有趣问题，当然也有很多不值得思考两秒钟以上的问题。当你触碰到关键问题时，你内心自会有所感应。因为好的问题会产生魔力，它们会激发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著名科技作家凯文·凯利说，一个伟大的问题会让你在听到的瞬间就渴望答案，而在它被提出之前，你从未意识到自己对它如此感兴趣。8



如何提出一个高质量的人生问题




	要提出一个高质量的人生问题，总要经历一个过程，早期提出的问题可能不那么出色。就像其他技能一样，提问能力需持续练习，你才会擅长提问。如果你希望培养自己在特定主题上快速提出大量问题的能力，可以尝试练习第2章中介绍的“问题构建技巧”。在第2章中，我谈到了在学校里使用问题构建技巧，并与小组学生一起使用。在成人环境中也可以采用类似方法，与他人合作或独自进行。

	首先，需要确定一个“问题焦点”，即由两三个词语组成的前提或陈述，可作为问题的关注点，例如，“技术变革”或“平衡生活”。不要直接以疑问句为起点，围绕陈述或短语来展开提问会更容易。其次，设定一个时间限制，比如10～15分钟，然后尽量多地生成相关的问题，并将每个问题记录下来，目的是从不同角度持续探究这个话题。时间截止之后，数一数你提出的问题数量。然后进行转化练习，尝试将封闭式是非问题改为开放式问题，反之亦然。最后，在列表中选择最有价值的3个问题。这个练习看似简单，但确实可以增强你以提问形式思考的能力。

	在探讨特定话题并提出问题后，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这一次使用一套专门的问题解决框架。至于要解决什么问题，可以选择一个需要改进的情境，比如，大楼的前门难以打开，排队等候咖啡的时间过长，家庭成员很少一起共进晚餐。接下来，将选定的问题放入“为什么-如果-怎样”的提问框架中。“为什么”类问题有助于理解问题的本质，“如果”类问题帮助我们构想可能的替代方案，而“怎样”类问题则引导我们朝着具体解决方案迈进。

	创意提问实验室 是否应该重新定义退休的概念9

	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还能负担得起让这么多人在60多岁退休？此外，退休真的是度过晚年最令人满意、最有成效的方式吗？CoGenerate.org创始人马克·弗里德曼（Marc Freedman）研究了60岁以上人口增长情况，并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种负担转化为财富呢？”弗里德曼认为，年长工作者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可以在非营利性组织、慈善机构和学校二次就业，这些机构对高水平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弗里德曼的组织为老年人在工作机会、奖学金、指导手册和培训课程等方面提供支持，使数百万长寿的婴儿潮一代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劳动力。他还认为，我们应该鼓励各年龄段人士规划二次就业，比如设立个人目标账户（类似于个人退休IRA），以帮助支付不可避免的转型和技能再培训费用。

	在深入研究你所发现的问题时，首先要探究问题的根源：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存在？为什么至今尚未得到解决？接着，发挥想象力，提出多种假设性问题：如果我们尝试X方案会怎样？换成Y方案呢？然后，从中选择最可行的构想，并将其转化为一个怎样做的问题：我应该如何实现这个构想？我应该采取哪些步骤迈向目标？

	完成这个练习后，问题未必能立刻解决，有些问题确实比其他问题更具挑战性，但你已经体验到创新者常用的提问方式。你可以将这个基本框架应用于家庭和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至少它能帮助你更清晰地审视问题，并可能发现潜在的解决方法。

	在寻求提问素材时，尝试用“为什么”和“如果”类问题挑战自己的固有认知。这是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的绝佳方法。首先，找出你认为确信的观点。然后通过提问试图推翻它。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第7章中阿尔诺·彭齐亚斯所提出的“致命问题”：我为什么相信我所相信的？继而用一系列问题来分析它，例如：我是何时开始相信这一点的？它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影响因素？接着考虑：如果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思考该问题，会怎样？如果试图支持相反观点或立场，会怎样？

	上述练习侧重自我提问，但你也可以培养人际交往中的提问技巧，从身边熟悉的人开始，比如配偶、挚友或家人。避开机械式提问，比如“你今天过得怎么样”，而是提出更具体的问题，比如“今天你遇到最有趣的事是什么”，或者尝试更深入的探讨，比如“最近有什么让你充满热情或兴奋不已的事情”。专注于倾听技巧，运用复述确认理解，并通过后续追问以获取更多细节和感受。

	当你积累起足够的提问的勇气时，就可将你的提问延伸至更广阔的场景。在咖啡店观察吧台服务员的一举一动时，你可以礼貌地询问：“我对你刚刚做拿铁的步骤很好奇，你为什么那么做呢？”你会发现，真正的好奇心和兴趣通常会赢得他人热情的回应。



想从平凡变顶尖，该问什么问题




	在完成这些热身练习之后，你可以尝试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通过提出问题为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变（即使是小改变）。幽默作家A. J.雅各布斯（A. J. Jacob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热衷于对自己的日常习惯进行提问，并试图做出一些微小改变。10

	在为《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撰写文章时，雅各布斯曾记录自己典型的一天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无论决定大小），并追问每个选择背后的动机。比如，为什么选择使用佳洁士牙膏？他仔细思考后意识到：“因为我12岁时在夏令营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曾告诉我这是一款很酷的牙膏。这实际上就是我连续30年使用它的原因。”他指出许多选择都存在类似情况：“我们会发现自己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机械重复的。”

	雅各布斯认为，人们应当偶尔用一整天的时间，从睁眼到入睡，对每件事进行质疑和重新审视。他表示：“我的一个想法是，这就像你在滑雪时，滑雪板在雪地上压出凹槽后，顺着既有的轨迹滑行就会更为轻松。”但如果你能持续打破常规，“就能避免陷入思维定式，从而以全新视角看世界。”

	这些微小的调整可以包括你通勤的路线，也可以是在家中做的一些事，比如整理床铺的方式。烹饪更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尝试新事物的机会。厨师克里斯·杨（Chris Young）告诉我，他总是提醒人们：“你家里有一个理想的实验场所，那就是厨房。”11

	这种微小的变化也可能会体现在你的穿衣风格和发型打理上：为什么要一成不变呢？如果你尝试一些不同的造型，会怎样呢？雅各布斯告诉我，他曾采访过一位女性，她说在某些场合，她会以略微不同的方式做一些小事。“比如涂口红，她并非按顺时针方向涂，而是按逆时针方向。只要兴致勃勃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更专注于当下就可以。这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当你改变某个微小习惯并发现行之有效时，就会逐渐积累起改变其他更大事情的信心。12

	雅各布斯观察到，通过采用不同的方法并频繁实践，我们可以改变个人的思维方式。他指出：“当你强迫自己微笑时，实际上是在欺骗大脑，从而促使其反馈快乐。”雅各布斯尝试了这种“假装”的方法，包括调整姿势使其表现得比实际更自信等。当他发现在某个项目上缺乏信心时，会自问：“一个乐观自信的人会如何做？”答案往往是抛开顾虑勇往直前，然后他就尝试效仿这种做法。

	如果你希望从小的改变过渡到更大的改变，现在可能需要一种特定类型的问题来帮助实现这种转变，即“以问求解”（questolution）。坦率地说，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笨拙，但它所代表的理念是可行的：将解决方法重塑为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呢？因为问句比陈述句更具激励性。13伊利诺伊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试图激励自己去做某事时，询问“我是否能够完成这件事？我应该如何实现它？”的效果要好于直接宣称“我一定会做到这件事”。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在促进行为改变方面，提出问题比简单陈述更有效。因此，与其说“我将从现在开始多喝水”，不如问自己“我应该如何才能让自己多喝水”。

	为什么“以问求解”更有效？首先，问句往往比陈述句更能引起人们的思考。它们会激发你甚至挑战你，让你去探索潜在的解决方案，从而让大脑立即开始处理问题。问句就像一个谜题，你几乎无法抗拒就要去深入思考解决办法。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了解到的，在睡眠或散步时，有时会潜意识地思考未解决的问题。向自己提一个“以问求解”式问题，你可能会在洗澡时突然产生行为改变的顿悟：如果我给自己购买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精美水瓶，那会怎样？如果我每次喝完一杯水就给自己一些奖励，那会怎样？

	提问相对于解决方案来说更不容易让人感到害怕，因为它们对你施加的压力较小。有些人可能认为需要压力来激励自己采取行动，但自我设定的解决方案很少能立即见效，这反而可能导致我们因挫败而迅速放弃这些方案。与此相反，问题更具包容性，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问题并非必须立即解答或给出明确答复：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持续思考、采取措施，逐步接近答案。

	此外，问题往往比陈述更具有分享价值。没有人真正愿意听你对自己承诺要做的事情的宣言。但当你与他人分享一个问题，例如“我想知道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或“在这方面我该如何改进”时，将激励朋友思考，并最终可能帮助你找到答案。

	解决方案通常与新的时间点（比如新的一年）紧密相连，而“以问求解”则可随时进行。为什么人们认为他们一年只能做出一次改变呢？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出改变呢？我们又该如何开始呢？



发现激情，定义你的“好问题”




	现在，让我们从日常习惯的改变提升到更具实质性的层面，来思考这个充满“激情”的问题：仅仅依靠提问真能帮助我们找到人生方向吗？如果我们期望仅通过提出几个问题就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可能效果不佳，但提问可以帮助我们挖掘深层次的兴趣和潜在才能。这些发现可以指引你去探索值得深入思考的活动、事业或职业方向。这里有一个三步提问法可供尝试。


	首先要问自己：“我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
	[image: ]指出，你可以通过反思甚至记录个人表现的最佳时刻来辨识这些品质，继而深入挖掘那些成功的经历：在我表现最佳时，展现了哪些个人优势？是否展现了创造力、良好的决策能力、善良的品质？14一种更有趣的思维方式是问自己：我的超能力是什么？15商业顾问山下基思提到，这一问题有助于“梳理出你能轻松运用于任何情境下的天赋与性格特质组合”。


	其次思考：你天生就感兴趣的是什么？《精要主义》（Essentialism）一书作者、教练格雷戈·麦吉沃恩（Greg McKeown）
	[image: ]指出，“成为自己人生的人类学家”，并问自己：“何时感到真正快乐？为什么？哪些活动或主题让我不断回归天性？何时显得最像真实的自己？”16这不仅包括当前的活动，也可以追溯到童年。心理治疗师埃里克·梅塞尔建议追问：10岁时我最喜欢做什么？列出童年最喜欢的活动后，“观察哪些活动至今仍能引起自己的共鸣。然后就是一个持续更新这些爱好的过程。你可能会发现有些爱好已经不存在或与当前生活不相符，但可以找到它的新版本”。17为了厘清深层兴趣，还有两个好问题：做什么事能让我忘记时间流逝？18即那些能够进入“心流”状态的活动；在书店你总会先逛哪个区域？19

	最后问自己：如何为超越自我的更大事业做出贡献？心理学家、《坚毅》（Grit）一书的作者安杰拉·达克沃思（Angela Duckworth）建议，不要只问“我如何度过一生”，而是尝试问自己：“我希望世界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我能够解决哪些问题？”这样就把焦点放在了如何服务他人上。20

	在这个主题上，我发现阿里尔·伯格分享的埃利·威塞尔的一句话特别感人和鼓舞人心。威塞尔经常鼓励他的学生走出去，为世界带来积极改变。学生们反过来会问：“我应该帮助谁？我应该做些什么？”威塞尔则会告诉他们，寻找世界上、社区里甚至是自己家庭中需要帮助的人。正如威塞尔诗意的说法：“寻找那双伸出的手。”

	提问不仅有助于发现个人激情所在，还能增强追求激情的勇气。我最喜欢的一个鼓舞勇气的问题，你肯定不陌生，它不仅被教练和心理学家使用，也被世界各地的父母用来鼓励孩子尝试新事物：“最坏的结果能有多糟？”这个问题看似消极，因为它会唤起最糟糕的想象。在面对未知时，理性思维可以削弱模糊夸大的恐惧。为了让这个问题更有效，可以搭配一个积极的跟进问题：“即便最坏的情况发生，我可以如何重整旗鼓呢？”

	提问新思维

	作家、企业家乔纳森·菲尔兹（Jonathan Fields）建议在迎接令人恐惧的挑战之前，先询问自己以下两个问题：如果失败发生，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在面对失败时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补救？21这种做法有助于我们明白，“任何失败几乎都不是绝对的。几乎任何事情都存在挽回的余地”。菲尔兹指出：“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你就能更加自信地继续前进。”

	我们在考虑失败可能性的同时，也应当思考成功的可能性，并且可以自问：“如果我取得了成功，会是怎样的情景？”22菲尔兹指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克服消极倾向。他建议仔细设想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尽管现实可能无法完全达到这种程度，但这种想象能够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动力，鼓励我们敢于冒险。



放弃对答案的渴求，做勇敢的探索者




	当道格·劳赫（Doug Rauch）作为乔氏连锁超市的总裁圆满完成职业生涯时，他本可以退休去打高尔夫球。然而，劳赫渴望追寻更有意义的事业。“我开始寻找各种挑战，但总是回到‘做你熟悉的事’这个想法，”劳赫回忆说，“而我熟悉的领域就是食品。”他还了解到另一个重要事实：“美国有5 000万人正面临饥饿。”23

	当劳赫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他运用了“为什么-如果-怎样”的循环提问法。在提问方面，他并非新手，他曾在乔氏连锁超市不断磨炼这一技艺，因为他坚信“提问是创新的核心”。他从“为什么在这个国家有1/6的人还在挨饿”这个问题开始思考。当了解到美国近一半的食物从未被消费时，劳赫开始考虑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包装完好的食物最终被丢弃到垃圾填埋场？”随后劳赫进行了一系列联结式探究：“当你开始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就会想‘如果能用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问题，会怎样呢’。”

	作为一名超市从业者，他知道有一个地方食物充足，那就是超市货架。然而问题是：如何将这些食物从超市运送到食品“荒漠”地区呢？劳赫最终想出了一个创新方案：建立一个运营机制，从超市和其他生产商那里以极低价格购买滞销食品，重新包装成便捷、营养丰富的即食餐，并在波士顿一家大型室内农贸市场以超低价销售。

	劳赫希望这个食品市场能够借鉴乔氏连锁超市的部分魅力，即让人们拥有那种购买到质优价廉食品的体验。为什么不直接赠送呢？劳赫经过深思，认为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不可持续，也不一定是人们真正需要的。许多人往往对赠送的食物持怀疑态度，但所有人都喜欢“占便宜”的感觉。这个洞察催生了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我们提供超值商品而非施舍，会怎样呢？

	在短短几年内，劳赫成功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他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诠释了如何通过提出一个好问题而找到值得追求的事业。劳赫在确定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时雄心勃勃，他大胆选择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按照世俗智慧，当面对困难和新颖事物时，我们通常会退缩而选择舒适、熟悉的生活方式。在探索问题时，他环顾四周观察社会需求，但同时也向内审视，探究自身专长，并思考如何用一种全新而有意义的方式运用这些技能。

	我们每个人都怀揣目标和计划，但你是否正在追求一个宏大、雄心勃勃且美好的核心命题呢？

	创意提问实验室 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呢24

	在拉塞尔·威尔逊（Russell Wilson）年少时，他的父亲曾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儿子，你为什么不能成为一名职业橄榄球四分卫，并赢得超级碗冠军呢？”在威尔逊奋斗成为西雅图海鹰队的首发四分卫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他。2013年，威尔逊将这个鼓舞人心的提问与队友们分享。“在队会上，我向球员们讲述了父亲的故事，并对他们说：‘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超级碗的比赛中取得胜利呢？’”2014年2月，海鹰队果然成功杀入超级碗决赛，而威尔逊则成为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历史上第二位率队获得超级碗冠军的非裔四分卫。从那时起，威尔逊一直以“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呢”的精神激励年轻一代。正如他所解释的：“现实情形是，在某个时刻，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

	一个好问题具有强大的驱动力。以提问的形式表达个人挑战，可以激发勇气和冒险精神，因为任何人都有权质疑。你无须成为公认的专家，只要愿意说：“我将带着我的问题探索世界，看看会有怎样的发现。”当你这样做时，你就占据了构建创意和吸引支持的有利位置。因为当你带着答案接近人们时，他们往往会选择忽视或质疑你；而当你提出一个好问题时，他们几乎无法抗拒提供建议或帮助解答的冲动。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激发动力。恰到好处的提问往往能产生有效推动力，这就是变革者经常将其作为起点的原因。

	你可能会感到困惑，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问题选择了你。那个与你产生独特共鸣的提问，往往只有你自己能理解其意义。而让你视其为值得坚守的“好问题”的关键，正是那份发自你内心的热忱。

	寻找一个“既具挑战又切实可行”的问题，或者就像物理学家爱德华·威滕所说，一个足够难但有趣以至于值得探索，但又足够现实以至于你有希望回答的问题。当然，并非要求你找到所有好问题的答案。例如，作为弦理论学家，威滕就从未找到能够解答宇宙本质的完美答案，但他告诉我，在追求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这已带来了许多其他有趣的发现。

	本书中的一些故事表明，人们总能在不同的场合以各种方式发现有意义的问题。你可能会在一次不幸的意外中偶然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就像范·菲利普斯那样。或者，像埃德温·兰德那样，问题可能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孩子送给你的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问题也可能源于试图解决一个看似平凡但实际重要的挑战：比如如何支付房租，如何能在早晨顺利起床。好问题最吸引人之处在于，你可能无须费力就能找到它们。它们通常就在你身边：你所在的社区、公司，甚至可能就掌握在你手中。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发现它们，这需要退后一步、改变视角，并培养类似卡林“陌生化视角”的独特洞察力。

	在熟悉的环境之外，你也能发现富有深意的问题。加里·怀特通过他创立的非营利性组织Water.org持续致力于解决与水资源相关的重大问题。25当他还是一名中西部学生时，怀特去危地马拉旅行，发现许多人因缺乏洁净饮用水而面临困境。“这让我感到震惊，这个地方离美国仅一小段飞行距离，我们拥有一切，而这里的孩子却不得不蹚过污水去收集可能致命的脏水。我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缺乏我们习以为常的基本生活所需呢？”一旦这个问题在怀特脑海中生根，他就深陷其中。

	当今世界从不缺乏包裹着好问题的棘手难题。这意味着在那些复杂问题的核心深处，隐藏着一个尚未被发掘的有价值的问题。若能揭示这些问题，我们或许就能更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本质。

	想想那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提问者很可能正在努力重新定义它们。无论是医疗体系、粮食危机、环境保护还是养老改革等诸多问题，都急需新颖且更有效的解决方法，而这些方法可能只有通过更精准的提问才能得以显现。此外，教育领域作为提问对话的核心战场，身处其中的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像“正确问题研究所”那样的教育创新机构，都需要不断提出基本问题。那些花时间和精力询问“我该如何激发孩子们进行深入思考”的家长更有可能培养出具备良好提问能力的孩子，这些孩子在成年后更有可能拥有资源和解决问题的技能。这使其成为值得探寻的好问题。

	另一方面，也许你的好问题将聚焦于塑造一个更加充实、更加好奇、更加有趣的自己。当我邀请IDEO公司的创意总监保罗·贝内特分享他自己的好问题时，他回答说：“我经常问自己：如何持续获得灵感？”贝内特认为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作为600人的创意总监，我必须激发他们的灵感，但我只有在自己拥有灵感时才能做到这一点。”他训练自己不断捕捉并珍视周围所有的灵感。“虽然无法始终如此，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每天总有些瞬间我会告诉自己：‘停！用心拍下这一刻，牢记它。’”贝内特将整理好的所有这些片段，或将其与IDEO团队成员分享，或通过博客和出版物传递给更多读者。

	对于许多人来说，吸引我们的好问题可以用多种形式表达，比如贝内特所提出的：我们如何能持续找到灵感，以便能够激励他人？这一问题必须被反复提出和回答。对于那些渴望不断成长、进步和创新的灵魂而言，这些问题永远没有最终答案。

	“远离答案，专注于问题的核心。”这是爱尔兰著名小说家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在书房的墙上潦草书写的警示。当我询问麦凯恩这句话的含义时，他回答道：“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答案实际上相当乏味。爱尔兰人在此方面尤为擅长，甚至有些让人恼火。我们倾向用问题来回应问题。但依我看来，这种状态并不坏。对生活的错综复杂应保持适度的困惑。”26

	创意提问实验室 如果将历史与嘻哈音乐结合在一起，会怎样27

	演员兼剧作家林-曼努埃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在度假时为了打发时间而走进了一家书店，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好问题，这一问题藏在他购买的书里。而当米兰达深入研究这本由罗恩·彻诺（Ron Chernow）撰写的关于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传记时，突然来了灵感。米兰达不仅读懂了汉密尔顿的移民故事，正如他后来所解释的那样，更从中看到了美国移民史的缩影（米兰达的父亲也是移民）。汉密尔顿集反叛者、多产作家与好斗者于一体，在这个人物身上，米兰达找到了与现代说唱歌手图派克·夏库尔（Tupac Shakur）等的相似之处。不久之后，米兰达和他的创作团队开始创作关于汉密尔顿的嘻哈歌曲，这些歌曲最终孕育出轰动百老汇的现象级音乐剧。和许多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米兰达的《汉密尔顿》（Hamilton）也探讨了深刻的问题，甚至以一个设问开场：一个孤儿、私生子、来自加勒比地区的贫困移民，究竟如何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传奇人物？

	耐人寻味的是，即使那些“成功人士”，也依然会不断思考那些关于工作的好问题。比如：我们为什么从事这些工作？如果将事业提升到更高层次，那会怎样？我们应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纽约时报》对电影演员杰克·吉伦哈尔（Jake Gyllenhaal）的一次采访引起了我的好奇。当被问及为何愿意从电影转向对演员要求很高的舞台剧，吉伦哈尔表示，尽管他之前在大片中担任主角很成功，却始终未能解答内心深处的困惑。“我从没有真正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创作自己喜欢的作品。我必须搞清楚自己希望成为怎样的演员，并坚定地去追求这个目标。”28

	吉伦哈尔还表示，对于年轻电影演员来说，进行这种自我反省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好莱坞，提问并不总是受欢迎，在那里每个人都好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演员、导演本·阿弗莱克（Ben Affleck）在准备拍摄那部获得奥斯卡奖的《逃离德黑兰》（Argo）时似乎也有过类似的质疑时刻。那时，他已经执导了两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阿弗莱克接受采访时说：“之后，问题变成了‘好吧，你可以做到。那你现在想表达什么？’”29这是一个永恒的好问题：你想要表达什么？为什么需要表达出来？如果你能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表达，会怎样？你应该如何实现它呢？

	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个问题产生浓厚兴趣时，应该坚定地持续探索下去。如果这个问题值得深入追求，很可能会引发困惑、挫折和疲惫。当你陷入困境时，可以采纳杰奎琳·诺沃格拉茨提出的建议：“尝试着寻找下一个问题。”将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并逐一加以解决。不断运用“为什么-如果-怎样”的思考方式，保持对所有事物甚至是自身困境的持续探索的态度。

	不要害怕调整提问的角度，甚至可以适度降低难度；也可考虑拓展问题的边界，或者为其增添新的维度，使其变成一个复合性问题。尽管可能有些笨拙，但同样美妙。

	我的追问之旅始于10多年前，当时我在思考：“如何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审视‘提问’这个司空见惯的事物，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一本书？”然而，后来发现，这本书只是探索之旅的起点，它引发了其他行动。比如，我受邀拜访各类组织，传播和分享提问技巧。不知何时起，我的重心转向了教育领域：与教师交流，探索如何在各类课堂中激发学生提出问题的意识。因为我相信，对整个社会而言，培养出未来急需的提问者、批判性思维者和创新者，这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我应该如何以尽可能多的方式向最广泛的受众传播提问的艺术，尤其聚焦教育领域？”这是一个我将长期与之相伴的问题。

	当你与自己的问题共处时，请大胆分享：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或其他途径传播。你会惊讶地发现，人们往往会支持和帮助那些探寻好问题的同行者。

	带着你的问题去森林里散步，或者带到博物馆里，问题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焕发生机。为灵感创造时间和空间，正如范·菲利普斯所说，灵感总像不期而至的浪潮般涌现。“作为一名创新者，你需要像一名耐心等待浪潮到来的冲浪者。”用自己做的假肢既跑步又冲浪的菲利普斯说。你无法预知灵感的浪花何时涌现，也无法预料大脑深处那些难以预测的连接何时产生，但你必须做好准备迎接它们。如果没有充分思考问题，甚至没有提出问题，这些连接就不太可能发生，而灵感的浪花可能永远不会涌现。

	在深入探究一个问题时，你可能会发现需要了解更多内容，这些内容可能超出了最初的想象。不要因为发现自己对某些事情一无所知而感到气馁。那片未知的黑暗始终存在，只是我们开始用提问作为手电筒进行探索之前，并不清楚其范围有多大。通过学习，提问者终将爱上这个未知世界，因为从创造力和创新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领域。作家斯图尔特·法尔斯坦认为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它，并提出了这个好问题：“如果我们培养无知而非畏惧它，那会怎样？”30

	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则需要相应的培养工具，尤其是那种能够帮助我们挖掘、揭示、呵护和成长的工具。如果发现这个工具其实从童年起就一直悄然藏于我们的口袋中，那又会怎样呢？

	提问力进阶Tips

	1．通过调整提问角度和拓展问题的边界，可以得到更具深度的复合问题。

	2．反复提出和回答好问题，能促进成长和进步的发生。

	3．只有时刻保持警觉和独特的洞察力，才能在熟悉的环境里发现富有深意的问题。

	4．揭示个人才能的三步提问法：

	· 询问自己有哪些独特的优势或特质。

	· 询问自己对哪些事物天生感兴趣。

	· 思考如何为超越自我的更大事业做贡献。





	[19]《驱动力》是丹尼尔·平克的经典力作。在书中，平克详细阐释了在奖励与惩罚都已失效的当下，如何焕发人们的热情，是对当前有关人类积极性的传统理论的颠覆之作。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0]《驱动力》是丹尼尔·平克的经典力作。在书中，平克详细阐释了在奖励与惩罚都已失效的当下，如何焕发人们的热情，是对当前有关人类积极性的传统理论的颠覆之作。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1]里德·霍夫曼，OpenAI早期投资人、AI时代的科技思想家。他的著作《AI赋能》介绍了AI时代生存与发展的10大原则，《GPT时代人类再腾飞》是全球由ChatGPT与人类合著的开创之作，《高成长思维》则揭示了商业扩张的最强规则。这几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策划。——编者注



	[22]马丁·塞利格曼，积极心理学创建人，被公认为“积极心理学之父”，美国心理协会前主席。幸福经典系列著作《真实的幸福》《活出最乐观的自己》《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教出乐观的孩子》《积极情绪的力量》等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策划。——编者注



	[23]格雷戈·麦吉沃恩，被誉为“21世纪的史蒂芬·柯维”，致力于帮助个人和企业摒弃琐碎，直抵精要。其著作《轻松主义》《精要主义》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策划。——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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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问得漂亮”，拥有惊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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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aria Popova, “Frank Lloyd Wright’s Thoughts on Learning,” Atlantic, June 8, 2012; excerpted from Bruce Brooks Pfeiffer, Frank Lloyd Wright on Architecture, Nature, and the Human Spirit: A Collection of Quotations (Portland, OR: Pomegranat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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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内容来自我2012年11月对哈里斯的采访。另可参见Harris, Trusting What You’re Told: How Children Learn from Other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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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信息来自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网站。

	13. 内容来自我2012年11月对海尔曼的采访。另可参见Ken Heilman, Creativity and the Brain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5)。

	14. LaBarre, “Question That Will Change.”

	15. Jeff Dyer, Hal Gregersen, and Clayton M.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NA: Mastering the Five Skills of Disruptive Innovators (Cambridge, MA: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1).

	16. Robinson, “School of Life” talk, appeared in BrainPickings, April 17, 2012, in Maria Popova, “Sir Ken Robinson on How Finding Your Element Changes Everything”.

	17. 内容来自我2012年年底和2013年年初对库珀里德的采访。库珀里德是许多关于欣赏式探究文章和书籍的作者，可参见David Cooperrider, Diana Whitney, Appreciative Inquiry: A Positive Revolution in Change (San Francisco: Berrett- Kohler, 2005)。

	18. 内容来自我2013年2月与特龙的电子邮件交流。

	19. 优步和Spotify的起源故事并未包含在本书中。

	20. 奈飞的故事出现在哈斯廷斯的许多采访中。可参见Matthew Honan, “Unlikely Places Where Wired Pioneers Had Their Eureka Moments,” Wired, March 24, 2008。

	21. Anthony Lane, “The Fun Factory,” New Yorker, May 16, 2011.

	22. Shaila Dewan, “To Stay Relevant in a Career, Workers Train Nonstop,”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1, 2012.

	23. Thomas L. Friedman, “It’s a 401(k) World,”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13.

	24. 内容来自Her Story Network网站和Jessica Gross, “Liquid Pape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7, 2013.

	25. 内容来自我2013年1月对托尼·瓦格纳的采访。

	26. Tony Wagner, Creating Innovators: The Making of Young People Who Will Change the World (New York: Scribner, 2012). 2013年4月1日，我在与博蒂诺的访谈中也直接与他讨论了此事。

	27. Firestein, Ignorance.

	28. 这部分内容摘自Massmoments网站，该网站整合自Don Murray, “Percy Spencer and His Itch to Know,” Readers’ Digest (August 1958)；该故事还参考了另外两篇文章：“Raytheon: A History of Global Technology Leadership”from raytheon.com; and “Who Invented Microwaves?” from Gallawa.com。

	29. Stop Stealing Dreams, self- published in 2012.

	30. Julie Flaherty, “What Should You Get out of College?,”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2002.

	31. 引自Quote Investigator网站，这句话的另一个版本出现在：William Fifield, “Pablo Picasso: A Composite Interview,” Paris Review, Summer–Fall 1964.

	32. 内容来自我2023年4月对约翰·高的采访。

	33. Drew Harwell, “Tech’s Hottest New Job: AI Whisperer,”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5, 2023.

	34. 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出现在《洛杉矶时报》2011年11月26日帕特·莫里森（Patt Morrison）对蒂法妮·施莱恩的采访中。

	35. 米特拉的TED演讲题目是“Build a School in the Cloud,” February 27, 2013。此外，还有一篇谈及此问题的博客：“Is Education Obsolete? Sugata Mitra at the MIT Media Lab,” MIT Center for Civic Media, May 16, 2012。

	36. Douglas Martin, “J. Robert Cade, the Inventor of Gatorade, Dies at 80,”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2007.

	37. David Pogue, “A Simple Swipe on a Phone, and You’re Paid,”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9, 2010.

	38. 内容来自我2013年2月20日对鲁宾的采访。

	39. 我非常感谢巴萨德在2012年接受我的一系列采访，包括电话采访和在安大略省伯灵顿巴萨德总部的面对面采访。在我访问期间，巴萨德和他的团队向我介绍了公司基于提问的创造力培训方法。

	40. 参见我的书Glimmer和另一本书：Tim Brown, Change by Design (New York: HarperBusiness, 2009)。

	41. 这句话是设计师和设计思维教师布鲁斯·茅在2008年和2009年接受我采访时对我说的，当时我是为了撰写Glimmer一书。

	42. 这则故事来自：John Seabrook, “The Flash of Genius,” New Yorker, January 11, 1993; Catherine Thimmesh, Girls Think of Everything: Stories of Ingenious Inventions by Wome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0)。



02 唯有懂得正确发问的人，才能脱颖而出




	1. 这位喜剧演员是路易斯·C.K. （Louis C.K.），他的段子叫“为什么？”（why?），曾经在YouTube上发布过。

	2. 这项研究出现在哈里斯的Trusting What You’re Told一书中。另可参见Leon Neyfakh, “Are We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Boston Globe, May 20, 2012。

	3. 片长10分钟，读者可自行从网上搜索观看。

	4. 内容来自我2013年1月17日对莫斯托夫斯基的采访。

	5. “Kids are born scientists.mp4,” ScienceChannel9000, October 2, 2012.

	6. 这些内容来自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的一篇文章。可参见：John Brockman, This Explains Everything: Deep, Beautiful, and Elegant Theories of How the World Works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13)。

	7. “When Preschoolers Ask Questions, They Want Explanations,” Science Daily press release, November 13, 2009.

	8. Lory Hough, “Why Do Kids Believe in God but Not Harry Potter?” Ed., the Magazine of 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May 2012.

	9. Alison Gopnik, “New Research Shows That Teaching Kids More and More, at Ever-Younger Ages, May Backfire,” Slate, March 16, 2011;高普尼克关于“儿童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研发部门”的论述来自她在2010年4月2日ABC的《晚间热线》节目中的访谈。她关于儿童学习与科学学习相似性的观点出现在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发表的论文上: Alison Gopnik, “Scientific Thinking in Young Children”, Science, September 28, 2012。

	10. Po Bronson and Ashley Merryman, “The Creativity Crisis,” Newsweek, July 10, 2010; Andrew Grant and Gaia Grant, “The 7 Biggest Creativity Killers,” Fast Company, June 12, 2012.

	11. 关于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提问次数也会逐渐减少的图由“正确问题研究所”提供，该图基于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为2009年“国家教育进展评估”收集的提问数据。

	12. 2012年，盖洛普对来自1 700多所公立学校的五至十二年级近50万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关于这项研究的更多信息参见其博客文章“The School Cliff: Student Engagement Drops with Each School Year,” January 7, 2013。

	13. Daniel Pink, “Does the ‘school cliff’ matter more than the fiscal cliff?”Daniel H. Pink’s blog，January 7, 2013.

	14. Amy Harmon, “May Be a Sputnik Moment, but Science Fairs Are Lagging,”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2011.

	15. Susan Saulny, “Students Stand When Called Upon, and When No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4, 2009.

	16. 内容来自我2012年12月对伦道夫的采访。

	17. Susan Engel, “Children’s Need to Know: Curiosity in School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Winter 2011.

	18. Godin, Stop Stealing Dreams.

	19. Jamie Angell, “Explaining Groening―One on One with the Sultan of Fun,” Simpsons Illustrated 1, no. 9 (Summer 1993).

	20. 材料来自德博拉·迈耶的博客：Deborah Meier on Education。我非常感谢迈耶在2012年年底和2013年年初接受我的一系列采访。

	21. Seymour Fliegel, “Debbie Meier and the Dawn of Central Park East,” City Journal, Winter 1994.

	22. 同上。

	23. 内容来自我2013年4月对尼基尔·戈亚尔的采访。更多信息参见：Nikhil Goyal，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A Student’s Assessment of School (Bravura Books, 2012)。

	24. Peter Sims, “The Montessori Mafia,”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5, 2011.

	25. Steven Levy, “Larry Page Wants to Return Google to Its Startup Roots,” Wired, April 2011.

	26. Dan Meyer, “Math Class Needs a Makeover,” TEDxNYED, March 2010.

	27. Dennie Palmer Wolf, “The Art of Questioning,” Academic Connections, Winter 1987.

	28. Kenneth Chang, “A Challenge to Make Science Crystal Clear,” New York Times, March 5, 2012.

	29. 内容来自我2012年11月对阿伦森的采访。

	30. Jessica McCrory Calarco, “Middle-Class Children: Squeaky Wheels in Training,” Indiana University study (press release posted on Eurekalert!), August 19, 2012.

	31. 我对杰克·安德拉卡的采访是在2012年2月12日。

	32. Dan Rothstein and Luz Santana, Make Just One Change: Teach Students to Ask Their Own Ques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2012).

	33. 内容来自我对卢兹·桑塔纳的采访。

	34. 案例研究引用自“正确问题研究所”的网站。

	35. 关于哈尔·格雷格森的内容来自我对他的采访；关于伊西多·艾萨克·拉比的内容广泛流传，最近出现在37signals.com的在线出版物中；关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内容来自我对他的采访；关于大卫·凯利的内容来自他接受查理·罗斯（Charlie Rose）在《60分钟》（60 Minutes）节目中的采访，播出日期为2012年1月6日。

	36. Rothstein and Santana, Make Just One Change.

	37. Neil Postman, Building a Bridge to the 18th Century: How the Past Can Improve Our Future (New York: Knopf, 1999).

	38. 内容来自我2013年1月30日对德雷谢维奇的采访。

	39. William Deresiewicz, “A Jane Austen Education,” Chronicle Review, May 1, 2011.



第二部分 掌握“为什么-如果-怎样”黄金提问框架






03 第一步：提1个问题，能引发“5个为什么”




	1. 在讲述宝丽来的故事时，我参考了许多资料。首先是杂志封面故事：“A Genius and His Camera,” Life, October 27, 1972。在这篇文章中，兰德用自己的话解释了他的女儿如何问他“为什么不能马上看到照片”。关于宝丽来的精彩综述也可参见：Harry McCracken, “Polaroid SX- 70: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he Nearly Impossible,” Technologizer, June 8, 2011。另可参见：“Polaroid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Directory of Company Histories, vol. 93 (Detroit, MI: St. James Press, 2008)。我第一次了解到宝丽来的提问故事是通过这篇文章：Mike Brewster, “The Great Innovators: Instant Photos, Lasting Fame,” Business Week, June 29, 2004。关于兰德和宝丽来，已有不少佳作问世，其中包括：Victor K. McElheny, Insisting on the Impossible: The Life of Edwin Lan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但我特别要感谢的一本书为：Christopher Bonanos, Instant: The Story of Polaroi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12)，还有同名作者的文章：Christopher Bonanos, “The Man Who Inspired Job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2011。博纳诺斯对“女儿提问”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略显怀疑，不确定兰德是否夸大了自己的故事；然而，我愿意相信兰德的故事。

	2. Bonanos, Instant.

	3. 内容来自我为写Glimmer这本书而在2008年和2009年对乔治·路易斯的采访。

	4. 关于马克·贝尼奥夫提问的故事参见：Jeff Dyer, Hal Gregersen, Clayton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NA: Mastering the Five Skills of Disruptive Innovators (Cambridge, MA: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1)。关于“颠覆了软件行业”的内容参见：Jon Swartz, “Salesforce CEO Leads Charge against Software,” USA Today, July 24, 2007。

	5. 内容来自我2012年11月对伯顿的采访。伯顿关于确信感的理论也出现在：Robert Burton, “The Certainty Epidemic,” Salon, February 29, 2008; Robert Burton, On Being Certain: Believing You Are Right Even When You’re No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8)。

	6. 乔布斯对禅宗的兴趣如初心，已经在许多地方被描述，可参见：Walter Isaacson，Steve Job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1); Daniel Burke, “Steve Jobs’ Private Spirituality Now an Open Book,” USA Today, November 2, 2011; Warren Berger, “What Zen Taught Steve Jobs (and Silicon Valley) about Innovation,” Fast Company, April 9, 2012。

	7. 正如兰迪·科米萨在2012年对我的采访中向我解释的那样。有关铃木俊隆的更多信息可参见：Shunryu Suzuki, Zen Mind, Beginner’s Mind: Informal Talks on Zen Meditation and Practice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2011)。

	8. Warren Berger, “What Zen Taught Steve Jobs,” Fast Company, April 2012.

	9. 内容来自2012年我对科米萨的一系列采访。关于科米萨的更多信息可参见: Randy Komisar, The Monk and the Riddl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1)。

	10. 内容来自我2012年12月5日对达莉娅·扎贝利娜的采访。

	11. Bob Sutton, Weird Ideas That Work: 11½ Practices for Promoting, Managing and Sustaining Innov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 “Anthropologists in Pursuit of Vuja De,” Fast Company, October 17, 2005；Warren Berger, “The Power of Vuja De,”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September 16, 2012.

	12. Tom Kelley, The Ten Faces of Innovation (New York: Doubleday, 2005).

	13. 乔治·卡林的陌生化视角片段可以在网上观看。

	14. 内容来自我2013年4月10日对凯莉·卡林的采访。

	15. Stephen Sherrill, “Oh, Happy Da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3, 2001.

	16. Kelley, Ten Faces of Innovation.

	17. Sutton, Weird Ideas That Work.

	18. 关于蒂姆·伯纳斯-李的详细信息可参见：Peter J. Denning, “Innovating the Future: From Ideas to Adoption: Futurists and Innovators Can Teach Each Other Lessons to Help Their Ideas Succeed”, The Futurist, January–February 2012; Mary Bellis, “Tim Berners- Lee,” About.com 网站“发明家”栏目。

	19. 内容来自我2013年4月对乔·杰比亚的一系列采访。

	20. Barney Jopson, “Dotcom Prodigy Builds Business from Airbed,” Financial Times, July 29, 2011.

	21. Jessica Salter, “Airbnb: The Story behind the $1.3bn Room- letting Website,” Telegraph, September 7, 2012.

	22. 内容来自里德·霍夫曼对珍·海曼的播客采访，参见：Reid Hoffman, “What’s the hidden business behind your business?”, Masters of Scale, Episode 53。

	23. 内容来自我对博蒂诺的采访。

	24. Taiichi Ohno,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Beyond Large- Scale Production (Portland, OR: Productivity Press, 1988). Also, Eric Ries, The Lean Startup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1).

	25. 内容来自IDEO公司2003年11月由威廉·斯托特（William Stout）出版的“方法卡”。

	26. 内容来自我2013年2月17日对斯蒂芬·托布罗斯基的采访。

	27. 内容来自我对加里·怀特的采访。另参见：Ellen McGirt, “Can This Man Save This Girl?,” Fast Company, July/August 2011。

	28. Madeline Drexler, “Looking Under the Hood and Seeing an Incubato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6, 2008.

	29. 内容来自我2008―2013年对IDEO高管的采访，包括蒂姆·布朗、大卫·凯利、简·富尔顿·苏丽（Jane Fulton Suri）、保罗·贝内特和弗雷德·达斯特（Fred Dust）。

	30. 内容来自我对贝内特的采访，同时也可参见他在2005年7月的TED演讲《设计在于细节》（Design Is in the Details）中讲述的故事。

	31. 内容来自我在2013年3月14日对杰奎琳·诺沃格拉茨在纽约睿智基金办公室的采访。

	32. 内容来自我2013年秋季对埃里克·梅塞尔的采访。另参见：Vern Burkhardt, “Your Brain Will Thank You, Part 1,” IdeaConnection blog, December 5, 2010。



04 第二步：接着问“如果”，让想象力爆发




	1. 关于潘多拉公司的部分，其内容来源于数篇报道、蒂姆·韦斯特格伦的公开演讲及其在线访谈，参见：Rob Walker, “The Song Decoder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18, 2009; 比尔·莫格里奇（Bill Moggridge）为他的作品Designing Media对韦斯特格伦进行的访谈；韦斯特格伦在2011年10月的芝加哥创意周中的演讲；Rocco Pendola, “A Conversation with Pandora’s Tim Westergren,” The Street, February 12, 2013。

	2. Gary Satanovsky, “Prizes Inserted into Cracker Jack Boxes,” Famous Daily, February 19, 2012; Manny Fernadez, “Let Us Now Praise the Great Men of Junk Food,” New York Times, August 7, 2010.

	3. 约翰·西利·布朗的评论来自我2013年的采访。另参见：Douglas Thomas and John Seely Brown, “Cultivating the Imagination: Building Learning Environments for Innovation,”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February 17, 2011。

	4. John Thackara, In the Bubbl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5. Jason Tanz, “Remix Culture: Humanities,” Wired, September 27, 2010.

	6. Michael Cieply, “The Great Emancipator, Vampires on His Mind,” New York Times, May 20, 2011.

	7. 内容来自我在2013年春季对穆雷的一系列采访。另参见：Vern Burkhardt, “Search and Combine Ideas,” IdeaConnection, November 7, 2010。David Kord Murray, Borrowing Brilliance: The Six Steps to Business Innovation by Building on the Ideas of Others (New York: Gotham, 2010)。

	8. 内容来自我对肯·海尔曼的采访。

	9. 内容来自我对约翰·库尼奥斯的采访。

	10. Margalit Fox, “N. Joseph Woodland, Inventor of the Bar Code, Dies at 91,”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2012.

	11. 内容来自我2012年11月对钟教授的采访；更多信息可参见：Chen- Bo Zhong, “The Role of Unconscious Thought in the Creative Process,” Rotman magazine, Winter 2010。

	12. Ray Kurzweil, “6 Beautiful Minds,” O, the Oprah Magazine, June 2007.

	13. Sam McNerney, “Unconscious Creativity: Step Back to Step Forward,” Big Think blog, May 24, 2012; also, Sam McNerney, “Relaxation & Creativity― the Science of ‘Sleeping on It,’” Big Think blog, May 8, 2012; and Annie Murphy Paul, “Why Daydreaming Isn’t a Waste of Time,” Mind/Shift blog, from KQED Public Media for Northern California, June 1, 2012.

	14. 内容来自国际奥委会网站的“Pierre de Coubertin”词条。

	15. Hugh Hart, “Seven Pieces of ‘Damn Good’ Creative Advice from 60s Ad Man George Lois,” Fast Company, March 23, 2012. 原始出处参见: George Lois, Damn Good Advice (for People with Talent) (New York: Phaidon Press, 2012)。

	16. 我在采访约翰·比伦伯格（2013年2月）、斯蒂芬·施德明（2008年多次采访，为写Glimmer一书）以及卢克·威廉姆斯（2012年春季）时讨论了“想错”理念。

	17. Barbara Strauch, “How to Train the Aging Brai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2010.

	18. 内容来自我对约翰·比伦伯格的采访。

	19. 内容来自我2012年春季对卢克·威廉姆斯的采访。另可参见: Luke Williams, Disrupt: Think the Unthinkable to Spark Transformation in Your Business (Upper Saddle River, NJ: FT Press, 2011)。

	20. Robert Schuller, Possibility Thinking: What Great Thing Would You Attempt ...If You Knew You Could Not Fail? (Glenview, IL: Nightingale-Conant, 1989).

	21. 这正是第1章中提到的那场雷吉娜·杜根的TED演讲。

	22. Graeme Wood, “Prison Without Walls,” Atlantic, September 2010.

	23. 我是在2023年5月参观底特律的摩城博物馆时第一次了解到贝里·高迪所提的问题和摩城唱片的命中率数据的。另外也可参见：Richard Harrington, “It was Music, Sweet Music，” Washington Post, May 17, 1983。



05 第三步：尝试“怎样”，让想法真正落地




	1. 内容来自我对高丽·南达的一系列采访，从2009年开始，到2013年春季结束。

	2. 不少媒体在2005年报道了高丽·南达及其早期版本的Clocky，当时产品还在开发中。

	3. Joe Sharkey, “Reinventing the Suitcase by Adding the Whee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4, 2010.

	4. Sam Potts, “My Six-Point Plan for Doing Projects,” GOOD . is, June 3, 2013.

	5. Clive Thompson, “Think Visual: Why the best way to solve complicated problems might be to draw them,” Wired, October 2010.

	6. 这句引文以及关于原型制作的许多其他有趣的想法，可以在迭戈·罗德里格斯的博客上找到。

	7. Peter Sims, “The Number One Enemy of Creativity: Fear of Failur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October 5, 2012; see also Peter Sims, “Daring to Stumble on the Road to Discovery,” New York Times, August 7, 2011.

	8. 《连线》杂志重新刊登了完整的信件。

	9. 这句话经常被认为是丘吉尔说的，但研究人员表示，尚不清楚这句话的出处。

	10. Robert I. Sutton, “Learning from Success and Failure,” HBR . org, June 4, 2007.

	11. 同上。

	12. Steven Feinberg, “Seeing: How to Create Advantages through Tactical Shifting,” Conference Board Review, Winter 2011, and Bruce Anderson, “A Golf Ball that Won’t Carry as Far Enabled Jack to Build a Minicourse,” Sports Illustrated, July 23, 1984.

	13. Nicole LaPorte, “Don’t Know How? Find Someone Who Do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7, 2011.

	14. Claudia Dreifus, “A Conversation with Scott E. Page: In Professor’s Model, Diversity = Productivit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8, 2008. See also Scott Page, The Difference: How the Power of Diversity Creates Better Groups, Firms, Schools, and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 内容来自我2013年4月对米克·埃贝林的采访。另可参见埃贝林2011年3月的TED演讲：The Invention That Unlocked a Locked- In Artist。

	16. 内容来自我对托德·麦克霍弗的采访。

	17. “我们怎样能……”的故事来自我2012年9月对米恩·巴萨德、查尔斯·沃伦和蒂姆·布朗的采访，参见：Warren Berger, “The Secret Phrase Top Innovators Us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 17, 2012。在此特别感谢查尔斯·沃伦的启发。

	18. Michael Moss, “The Extraordinary Science of Addictive Junk Food,”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20, 2013 (adapted from Moss’s book, Salt Sugar Fat: How the Food Giants Hooked Us); also, Douglas McGray, “How Carrots Became the New Junk Food,” Fast Company, March 22, 2011.



第三部分 用提问重塑AI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06 维度1，让自己成为AI时代的“首席提问官”




	1. 内容来自我2012年12月对德夫·帕特奈克的采访。

	2. Lisa Kay Solomon, “How the Most Successful Leaders Will Thrive in an Exponential World，” Singularity Hub, January 11, 2017.

	3. 内容来自我2013年3月对罗恩·谢赫的采访。

	4. David B. Peterson, “The Paradox of Leadership,” speech from World Business Executive Coach Summit 2016.

	5. Shiza Shahid, “Crisis in Leadership Underscores Global Challenges,”World Economic Forum, November 10, 2014.

	6. Deborah Ancona and Elaine Backman, “Distributed Leadership,” MIT Whitepaper, October 2017.

	7. 内容来自我2018年1月对道格拉斯·科南特的采访。由内而外的领导力的概念参见：Douglas Conant, “Leaders, You Can (And Must) Do Better. Here’s How,” LinkedIn, June 16, 2016; Douglas Conant, Mette Norgaard, TouchPoints: Creating Powerful Leadership Connections in the Smallest of Moments (New York: Jossey- Bass, 2011)。关于领导力危机的讨论，包括这项调查，以及德博拉·安科纳、巴克曼（Backman）、科南特、威廉·德雷谢维奇、苏珊·凯恩和查莫罗-普雷姆兹克的几句话，最初出现在The Book of Beautiful Questions的领导力章节中。

	8. William Deresiewicz, “Solitude and Leadership,” American Scholar, March 1, 2010.

	9. Susan Cain, “Followers Wanted,”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2017.

	10. Tomas Chamorro- Premuzic, “Why Do So Many Incompetent Men Become Leaders?” HBR . org, August 22, 2013.

	11. Jonathan Mackey and Sharon Toye, “How Leaders Can Stop Executive Hubris,” Strategy + Business, November 28. 2017.

	12. 内容来自我2013年对吉姆·哈克特的采访，另参见: Adam Bryant, “Leadership Never Looks Prepackaged,”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2012。

	13. 德鲁·休斯敦的评论摘自他2013年6月7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演讲；彼得·蒂尔的问题参见：Trevor Gilbert, “Peter Thiel’s Pointed Questions to Ask Startups,” PandoDaily, April 19, 2012; 布赖恩·斯帕利的建议参见：“How Entrepreneurs Come Up With Great Ideas,”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s, April 29, 2013; Dave Kashen, “The Values- Driven Startup,”Gigaom.com, December 17, 2011。

	14. 内容来自我与德鲁克研究所的里克·沃茨曼（Rick Wartzman）的对话，以及他的文章：“How to Consult Like Peter Drucker,” Forbes, September 11, 2012。

	15. 内容来自我2013年1月和2月对山下基思的采访和后续的电子邮件，另参见：Warren Berger, “The 5 Questions Every Company Should Ask Itself,” Fast Company, February 4, 2013。

	16. 耐克的故事来自我对设计师凯瑟琳·布兰登勃格（Kathleen Brandenberg）的采访，另参见：Mark McClusky, “The Nike Experiment: How the Shoe Giant Unleashed the Power of Personal Metrics,” Wired, June 22, 2009。

	17. Ellen McGirt, “Artist. Athlete. CEO,” Fast Company, September 2010.

	18. Leigh Buchanan, “100 Great Questions Every Entrepreneur Should Ask,” Inc Magazine, April 2014.

	19. Warren Bennis, On Becoming a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9).

	20. 蒂姆·奥格尔维在2013年1月的一次采访中与我分享了这个观点。

	21. 英特尔的故事已经被广泛报道。当安德鲁·格鲁夫去世时，这则故事出现在众多媒体所写的纪念文章中，包括：Phil Rosenthal, “What the Late Intel Boss Andrew Grove Can Teach About Managing,” Chicago Tribune, March 22, 2016。

	22. David Pogue, “Card Reader on a Phone Pays Off,”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2010; Issie Lapowsky, “The Man Who Made the Cash Register Obsolete,” Inc Magazine, May 2013; 多尔西的观点来自“6 Questions with Jack Dorsey,” Detroit Free Press, September 16, 2012; also, Daniel Terdiman, “Square’s Jack Dorsey to Tech Founders: Question Everything,” C/NET, September 10, 2012。

	23. 这个观点是由顾问杰克·伯格斯特兰（Jack Bergstrand）在2013年1月的一次采访中与我分享的。

	24. 内容来自我对莉萨·博德尔的采访，另参见：“Kill a Stupid Rule,” March 9, 2012。

	25. 内容来自我2013年1月和5月对埃里克·里斯的采访。里斯的问题可参见我之前的文章：Warren Berger, “The 5 Questions Every Company Should Ask Itself,” Fast Company, February 4, 2013。另参见: Eric Ries, The Lean Startup: How Today’s Entrepreneurs Use Continuous Innovation to Create Radically Successful Businesses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1)。

	26. 约翰·克利斯在创造力演讲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另参见：Chris Higgins, “John Cleese: Create a Tortoise Enclosure for Your Mind,” Mental Floss, November 11, 2009。

	27. Erika Andersen, “23 Quotes from Warren Buffett on Life and Generosity,”Forbes.com, December 2, 2013。

	28. Roselinde Torres, Martin Reeves, Peter Tollman, and Christian Veith, “The Rewards of CEO Reflection,” BCG blog, June 29, 2017。

	29. 内容来自里德·霍夫曼对惠特妮·沃尔夫·赫德的采访，参见：“Small Changes with Big Impact,” Masters of Scale podcast, Episode 42。

	30. 内容来自我2013年对大卫·库珀里德的采访。另参见：David Cooperrider, Diana Whitney, Appreciative Inquiry: A Positive Revolution in Change (San Francisco: Berrett- Koehler, 2005)。

	31. 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会饮篇》的开篇对剧作家阿伽松（Agathon）说出了这句箴言。参见：Ronald Gross, Socrates’ Way (New York: TarcherPerigee, 2002)。

	32. Ian Leslie, Curious: The Desire to Know and Why Your Future Depends on I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Also, Susan Engel, “Children’s Need to Know: Curiosity in School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Winter 2011.

	33. 引用埃德加·沙因的话，参见他的著作：Humble Inquiry。另参见：Tim Kuppler, “Leadership, Humble Inquiry & the State of Culture Work: Edgar Schein,” CultureUniversity.com, March 10, 2014。

	34. 道格拉斯·科南特和罗宾·德里克都和我谈过用“挑战”来提问。

	35. 商业作家戴尔·道廷（Dale Dauten）讨论了领导者如何通过让提问者承担额外工作来惩罚他们。参见：Vern Burkhardt, “Interview with Dale Dauten,” IdeaConnection, March 21, 2011。

	36. Leigh Buchanan, “100 Great Questions Every Entrepreneur Should Ask,” Inc Magazine, April 2014.

	37. 罗素的引文出现在许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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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卡尔·萨根的“胡说八道检测工具包”作为一章出现在他的书The Demon-Haunted World: Science as a Candle in the Dark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6)中。

	2. 卡尔·萨根在1996年的一次采访，参见：“The Charlie Rose Show,”YouTube, April 19, 2012。

	3. Brooke Donald, “Stanford Researchers Find Students Have Trouble Judging the Credibility of Information Online,”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newsletter, November 22, 2016. （3年后，斯坦福教育学院的后续研究发现情况并未改善。）

	4. 内容来自我2023年4月对莫妮卡·古兹曼的采访。另参见：Monica Guzman，I Never Thought of It That Way: How to Have Fearlessly Curious Conversations in Dangerously Divided Times (Dallas: BenBella Books, 2022)。

	5. 内容来自我2017年5月对丹尼尔·J.列维汀的采访，以及他的谷歌演讲：“The Organized Mind: Thinking Straight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October 28, 2014;另参见列维汀的书：Weaponized Lies: How to Think Critically in the Post-Truth Era (New York: Dutton, 2016)。最初出现在The Book of Beautiful Questions。

	6. 本章中的一些批判性思维问题基于我对M.尼尔·布朗和列维汀的采访，另参见：M. Neil Browne,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A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coauthored with Stuart Keeley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2007)；Carl Sagan, The Demon-Haunted World。我对批判性思维的定义融合了几个来源的单词和短语，包括：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for Critical Thinking。

	7. 再次感谢M.尼尔·布朗和他的书：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A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coauthored with Stuart Keeley，这本书首先提出了证据问题，还建议问“他们没有告诉我什么”。

	8. 引自批判性思维基金会网站理查德·保罗的论述。

	9. “Need for Cognition,” Psychology.iResearch.com, January 11, 2016.

	10. 内容来自我2013年对安德鲁·罗西的采访，他当时在M Booth公司工作，现在在谷歌。

	11. 内容来自我2017年对列维汀的采访。另参见：列维汀的Weaponized Lies; John Hammond, Ralph Keeney, and Howard Raiffa, “The Hidden Traps in Decision Mak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uary 2006。

	12. David Robert Grimes, Good Thinking (New York: The Experiment Publishing, 2021).我参考了格兰姆斯的书来描述可得性偏差、消极性偏见和其他偏差；关于这个主题另参见：Steven Pinker, Rationality (New York: Viking, 2021)。

	13. 茱莉娅·加利夫的TED演讲“Why You Think You’re Right Even When You’re Wrong,” March 9, 2017。我在这篇演讲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另参见：Julia Galef, The Scout Mindset: Why Some People See Things Clearly and Others Don’t (New York: Portfolio, 2021)；对士兵/侦察兵问题及对智识谦逊的讨论也可参见The Book of Beautiful Questions。

	14. Cindy Lamothe, “How ‘Intellectual Humility’ Can Make You a Better Person,” The Cut, February 3, 2017.

	15. 内容来自我2017年2月对爱德华·赫斯的采访，另参见：Edward Hess, Katherine Ludwig, Humility Is the New Smart: Rethinking Human Excellence in the Smart Machine Age (San Francisco: Berrett- Koehler, 2017)。

	16. 茱莉娅·加利夫的TED演讲 “Why You Think You’re Right Even When You’re Wrong,” March 9, 2017。

	17. Oprah Winfrey, “What I Know for Sure” column, Oprah Magazine, August 2017.

	18. 阿尔诺·彭齐亚斯在一次《快公司》会议上发表了这一观点，该观点被世界咖啡屋（the World Café）的埃里克·E.沃格特（Eric E. Vogt）、朱亚妮塔·布朗（Juanita Brown）和戴维·艾萨克斯（David Isaacs）记录在题为“The Art of Powerful Questions”的论文中。

	19. 丹尼尔·平克于2015年8月在一次在线采访中与亚当·格兰特分享了这个问题。

	20. Ben Tappin, Leslie Van Der Leer, and Ryan McKay, “Your Opinion Is Set in Stone,” New York Times, May 28, 2017.

	21. 内容来自我2017年春季对理查德·拉里克的采访。另参见：Richard Larrick, “Debiasing,” a chapter in the Blackwell Handbook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Hoboken, NJ: Wiley- Blackwell, 2007。

	22. 感谢亚当·汉森（Adam Hansen）在2017年秋季和我进行的一系列采访中提到了这个想法。另参见：Adam Hansen, Edward Harrington, and Beth Storz, Outsmart Your Instincts (New York: Forness Press, 2017)。

	23. 《宋飞正传》第5季第21集“相反”（The Opposite）于1994年5月19日播出。这个想法源于杰瑞（Jerry）对乔治·科斯坦萨说：“如果你的每一个本能都是错误的，那么相反的就会是对的。”

	24. Carl Sagan, The Demon-Haunted World.

	25. Barren Berger, “Just Asking Questions: How Healthy Skepticism Morphed into Toxic Denialism,” Big Think, June, 21, 2022。

	26. 理查德·保罗博士对这个术语的解释出现在他的批判性思维基金会网站上，以及他在YouTube上的演讲中。“弱势批判性思维”参见：Neil Browne,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27. 参见“城市词典”中的术语“JAQing off”。

	28. 这句话的某个版本被福克斯新闻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多次使用，他试图暗示自己被阻止提问，尽管他继续问了许多值得怀疑的问题。

	29. Bertrand Russell, “Is There a God?” i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Vol. 11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30. Kathryn Schulz, Being Wrong: Adventures in the Margins of Error (New York: Ecco, 2011).凯瑟琳·舒尔茨也在她的2011年TED演讲中“关于犯错”（On Being Wrong）一节提到了这一点。

	31. Liana Loewus, “Texas GOP: No More Critical Thinking in Schools,” Education Week, June 28, 2012.

	32. Carl Hendrick, “Why Schools Should Not Teach General Critical-Thinking Skills,” Aeon, December 5, 2016.

	33. 丹尼尔·威林厄姆广泛撰写了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文章，包括：Daniel T. Willingham, “Critical Thinking: Why Is It So Hard to Teach?,” American Educator, Summer 2007, Vol. 31, No. 2。

	34. 这部分内容基于我2023年6月对科林·西尔的采访。另参见：Colin Seale, Thinking Like a Lawyer: A Framework for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to All Students (Waco, TX: Prufrock Pres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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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皮维的部分，参见：Frances Peavey, By Life’s Grace: Musings on the Essence of Social Change (Gabriola, British Columb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4), excerpted in the Context Institute’s “Creating a Future We Can Live With”; David Leser, “Fran Peavey and the Politics of Heart,”Melbourne Age, May 20, 1998; and Sharon Ede, “Strategic Questioning: Asking Question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Cruxcatalyst, May 21, 2012。“她浑身颤动，胸部上下起伏”这句话参见莱塞（Leser）在《墨尔本时代报》的人物专访。

	2. Leser, “Fran Peave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Heart”.

	3. 达里尔·戴维斯在他的问题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参见：2017年TED演讲“Why I, as a Black Man, Attend KKK Rallies”； Jeffrey Fleishman, “A Black Man’s Quixotic Quest to Quell the Racism of the KKK, One Robe at a Time,”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8, 2016。

	4. Frances Peavey, By Life’s Grace.

	5. 内容来自我2017年对科学家亚瑟·阿伦的采访，用于编写The Book of Beautiful Questions。

	6. 内容来自我2017年12月对罗宾·德里克的采访。

	7. Tony DuShane, “Chris Colin, Rob Baedeker Are the Kings of Conversation,” SFGate.com, March 16, 2014; Chris Colin and Rob Baedeker, What to Talk About: On a Plane, at a Cocktail Party, in a Tiny Elevator with Your Boss’s Bos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2014).

	8. 琳恩·诺蒂奇这部分内容来自几个故事，包括Michael Shulman, “The First Theatrical Landmark of the Trump Era,” New Yorker, March 20, 2017; Alexis Soloski, “Breaking ‘Sweat’: How a Blue- Collar Drama Crossed Over to the Great White Way,” Village Voice, April 5, 2017; and Liz Spayd, “New Voices, But Will They Be Heard?”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2017。 琳恩·诺蒂奇的完整故事参见：The Book of Beautiful Questions。

	9. 这句话来自莉兹·斯派德（Liz Spayd）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

	10. 内容来自我对杰弗里·韦茨勒的采访及他的书：Ask: Find Out What You Need to Know from Those Least Likely to Tell You (New York: Hachette, forthcoming)。

	11. 内容来自我2023年4月对奥斯卡·特里姆博利的采访；另参见：Oscar Trimboli, How to Listen (Vancouver: Page Two Publishing, 2022).

	12. 这句话出现在杰弗里·韦茨勒的《提问》中。

	13. Ronald Siegel, “Wisdom in Psychotherapy,” Psychotherapy Networker, March/April 2013.

	14. Celeste Headlee and Panio Gianopoulous, “Conversation Is a Skill. Here’s How to Be Better at It,” Heleo.com, October 2, 2017.

	15. 根据杰弗里·韦茨勒的说法，他最初是从活动家黛比·欧文(Debby Irving)那里听到这种观点的。

	16. Mark Goulston, Just Listen: Discover the Secret to Getting Through to Absolutely Anyone (New York: AMACOM, 2010).

	17. “Influence Anyone with Secret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World’s Top Hostage Negotiators with Former FBI Negotiator Chris Voss,” Science of Success podcast, October 20, 2016.

	18. 这种方法是奥斯卡·特里姆博利在我的采访中与我分享的。

	19. 内容来自我2017年10月对迈克尔·邦吉·斯塔尼尔的采访，另参见：Michael Bungay Stanier, The Coaching Habit: Say Less, Ask More & Change the Way You Lead Forever (Toronto: Box of Crayons Press, 2016)。关于“AWE提问法”的深入探讨，以及“提问而非建议”的诸多益处，其完整展开参见：The Book of Beautiful Questions.

	20. 内容来自我2017年10月对亚瑟·阿伦的采访。更多信息参见：Yasmin Anwa “Creating Love in the Lab: The 36 Questions that Spark Intimacy,”Berkeley News, February 12, 2015；Elaine Aron, “36 Questions for Intimacy, Back Story,” PsychologyToday.com, January, 2015; Temma Ehrenfeld, “36 Questions to Bring You Closer Together,” PsychologyToday.com, October 15, 2023。

	21. 内容来自我对迈克尔·邦吉·斯塔尼尔的采访。

	22. Hal Mayer, “Can You Actually Help People by Just Asking Them Questions?” LeadingWithQuestions.com, April 27, 2017.

	23. 内容来自我2023年4月通过电子邮件对威廉·R.米勒的采访。更多信息参见：William R. Miller and Stephen Rollnick,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Preparing People for Chang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2)。

	24. 这句话来自布莱斯·帕斯卡1669年的Pensées。

	25. 这句话来自大卫·麦克雷尼2022年12月1日在心理学博客对斯科特·巴里·考夫曼（Scott Barry Kaufman）的采访。其他麦克雷尼的引文来自我2023年3月对他的采访，以及他的书《争论与说服》。

	26. 这段话摘自大卫·麦克雷尼再版的《争论与说服》。

	27. Joan Huyser- Honig, “Dare to Ask a Beautiful Question,” Calvin Institute of Christian Worship, May 19, 2010.

	28. Krista Tippett, Becoming Wise: An Inquiry into the Mystery and Art of Living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6).

	29. Nick Morgan, “How to Change Someone’s Mind,” Public Words blog, March 28, 2023.

	30. 内容来自我2017年10月对詹姆斯·瑞安的采访。另参见：James Ryan, Wait, What? And Life’s Other Essential Question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7)。

	31. Krista Tippett, Becoming Wise。克丽丝塔·蒂皮特曾从“天主教徒自由选择组织”（Catholics for a Free Choice）前负责人弗朗西丝·基斯林（Frances Kissling）那里听到过类似版本的问题。

	32. William R. Miller,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33. “Hey Bill Nye: How Do You Reason with a Science Skeptic?,” Big Think blog, April 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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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阿里尔·伯格和埃利·威塞尔的相关信息来自我2023年5月与伯格的电子邮件交流，以及两个播客采访：在Momentum Unlimited上的采访和在博尔德犹太社区中心的采访。

	2. 埃利·威塞尔多次说过这句话，包括在2013年11月与特德·科佩尔（Ted Koppel）的采访中（来自92街Y档案）。以下是威塞尔的完整引文：“我喜欢提问。我的一生都在提问。问题中蕴含着探索，因此我喜欢它——对意义的探索，对联结的探索，对永恒的探索，这一切始终以问题的形式存在。问题是永恒的，问题永存。”

	3. Daniel Pink, Drive: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What Motivates Us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09).

	4. George Carlin, Brain Droppings (New York: Hyperion, 1997).

	5. Michael Simmons, “Why Successful People Spend 10 Hours a Week on Compound Time,” The Mission (on Medium.com), August 10, 2017.

	6. 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力中心的哈尔·格雷格森发起了一个名为“4-24项目”的倡议，鼓励每天花4分钟提问。

	7. Randy Komisar, The Monk and the Riddle: The Art of Creating a Life While Making a Liv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01).

	8. Kevin Kelly, The Inevitable: Understanding the 12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Will Shape Our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7).

	9. Marc Freedman, “A New Vision for Retirement: Productive and Meaningful,” HBR . org blog, February 25, 2013.

	10. 关于A.J.雅各布斯的内容基于我2013年2月6日对他的采访。另参见他的书籍：The Know-It- Al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The Year of Living Biblicall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7); My Life as an Experiment: One Man’s Humble Quest to Improve Himself by Living as a Woman, Becoming George Washington, Telling No Lies, and Other Radical Tes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0); and Drop Dead Healthy: One Man’s Humble Quest for Bodily Perfec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他还就这个主题在2008年11月的《时尚先生》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进行了阐述，题为：The Rationality Project: One Man’s Quest to Ignore His Gut Instinct。

	11. 内容来自我2013年2月对克里斯·杨的采访。

	12. 我很感谢我的朋友，艺术指导和插画家杰伊·梅达利亚（Jaye Medalia），她在对话中分享了这个经验（基于她自己的经历）。

	13. 综合历时4年的100多项研究结果，该结论已被收录于多个文献，其中包括：Cheyenne MacDonald, “Will You Stick to Your New Year’s Resolutions? Psychologists Say Asking Questions Rather Than Making Statements Helps People Follow Goals,” Daily Mail, December 28, 2015。

	14. Martin Seligman, “The New Era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ED talk, 2004; Tom Rath, StrengthsFinder 2.0 (Washington, DC: Gallup Press, 2007).

	15. 这个问题是山下基思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与我分享的。

	16. Greg McKeown, “How to Design Your Life’s Mission into Your Career,” McKeown blog, November 7, 2014.

	17. 内容来自我2012年对埃里克·梅塞尔博士的采访。

	18. Mark Manson, “7 Strange Questions That Help You Find Your Life Purpose,” from Manson’s blog.

	19. 作家卡罗尔·阿德里安娜（Carol Adrienne）在2012年1月5日的在线访谈节目Listening Place中与南希·罗森诺夫（Nancy Rosanoff）分享了这个问题。

	20. Angela Duckworth, “No Passion? Don’t Panic,” New York Times, June 5, 2016.

	21. 内容来自我2013年3月对乔纳森·菲尔兹的采访。另参见：Warren Berger, “Scared of Failing? Ask Yourself These 6 Fear- Killing Questions,” Fast Company, 2014。

	22. 同样来自我对乔纳森·菲尔兹的采访。

	23. 内容来自2013年春季我对道格·劳赫的一系列采访。劳赫参加的培训项目是哈佛大学的高级领导力计划，参见：Glenn Ruffenach, “Tools to Help the World,”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3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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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关于林-曼努埃尔·米兰达的故事，这些信息来自多个渠道，包括：Blake Ross, “Lin- Manuel Miranda Goes Crazy for House and Hamilton,” Playbill, September 2009; Rebecca Mead, “All About the Hamiltons,” New Yorker, February 9, 2015; and Edward Delman, “How Lin-Manuel Miranda Shapes History,” Atlantic, September 2015。米兰达的完整故事出现在：The Book of Beautiful Questions。

	28. Patrick Healy, “Now, the Next Stag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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